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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在社会科学定性研究方法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全书约200万字，对定性研究的近40个专题进行了讨论，其中每一个专题的作者都 
ft 该领域在国际上挛有瘙誉的著名学者，其主編诺曼 • K _邓漳 (Normn . K . Denzin ) 和 
伊冯娜 • S _林肯 （Yvonna • S • Lincoln ) 更 ft 社会科学定性研究方面的 H 际旗手。即 
便是这样一个精英的团队.面对这个庞大而意义深远的工程仍然需要艰苦卓绝的工作.正 
如两位主编在本书的前言中 所说： 

在许多情形下.关于请应该珲作某个幸节或者果个幸节应该如何写，我们常常 
不情*地进入了 一场政 治斗争…… 

……为了最后期限和页数的要求，我们和作者们进行着 斗争； 关于各聿节的理 
论性以及关于邺姿我们親罅明白佴其他人却本必明白的内塞，我们也和作者们进行 
着斗争；关于各章节何时完成，我们还得做斗争；而且， S 我们要求史多的修改 
时.我们是在不断地《试着作者们的耐性。 


\ 正 ft 这些一流学者的艰苦和“斗争”.才为我们奉献了这 样一个 定性研究方面的精神 
瘙宴。 为了使国内的学者也能享此*宴，我们组织来自全国知名离校和研究机构的二十 
余位学者历时三年完成了本书中文版本的翻译和 出版。 考虑到读者阅读的方便，我们在 
征得潭出版公司的同意后.将本书中文版以四卷本的形式出版，分 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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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与艺术〉（摩书第3部分） 

经猃資料收集与分析的 方法）（摩书 》4部分> 
评诂、解释与 相述的 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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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 


经过二十多人将近三年紧张的翻译工作，这本在国际社会科学界享有盛誉的著作 
终于要以中文的形式出版了。在译稿即将付梓之际，心中充满了感慨。 

2000年8月，我在美国杜克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参加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 
的“美国社会学协会 ( ASA ) 第95届学术年会”。每年年会中的一项常规活动是各家 
出版社都将自己出版的社会学方面的新书拿到会场上来展览销售。那真是一些好书 
啊！在书展期间,我很快发现了这本刚刚修订出版的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0 
这部有着蓝色硬皮封面、大开本、厚达一千多页的、重重的“砖头式”著作,深深地吸引 
了我。虽没有购买，但心中却留下了印象深刻的一笔。 

时间真快,转眼两年半过去了。当重庆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拿着一堆英文方法 
著作请我帮他们筛选时，我首先推荐了这本书。其原因除了这本书的影响大以外，更 
主要的一点是考虑到我国学术界的实际需要。国外社会研究方法的著作已有一些先 
后译成了中文，但专门介绍定性研究方法的著作则基本没有中文译本，这不能不说是 
一种缺陷和遗憾。 

但当出版社遨请我主持这本著作的翻译工作时，我的确十分犹豫。一方面，定性 
研究方法对于我（以及所有译者)来说相对生疏，翻译的难度相对较大。另一方面，此 
书的篇幅巨大，非一两个人在有限的时间内所能完成，必须组织起一个较大规模的团 
队来承担。更重要的是，我自己手头不仅压着几本早就该写的书，同时还承担有几项 
科研课题，再加上平时的教学和指导研究生工作,实在担心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 
承担这一工作。后来，当出版社的编辑两次专程到南京拜访，我最终还是无法推托出 
版社的真诚邀请,接受了这份“苦差”，为此，我又付出了整整两年半的紧张生活。 

实事求是地说，翻译工作既非我们的专业，也不是我们的长项。特别是从经济的 

观点来看这更是一件极不划算的事情-千字的译稿通常要花费译者大半天甚至 

一整天的时间和精力，而区区几十元钱的翻译稿酬是无法用来衡量这种翻译工作的艰 
苦和价值的。细想起来，当初之所以承担此项苦差，一是出版社的盛情之遨难以推托， 
二是心中长期以来形成的那种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特别是为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的提高做点贡献的情感使然。 

在这本著作即将出版之际，我首先要感谢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我的学生们。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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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获得社会学博士、硕士学位后已参加工作好几年，自身承担有繁重的教学、科研任 
务; 有的在撰写自己的著作和 论文; 有的正在美国、香港的大学以及国内的北京大学、 
南京大学紧张地攻读博士学位，特别是有的正在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或为博士生人学 


考试而紧张地做着准备。但当我邀请他们参加翻译此书时，他们都毫不犹豫地给予了 
积极的支持，并且全身心地投入到翻译工作中来。他们中没有一个人问过报酬，有的 
只是不计得失，认真尽力地查找资料，斟字酌句地翻译每一段话。没有他们的努力和 
合作，此书是难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在此，请允许我真诚地向他们道一 句:大 家辛苦 
了！谢谢大家！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深感这本著作翻译的困难。虽然译者们的英文水平可以阅读 
英文书籍和资料，但自己看明白和将它们用准确、恰当，甚至用地道的中文表达岀来却 
并不是同一件事情,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我们深感翻译工作的责任重大，非 
常认真地对待。在翻译过程中，当听到学生们一个个叫苦不迭、一个个被翻译工作压 
得抬不起头来的时候，我心中反倒充满了踏实感——只有认真地、一丝不苟地对待翻 
译工作、对译文反复推敲、不轻易放过一处疑问的工作态度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才会使 
翻译者有这样一种感受，才会有这样一种工作状态。 

关于书名的翻译，需要略作说明。之所以用“定性研究”的概念，而不用诸如“质 
的研究”、“质性研究”、“质化研究”等概念，主要考虑的是国内社会科学界的习惯和误 
解。与有的学者采用换一个名称的方式有所不同的是，我们依旧使用定性研究这一名 
称，其目的就是为了直接说明，定性研究究竟是怎样的一种 方法; 就是为了纠正目前存 
在的对定性研究方法认识上的 偏误; 就是为了明确地告诉读者，定性研究也是一种类 
似于定童研究那样的，有特定的哲学基础、特定的视角和策略、特定的操作方法和技术 
的具体研究方式,而不是像许多人长期以来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非定量”意义上 
的泛泛而论或纯粹的主观思考(那种泛泛而论和主观思考或许只能称为议论、只能称 
为思考,而不能称作研究）。简言之,定性研究也有着一整套相对成形的、具体的方式 
方法，当然,其方式方法与定量研究的方式方法之间有着较大的不同。 

各部分的译者 是:第 1 章，风 笑天; 第 I 部分序言、第 2 章， 田凯; 第 3 章、第 14 章， 
周 晓春; 第 4 章、第 9 章、第 33 章， 邓锁; 第 5 章、第 23 章，张 艳霞; 第 II 部分序言、第 6 
章、第 7 章'，赵 延东; 第 8 章、第瓜部分序言、第 V 部分序言，唐 美玲; 第 10 章、第 11 章， 
孙龙; 第 12 章、第 21 章， 张莉; 作者前言 、第13 章、第 19 章、第 20 章、第 36 章, 陈璇； 
第 15 章、第 17 章，王 晓晖; 第 16 章、第 24 章，郝 玉章; 第 18 章、第 34 章、第 40 章，易松 
国; 第 22 章、第 IV 部分序言，唐 利平; 第 25 章， 黄河; 第加章、第 29 章 、第30 章，龙书 
芹； 第 27 章、第 28 章，聂 春雷; 第 31 章、第 32 章，罗 凌云; 第 35 章, 乐章; 第 37 章，习 
涓、徐 连明; 第 38 章、第 39 章、第 VI 部分序言，苏 莹荣; 第 41 章,徐连明。各章译者翻 
译完后，由风笑天与陈琺进行了校订。 


由于译者的学识水平所限,译文中肯定会存在一些误译和错译的地方，欢迎各位 
专家和读者随时批评指正，以便重印时及时校正。 


风笑天 

2006年12月于南京 



作者前言 


本书第2版几乎是一本新书，第1版中的多半章节都由新的著述所替换。本版新 
增了 33位各章节的作者（含合著者），新增了 6个全新的主题内容,包括酷儿理论、表 
演民族志、证词法、女性研究中的焦点群体、应用民族志、人类学诗歌等。在第2版中 
保留下来的章节都作了大量的修改，有的甚至完全改头换面。 

第2版是第1版的继续。在第1版的前言中，我们曾断言，过去的20年在社会科 
学领域悄然进行了一场方法革命，学科间的界线正在模糊化。在理论与研究中对检释 
性定性方法的共同关注使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越来越靠近。我们认为，尽管这些 
趋势并非什么新趋势，但是社会科学及相关专业领域所发生的“定性革命”影响范围 
之广还是非常令人惊奇。人们对于第1版强烈、积极的反馈也肯定了我们的断言。对 
于第1版如此受欢迎我们也感到诧异。研究与教学人员都可从该版本中找到进行教 
学与开展新研究所需的有用资料。 

本书在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领域的三大读者群依然是 :想学 习如何做定性研究的 
研究生，希望对本领域有更多了解的有兴趣的教学人员，那些已经是本书所讨论的某 
个领域或几个领域的专家但是仍然希望了解该领域最新发展的学者。我们未敢设想 
本书有一个很大的读者群，也不敢想象本书会成为本科生、研究生的研究方法课程的 
课本，但它确实做到了。1998年，在第1版的基础上，我们设计了三册平装本的课本， 
BP 《定性研究方法导论》、《定性研究策略》和《定性资料的诠释》。 

正如托马斯 • 施瓦特所言（见本书第7章），我们可能发现定性研究即是“开始于 
1970年代的学术界的改革运动”的别名。在这场运动中，诠释范式和批判范式以其多 
种不同形式成为讨论的核心。托马斯 • 施瓦特认为实际上这场运动包含了多重范式 
的理论，还包含了对传统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的认识论与伦理的批判。现在该运动已 
经有了自己的期刊、科学协会、学术会议和大学教学岗位等。 

发生于1990年代早期的定性研究领域的转型在随后这十年中继续不断地获得动 
力。到了 20世纪末，现在几乎没有人带着怀疑的目光去回顾这次叙述性转型。现在 
我们进而知道男人和女人对文化的写作是不同的，而且写作本身并非一个简单的实践 
活动。 



用实验法写作第一人称民族志文本现在已非常普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继续 
在探索民族志写作的新方法，其中许多人在写作小说、戏剧、表演文本，以及民族志诗 
歌等。社会科学的期刊在主持着关于虚构文本的辩论。公民新闻学正在塑造、在呼吁 
一种公民的或曰公众的民族志。 

目前迫切需要知道的是定性研究实践如何能够帮助这个世界朝着积极的方向改 
变。所以，值此21世纪来临之际，非常有必要对作为生产性调查形式 （ Peshkin ，1993) 
和作为激进的民主实践形式的定性研究的理论前提进行再一次地探讨。本书第2版 
的这一纲要就是要展示定性研究的话语如何能够被用来讀助创造、想象一个自由民主 
的社会。书中的每一章都以某种形式支持这一课题。 

出版商告诉我们，理想的手册应该代表某一领域知识的 浓缩; 它应该成为一本综 
合现存文献的标志性的书卷，有助于界定和塑造该学科的现状与未来。正是这一训令 
指导了本书第1版的组稿。打个比方，如果你要带一本定性研究方面的书去一个荒岛 
(或者准备一次研究生的综合考试），那么你需要的就是一本手册。1996年的春夏我 
们再一次回到这一训令之下，问自己如何能够最好地展现本领域自1994年以来所产 
生的新成果。 


定性研究的“领域” 


本书封面设计(指英文原版）的布兰克林大桥图片别有蕴涵。就像这座复杂的建 
筑一样，本书在新与旧之间架起了桥梁。它连接了多种诠释群体,延伸到不同的领地， 
提供了一条在公与私、科学与神圣、学科研究与艺术表达之间自由进退的通道。 

无需花费太多时间我们就能发现,定性研究“领域”自1991年春以来已经经历了 
大幅度的跳跃，当时我们正开始计划本书的第1版^我们再一次地了解到定性研究领 
域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根本性的紧张、矛盾和犹豫徘徊来加以界定。这些紧张（许多都 
是1991年以后出现的）在本领域相互竞争的定义与概念之间纵横捭阖。 

这些紧张并非存在于一个统一的舞台之上。我们发现护理与传播学方面的定性 
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和文化人类学研究者的关注存在着根本的差异。象征互动主义 
社会学家所处理的问题与教育研究中批判理论家的兴趣也迥然不同。而且，定性研究 
者的学科网络未必相互连接，他们未必相互对话、相互阅读。 

那么面对这些根本性的范式差异，不同风格、类型研究的内在矛盾,以及跨越不同 
学科、民族、种族、文化和性别所造成的障碍,我们再一次试图将定性研究领域凝聚、诠 
释、组织起来。在导语和结论章节，我们对这些张力如何自我解决提岀了自己的界定。 
各章节作者中很多人对于这一领域的看法与我们的大不相同，这一点在我们与许多作 
者的隐含对话中表现明显。为了读者能理解为什么我们以那种方式来处理这些困境， 
那么 首先我们必须将自己置于这些张力与矛盾之中。 

诺曼 • 邓津负责的是文化研究、表演文本、后现代、后结构主义部分，强调社会文 
本及其建构的重要性。伊冯娜 • 林肯宣称是建构主义者，她极为注重的是理论和范式 
的形成。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实证主义及其后继者后实证主义有其局限性。林 




作者前言 I 


肯给本课题带来的学科有教育学、心理学和历史学，而邓津的基地是社会学、传播学、 
人类学和人文学科。这些倾向塑造了本书的结构，让我们直接进人彼此的对话。尽管 
我们并非总是意见一致(例如，关于各范式是否可以相互沟通、整合的问题），但我们 
俩的声音在本书中都常常可以听到。其他的编者也纷纷从不同的视野，用不同的方法 
界定这一领域、建构本书。他们为每一主题选择不同的代言人，关注不同的问题，强调 
不同的方法，或者干脆组织完全不同的内容。 

本书的组织结构 

本书的组织是从一般到具体，从过去到现在。第I部分是对本领域的定位，从历 
史开始，然后转到应用定性研究传统，探讨实地研究的他者、政治与伦理。第 n 部分专 
门讨论现在正建构并影响着人类各学科之定性研究的我们所认为的历史与当代的主 
要范式。其相关章节包含从相互竞争的各范式（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建构主义、批 
判理论）的论述到具体诠释性的视角。第 m 部分专门讨论研究者可以用于具体研究 
的主要研究策略(历史地讲是研究方法）。方法问题以定性研究课题的设计为起点。 
而这种设计又总是开始于一个社会情境中的研究者，他的探索从研究的问题到范式 
(视角）再到经验的世界。如此定位之后，研究者然后才提出在任何研究中都能运用 
的方法的范围。第 M 部分的11章广泛探讨了这些研究策略的历史与应用。 

第IV部分检视了收集与分析经验材料的方法。它探讨的内容从访谈到观察，到运 
用文化物质文献和历史记录，到视觉的、个人的经历，再到数据资料管理、计算机应用、 
叙述、内容分析和语义分析等分析方法。第 v 部分探讨的是解释的艺术，包括定性资 
料之适合性的判断标准、诠释的过程、写作文本，以及定性政策研究与评估等。第VI部 
分着重论述定性研究的未来与前景。 


修订版的准备工作 


1996年春在多伦多举行的一次全天的会议上开始了关于修订版的慎重讨论。作 
者中有两人，彼特.拉贝拉 (Peter Labella) 和 米奇. 艾伦 （Mitch Allen) ，参加了与来自 
Sage 和 AhaMim 出版社的编辑的会谈。我们冗长的讨论再一次清楚地表明我们需要 
从外部注入不同于我们自己的新的视角。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我们聚集了在国际上和 
跨学科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组成编委会，这有助于我们挑选同样著名的作者、准备全 
书的内容，以及阅读每一章的草稿（通常有多个草稿）。我们将编委会各成员视为一 
扇通往他们各自领域的窗口。我们就那些需要探讨的关键主题、视角和歧见搜索相关 
信息。在彼特.拉贝拉的帮助下，我们还回顾了来自选用本书第1版作为教材者的调 
査反馈。我们寻求发现他们认为本书最大的价值在哪里。在选择编委会成员和#章 
节作者时，我们试图跨越学科、性别、种族、范式和民族的界限。我们希望借助他们的 
视野来实现我们自己学科盲点的最小化。 

我们从编委会那里获得了全面的反馈,包括对于新章节以及每一章中不同倾向的 



IV ； * 定性研究（第 4 卷):解释、评估与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 


建议，还有对于不同章节之作者的建议等。本书的每一作者（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都 
获得了国际承认)都被要求探讨以下这些问题，例如历史、认识论、本体论、试验文本、 
关键分歧、竞争性范式以及对未来的预测等。 

对批评家的反应 

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实地的对本书第1版的巨大反响，特别是成百上千来自世界各 
地将本书（以某种形式)选作学生必读书目的教授们的反馈①。我们也感谢对本书的 
批判性反应。本书有助于开启一块长期被遗忘的对话的空间。许多读者将我们的方 
法用于实地时发现了问题，这些问题指出了更多需要对话的地方。 

对于第1版的批判包括以下 这些: 框架不够张扬、对于芝加哥学派关注不够、太注 
重后现代时期、有一个过于武断的历史模型、选择性太强、过分强调第五阶段和代表性 
危机、太重视政治正确而对知识本身重视不够、对如何去做的相关论述不够。有些人 
觉得并没有发生一场革命，他们也感到很 疑惑： 既然已经发生了叙述的转型，那么我们 
如何对定性研究进行评价呢？ 

我们不可能为本书第1版和第2版中总共八十多位各章节的作者进行辩护。每 
个作者在这些问题上都采取了某个立场。作为编者，我们试图展现多种相互竞争的意 
识形态和参考文献框架。本书既不是，也不试图成为邓津和林肯观点的传声筒。我们 
并不是在说,做研究只有唯一一种方法，也不是说我们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或者说所谓 
的旧方法就是坏的。我们只是在讲，这是将这一领域理论化的方法之一，而且我们发 
现这种方法很有用。 

当然，这本书也并不简单。它超越了各部分之和，而且每一章节内部及各章节之 
间都存在巨大的多样性。我们希望读者在这些空间之中发现对他们有用的东西。我 
们渴望在这些空间之中产生新的对话。这将是一种温和的、探索性的、邻里式的且具 
有批判性的对话。这种对话将在构成今天所谓定性研究领域的众多各不相同的诠释 
性群体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界定本领域 

这些诠释性群体是由散布世界各地的人们所组成。他们在尝试运用定性的、诠释 
性的方法帮助他们 （ 以及其他人)理解那些用以界定世纪之初日常生活之令人生畏的 
背景 ®。 这些人应用建构主义、批判理论、女性主义理论、酷儿理论、批判种族理论以 
及文化研究等模式进行诠释。他们运用了本书第 m 部分所讨论的所有研究策略（个 
案研究、民族志、现象学、扎根理论、自传法、历史法、参与法以及临床法等）。作为诠 
释性研究者，这个群体的成员精于使用本书第 IV 部分所讨论的所有经验资料收集与分 


① 我们感谢伊萨穆.以托 (Isamu Ito) 教授对本部分的建议，感谢 彼特. 拉贝拉做出的评论。 

② 这一部延伸了邓津和林肯 (Denrin& Lincoln,1995) 的观点。 



析的方法。而且，作为本书章节的作者和诠释者，这些人在评价他们的文章时运用了 
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标准①。 

这些学者构成了松散定义的国际诠释研究群体。对于什么是“好的”、“坏的”、淡 
然无味的、解放性的还是有问题的分析与诠释，他们逐渐达成了一致的看法。他们不 
断地挑战“真实”与建构之间的 界线; 他们认识到所有的事件和理解都可以调节,都可 
以通过人际互动和物质材料的实践，通过本领域的话语、对话、写作、叙述、科学论文、 
现实主义、后现实主义和表演故事等变为真实。 

这个群体在正在浮现的跨学科态势的中心与边缘都能起作用，而这一态势跨越了 
原来各自独立的一些学科之间的界线，如传播学、种族、民族、宗教与妇女研究、社会 
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学批评、政治科学、经济学、社会工作、健康护理，以及教育学等。 
这一点鲜明地表现为其整体状况上的悄然变迁，表现为跨国的、跨学科的对话，表现为 
实践与习惯上向实用的变化。 

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上（实用主义与后实证主义的十字路口）一场革命悄然发生。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实用主义本身是一种理论与哲学的关注，它牢牢地扎根于现实主义 
传统。因而，它是一种理论立场，它认为实践与方法优先于反思与有意识行动。事实 
上，后现代主义本身并没有预设话语对观察的优先权。与之相反,后现代主义 （ 和后 
结构主义）只是让我们对待话语要像对待观察(或者其他实地方法）一样严肃，让我们 
认识到话语是让我们与那些未亲临实地的人分享我们的观察的路径。 


正是这种焦虑帮助我们认识话语的潜在力量,该力量现在将我们留在了后现代主 
义的门檻边，向我们暗示着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问题的来临。事实上，当代定性的、检释 
性研究存在于相互竞争的话语场域之中。本领域目前的历史分六个阶段再加一个第 
七阶段 —— 未来。这些阶段在相互循环、相互竞争、相互界定。在同一时间，话语向着 
不同的方向发展。其效果就是,既为定性研究方法同时创造新空间、新机会和新局势， 
又将其他的方法搁置一旁。 

有些人会将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版本的定性研究边缘化和政治化，将其等同于激 
进的相对主义、自我叙事和摇椅上的评论。有些人批评本书对于亲历亲为的实地法没 
有给予足够的尊重，对于那些告诉我们如何研究“真实的”世界的文本也没有给予足 
够的尊重。还有一些人想为本课题寻找一种有倾向性的、正统的，却机敏灵活的版本， 
他们回归到芝加哥学派,或回归到当前正式的、分析性的、现实主义的版本。有些人会 
从目前局势的内部进行批判，认为话语对观察的优先并未产生评价诠释性研究的合适 
标准。当只剩下声音与诠释之时，他们疑惑的是以后怎么办。许多人还要求一个规范 
的框架评价他们的研究。然而，所有这些愿望短期内都不可能实现。竞争、矛盾以及 
哲学上的紧张使得在这些问题上业已取得的共识显得不甚突出。 

在这里，我们不是在做详细的历史比较，尽管每一章节都包含了描述历史的内容。 
我们所有作者的目的都是指向未来，指向十年以后定性研究方法领域的态势。当然， 


①这些标准包括从后实证主义的（信度与效度的变异，如信用与信任）到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的立场 
注重强调合著的、唤起式表演文本，这些文本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创造了伦理上负责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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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领域的许多研究还是在早期历史阶段所界定的框架之下进行。它也应该如此。 
做检释性的定性研究并非只有某一种方法。我们这些诠释性研究者都是在比照着过 
去进行着现在的研究并探索着走向未来。 

定性研究方法的一些竞争性定义 

定性研究课题的开放性特征导致了人们永远抵制任何企图给该课题强加某个唯 
一的、像伞一样笼罩性的范式的做法。诠释性的课题有多种，包括表演民族志，立场认 
识论，批判种族理论，女性主义民族志，与英国文化研究和法兰克福学派相联系的课 
题,几种不同的扎根理论，民族方法论的多个分支，预言性的、后现代以及新实用主义 
的马克思主义，以美国为基础的批判文化研究模式，国际文化研究课题，等等。 

这些定性研究课题中的每一种一般都同时沿着四个方向发展 :①“ 在诠释理论中 
迂回徘 徊”； ②对代表政治的分析和对文学、文化形式的文本分析，包括其生产、分配 
与 消费; ③日常生活中这些形式的民族志研究、定性 研究; ④对介人课堂与地方社区批 
判文化研究的新的教育与诠释性实践的调查。 

谁的革命 

总之，一个统一的但由几个部分组成的论点组织了对本书中今日之定性研究方法 
论状况的讨论。首先，这个课题发生了变化，因为定性研究所面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 
变化。它变化了，也因为各地的诠释性研究者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不管是理论上还 
是方法上）。分裂与差异界定着全球文化经济。这是一个后殖民的世界。在研究中 
有必要超越国家或当地群体来进行思考。 

其次,现在是这样一个世界,民族志文本就像其他商品一样在电子化世界经济中 
流通。民族志可能是后现代世界中主要话语形式之一，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依然不能 
理所当然地了解对于不同的人而言民族志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即便是传统的、现实主 
义的定性研究(参 见: Snow , 1999, p .97) ①。全球与地方性的法律过程已经抹去了民 
族志研究者与他们的作品之间的个人的与制度的差距。我们并不“拥有”关于我们研 
究对象的那些实地记录。我们并不具有毫无争议的正当理由去研究某个人、某件事。 
研究的主体现在开始挑战他们是如何被描写的，而且，不止一个民族志研究者已受到 
起诉 。 

第三，这是一个性别化的课题。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酷儿理论的理论家质疑 
这样一种异性的、民族志叙事文本的传统逻辑，即，在实际的叙述中，将民族志研究者 
反思性地定位成性别中性化 ( 或男性化）的自我。经历、话语、自我理解和更宽泛的关 

①詹姆森 (Jameson,1990) 认为,现实主义文本建构其版本的世界是通过“将读者……编人 程序; 在新习惯 
新实践中训练读者……这种叙述最终必须产生关于现实……关于真实，客观或外在世界的类型，这种类型本身是 
历史的，它可能在其他生产模式下进行决定性的修正,如果不是在以后阶段的话” （ P . 166)。新民族志文本正在 
生产自己版本的现实，正在教读者如何介人这一视野的社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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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种族、民族、国家、性别、阶级、年龄等的文化假设相互碰撞。确定的身份已经决不可 
能 存在; 民族志研究者必须不断要问的不是“我是谁?”，而是“我在何时何地，我是何 
种状况?” （ Trinh , 1992 , p .157)。 

第四,定性研究既是一个研究课题，但它也是道德的、讽喻的、治疗性的课题。民 
族志不仅仅是对人类经验的记录。民族志研究者写作一些小的道德故事，这些故事不 
仅仅是文化差异的汇聚，也不仅仅是另一种文化重生。正如威廉姆 • 福克纳 
( Faulkner , 1967, p . 724) 所言，研究者的故事写作是一种支柱，它帮助男人和女人们 
忍受和超越21世纪的黎明岁月^ 

第五，尽管对定性研究领域的界定常常存在断裂与分歧，但是该课题一直有一个 
中心 :即明 确地宣称从互动个体的视角人道主义地研究社会世界。从这一原则分化出 
自由与激进的行动政治学，其研究者分别来自女性主义、临床研究、民族研究、批判理 
论、酷儿理论、批判种族理论和文化研究等领域。虽然在定性研究领域存在多种诠释 
性群体，但是它们都统一在这一原则基础之上。 

最后，定性研究的第七阶段将由民族志研究者贯彻以上假设所做的研究来进行界 
定。这些状况为定性研究在21世纪的转型支起了一个平台①。 


本书背后的故事 

写作诸如此类的一本书所遭遇的许多困难和任何其他相同规模课题的困难相似。 
而另一些困难则是在本领域活动中产生的根本性张力与矛盾。在本书第1版中，许多 
“适合”某些章节写作的学者或者联络不到、太忙、负荷过重或者去海外做实地研究去 
了。因此，我们找其他的学者，而这些学者却证明比我们所想象的更“适合”。几乎没 
有重叠的网络覆盖我们所试图囊括的众多学科。尽管这一次我们对该领域了解更多 
了一点，但是关于应该向谁询问如何去做我们依然不甚知晓，还有许多未知空间。我 
们遭遇了学科的界线——包括我们自己的——发现了在不同的诠释性群体的内部围 
绕我们的每一主题存在不同的传统。要知道如何跨越这些常常很困难,而我们的桥梁 
又常常是移动性的建构。我们还不得不应对关于一系列不同主题的、迥异的理论风 
格，其建构的基础包括学科的、认识论的、性别的、种族的、民族的以及国家的信仰、疆 
界、意识形态等。 

在许多情形下，关于谁应该写作某个章节或者某个章节应该如何写，我们常常不 
情愿地进入了一场政治斗争。这些争端清楚地指出了本课题的政治特性，指出了一个 
事实,即每一章节都是一个潜在的（如果不是真实的话）多重诠释的领地。不止一次， 
我们和某个作者以及某个编委会成员产生了分歧。我们常常发现自己要在编委们相 
互竞争的观点中做出裁决，在意义形成与交际手段之间进行连接。很遗憾，在某些情 
形下我们造成了感情伤害，或者甚至损害了长期的友谊。如果有先见之明，许多事情 
今天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处理。在这里，我们为我们所造成的伤害真诚致歉。 


①最后,我期待一个持续的定性研究的表演转向,作者为他人表演其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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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及作者与顾问专家，努力地探询我们想要讨论的一些术语的意义，这些术 
语包括理论、范式、认识论、诠释性框架、经验资料与数据、研究策略等。我们发现，定 
性研究这一术语对于不同的人意义是不同的。 

即使有两千多页的初稿，我们还是放弃了追求全面的目标。为了最后期限和页数 
的要求，我们和作者们进行着斗争。关于各章节的理论性以及关于那些我们能够明白 
但其他人却未必明白的内容，我们也和作者们进行着斗争。关于各章节何时完成，我 
们还得做斗争。而且，当我们要求更多的修改时，我们是在不断地测试着作者们的 
耐性。 

本书的阅读 

如果我们自己对本书作评论,我们将指出我们自己所见的不足。在某些意义上， 
这些不足类似于我们在1994年版本中的发现——过分依赖各自学科（社会学、传播 
学、教育学）的视角，缺乏对自我及其在实地研究情境中的位置的研究,对新的社会与 
文化历史的研究太少——尽管我们努力地想避免这些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涉及了 
第1版中所体现出的一些问题。我们努力地试图涵盖应用定性研究的更多领域。我 
们帮助开启了各章节作者之间的对话。我们为来自其他学科（特别是人类学）的更多 
的声音创造了空间,但是我们依然缺少代表有色的及第三世界人们的声音。而你，读 
者,肯定对本书有你自己的反应，可能关注另一些我们所没有看到的问题。 

这些都体现了本书的本质特征，体现了做定性研究的本质特征。这本书是一种社 
会建构，一种社会实施的、共同创造的实体。而且，尽管它以物质的形式存在，但是随 
着一代代的学者、研究生反复地使用它、修改它，从它发起更多的方法论范式的、理论 
的、实践的研究，它将毫无疑问地被再创造。它并非一个最终的论断。它是一个起点， 
一个新思想、新研究的跳板。新的研究新鲜而敏感，模糊了学科间的界线，但总能深化 
我们对较大的人类研究课题的 理解。 

尽管既有优势也有缺陷,我们希望这个课题有助于定性研究在人类研究学科中逐 
渐成熟并扩大影响。而且，正如我们原来所受到的训令,我们希望它能说服你——读 
者,相信现在定性研究本身已构成了一个研究领域,使你能更好地将自己的研究定位 
于定性研究传统之中。如果能这样，我们就成功地架起了一座为我们所有人服务的 
桥梁。 



致谢 


如果没有各章节的作者及编委会各成员对本书无偿付出的时间、意见与真诚的建 
议（常常未被给予足够的注意），本书将不能得以出版。在这里我们一并感谢所有作 
者与编委会成员，他们的名字列在本书的扉页上。他们既能够为本课题提供长期的、 
持续的支持，又能提供短期的、应急式的帮助。 

我们还有其他一些人情债，非常个人化和家庭式的。如果没有我们的编辑彼特 • 
拉贝拉及其前任米奇 • 艾伦无处不在的帮助、支持、智慧与鼓励，将不可能有本书的出 
版。他们对本领域及其历史与多样性的把握是非凡的。他们对本课题的性质的构想 
极具价值。是他们的力童推动着我们向前。而且，不管我们何时碰到问题，彼特总是 
耐心地在那里提供帮助。回到家，回到萨基 （ Sage ) 出版社这支舰队，托 马斯. 盖伊 
(Thomas Gay )， 罗尔夫_詹卡 （Rolf Janke ) ，萨拉 • 米勒.麦克丘恩 （Sara Miller 
McCime ) 在许多情况下保证了本书这条舰船向着正确的方向行驶。 


我们也要感谢以下这些个人与院系给我们的帮助、支持、洞见与耐心，包括我们各 
自的大学与院系等。尤其要感谢伊冯娜的院长琼 • 康诺莉 (Jane Conoley ) ，副院长欧 
内斯特 • 戈茨 (Ernest Goetz ) 和系主任布赖恩 .R . 科尔 （Bryan R . Cole ) ，他们每个人 
都以某种重要的方式为本研究提供了方便。在厄巴纳 （ Urbana )， 杰克. 布拉奇 （Jack 
Bratich ) 提供了必要条件。他的幽默与优雅使我们不断增加的文档井然有序,使每个 
人都按部就班。没有杰克，这个课题决不能够完成。还有伊利诺斯大学的伊丽莎白. 
威尔逊 (Elizabeth Wilson ) ，吉纳.曼宁 （Gina Manning ) 和德洛斯•简.希尔 （Delores 
Jean Hill ) ，.她们保证了传真在厄巴纳、沃尔纳特.克里克、波士顿和世界其他一些地 
方之间的通畅。 

诺曼真诚感谢传播学院的院长金.罗茨奥 （Kim Rotzoll ) 和传播研究所的所长卑 
利福德.克利斯琴斯 (Clifford Christians ) 在道义上、知识上和经济上给予本课题的支 
持。他也感谢黛安娜.蒂普斯 (Diane Tipps ) 和汤姆 • 吉勒.安蒂 (Tom Galer - Unti ) 对 
经济账目的管理,以及社会学系的主任约翰.利 （John Lie ) 对本课题的慷慨资助。在 
萨基出版社那边,阿斯特里德.弗丁 （Astrid Virding ) 负责本课题的 出版; 我们非常感 
谢她和塞尔霍斯特 (Judy Selhorst ) ，还要感谢彼隆纽 （Eileen Perormeau ) ,伯格斯泰德 



n 么 t .. 4 ： 方诛 定性研究（第 4 卷）：解释 、评估与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 


(Kris Bergstad) ，哈利 (Cristina Haley) 和波姆普拉斯卡 （Uma Pimplaskar) ，她们娴熟的 
校对与索引技术使本书在形式上更完善。勒梅斯特 (Janelle LeMaster) 负责页面设计， 
巴拉素里亚 (Ravi Balasuriya) 设计了书的封面，沃伦 (Marion Warren) 负责的是排版部 
分。凯瑟林 • 瑞安 (Katherine Ryan) 和埃贡 • 古巴 （Egon Guba) 夫妇帮助我们保持课 
题的正常运作，聆听我们的抱怨,表现出非凡的耐性与支持。 

最后,我们还要感谢一群人，他们在我们需要读者时毫不吝啬时间与精力为我们 
提供专业的、深思熟虑的观点。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会常常发现自己对本书中所提 
出的不同的传统、视角与方法缺乏全面的理解。我们要感谢下列各位对于本课题的重 
大贡献，他 们是: 米歇尔 • 阿加 （Michael Agar) ，马里兰大学人类 学系; 大卫 • 费特尔曼 
(David Fetterman) ,斯坦福大学教育 学系; 埃贡 • 古巴 (Egon G. Guba) ,印第安那大学 
教育 学系; 杰夫里 • M • 约翰逊 (Jeffrey M. Johnson) ,东卡罗莱纳大学海事 学院; 史蒂 
芬 • 凯米斯 (Stephen Kemmis) ，史蒂芬 • 凯米斯研究咨询有限公司 ;J • 加里 • 诺尔斯 
(J. Gary Knowles) ,密西根大学教育 学系; 雷蒙德 • 李 ( Raymond Lee) ，伦敦大学社会 
政策研 究所; 伦基拉 （Markku Lonkila), 赫尔辛基大学社会 学系； 马休 • B • 迈尔斯 
( Matthew B. Miles) ，纽约政策研究 中心; 约翰 • 奥格布 （John Ogbu) ，加利福利亚大学 
伯克利分校人类 学系; 丹尼斯 • 帕隆博 （Dennis Palumbo )，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正研 
究系; 乔恩 • H • 里格 (Jon H. Rieger) ，路易斯维尔大学社会 学系; 雷纳托 • 罗萨尔多 
(Renato Rosaldo) ，斯坦福大学人类 学系; 汤姆.施瓦特 （Tom Schwandt) ，伊利诺大学 
教育 学系; 约翰 • 赛德尔 （John Seidel), 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 （ Amherst) 定性 研究; 
雷纳塔 • 泰什 （Renata Tesch) ，定性研究管理;迪塞特 • 斯普林斯 (Desert Springs) , 加 
里弗 尼亚; 亨里 • T • 特鲁巴 （Henry T. Trueba) ，维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教育学系。 

诺曼 .K . 邓津 
伊利诺斯大学厄巴纳分校 
伊冯娜 •S •林肯 
德克萨斯 A & M 大学 


参考文献 


Denzin, N. K. , & Lincoln, Y. S. ( 1995). 
Transform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s it 
a revolu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4 , 349-358. 

Faulkner, W. (1967). Address upon receiving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The portable 
Faulkner ( Rev. ed. ； M. Cowley, Ed. ; pp. 
723-724). New York： Viking. 

Jameson, F. (1990). Signatures of the visible. 


New York： Routledge. 

Peshkin, A. (1993). Tlie goodnes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2(2) , 24-30. 
Snow, D. ( 1999). Assessing the ways in which 
qualitative/ethnographic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social psychology :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issu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2 , 97-100. 

Trinh T. M. (1992). Framer framed. New York : 
Routledge. 



本卷目录 


第 V 部分解释、评估与描述的艺术与实践 

34相对主义的标准问题 /约翰 • K . 史密斯迪博拉 . k • 迪默 

INK I'KOHLKM 01- CKH'KK1\ \\ I'HK AGK Oh UK! AilViSM • 937 • 

35 解释的实践与政治问题 Z 诸曼 • k • 邓津 

I'HK PHACl'ICFS AND PU] rn( 、 or IMhIiPKKTAHO.N • 957 • 

36 写 作:一 种研究方法/拉雷尔•里查德森 

WHITINC； A Mn'HOI.) OK INi.HIHY • 988 • 

37 人类学诗学 / 伊万•布莱迪 

ANi'MKOPOl.OGICAi, P0KTICS . 1018 • 

38 通过评估理解社会项目/珍妮弗 • C • 格林尼 

i!NIU；RSTAM)ING SOCIAL PKOCKAMS THKOEiGH KVAU ATiON • 1049 • 

39 定性研究对政策过程的影响 / 雷，（::*里斯特 

INFUiFNClNC THE POi.ICY [>RO(：I •: SS WITH QIALITATIVK RKSK VRCH • 1068 - 

第 VI 部分定性研究的未来 

40 定性研究 :压力 与革新/玛莉 • M . 格根肯尼斯 • J . 格傳 

QUAUATIVK INQl IK\ 「h VM) [KANSKIRMATKAS . 1089 • 

41 第七阶段 / 伊馮咿 . S . 林; t 诺曼 .K . 邓津 

(ilK ^KVKNiTH M0MIA1 ； 0( I Kli' i>VST • 1113 • 



㈣ 主义的标准问题 S 3 

THE PROBI£M OF CRTTERIA IN THE AGE OF RELATIVISM 

G > 约# . lv ，史密斯迪博拉 • K • 迪默 


在黑兹尔里格 （Hazelrigg, 1995) 关于研究本质系列论著的第三册介绍部分， 
他谈到了“相对主义及其对立面”的问题 （Ha Z elrigg,1995 , P . IX)。他在谈论后者 
时接着说•.“既然我们现在能够坦然地谈论绝对主义,那相对主义又是什么呢?” 
(P. IX)。他有一个观点曾被伯恩斯坦 （Bemssein,1983) 等人提及，即不再有与相 
对主义相对的“对立面”了。如果是这种情况，很显然在这个不能再指望上帝观 
点的时代，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相对主义就是必然的结果，赫西 （Hesse， 1980 , 
P. XIV)。因此，任何关于判断社会及教育研究标准的讨论都必须面对相对主义 
的问题——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如何理解或界定相对主义至关重要。 

这一章从简要的历史回顾开始，回顾我们为何必须接受相对主义，不仅是作 
为讨论标准时的重要特征，而且也是作为我们社会存在的主要条件。其中核心 
问题是认知，认知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表现，即所有的观察都是有理论支撑的， 
或者说不可能存在不带理论的观察或知识。虽然这个观点早于汉森（ Hanson, 
1958) 和库恩 （Kuhn ,1962) 等人的思想，但正是他们的论著才使我们意识到，作 
为认知主体，我们构成了对知识的理解或主张中非常紧密的部分。在我们不再 
可能认为自己是知识游戏中的中立观察者时，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困扰许多研究 
者的主要问题 是：“ 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这是一个经常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的问 
题:加 拉格尔 （Gallagh er ，1993) 重新审视她在博士论文研究中的角色，斯帕克斯 
(Sparkes, 1993 )考虑互惠的问题，沃尔科特 （Wolcott, 1995) 讨论田野工作的艺 
术，庞奇 （Punch, 1994) 讨论实地研究的政治与伦理，等等。关于研究者地位或作 
用的讨论似乎没有止境。 

在简要的历史回顾之后，我们将考察相对主义时代关于标准问题的一些讨 
论。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是我们称之为准基础主义 （quasi-foimdatkmalism) 的回应。 
准基础主义的核心观点是极力否认相对主义，即认为没有不带理论的知识或观 
•餐。 这些基础主义者得到了不同的新实在论 （neorealist) 哲学家的支持（新实在 
论者是一个泛称，用来把这一群人与经常所指的，特别是新实在论者自己所指的 
幼稚的、直接的或单纯的实在论者区分开来）。至少从波普 （Popper, 1995) 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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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主义而赞成成熟的或科学的实在论开始，新实在论者试图一方面接受建构 
主义认识论，而另一方面又采纳新实在论的本体论。基于后者，他们承认存在一 
个对知识的主张起制约作用的实体，这种实体是可以认识的，至少原则上如此。 
基于前者,他们声称不存在不带理论的知识或不带理论的观察。 

在本章第二部分,我们阐述当意识到认识论已经过时而必须接受相对主义 
时，我们关于标准的观点该如何改变。这一阐述首先从很重要的一点开始，即相 
对主义不需要也不能够被看成是“怎么样都行 ” （anything goes ) 。相反，相对主义 
或多或少只是反映我们社会的实际情形一相对主义认为，作为人类，我们是而 
且只能是有限的。在这样理解相对主义时，我们必须将想象和比喻由探索和发 
现改变为建构和制定。在这种转变之后的主要问题就成为，作为个人我们如何 
判断，这是我们大家都要做的，以及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自己的判断进人公共 
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必须的），以便听取别人的判断。 

按照惯例,在本章开始之前，我们提出两点 告诫: 第一，我们谈论的是复杂的 
问题。由于 篇幅, 更主要的是能力所限，我们无法做到完全公允。第二，与其他 
人谈这个话题的通常做法相反，我们没有提供特定的标准以及如何应用的说明。 
我们的目的是讨论相对主义时代判断的限制性及可能性——包括个人的及社会 
空间范围内的。 

历史背景 

经验主义者为自己造成的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将他们曾经分割开 
的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重新联系起来。在创立主客二元论以后，各种形式的经 
验主义者都被迫花费大纛时间和精力，试图在允许他们主张认知主体可以精确 
描述实体的情况下重新组织或传播这种二元论。换言之，经验主义者此前已经 
达至这一情形，即判断知识主张的参照点是，而且也只能够是独立存在于认识者 
之外。知识是一种精确描述出来的东西，因此才产生了“对应真实”的理论。正 
如我们在关于研究的教材中早已讲到的，完善对应理论是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 
这种观点非常直截了当••如果采取了适当程序或方法，认知主体的主观性就可以 
包容，认识者就可以获得对实体的精确、客观的描述。克宁尔 （ Kerlinger , 1979 ) 说 
的正是这个意思。他 （1979) 说：“ 科学的程序是客观的——而科学家不是（客观 
的）。科学家就像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一样，是武断的，教条的，意识形态的……这 
就是为什么要坚持程序客观的原因;将所有的程序都置于我们之外” ( p .264) 0 

基于这种考虑，关于研究质量的判断至少首先就是判断是不是已经应用了 
适当的程序。研究方法是中立的，因此也就建立了一种中立的平台，可以对单个 
研究的好坏做出判断。当然，还有一个第二层次的兴趣——即任何特定研究的 
意义问题。程序主义者很早就已经意识到即使以最适当的方法做出来的研究也 
可能被判定为无意义，因为其所研究的是很小的问题。总之，经验主义者的观点 




可以概括如 下：方 法可以做到对现实的真实的接触，所以它是区分好坏研究的基 
础，但不区分重要研究和非重要研究。 

不需要讨论过去几百年经验主义者为重新将主观和客观联系起来所做的努 
力——从洛克 （ Locke ) 的“白板”到逻辑经验主义者的以事实为例证的参考。这 
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讨论会使人们远离目前的主题 
(对这段历史的简要介绍 参见： Smith , 1993)。然而，有必要对过去30或40年里 
所发生的事情做一个简评，在这些年里，传统经验主义发生分裂，我们见证了从 
方法论上解决标准问题的办法走人死胡同。主客二元论相关的问题对于许多20 
世纪中叶以前的哲学家来说是很显然的。然而，在盎格鲁-美国人的哲学圈内， 
可以说是汉森 （ Hanson , 1958)，然后很可能是库恩 （ Kuhn , 1962) 才将与主客二元 
论相关的问题提了出来。 

汉森 （ Hanson ,1958) 的核心观点现在看起来非常显而易见，即“研究者的理 
论、假设、框架或者背景知识对所观察的东西可能有很大的影响” （ P .7)。 短短几 
年之后，库恩 （ Kuhn ,1962) 在谈到范式的不可通约性、范式转换的原因时承袭了 
这种观点，即知识依赖于框架等。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无数人的研究都清 
楚地表明，任何主张或者希望“不带理论的知识”无论如何都是站不住脚的。略 
举几例，帕特南 （ Putnam ，1981) 关于“没有上帝之眼的观点”的 论证； 内格尔 
( Nagel , 1986) 声称不可能存在一个“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观 点”； 伯恩斯坦 
( Bernstein , 1983) 的关于没有“阿基米德观点”的 讨论； 泰勒 （ Taylor ， 1971 ) 对希望 
得到“纯正数据”的 贬损； 伽达默尔 （ Gad amer ，1995) 关于“效果历史”的 讨论； 以 
及古德曼 （ Goodman ， 1978) 对我们创造世界的方式的说明。 

所有这些及其他争论，与其他一系列讨论相结合，这些讨论直接集中于并极 
度怀疑那种认为方法自身是中立的因此可以是程序客观性来源的主张。这是赫 
西 （ Hesse ,1980) 、古 登斯 （ Gidden S ,1976) 、麦克齐 （ Mackenzie ，1981 )、 彻里 霍姆斯 
( Cherryholmes , 1988) 、史密斯 （ Smith , 1985) 等论著所表达的主要内容之一。最 
后，所有这些学术发酵的结果是对讨论标准的重要后果的诸多观点的 说明： 不可 
能存在不带理论的观察和 知识; 主客二元论是站不住 脚的； 不存在某种方法或一 
套方法在认识上有优 越性； 我们不能运用客观的外在语言指示物来对不同知识 
主张进行评判。 

这些讨论的结果当然是我们不再能够谈论基础认识论和直接的本体论的实 
在论。相反，如果说过去几十年的讨论让我们弄清什么的话,那就是我们不能接 
受上帝之眼的 观点； 我们所能知道的是“不同人的观点反映出促进描述和理论的 
不同的兴趣和目的”普特南 （ Putunam , 1981， p . 50 ) 。在这种情形下，随着经验主 
义及其方法走到尽头，任何对标准的讨论都必须以某种形式或方法与相对主义 
联系起来。 


准 I 础主义者 的田產 


准基础主义者试图从某种形式的非单纯实在论的角度来讲述标准，他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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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着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对研究问题的任何说明都必须符合如下承诺 :一方 
面是本体论的实在论，而另一方面又要意识到他们应接受建构主义者的认识论。 
前者宣称忠实于这样的一个命题，即存在一个独立于兴趣或知识之外的真实世 
界; 后者要遵循的命题是，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我们是否真实地描述了这个实在 
世界。简言之，非单纯实在论者或新实在论者“相信存在一个独立于知识之外的 
实在世界而同时又认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很容易出错” （ Leary , 1984, 
P.918)。 

由于这双重承诺，许多新实在论哲学家都认为需要使用“相对主义这一概 
念来表述他们的观点。比如巴斯卡 （ Bhaskar , 1983) 说，其先 验的实 在论就 预示着 
“本体论的实在论和认识论的相对主义” （P. 259) 。 同样，豪斯 （ House ,1991 ) 也 
指出，“只有通过特定的描述来认识世界，从这种有限的意义上说，世界在认识论 
上是相对的” （ P. 5 ) 。 马尼卡斯（ Manicas ,1987) 甚至更加直接地写 道：“ 知识是社 
会产品，研究标准产生于研究过程。这就是相对主义，但它不是反理性主义，因 
为它预示着实在论” （P. 261)。 

那么，毫无疑问，新实在论者要接受认识论的建构主义就必须意识到不存在 
“上帝之眼的观点”，因为任何对知识的主张都必须考虑主张者的观点。马克斯 
韦尔 （Maxwell,1992) 很淸楚地讲到了新实在论者建立于该意识之上的主要反 
应。首先，他意识到“作为观察者和理解者……我们不能离开自己的经验，获得 
独立于观察者之外的经验描述。因此，总可能存在不同的、基于不同观点但同样 
有效的描述” （P. 283 ) 。然而，这也清楚地表明，就像其他新实在论者一样，他不 
接受这样的说法，即“所有可能的描述……都是同样有用的、可信的或者合法的” 
(p.283)。 因此，“理解是相对的”，不存在“独立于任何特定观点之外的描述” 
(P. 284)，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只有陷人所有的描述都是平等的或“怎么样都行” 
的相对主义。最后，由于新实在论者都承认经验主义先驱们的方法观行不通，因 
此,避免相对主义的方法是提出一个“有效性的实在论观点，即把描述的有效性 
看成是内在的，不在于产生并使之有效的程序，而在于它与希望被描述事情之间 
的关系” （P. 281)。 

我们通过一些例子来说明他们在这种准基础主义及其明显的真实即对应观 

点上的建树-首先需要特别强调哈墨斯利 （Hammersley) 的著作，因为他在书 

中从新实在论观点出发来创建标准的努力最为清楚和成熟。哈默斯利 
(Hammereley ,1990) 在一本目的性很强的书中开门见山地主 张：“ 我们不需要放 
弃真实即独立现实对应物的概念，我们可以采取更加精细的实在论方式来保留 
真实的概念” （P. 61 ) 。 在提出可以保留经验主义对真实的概念但必须拒绝对其 
单纯理解的主张之后，他接着精心地制订标准，以免陷人对他来说属于相对主义 
的樊篱。这些标准既要符合建构主义的认识论,又要符合实在论的本体论，不管 
它们多么精细。哈默斯利 （Hammereley) 用研究者如何证实其描述来规范这一任 
务。他认为，证实的唯一基础是判断“误差的可能性” （ P . 61)。这是一个明显带 
有波普 （Popper) 语气的观点，因此，相应地也带有波普 （p opper) 描述证伪的问 





题，我们很快将会谈到这一点。 

哈默斯利 （ H a mm e rsl e y ,1990) 提出，有效性的两个关键要素是貌似有理性和 
可信性。前者是一个主张看起来是否看似有理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判断该 
主张在目前的知识下是否可能” （ P . 61)。他又补充说，有些主张看起来似乎很有 
理，可以立即接受其表面价值，而有些则需要用证据来说明。就可信性来说，对 
某一主张的可信性判断必须“考虑有关现象的特性和研究的环境” （ P . 61 )，等 
等。在这两个要素中，哈默斯利 （ Hatnmersley ) 意识到，当某种主张既没有表面上 
的看似有理性又没有表面上的可信性，那就需要提供证据。然而，他进一步认识 
到，研究者提供的用来支持其研究的看似有理性和可信性的证据其本身的表面 
有理和可信性也需要评估。正如他接着 说的： “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来支持这 
些证据，应该根据看似有理性和可信性来判断这些证据” （P. 62) 。 

很显然，哈默斯利 （ Hanunereley ) 完全承认看似有理性和可信性都是社会判 
断，因此，毫不奇怪，他制订标准的努力就成了完全的倒退——如果不是一个循 
环解释的话。因此，似乎需要谨慎地提出本体论实在论并籍之做严肃的工 
作——特别是与现实相联系的工作，以减缓社会判断的无限倒退，或者换言之， 
减缓似乎位于底端的相对主义。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不管对应和实在论的观点多么精细及成熟，它们都无 
益于平衡其讨论。哈默斯利 （ H a mm e rsl e y ，1990) 背离新实在论始于他的一段话， 
他 说:“ 相对于直接根据它们与现实的对应性或依赖有效性已经得到证实的知 
识,看似有理性和可信性是判断主张的相对较弱的基础” （ P. 62 ) 。当他重新接受 
建构认识论，并因此承认说判断不会“一定是最终的，因为对于什么是看似有理 
和可信性有着不同的看法” （ P. 62) 时，他继续与新实在论背道而驰。 

最后，哈默斯利 （ Hammersley ) 以讨论科学团体成员应遵守的谈话规范结束 
了他的论述。他认为科学团体有三个主要特征。首先，所有的发现都应经过“团 
体评估”，“要通过寻找共识……，并只在所有争论者都认为有效的基础上努力找 
出解决争议的办法，来努力解决观点的分歧” （ P . 63 ) 。其次，参与争论者不仅要 
努力劝说,而且还要愿意被劝说及改变观点。最后，团体要对那些“愿意遵循前 
面两个规则的人”开放 （ P . 63 ) 。这样，关于看似有理性和可信性的判断就最终成 
为社会判断，应尽可能建立于自由和开放的对话和讨论基础之上。哈默斯利 
( Hamniersley ) 没有告诉我们如何与外部参照物即现实相联系——这会使看似有 
理性和可信性的标准独立于社会过程以及隐含在社会过程之中的必然相对主义 
之外。 

马尼卡斯（ Manicas ) 和西科德 （ Secord , 1983 ) 的知名论著中也体现出了相似 
的观点。他们承认“知识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 （ P. 401 ) ，不存在“没有预先理解 
的‘假定’，真实的检验不是‘对应’”。从认识论上讲，不可能知道思想（句子、理 
论）会对应什么” （ p . 401 ) 。但如果这样，那正如利里 （ Leary , 1984) 所说 ：“ 到底马 
尼卡斯 （ Manicas ) 和西科德 （ Seconl ) 建议如何将经验——他们承认是文化与历史 
共同作用的产物——和独立于经验之外的现实连接起来，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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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P. 918 ) 。他们在这一点上说得不够清楚，因为正如利里 （Leary ) 进一步指 
出的，他们最好的回答是一个否定性的声明，即不存在不.带理论的观察，这“不会 
消除客观的可能性，此处理解为合理断言的客观性” （P. 918)。但他们在这一点 
上面临着与哈默斯利 （Hammersley, 1990) 相同的问题。用来作为判断证据的自 
身也是在社会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就像用来证明证据的证据，这样循环往 
复。通常对于新实在论者来说，对于上述两种情形，如要离开社会历史条件来说 
明标准问题，必须解释到底他们的本体论、实在论如何做严肃的工作，而不仅仅 
是一个主张。 

另外一个同样的例子是马克斯韦尔 （Maxwell ，1992 ) 讨论了有效性的五个方 
面，即描述的、解释的、理论的、可推广性及评价的。我们只将重点放在描述性效 
度上，因为它似乎最多地体现了实在论者的承诺。马克斯韦尔 （Maxwell) 认为， 
质性研究首先要关注的是事实描述的准确性 —— 研究者“不会编造或弯曲其所 
见所闻” （P. 285 ) 。表面上，这种关注似乎毫无问题，特别是人们把描述的层次仅 
限于研究者实际对话的对象及其述说的行为、或者仅限于研究者进入教室所观 
察到的实际情形。然而，当描述更远距离的观察，如某个学生是“在特定情况下 
丢黑板擦” （P. 286) 还是她伸出手臂在空中一甩这样的情境时，描述效度的可行 
概念就会消失。换句话说，一旦我们需要对时空中的身体运动做最细致的描述， 
主观上所需要的对真实或实际情况的强迫或强制性特征便以情境需要之名义而 
成为久远的历史。 

马克斯韦尔 （Maxwell，1992) 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进一步指出，甚至描述 
效度也“决非独立于理论之外，……即使该理论只是盲从的或普通意识” 
(P. 287) 。这种理解会导致这样的评论，即虽然对描述效度存有异议，但可以在 
“原则上”通过资料得到解决。然而，他又进一步使这种争论持续下去。他说“当 
然，某个讨论者可能会在理论出现问题——比如说，通过怀疑‘丢’在学生处理黑 
板擦的适用性” （P. 287 ) 。有人可能对此进行批驳,说怀疑“丢”的适用性不仅会 
在理论上出现问题，而且在描述上也会有问题。比如，有人可能会说“丢”不能应 
用如此，因为学生是“掷”黑板擦。如果有人提出这一点，那么，危险的将不仅仅 
是使理论上出问题，相反，它是对描述精确性的根本怀疑，每个人都说对方对事 
实的描述不正确或不精确。 

马克斯韦尔 （Maxwell ， 1992) 通过转变效度类型来回答这个复杂情形。他说 
这就不再是描述效度的问题了，而是解释效度的问题。但这也不能说明问题，因 
为“不存在没有理论观察”的观点全部要点是，描述和解释实际上是不可分的。 
如何描述世界是一个解释的问题——或者换言之，解释是很深层的描述。在很 
多时候，我们可以对“丢”和“掷”达成一致，并非因为现实与我们作对，而是因为 
我们碰巧有相同的理论或预备理论 （pretheretical) 观点及描述时空运动的语言。 
在下一段落中，马克斯韦尔 （Maxwell) 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描述的理解在定 
义上适合于这样的 情况: 我们有一个解决争议的框架，这个框架主要由对时间、 
空间、物理形态、行为以及我们对这些认知的想当然的想法所组成” （p. 286) 。 换 




句话说，如果我们从相同的观点出发，使用同样的语言等，我们就会以基本相同 
的方式描述/解释事物。如果我们从不同的理论或预备理论观点出发，我们对事 
件的描述/解释就会不同。这正是汉森 （ Hanson ，1958 ) 、库恩 （ Kuhn ，1962 ) 和其 
他许多人包括新实在论者所持有的观点。因此，正如哈默斯利 （ Hammersley , 
1990) 及马尼卡斯 （ Manicas ) 和西科德（ Secord ,1983) 一样，马克斯韦尔 （ Maxwell ) 
不能告诉我们如何对现实情况做一些严肃的工作——这种工作可以为其讨论提 
供有效性，.并且通过标准的延伸来提供力量，使其支持、反对或置身于社会和历 
史限制的判断过程之外。 

在这一部分的最后，我们指出新实在论者所面临的问题与其杰出先驱 
之——波普 （ Popper ，1959、1972)稍有不同。虽然波普 （ Popper ) 与其他人一样为 
退出逻辑经验主义做出了同样的贡献，但他仍努力保留经验主义的一些残余。 
波普 （ Popper ) 坦率地接受“不存在没有理论观察”的观点。这表明，他仍想保留 
对观察的判断进行理论检验的能力。为了能做到这一点，他借用实在论作为检 
验假设能力的关键因素。这样做的问题是，如果证伪是理论或演自理论的假设 
和事实之间的分离，后者必须独立于前者。如果所有观察都包含理论，那这完全 
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就是说，假设与理论作用过的事实 （ theory-mediated facts ) 
的比较不同于对独立存在的现实进行的假设检验。海因兹 （ Hinde SS ，1997) 清楚 
地指出了这种观点中所表现的不 连贯： “如果观察中一定带有理论，那么检验就 
不能是理性的程序。如果检验是理性的程序，那么就必须有一个由预先设定的 
语言和现实之间的一致性所主导的不含理论的观察模式。既要保持……检验的 
理性，又要维持观察是基于理论的解释这一论题……这是一个矛盾” （ p . 186 ) 。 

波普 （ Popper ) 的实在主义问题在其关于调査及真实相似的论述中表现得尤 
为明显。他的这个观点被哈默斯利 （ Hamm e rsl e y ，1990) 在论述研究产生“累积知 
识 ” （cumulative knowledge , p . 62) 的可能性时用稍微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出来。这 
些论述中包含的基本思想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会使我们越来越接近真理或 
现实。不幸的是，正如黑兹尔里格 （ Haz e lrigg ,1989) 所指出的，这些论述缺乏说 
服力，因为“近似的观点要求存在可以达到近似的参照物。然而，我们怎么知道 
那个参照物是否存在呢？根据波普 （ Popper ) 的观点，我们是不能知道的，但如果 
我们不知道，我们又怎么可能判断近似的问题呢？” （ P . 78) 。新实在论宣称现实 
自身可以作为判断基础亦于事无补。 • 

总之，新实在论显然不能让人接受其关于标准问题的观点。这种缺乏说服 
力明显体现在哈默斯利 （ Hammersley , 1990) 、马克斯韦尔 （ Maxwell , 1992) 和其他 
一些人的论著中。上述两人都开门见山地提出 ：我们 可以保留“真实是独立现实 
的对应物” （ HammersleyJ ^,!). 61 ) 以及可以根据与所描述事物的关系判断研 
究效度 （ MaxweU ， 1992, p . 281)。然而，这也是两个人在新实在论上走得最远的 
地方，而且两个人最终都转变为把判断看成是社会过程。当哈默斯利 
( Hammersley ) 无法说明如何与外部参照物相联系时，他的这种转变更加彻底。 
由于无法说明，他将全部注意力都转移到了唯一可能的方向——指导研究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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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的规则问题。从马克斯韦尔 （ Maxwell ) 的一些话中可以看出其对新实在论的 


放弃。他说，甚至对描述效度的判断，即他所说的“描述的实际精确性” （ P . 285) 
也需要共同的框架来解决争议 （ P . 287 ) ,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效度是相对的， 
因为理解是相对的 （ P . 284)。 


转变 

新实在论者未能保留经验主义的最后残余，因此到了转变及改变对话的时 
候了。换言之，应该放弃基础或准基础的认识论，把隐喻和想象由发现者转变为 
建构者/创造者，并把相对主义看成是有限生命的必然条件。毫无疑问，调査者 
及外行必须学会接受不确定的偶发性，并放弃超越人类限制的希望。但由此而 
产生的相对主义并不是说在评估调査质量时要有新实在论的恐惧，即所有的判 
断都是同等有效的，或者说“怎么样 都行' 施瓦特 （ Sch W andt ,1996) 非常简洁地 
总结了非基础主义的观 点：“ 我们必须学会忍受不确定性，不需要最终的辩护，不 
希望从认识论上解决问题。偶发性、无法获得明确知识的理论、对话以及讨论是 
社会存在的特征。但这种本体论观点并非等同于永恒的不明确、承诺缺失及对 
不确定的无能为力。” （ P . 59 ) 简言之，非基础主义者的问题是如何在无法诉求于 
基础或者知识建构过程之外的事情时做出并证明判断。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无论 
是作为调査个体还是作为调査群体 （ 如果有这么一个总的群体意识的话）来说都 
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对这个问题及其对调査判断意义的讨论应该首先理清一些问题，提出新观 
点。首先要求回答的被经常指责的问题是自我反驳 （ self - refuting ^ 这里的限制 
非常 淸楚: 说所有的亊情都是相对的，就是做出了一个非相对的陈述。因此，相 
对主义是自我反驳及采取了站不住脚的立场。我们必须说明两个问题以证明这 
种指责是不成立的。 

首先，相对主义是自我反驳的吗？从我们通常提此问题的逻辑形式来看，答 
案当然是肯定的，但这又会导致第二个 问题: 从逻辑形式上看，相对主义是自我 
反驳的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这个问题上答案是否定的。第二点显然需要做进一 
步说明。 

有人可能会说关于自我反驳的这种观点对于非基础主义者及其对待标准的 
方法来说是自我毁灭的，因为其他哲学流派也在类似的情况下走人了死胡同。 
比如说，逻辑经验主义就是因为验证问题而瓦解了。众所周知，逻辑经验主义者 
说如果结论不能从经验上得到验证即无意义。但这个结论自身就得不到经验的 
验证，因此，从逻辑上讲，它是无意义的。正如普特南 （ Putman , 1981) 清楚指出 
的，正是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方面才导致了逻辑经验主义的终结。所以为什 
么相对主义不会出现同样的非难呢？ 

对这种自我反驳问题的最早回答来自于伽达默尔 （ Gadamer ) 和罗蒂 （Rort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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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达默尔 （ Gadamer ,1995) 同意相对主义是自我反驳的说法，但他接着不以为然 
地说，提出这一点没有多大意义，或者说“没有表现出更好的价值洞察力” （ P . 
344) 。罗蒂 （ Rorty ，1981 ) 的策略则是争论说把相对主义看成另外一个知识理论 
是错误的，恰恰相反，他无须考虑自我反驳的问题。他说，作为实用主义者，他无 
兴趣提出任何认识论,所以也就没有相对主义的认识论 （ p . 6 ) 。 

虽然我们比较赞同伽达默尔 （ Gadamer , 1995 ) 和罗蒂 （Rorty ,1981) 对这个问 
题的说法,但我们觉得还是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说明。自我反驳对逻辑经验主义 
和其他思想流派来说，是而且应当是毁灭性的，但对相对主义却不会。原因之一 
是这些想象家所表现出来的热望。比如说，任何形式的经验主义都可以说是建 
立在这样的观点及希望上，即否认人类的有限性及接受上帝之眼的观点。也就 
是说，该主张认为，我们可以以某种形式，通过某种方法，将我们自己“括” 
( bracket ) 起来，这样我们就能够抓住某些外部参照物 （ 比如说真实的现实）来判 
断不同的知识，解决分歧。这个主张很适合于应用自我反驳的逻辑^——主张及 
其所提希望的说服力必须与用来支持这些主张和希望的证据的说服力直接 
相关。 

相反，这里所理解的相对主义不是知识理论，也没有提出我们可以逃避人类 
有限性的主张。因此，自我反驳的问题虽然从逻辑上讲是成立的，但这已经不重 
要了。从戈德尔 （ Godel ) 关于不完全性 （ Hofstadter , 1979 ) 的观点来看，这只是人 
们对人的社会和历史建构的期待。相对主义不是超越，而只是作为有限的人必 
须学会接受。 

对相对主义的这种理解会使非基础主义者陷人“怎么样都行”的情况 
吗？——即所有关于研究的判断及其他所有事情都是平等的。有两个紧密相联 
的原因说明相对主义不应该用这些词语进行理解。首先，对相对主义是怎么样 
都行的指责毫无意义，因为这个指责要求其有效性是一个绝对可行的概念。参 
考前面黑兹尔里格 （ Hazelrigg , 1995 ) 所说的，如果我们不再能坦然地讲到绝对， 
男么，我们就必须意识到我们也不能坦然地说“怎么样都行”。 

其次，我们显然都做过判断，而且大家知道，我们在今后很长时间内还将如 
此。说判断必须根植于语言之中，并不是说就可以不需要尽量开放和不受限制 
的对话来努力证明判断，但要说服别人就要准备被别人说服。相对主义对标准 
问题的看法是，作为一个有限的人，要接受并跟其他有限的人共同做判断的确很 
难。这实际上就是上面提到过的施瓦特 （ Schwandt , 1996) 所说的意思。他说，学 
会接受不确定性和最终验证的不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必须放弃承诺和做判断的 
能力。 

那么，相对主义意识到并接受人的有限性的这种理解对于社会和教育研究， 
特别是判断研究质童的标准问题意味着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一种很重要的方 
法是介绍两种研究描述之间的区别，即通过隐喻和探索或发现的想象以及隐喻 
和创造或建构的想象。如果接受建构主义的观点，那正如罗蒂 （ Rorty ,1979) 所清 
楚地指出的，就意味着不可能得到好的隐喻和探索发现的想象。但罗蒂 （ R o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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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指岀，我们也可以使用被发现世界的语言，其部分原因是“不一定非要从 
这两个词语之间进行选择——在创造的想象和发现的想象之间” （ p . 344)。然 
而，黑兹尔里格 （ Hazelrigg ,1989) 令人信服地让我们明白，大量的结果都表现出 
这种差异，这是因为，正如他所说的 ：“结 果的差异不仅是想象和故事的差异，而 
且是实践的差异——我们是谁？我们做什么？我们创造什么样的世界？” 
( P . 167) 问题是，继续使用“被发现世界” （discovered world ) 的语言即是“继续世 
界责任上的被动性” （ P . 168 ) 。而且，正如黑兹尔里格 （ Hazelrigg ) 接着说的，用发 
现来思考是把世界置于“人的愿望范围之外,对于任何坚持用被发现世界的语言 
来讲述故事来说，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后果” （ P . 168)。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发现在教育实践和研究方面，特别是近期，有一种很 
强的把孩子分为这一类或那一类的趋势——比如说分为学习残疾 （learning 
disabled , LD )。 对于那些把研究者看成是“发现者”的人来说，学习残疾是一个 

自然的分类-直存在学习残疾的孩子。我们最近才发现他们是因为我们的 

研究已经越来越成熟。对于那些使用创造或建构语言的人来说，学习残疾是建 
构出来的类型——因为社会或历史的原因，把孩子进行分类的方式。这不是说 
我们分配类型，这在任何时候对于有限的人类思维来说都不可能。相反，它所强 
调的是需要分析和充分讨论我们如此建构世界的原因。这是实践和道德层次的 
讨论，建立于偶发的历史情境之中，当然不是知识的理论意义上的认识论。换言 
之,对于那些使用发现的隐喻的人来说，道德责任的问题至多是偶发性的，因为 
“发现”只是把现实及其告诉我们的事联系起来。对于那些接受建构的隐喻的人 
来说，道德责任至关重要，因为人们必须对其所建构或创造的事情负责（更多的 
例子和讨 论见: Smith , 1989,特别是第4章）。 

非基础主义的相对主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要求把研究看成是一种实践上和 
道德上而非认识论上的建构行为。同理,如同必须遵循这项要求一样，任何关于 
研究的好或坏的判断，其自身都必须是实践和道德上的判断，而不是认识论的判 
断。对于非基础主义者来说，避开认识论是为了把研究看成社会过程，我们在这 
个过程中建构现实，同时还建构进行判断的标准。 


改变对话 


相对主义只是对人的有限性的表述。我们必须把自己看成实际的和道德的 
人，并放弃非根植于历史、文化及现存的知识的希望。如果这样，那继续谈论知 
识理论的词汇即是继续在无法实现愿望的阴影下谈论，这个愿望是指希望发生 
什么事情，以使我们走出 Montaigne 的轮子或解释循环。奇泽姆 （ ChUholm , 1973) 
在对 Montaigne 的分析中总结了没有解决，也无法解决的认识论问 题:. 

要想知道事情是否如看起来的一样，必须通过一定的程序把真的表象 
与假的表象区分开来。但要想知道程序是好是坏，必须知道这个程序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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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成功地区分了真的表象和假的表象。但除非已经知道哪些表象是真 

的，哪些是假的，否则就不能知道程序是否成功。这样就陷入一个循 

环 （ P .3)。 

新实在论者没能坚持不受时空限制的认识论的有机描述。他们未能告诉如 
何走出轮子或循环。应该是往前走的时候了。是改变对话的时候了，当我们不 
再是认识论的时候，通过询问什么作出判断。虽然可以谈论知识,特别是其社会 
产品，但谈论知识的理论并致力于解决问题实在是意义甚微。 

不能 再玩哲学即认识论的游戏，也不能通过基本的叙述来寻找安慰，这根本 
做不到。这看起来是社会和教育研究上“不为” （ undone ) 的一次破裂——“不 
为”是斯特罗纳克 （Stronach ) 和马彻 （ Machure ，1997 ) 最近新作的书名。换句话 
说，不能在看起来抽象无实质的空间里谈论任何判断问题，这个空间被想象成是 
认识论的，因此可以具体说明实际判断过程之外的判断情形。在相对主义时代， 
谁来做判断、关于什么样的研究、什么目的，以及跟谁分享判断的问题至关重要。 
作为个体我们必须做判断，而作为社会群体的成员，不管社会群体的组织如何松 
散,我们都必须面对这样的环境，在该环境中个人判断与其他个体的判断发生 
作用。 

但必须指出，至少存在一个很明显且通常有效的方法来回避判断的困难，当 
然人们可以借助于权力，在不同的伪装形式下，来说明社会情境和判断的过程。 
权力被自然或公开地使用过——比如说 ，一 个很普通的情形是，文献回顾时拒绝 
很少或没有解释的文章，或者很多人在被提问时拒绝回答，这种情况在今天似乎 
很常见，提问者因为不得要点， 没有办法， 只好放弃。在很多这种时候，还有很多 
其他我们熟悉的类似情况下，个人已经做出了判断，也已经使用了标准,但没有 
深人地探究判断和标准。在主张理论性观点或其他差异的基础上采取这种防伪 
性做法会减少公共空间或与人分享判断的社会群体——所有其他人都可以看得 
出这种关系。无论如何，虽然总可以用权力来解决标准的问题，但这种可能性似 
乎又是令人不满意和不希望看到的。 

不要由此想象我们单纯到认为权力应该而且可以从判断中消除，就像在社 
会上所做的一样。我们不想采取浪漫化的“知性论者离开权力的做法” 
( Hazelrigg , 1995, p . 202) 0 相反，我们提出负责地使用而避免滥用权力。但我们 
也淸楚地意识到，不可能永久精确地划清责任与滥用之间的界限。同样，好像总 
有很好的理由来挤压社会群体。当被边际化的群体希望让社会听到其声音时， 
团结就很重要。事实上，几年以前定性研究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这又产生了 
另外一个问题，即在避免滥用权力时如何重视这种需要——充分意识到不能对 
越界进行具体准确的说明。简言之，权力是永恒的，但使用权力来避免批评及偏 
见的诱惑 （ 也是永恒的吗？）抵毁了公共演讲的价值及需要。这样，问题就继续存 
在： 当相对主义要求 疰意情 境而忽 略抽聲 、无实质的 （ 认识论的）公共空间时，我 
们能对判断说什么呢？ ' 

一些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声称讨论标准问题没有任何意义。虽然我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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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罗西瑙 （ Rosenau ,1992) 对肯定及怀疑的后现代和后建构主义观点的描述， 
但必须承认她的一些评论揭示了一直困扰学术界许多人的问题。那些罗西瑙 
( Roseiwu ) 称为怀疑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我们只能够是“非判断的” （ P . 55 ) ,因 
为“不存在什么好/坏标准” （ P . 175) ，所有解释都是同等有趣或无趣的。在没有 
确定的标准来区分好坏时，只有甩手离开判断。这个观点当然为人所知，至少我 
们知道。有时当我们评审要出版的文章和年级论文，以及接收不管多么令人失 
望的毕业论文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们 评定的是谁？这个领域应该允许差异 
吗？等等。考虑到判断容易出错，自我怀疑似乎能促使进行声音、写信、代表性 
危机等方面的痛苦的讨论。 

但由此而开始或者假装（甚至希望？）生活中不用判断，这即刻就会误人歧 
途。判断是要做的，而且还要辨解和证实，除非对后者来说仅仅使用自然权力。 
正如斯瓦特 （ Schwandt ，1996) 所指出的，我们必须接受不确定和偶发性并不是说 
可以放弃承诺和判断 （ P . 59) 。毫无疑问，我们都会认为某些东西比其他东西更 
好,并依此做出判断，甚至在我们说不这样做时通常也是如此。这种判断过程已 
经开始了很久，而且还将会继续下去。 

很难想象一个人在生活中会不做判断或判断不会出错。这使人想起巴思 
( Barth ) 的小说《醉鬼——野草的因素 》 （The Sot-Weed Factor , 1960) 中的人物埃 
比尼泽 （ Ebenezer ) 。因为发现所有的事情都同样有趣，所以他“放弃了选择”，只 
是“穿着睡衣静静地坐在窗子旁边的椅子上，眼睛盯着下面街道上的活动” 
( P .11)。 那些声称发现所有事情都同样重要的人必定也会是坐而不动。泰勒 
( Taylor , 1989) 已经很淸楚地讲述了这种情景及其后果 :“想 知道你是谁就是把自 
己置于道德的空间，在这里会出现什么是好或坏，什么值得做和不值得做，什么 
对你有意义及很重要和什么对你无意义及次要。” ( p . 28) 不做判断就看不到自己 
在道德空间的位置，这将失去做人的基础。 

作为研究者、教育者和评判者,我们总在对要出版的论文、研究、陈述、著作、 
毕业论文及学生论文做出判断。当我们对特定的研究进行判断时，我们在脑子 
里浮现或列出一些特点的清单用来判断所得结果的质量。这里的“淸单”并非用 
来指被简明列出的购物或洗衣店清单之类的东西。换言之，这种意义上的清单 
不是指像从1到5测量的20个项目的集合，这样的集合可以对研究进行数字上 
的计分，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临界点。很显然，如果用这些词来考虑清单，那就 
完全离谱了，离谱到嘲弄定性研究的想法、嘲弄相对主义的含义，以及嘲弄我们 
意识到不再是认识论时所指的意义。 

相反，我们认为特点淸单必须是开放的、部分未作淸晰界定的，甚至当某一 
特点被淸楚地界定时，也总是可以不断地再解释。而且，淸单上的内容永远也不 
会成为某种抽象认识论的精髄。它们必须根植于观点之中，或者用伽达默尔 
( Gadamer ,1995) 的话说，它们必须是.产生于并且反映人的“效果的历史” 
( PP -301 -302 ) 。 这些需要做简单的说明1 

所列判断清单是而且只能是开放性的，这样才能够不断地从清单中增减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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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虽然正如我们将要提到的，这样做会有风险。如果我们接 g 风险，那么修 
改清单的限制不在于理论，而是在于清单的使用上。修改清单的 PS 制是一个实 
践上的事情。清单在实际应用中不断得到修改，不能用抽象形式把它们固定 
下来。 

其次，只能对判断清单做部分说明。有些项目可以说得清楚一点，而有些项 
目则不要详细说明。波拉尼 （ Polanyi ，1962) 默许知识的观点很适用于此。当做 
判断时，我们多少都能说明一些原因，但有些则可能说不清——有些可能是能力 
和语言所不能及。这并不是说不应该和不努力对这些部分做清晰说明，而只是 
说我们永远都做不到完全。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作为有限的人，我们永远都不 
可能做到完全透明，不仅是对别人，甚至对自己也一样。同样，甚至清单上那些 
说得比较淸楚的项目也可以不断地重新解释。最后，清单上项目的重要性也可 
能很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我们认为在某时某地很重要的研究特征 
在另外的时间和地点可能又不那么重要了 （ D . Gallagher ， 人际沟通，1998)。 

但需要强调的是，对清单的挑战、改变和修正不是通过对清单和项目自身进 
行抽象的讨论,而是通过研究运用。也就是说，“新”的事物经常会出现，比如说， 
斯派克斯（ Sparkes ，1996) 对身体自我的脆弱、民族志小说的发展流派，或者读者 
剧院进行的自我反射的叙述。现存的特征清单不适合新出现的情况。要了解这 
些“新”情况或严肃地面对它们，可能需要重新构建清单,在永无止境的判断中不 
断修改原来的淸单。然而，这里的关键是可能性，因为研究者可能会选择保留其 
淸单，并判定其研究结果,很多人好像就常常这么做。顺便说一下，后者也是过 
去几年经常听到的对定性研究的评论。 

这些淸单是我们的一部分——它表现了我们特定的观点或者有效的历史。 
换言之，还是参考伽达默尔 （ Gadamer ，1995) 的说法，淸单是偏见的一种表达形 
式。他说，正是人的偏见“形成了其存在的历史现实” （ p .277)。 在碰到某种结 
果,特别是上面说的“新”情况时，我们必须愿意冒风险。正如在判断过程中我们 
要提情塊或人的问题一样，人或情境反过来也可以向我们提问题。如上面提到 
的斯派克斯 （ Sparkes , 1996) 所举的例子，进行这种研究要求研究者开放，允许接 
受情境对其偏见的挑战，可能还会改变清单及其对什么是好研究和不好研究的 
看法。但这里要指出很重要的两点。首先要重申的是 ：“可 能”这个词在这里很 
关键，因为开放并不意味着自动接受。研究者可能还会提出不接受新情况的理 
由。其次，不存在胃偏见风险的方法。如果有，冒偏见的风险是一个性格上的事 
情 —— 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道德义务的方面——它要求接受如下 观点： 如果想要 
劝说别人，必须同样愿意被别人劝说。 

是轮到举例说明这些观点的时候了，拉瑟尔（ Lathftr , 1986 a 、 1986 b 、1993、 
1998 a 、1998 b ) 在过去 10-12 年的研究中，她不同的论文和研究陈述及其与 
Smithies ( 1997) 的合著说明了一个很好的 事实： 我们在做研究时，头脑里都带着 
观念或想法。拉瑟尔 （ Lather ) 的讨论既参与又给我们对判断研究标准的谈论带 
来了混乱。在研究过程中，拉瑟尔 （ Lather ) —直努力让其特征淸单开放、随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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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不断变化和不做完全的说明。拉瑟尔 （ Lather ) 所 提项目这些年来在效度方面 
显然有了很多改变。在 1986 年，拉瑟尔 （ Lather) 谈论时提到了三角测量、事实效 
度和接触反应效度等等。到了 1993 年，她的清单变为对违反性效度的讨论，其 
主要兴趣集中在如下 概念： 模拟的/与真实相反的效度 （ sitnulacra/ironic 
validity) ，形似的/视幻想为真实的效度 （ paralogy/neopragmatic validity) ，似根茎状 
态的潜伏式效度 （ rhizomatic validity ) ，表面满足的/确定为某一范畴的效度 
(voluptuous/situated validity ) 。 

这里强调两点 ：第一 ，拉瑟尔 （ Lather) 充分意识到她的清单不是由非常详细 
的项目组成，这些清单不是封闭、完全的，不能用数字来计算。事实上，她制订 
“检査清单”只是为了模仿并籍之贬损检査清单的想法或可能性。第二，她还充 
分意识到她的理论建构只是根植于实践或者应用清单和做判断的过程。这一点 
她在 1986 年的著作中提到过，在近几年的著作中 （ 1998a 、 1998b) 中也反复重 
申过。 

拉瑟尔 （ Lather ) 看到，判断既是实践工作，也是道德上的事情。虽然她拒绝 
接受后结构主义观点，但她显然很关心诸如压迫、剥削和统治等问题。毫无疑 
问，她有一个标准化的参考框架，反映了她的某些倾向。因此，很自然，如大多数 
研究者一样，拉瑟尔 （ Lather ) 认为社会和教育研究可以、应该和必须有一个改善 
的目的——研究者所做的应该有助于改善人们的生活，创造更好的未来 （ 同时充 
分意识到，特 定情境 下更好的意义也是不能做具体说明的）。 

然而,在这一点上似乎潜伏着与埃比尼泽 （ Ebenezer ) 的麻痹（上面提到的） 
相同的问题。拉瑟尔 （ Lather , 1993 ， pp . 684-685) 提出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这 
些问题是在她参加有关爱滋病妇女的一项研究时发现的。她说，这些问题“根植 
于代表性危机中” （ P . 684)。她关心的问题涉及很多方面，包括声音、其他人、她 
提出的方法论兴趣，以及她作为研究者的目标等等。苏尔茨 （ Sch eU ri C h ，1997) 的 
担心似乎回应了她的这些关心，虽然是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术语。夺尔茨 
( Schmirich ) 担心“同样的情形以不同的面貌再次出现，好像是另外一种” 
( P .90) ,以及“匿名的强权暴力悄然地变成我们最好的愿望和行动” （ p . 90)。这 
两种情况的核心问题在于，这些作者关心的是判断必须排除别的可能性,文中通 
过沉默所掩盖的东西与其通过详述所揭示的东西一样多，论及他者是合理化他 
者，以及任何判断都会悄然但立即支持其自身,等等。 

我们不怀疑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及关心的真实性。我们赞成必须不断地怀疑 
我们所做的判断并防止同样情形的再次出现。在这个意义上讲，拉瑟尔 （ Lather) 
和苏尔茨 （ Scheurich) 所提出的问题很重要 ，至少让 我们部分地离 开了认识论。 
但我们还是要问 ••这 种提问能走多远？是否要寻求永远都不会有的答案以及永 
远都得不到的保证？在描写那些 HIV 呈阳性的妇女声音的文本中，拉瑟尔 
(Lather) 和史密斯（ Smith, 1997) 表明他们理解在讲述这些妇女故事时可被称为 
强权主义的作者的地位 :根据 自己的判断做某一件事而不做其他的事。然而，在 
后来讨论她的判断时，拉瑟尔 （ Lather , 1998a 、 1998b ) 似 乎努力解脱她的责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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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表明她仍然在寻找办法，减少判断中人的弱点及偶发性。 

这些从拉瑟尔 （ Lather , 1993) 和苏尔茨 （ Scheurich , 1997) 对她的提问以及他 
所表现出的担心的回答中也可以看出。我们认为，由于无法得到问题的答案及 
排除担忧，他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提出把“多元的、开放的、暄嚣的和颠覆性的 
关于效度的对话看成是差异的、野性的和不可知的差异的表演” （ Scheurich ， 
1997 , P . 90) ，以及“不相称的分离性的肯定” （ Lather ， 1993 , P . 687 ) 。但如果认真 
考虑这种分离性，即所有事情都应该是差异的不可知的表演，以及所有结果都是 
不相称的，并把它们作为结论，它们就到了“怎么样都行”而没什么可作判断的地 
步了吗？他们对认识论的担心使他们陷人站不住脚的境地。从理论和概念上 
看，他们使判断变得毫无意义，而从实践和道德上看，他们做而且必须做判断。 
需要假设一个例子来讲清这一点。如果拉瑟尔 （Lather ) 和苏尔茨 （ Scheurich ) 带 
着种族主义的眼镜来评审一篇想出版的论文，从实践及道德上讲他们会因此而 
拒绝。然而，从其他层面上看，这样做的基础是什么呢？从上面他们的评论来 
看，这篇论文为什么不应被看成只是差异表演的另外一种情形或者是不相称的 
另外一种肯定呢？ 

该是我们接受人的弱点和偶发性，彻底放弃认识论并改变会话的时候了。 
我们无法走出轮子或循环。很奇怪，没有认识论的代表性危机，而只有实际和道 
德上的代表性问题。我们是有限的人，必须学会接受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所 
写的总是而且必然会留下一些 东西; 如果要讲话,就总是和必然地要为别的人讲 
话; 我们不能既做判断，同时又“不断改变讲话的立场，从主体到客体” （ Lather , 
1993 ， P . 684)。痛感这种情况并寻找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实际上是痛感我们人 
的限制性并寻求解决办法。但对有限性我们毫无办法。黑兹尔里格 （ Hazelrigg ， 
1995) 说得好，这些都是我们人类的“缺憾”。但它们“属于人的知和行方面的” 
的“缺憾”，因为，“不管意愿多强，人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 （ P . 102)。 

但有一点需要重申一下，以免引起误解。毫无疑问，存在着代表性的问题。 
沉默需要质问，我们在为别人讲话时必须谨慎，在做判断时要谨慎，在公共空间 
分享和证明判断时也要愿意冒偏见的风险。但这些不是认识论的问题。相反， 
它们是实践及道德上的问题。我们做研究，对研究进行判断,必须说明判断的理 
由，把这些理由告诉别人，还要尽力做好。知识是人类的社会产品。作为有限的 
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建构社会的和教育的世界。我们从道德上要为所建构社 
会和教育的现实负责。意识到我们是有限的人就是意识到我们在判断标准和效 
度方面是有限的。 

我们在剩下的部分将要更直接地讨论判断显然并非孤独的活动这一事实。 
作为教师和研究者，我们是社会团体成员。正如前面提到过的，个人的判断必然 
要放到公共空间与其他人的判断相互作用。由于制度和组织性的安排，分享判 
断的公共空间，亦即最初的和即时性的公共空间，在一定的程度上说是先决的。 
比如说，给论文评分必须至少涉及一个学生的公共空间，论文通过/不通过必须 
涉及学生、委员会以及参加答辩 的人； 评审要发表的论文必然涉及作者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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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更广的意义上讲，我们可以选择相互作用的公共空间，以及允许偏见被 
检验和挑战的程度。这是可能的，因为虽然团体的理想很重要，但在实践上不存 
在扭曲的社会和/或者教育研究团体。举例来说，教育研究者的分布就极其广 
泛，从被称为分支领域到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差异再到基于性别、种族和性取向的 
差异等。正因为我们的分布如此广泛，我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选择跟谁分享 
判断和冒偏见的风险。 

毫无疑问，在过去几年里，对元叙述的拒绝和对最后辩护的诉求使人们更关 
心开辟新的研究空间，增加可能群体的数量，不管其组成形式多么松散，人们可 
以选择是否要跟这些群体分享判断。这种意识反映在很多人的论著中，比如说 
包括登泽恩 （ Denzin ，1997 ) 和林肯 （ Lincoln , 1995 ) 。 后者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所 
有的文本都“总是局部和不完全的，根植于社会、文化、历史、人种和性方面的，因 
此永远都不可能表现现实，除非一些现实有同样的特征” （ P . 280)。他进一步认 
识到“研究发生且公布于团体 之中； 它还被精确地标明，因为讨论研究的人希望 
该研究服务于团体的目的” （ p . 280 ) 。 重要的是，林肯 （ Lincoln ) 说必须在伦理和 
社会改善的情境内来理解这些观点。关于后者，她说我们必须具有“能够促进社 
会公正、团体、差异性、市民谈话以及照顾的研究视野” （ pp . 277-278 ) 。 

对于登泽恩 （ Denzin ，1997) 来说，我们已经进人了 一个新的人种学时代，这 
个时代已经超越了科学，“经验活动……理论建构和社会批评之间不存在破裂” 
( P . 86)，在这个时代里我们将会遇到“种族、阶级、民族、性别和性的立场认识 
论”的持续发展 （ P . 87 ) 。登泽恩 （ Denzin ) 继续指出了立场认识论之后的三种共 
享承诺。首先必须从“立足于历史和文化的个人观点” （ p . 87) 进行研究。第二， 
“人种学家将继续从事野外工作，从其自己的传记到其新经历的世界” （ P . 87)。 
第三,希望进行“淸楚有力的说明 （ 所经历）世界的研究” （ p . 87 ) 。因此，最终“人 
种学家互相讲述的故事以及听故事的标准都将发生变化” （ p . 87) 。 

这种新的人种学增加了多元性、多样性及差异的相互作用，开辟了新的空间 
和新的未来。因此，我们认为这种变化是值得欢迎的。然而，正如上面所间接提 
到的，欢迎多元性和多样性而避免过度的问题是永远都存在的。施拉格 （ Schrag ， 
1992) 分析了这种可能性。一方面，他说“可以通过保留相似、记录不同的谈话和 
行动的方式” （ P . 33) 来达到故事的多样性，如能这样,我们就可能以“理性批评、 
淸晰及揭示”的名义提出判断，“因为这些有助于理解共同的经历、评价及解放” 
( P .49)。 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如果这种多样性和多元性只是没完没了 
地讲述本地及地方化的故事、词汇和判断，那我们可能永远陷入“分离、不能比 
较、理解冲突和解释怀疑论”的过程 （ P . 33)。 

作为实践及道德上的亊情，施拉格 （ Schrag ,1992) 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问题： 
如何既保留多样性和多元性又避免过度，或我们必须跟谁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冒 
偏见的风险，把自己的研究及判断拿出去听取意见和批评？或者换句话说，我们 
凭什么要相信登泽恩 （ Denzi n ，1997) 所提出的主张，即在这个新人种学时代，研 
究者将从自己的观点出发进行研究？但有两点立即会使这些问题的讨论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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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首先，说多样性过度到底是指什么呢？我们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知道越过 
了过度的界限？其次,认为应该将研究和判断提交给完全不同的地方性团体和 
社会空间是很天真的。有时可能有很好的理由，除身体和精神疲惫以外，不去与 
别人进行广泛对话。比如说，有时侯进行了对话却没有什么结果，而且没有理由 
再继续对话下去。由于这种会话的变化如此之大，问题确实很复杂，难于解决。 

施拉格 （ Schrag ，1992) 希望在谈话和行动中保持相似点的开放和有效性，这 

种希望是很有意义的。其原因是研究不会发现现实，而只是建构现实-个 

被建构的、我们个人和集体都要为之负道德责任的社会和教育的现实。这一点 
还应结合马克思的观点，即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认识世界，而且还要改造世界。 
因此，我们从道义上需要尽可能地对际政策和实践施加影响。这样做要求我 
们不要局限于语句以及跳出个人的观点，冒个人偏见之风险以向别人公开结果。 

如果这些结果不能开放，那就会形成建立于研究者观点之上的、有理论差异 
的等情形的割据或异质性，其结果很可能是分离和永远的理解冲突。开放差异 
相互作用的空间可以容易地发现差异，不可比性亦会名副其实。这似乎会导致 
研究者通过彼此来谈论，或者根本就不相互谈论，因为他们建构其地方化的社 
团、现实及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我们的研究如何会有道德目的和社会 
影响。很显然地，如果互相之间不进行交流，很难想象还有谁愿意跟我们交谈、 
听我们的观点，或者注意我们的判断。 

但主要问题在于，没有什么方法或程序可以实现登泽恩 （ Denzin ) 的主张（希 
望？），即在这个新的人种学时代，研究者将放弃自己的传记而致力于别人的传 
记。如果研究者这样做，那就只是一个观点而非方法的问题。这是一个’观 

点-或者上面所说到的道德上的义务——迫使人们冒偏见的风险，在与别人 

一起的社会空间中，甚至在观点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的面前辩护自己的判断。 
这种道德义务的核心是要求我们，在试图劝说别人接受我们对好坏研究的判断 
时，同样也要愿意被别人的判断说服。再重申一下，只有记住这个义务，才能够 
使我们的研究最大限度地帮助建构更加公正的社会和教育世界。 

小结 

准基础主义者试图在认识论建构主义和本体论实在论的情境内建立标准。 
后者声称存在一个独立于人类的、可以认识的现实——至少在原则上 如此; 前者 
认为社会是被建构的、总是容易出错的。这使他们谈论标准时先后用了“似乎有 
理性”、“可信性”和“播述效度”等术语。而且，由于新实在论者声称他们可以与 
现实相联系，不管这种联系是多么少，他们进一步声称这些标准已经超越了特定 
的时空。 

不幸的是，新实在论者未能举出令人信服的例子或合适的证据来说明其观 
点。比如说，哈默尔斯利 （Hammereley ,1990) 和马克斯韦尔 （ Maxwell ，199? ) 都不 



954 * 定性研究(第 4 卷)••解释、评估与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 


能说明其实在论承诺如何让我们避开连续的社会判断过程。事实上，如果新实 
在论者放弃实在论本体论及其挽救经验主义残余的意图，他们就会很像加登梅 
里安德 （ Gadameriand) 式的相对主义者。 

非基础主义者完全接受相对主义对事实的看法，即不可能存在不带理论的 
观察或知识。然而，对于他们来说，相对主义并非问题，而只是作为有限的人的 
必然结果 —— 我们应该学会接受这种限制性而不必感到悲伤。非基础主义者认 
为，判断研究标准的问题是一个实践和道德上的事情，而非认识论的问题。他们 
很重视罗蒂 （Rorty ,1985 ) 的观点，即人类社会活动对知识的追求“只存在一个伦 
理基础，而非认识论或者形而上学的基础 ” （ P. 6 ) 。因此，不应该把标准看成抽象 
的东西，而应看成是一列特征清单，这些是我们想出来的、在特定时空和一定程 
度上接受的以及把好坏研究区分开来的清单。该清单在实际应用中——用于不 
同的研究时可以被质疑、增减和修改等。相对主义者同样也意识到了多元性、多 
样性以及接受差异等的价值和必要性。然而，主要问题是重视这种需要但不要 
过度 —— 对于那些支离破碎、缺乏连贯性以及有碍于社会进步的研究。 

因此，正如前面承诺的，我们在结尾部分不讨论特定标准及其应用问题，而 
只是试图说明一些情形 , 在这些情形下，我们必须考虑在相对主义时代标准的可 
能性以及个人和集体判断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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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的实践与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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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 ACTICES AND 



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需要瞽惕现实主义的诱惑性力量，要警惕所有现实主 
义表象的暗示 （ Lubiano , 1997 ) 。 

你带着我的布鲁斯 （ blues, 忧郁的蓝调歌曲）。走了—— 

你在百老汇演奏布鲁斯， 

……但你改变了它， 

所以它听起来不像我的。 

是的，你带着我的布鲁斯走了。 

你也带着我的灵魂走了。 

……但是将来某一天会有个人， 

站起来为我书写， 

而且是写我的- 

黑色的而且美丽的—— 

为我歌唱， 

上演关于我的戏剧！ 

我坚信这将会是我， 

我自己！ 

Langston Hughes, “Yes ， It'll Be Me",1940/1994* 
我 

看到了它 
那是血 

就像桑德克瑞克大屠杀 
甚至它的名字都带来恐惧， 


①作者注 释:我 想在这里感谢莫里斯 （Meaghan Morris) 、布莱迪 （Ivan Brady) 、林肯 （Yvonna Lincoln) 、布莱 
蒂克 (Jack Bratich) 、里査徳森 （Laurel Richarison) 、瑞安 （Katherine Ryan) 对本文初稿的评论。所有带星号的材料， 
其使用都获得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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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是美洲印第安人 
所以我所习得的词语 
是另一种暴力形式。 


(Sherman Alexie ,1993 ) * 

在第六阶段接近尾声之际，我们有必要将作为激进的民主实践形式的定性 
研究与解释民族志研究的前景重新规划一番①。社会科学已经有了叙事转向，我 
们从实地去讲述我们的故事，我们了解今天是我们在书写文化 （ Brady ， 1998; 
Richardson , 1998 ) 。写作并非是一项天真烂漫的实践，尽管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 
中只有解释 （Rinehart ,1998)。然而， Marx ( 1888/1983， P . 158) —直在提醒我们， 
我们的任务不仅仅要解释这个世界而且要改变这个世界。 

在本文中，我探索了写作的新（和旧）的形式,这些形式的目标是推进人们对 
世界的解释与改变——这是一个全球的世界，并非我们心目中的北美。具体而 
言，我穿梭工作于三种解释性 实践: 新公民新闻，亲密新闻与文学新闻 （ Chartity , 
1995; Dash , 1997; Harrington , 1992 , 1997 a , 1997 b ； Kramer , 1995 ； Sims , 1995); 
号召批判性的，以表演为基础的民族志研究 （ Ceglowski , 1997 ； Cohen - Cruz , 
1998； Degh , 1995； Denison , 1996； Denzin , 1997, 1999 a , 1999 b , 1999 c ； Diversi , 
1998; Dunbar , 1999； Jackson , 1998； Jones , 1999； Jordan , 1998； Lincoln , 1997； 
Rinehart , 1998； Ronai , 1998； Smith , 1993 , 199 4 ); 墨西哥裔的各种变式 
( Gonzalez , 1998； Pizarro , 1998 ) 与非裔美国人审美 （ Davis , 1998； hooks , 1990, 
1996)， 以及这些实践与批判种族理论的关系（ Ladson - Billings ,1998； Parker , 
1998)。 

尽管许多人努力地想把批判种族理论带人定性研究，但是几乎没有谁将这 
种理论与民族志研究的后结构转向融合起来 （ Hooks ，1990， pp . 123-134 ;本书第9 
章）。而且，批判种族理论与定性研究也没有和源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 
黑人艺术运动的激进表演文本产生联系 （ Baker , 1997； Baraka , 1997； Harris , 
1998)。现在，在新的黑人公众学人与文化批评家们 （ Hail ， Gilroy , hooks . Gates , 
West , Reed , Morrison , Wallace , Steele ) 关于黑人文化研究的各种课题中倒是正 
在建立起上述的这种跨学科联系。最新一代的布鲁斯、说唱 （ mp )、 Hi P ho P 等音 
乐，流行歌手、爵士表演者、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制片人等都致于力建立这 
种联系 （ Christian , 1997 , pp . 2019-2020； Harris , 1998, pp . 1344-1345) ②。 

本文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课题，在这一课题中我试图将上述的多重话语结合 


① 重申一下，正如林肯和我在本书第一章中所提出的，定性研究的七阶段分别是传统阶段 （1900-1950); 
现代主义阶段 （1950-1970) ;模糯种属阶段 （1970-1986) ;叙述危机阶段 （1986—1990) ;后现代、实验与新民族 
志阶段 (1990— 1995 ); 后实验研究阶段 ( 1995 — 2000) ;目前与未来(2000-)。 

② 在电影界也正上演一场与之平行的运动（见下文）。墨西哥裔和黑人电影制片人运用配音、第一人称、 
画外音叙事、舞台布景以及蒙太奇剪辑等表现形式来突破激进主題的那种传统的性别分化形象 （Fregoso , i 99 3 , 
pp.70-76; Noriega, 1992, pp. 152-153； Hall, 1989)。 这个运动部分地可以视为 1968 年美国“经济机会办公室" 
资助的“新交流者”项目的成果之一。该项目的目标是训练、培养少数族裔在电影行业中就业” （Noriega ,1996,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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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之下。每一种话语图式我都提供相应的写作实例。这样做的 
原因是我假定文字和语言在这个世界上有其物质的表现——词语对人们产生影 
响力。巴拉卡 （ Baraka , 1996/1998, p . 1502) 这样来表述 * : 

我们想要这样的诗 
将警察摔倒在里弄胡同里 
然后缴获其武器…… 

我们想要一首黑人的诗。 

一个黑人的世界。 

让我们的世界变成一首黑人的诗。 

让所有的黑人读这首诗 
在心中默念 
或大声颂读。 


词语很重要。 

我所想象的世界是一个种族、民族、阶级、社会性别与性取向等相互交错的 
世界； 是一个语言自由、人类可以自由地实现自己、没有偏向、没有压迫、没有歧 
视的世界 （ Jackson , 1998 , p . 21 ； Parker , Deyhle , Villenas & Nebeker , 1998 , p . 5 ) 0 
那些书写文化的人必须学会以一种将人们聚合起来的■方式来运用语言。其目标 
就是创造一些神圣的可爱的文本,这些文本“表现了强烈的……对自由的热爱以 
及对人的生命的深切关注” （ Joyce , 1987 , p . 344 ) 。这种写作描述，表现了人们相 
互之间应该感受到的善良与友爱 （Joyce ,1987, p . 344) 。 

因此，我考察的是一些新的文化写作方式，一些新的、对于一个自由民主的 
会的研究很关键的定性研究的方式。我研究的起点是公民的公众事务以及亲 
密的新闻写作的记者。 


亲密的公民的新闻 


正当定性研究者介入实验写作形式之际，新闻界发生了一个与之平行的运 
动，这些运动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在早期号召新新闻 （new journalism ) 的基 
础上 （ Wolfe , 1973 )，目前这一代的新闻记者 （ Harington , 1997 a , 1997 b ； Kramer , 
1995 ; Sims ,1995) 正式形成了一种新的写作门类，它有不同的称谓，或曰文学新 
闻，亲密新闻，或曰创造性非虚构新闻等 （ Harrington ，1997 a ， P . xv )。 这种亲密新 
闻 （intimate journalism ) 将1970年代的新新闻运动加以扩大、延伸。1970年代新 
新闻运动是基于以下七种 背景： Wolfe 那一代的新记者将事实当作社会 建构； 他 
们淡化写作的门户区分，将文学与调査新闻和现实主义小说、忏悔录、旅行报导、 
自$等结合 起来; 他们使用情景方法来展示而不是来 讲述; 他们描写的是真实的 
人物，创造着混合的 个性; 他们运用多重视野,包括第三人称讲述，来确立作者的 
存在，他们展示多重叙事策略（回放、预示、内心独白、平行情节等）来建构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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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 气氛； 他们将自己视为美国社会正在进行的激进变迁的道德见证人 
( Denzin , 1997, p . 131 ) 0 这些记者认为社会生活以及关于它的报导都是社会建 
构，新闻记者不是在描述或报导客观的现实。 

我对于挑起一场关于是否应维持虚构 （ 文学）文本与非虚构（新闻、民族志） 
文本之间区别的争论没有丝毫的兴趣。我也不想在文学与非文学，虚构与非虚 
构文本形式之间作无谓的区分。这些都是社会、政治建构的范畴。它们经常被 
用于统辖特定跨越边界的写作形式，例如虚构的民族志写作等。实际上只存在 
叙述这种形式——换言之，只存在不同的门类所界定的表现及写作经历和经历 
的多种现实的方式。后现代世界的话语中通常混合着文学的、诗歌的、新闻的、 
虚构的、电影的、文献的、事实的以及民族志的写作与表现。没有哪种形式优于 
其他形式。每种形式只不过为作者表现一种独特的功能，每种形式表现一个解 
释的群体。 

这些实践塑造、形成了亲密性新闻记者的作品。有些记者，如哈林顿 
( Harrington , 1992) ，运用描述性现实主义的方法写作深度的、叙述性的日常生 
活。他们应用一些方法如现实生活对话、亲密的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多重视 
角、内心独白、逐聚解说，以及平实、松散的风格等 （ Hairington , 1997 b , pp . xlii - xlv ； 
Kramer , 1995, p .24) 0 作者在文本可能隐而不见，或者以一个讲述者、参与者的 
身份出现。下面是哈林顿 （ Harri ng to n ，1992) 讲述他自己，故事的名称是“黑人与 
白人家庭素描”。 

我的旅程是从牙医的椅子上开始的。护士 . 和医生在讲他们的孩子 

的趣事，过道上另一个牙医兴奋地说“我有一个好玩的笑话”，然后他就讲了 
一个有种族歧视的笑话。我想不起笑话的内容是什么，只记得它的结局是 
一个黑人很 畢蠢。 死一样的沉默。房间里只有我们白人，但我的牙医与护 
士知道我妻子是黑人，他们知道我的独生子和女儿，正如他们所描述的，是 

深棕色皮肤。在我的生活中已听过多少这种族歧视的玩笑呢？ . 第一 

次 . 我陷入深深的、切肤的痛苦之中。我看着那个人，灰白的脸，灰色的 

头发，虚弱的嘴唇，我 在想： 这个白痴是在讲我的孩子！ （ p . l ) 

这则故事是第一人称叙事，比较一下下面的这个利昂达什 （Leon Dash , 1997) 
对 Rosa Lee 的描述： 

Rosa Lee Cunningham 感到很庆幸今天早上她不必起早床。她总是在打 
盹，精神飙乎于睡眠与困倦之间。偶尔她会听到护士与医生们在护士室旁 

闲逛，压低声音谈话。她很疲劳、困顿 . 一个整晚上的睡眠和一整天的安 

静在她生活中是少有的奢侈品。这有些近似于休假了 . Rosa Lee . 52 

岁，一个长期的海洛因吸食者……城市下层人中的一员……她丝毫无意中 
止吸食海洛因 （ P . 3)。 

哈林顿讲的只是他自己。他完全呈献在文本之中。达什是看不见的。他是 
无所不知的观察者。他是墙上的一只苍绳讲述着一个逐步展开的情景。达什描 











述一个世界，而哈林顿则讲的是在这个世界里呈献的是何种感受。两个作者都 
创造了一个场景。每个人都将其创造的形象渗透到周围的情景之中。哈林顿和 
达什都应用松散、干脆的散文。每个人都为自己的主题创造了一个生动的形象， 
哈林顿是他自己，达什是李 （Rosa Lee ) 。另一方面，达什假定他知道李的感觉与 
思想。有一个故事在那儿，将由他来讲述。与之形成对照，哈林顿的文本则暗 
示，没有等待讲述的故事。相反，故事是作者建构的，作者试图将规则强加于某 
种经历或虚构的事件。 

两个作者都将他们的散文扎根于事实及事实的意义。但是，达什遵循的是 
所谓的可证实的、真实准确的事实，而哈林顿写作的是审美上和情感上真实的印 
象与事实，尽管未必那么真实准确。如果某事没有发生，它可能已经发生了，而 
且它将发生在哈林顿的文本中。 

诸如哈林顿和达什的这类文本激起人们所感受的生活。这类作者的目标就 
是“从内部了解他人的世界，理解和表现人们就像他们了解自己一样” 
(Harrington ， 1 997 b,p. xxv )。 其意图就是建立一种情感的关系，将作者所讲述的 
生活和读者联结起来。 

一年以后，哈林顿 （ Harrington ，1992 ) 重新回味他在牙医椅子上的 经历： 

一年多以前当我坐在牙医的椅子上等候时所发现的东西仍然具有很大 
的影响，我不得不讲 出来： 那个白痴在谈论我的孩子！ 

我记得有一次当我儿子还是小毛毛时，夜深了……黑暗中我坐在儿子 
的房间……我端详着他做的小鬼脸……在阴影中。然后，在短短的一瞬间， 
只在我脑海中闪过，我的儿子不见了，我就是那个孩子……我爸爸就是 

我 . 突然，我又不见了，灯光落在我儿子的膝盖上，他长大了，他是个父 

亲，他就是我……这种体会改变了一切。只有电我在想象中变成黑人—— 
通过我的儿子，通过我的女儿——我才能看到我曾经还能容忍的种族歧视。 
变成黑人，哪怕仅仅是瞬间，造成了对正义的迫切需要，这一点仅作为一名 

白人是感受不到的，不管是多么好心肠的白人 . 在今天的美国，没有哪个 

正常的白人愿意易位变成黑人。 （ p .447) 

这种写作通过对极端与普通情景中的人的描述将读者与他们的新闻报纸联 
结起来。这些故事，或曰新闻个案研究将日常生活世界政治化，阐明了塑造个人 
生活及其与他人关系的结构与过程。这样，他们就“促进形成了公民的转型” 
(Harrington , 1997 a , p. xiv ； Harrington, 1997b,p. xviii ) ①。 

公氏化转型 

在公民化转型的过程中，亲密性新闻与公众新闻的意愿结合在一起。与之 
相结合的还有批判民族志新闻，这类新闻将个人及其问题与公共问题、公共领域 
联系起来，实用的、公民的新闻促使读者成为公共戏剧中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 


①下面的这一部分 来自： Denzi n ,199 7 , PP . 280-28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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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正是这种公共戏剧界定着当今社会有意义的生活。公众新闻为有问题 
的社区和个人经历的本土民族志创造了空间。这是一种负有社会责任的公众新 
闻。它主张参与性的民主。对于那些发生在当地道德群众领域内的有传记意义 
的经历，公众新闻给予它公开的声音®。这种新闻民族志形式面对的是有道德取 
向的读者。在要求对个人与公众问题作民主解决的公众课题项目中，这些读者 
是共同参与者 （ Chrity ， 1995, P . 146) ②。 

在下一层面上，转型为“作为民族志的公众新闻”，这种写作形式对应以下的 
目标，批判的、亲密的、公众的民族志有以下 特征： 

• 它以深度的、亲密的、有关日常生活的故事代表着公众。这些故事创造道 
德上的团结，帮助公民作明智的决定，对于那些已成为公众问题的私人 
问题采取公共行动（包括帮助行动议案实施 ）（ Charity ，1995， p . 2 ; Mills , 
1959 ， P . 8)。 

• 它促进了有助于公众意识与私人意识形成的解释性研究。这些研究帮助 
个、通过决策过程集体地行动。这些研究还有助于孤立选择、价值中心 
化，有助于运用专家的、本土的知识，有助于形成深思熟虑的公民话语 
( Charity , 1995 , pp . 4-8) 0 

• 它拒绝经典模式的调查式新闻。调査式新闻的记者曝光腐败，热心社会 
改革运动，“连根拔出内幕故事，勇敢讲出事实，直面麦卡锡与尼克松，安 
抚受难者，刁难得意者” （ Charity , 1995 , p . 9 ) 。 

• 它期望它的民族志研究者与新闻记者是当地社区的历史与公众生活方面 
的专家，他们知道如何倾听、如何与公民交谈，他们知道如何听取与展示 
公众意见，他们也是全职的公民，他们坚信能对公众的生活进行研究 
( Charity ， 1995 ， p . 10)。 

• 它视作者为当地社区的守望人,他们写作的故事有助于形成深思熟虑的、 
参与性的话语，籍此它可以保持公众对其声音的意识 （Charity ,1995, 
pp . 104-105,127)。 

• 它推崇的写作是那种促使公众做出有意义的判断与有意义的行动的写作 
( Charity , 1995 , p . 50 ) 。一个核心的目标是公民化转型 （ Charistians , 
.Ferre & Fackler ,1993 , p . 14) 。 

• 它揭露自满、自大、自负的思想 （Charity , 1995 ， p . 146 ) ， 同时“试图增强社 
区的政治能力以更好地了解自身、组合与做选择” （ Charity , 1995, 
P.318)。 


① 同时，不难理解“参加一项某公民倡导发起的清扫一个受污染的港湾的活动和参加某文化杂志主持的 
关于某特定群体的刻板印象恶化的表现的辩论会，前者在政治意义上奄不逊色于后者” （ Benhabib , 1992, 
P. 104)。 

② 公众新闻并非没有遇到批判，有人批判它是特定群体的新闻,有人说它是一种促销报纸的市场机制，有 
人批评它是一种保守的改革运动，其目标是扩大职业记者的权力，有人认为它的支持者并不理 解社区 、公共生活' 
公民话语的真正意义„ 参见: Greber , McQuail & Norris ,1998; Glaser ,1999; Carey ,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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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追求戏剧性的故事。这些故事与叙述将事实与故事相分离，它讲述动 
人的故事将个人的问题与公众的问题相结合 （ Charity , 1995 , P . 72； Mills , 
1959 ， P . 8)。 

• 它主张的一种文本形式是将公民变成读者，将读者变成世界上采取民主 
行动的人 （Charity ,1995, pp . 19 ,83-84 ) D 

这些目标、理想和融合批判民族志的方式与应用行动研究、新公众新闻、第 
七阶段的定性研究等结合起来 （ 他们预设了女性主义、传播的伦理模式。该模式 
在本书第五章 Charity 探讨过）。 

这些目标假定一个民族志研究者像一个文学的、亲密的公众记者那样写作 
与起作用。这就意味着以表演者为中心的故事讲述形式的民族志将受到更大的 
重视 （ Degh,1995,p.8 )。 社会追求一种共享的公众意识。公共领域中遇到的难 
题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这种意识被一种将个人的、传记的与公众话题融合在 
一起的写作形式所塑造着。库克 （ Cooke , 1980) 的虚构故事“杰米的世界” 
(Jimmy's World) 就是这类写作的典型。这类写作将自得与自大曝露于公共领 
域之中。 

写作规范 

女性主义传播的伦理模式为公众的民族志写作提供了一系列的规范①。这 
套规范建立、形成在四个无可商议的新闻规范之上，即准确、无伤害、知情权以及 
道德立场公开②。民族志研究者的道德故事的写作并不是为了对那些被主导的、 
镇压性的文化系统压抑的人们造成伤害（无伤害原则）。那些被描述者的身份永 
远应该受保护。这些故事在事实上与虚构上都是正确的③。当进行虚构或想象 
的叙述写作时，或当分散的个案熔铸成一个单一的故事时，作者有义务将这个告 
诉读者 （ Charistians , et al . , 1993, p . 55 ) 0 

读者有权利阅读民族志研究者所了解的东西，但是知情权应该与无伤害原 
则保持平衡。叙述应该展示“解释的效率 ”（ Charistians , et al . , 1993 , p . 120 ), gp , 
写作应有深度、细节、情感、细微差别与连贯。这些品质帮助读者形成批判性解 
释意识。这类文本也应该具有典型，包括不应带有种族的、阶级的与性别的刻板 
印象④。 

作者对读者必须诚实⑤。文本必须是现实主义的，关注人物、背景、气氛与对 
话。文本应该为有关自我的道德真实的追求提供一个论坛。该论坛可能探索文 

① 该伦理规范推崇社区、团结、关心、爱、权力、有道德的观察者，以及关心与社区的关系 （Derain, 1997, 
P .275)。 

② 这套规范是克里斯琴斯 (Christians etal,1993, PP . 55-57) 所主张的新闻记者规范的扩大与延伸。 

③ 事情只有通过它们的表现才能知晓。每种表现形式受一套规范的制约。事实性的故事应保持客观，应 
该符合特定的可验证原则。虚构的故事由理解来调节,包括与情感的逼真性、情感现实主义等相关的理解。 

④ 感谢克里斯琴斯对一原则的论述。 

⑤ 这一段中的规则抄袭了钱德勒 （Kayimmd Chandler) 的“神秘故事的十二条注释” （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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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上不可展现的东西，对当代生活的差强人意与暴力之处以叙述的形式加以记 
录。这个作者搅动了世界，作者本人的故事（“神秘”）成为了所讲述故事的一部 
分。关于世界如何运作作者有其理论，该理论决不会离文本的表面太远。假定 
读者是自我反思的——那些读者追求诚实的但有反思性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将 
他们吸引到许多日常生活的经历之中。 

在这个领域,找寻一神反抗传统的叙述声音的斗争仍然存在。传统的写作 
喜欢将自传与过去的经历视为反思与自庇的场地 （Clough, 1994, P . 157)。 这种 
主观反思形式可能是个圈套。它太容易复制关于自我、代理、性别、欲望、性等伤 
感的、赞颂的或夸大不实的概念。现在迫切需要创造一种反思性写作形式将民 
族志文本与实验的文学文本反过来“置换一下” （Clough， 1994, P . 162 ； 1998, 
P -134) 0 

作为守望者，新一代作者怀疑权力的结盟、共谋和将公利变成牺牲品的欲 
念。如此，他们的作品给传统的现实主义的真理观念和验证造成了麻烦，并总是 
在问谁从特定的立场中获利。作为公众民族志研究者的亲密记者，拥有制定委 
托人——公众关系道德标准的优先权。民族志研究者是公众道德鼓吹家，尽管 
他们个人的道德信条可能导致个别研究者的研究与他们所谓的客户或特定公众 
群体的最大利益背道而驰。 

民族志研究者的故事总是寓言式的、象征的故事，一个不仅仅是人类经验的 
记录的比喻。这类故事是经历的一种方式，是接权读者的一种方法。它是一个 
载体，通过它读者可以发现关于他们自己的道德的真实。在更深刻意义上，这类 
故事是关于自我与社会补偿的乌托邦，它将道德方向带回到读者（及作者）的生 
活。民族志研究者发现使社会世界运作的多重“真理”，这些故事是人们相互讲 
述对于他们自己很重要的事情。亲密的新闻记者书写着激发批判性公众话语的 
故事。所以说，这些故事使日常生活的公众与私人领域发生了转型。 

表演民族志 


现在我转而讨论下一个概念-表演文本 （ performance text) ( Conquergood , 

1992; Turner, 1986 ) 0 我运用从正在进行的蒙大拿 （ MONTANA) 小镇上的解释民 
族志研究所获得的资料论证我的观念（ Denzin, 1999a, 1999b ， 1999c ) ①。” 

我所追求的一套写作实践将来自实地的注释转化为表演出来的文本。我的 
论述构成了一篇单一但精致复杂的论文。 

我们生活在一种以表演为基础的、戏剧的文化中。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界 
限是模糊的，文化本身也成了一种戏剧表演。表演民族志进人到性别化的文化 
之中，以一种几乎看不到的界线将日常戏剧表演与正式的舞台表演、舞蹈、音乐、 


① 这部分的材料部分 来自： Denzin ,1999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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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V 、 电视、电影等区分开 （Birringer 1993 ， P . 182 ; Butler, 1990 , p. 25 ; 1997 , p. 159 ； 
1999, P .19) 。 但是问题不仅仅是界限模糊那么简单。这种表演已然成为现实。 
关于这一点，就性别及个人身份而言，巴特勒 （ Butler, 1990 ) 给出的回答是肯定 
的。性别是表演性的，它总是被扮演，“虽然主体行为的发生不似据说是先天 
的 …… 但是人以行为为人 …… 行为就是全部……没有性别的表达就没有性别的 

认同 . 性别身份正是被据称是其后果的 ‘ 表达 ’ 来表演性地构成的 ” （ P. 25 ) 。 

进而言之，语言行动是表演性的，词语可以产生伤害性 （ Butler , 1997 ， p . 4 ) 。 

表演文本坐落于复杂的话语体系之中，在这个体系里戏剧、电影、电视、民族 
志、表演、文本、观众等传统的、日常的以及前卫的意义相互之间循环交流着。正 
如科林斯 （Collins ,1990, p. 210) 所认为的，过去经历的意义深深地刻印在表演之 
上，有时候它在表演中看不见 （ Brady , 1999 ,p. 245 ) 0 

史密斯 （Anna Deavere Smith) 的《镜中火》 （ Fires in the Mirror) ( 1993 ) 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在这部戏中，史密斯提供的一系列的表演片段是基于对卷入1991 
年8月19日布兰克林皇家髙地种族冲突的人进行的访谈。冲突发生的起因是 
一名年轻的黑人男孩凯图 （Gavin Cato ) 意外地被警车护送卢巴韦切尔家族要人 
的车队撞死。当天晚些时候 ，一 群黑人用刀剌死了 29岁的澳大利亚籍学者罗森 
鲍姆。随后是连续三天的种族冲突，社区中许多人都卷人其中。陪审团宣判被 
指控杀死罗森鲍姆的嫌犯无罪,这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也伤害了为卢 
巴韦切尔家族作出牺牲的人们的感情 （ Smith ，1993， P . xiv )®。 史密斯的戏剧讲述 
了下列这些人，黑帮成员、警察、不知名的男孩与女孩、母亲、父亲、受人尊重的 A 1 
Sharpto 、 剧作家 Ntozake Shange , 以及非裔美籍文化批评家戴维斯 （Angela Davis ) 0 
韦斯特（欢 e 8 t ，1993) 认为《镜中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表明艺术可以构 
成一个公共空间，而人们认为这个空间是授予权力的而不是解除权力的” 
( p . xix ) D 因此，黑人，黑帮成员，警察，以及犹太社区在这部戏中都聚在一起讨 
论。该戏剧跨越了种族的界限。史密斯的文本表明了“美国的人物角色并不是 
住在某一个地方或另外一个地方，他们生活在不同地方的夹缝中，生活在异质性 
大但努力求同的奋斗之中” （ P . xii )。 

一位匿名的年轻人（一号 ） Wa Wa Wa , — 个充满恐惧的加勒比裔美国人这样 
描述 车祸： 

我看见的时候 
她正推着 

她的弟弟骑的自行车 

像这样 

对吗？ 


①正如奠里斯 （Meaghan Morris) 在谈话中向我指出的，卷人此案的澳大利亚人感到正义没有伸张,他们感 
到只能严格地在美国政治术语的范围内表达失去所爱戴之人的感受。罗森鲍姆在这些描述中成了无足轻重的小 
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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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推着他 
他遛着车 
似乎不知道如何 
骑自行车…… 

当汽车过来时 

她已经跑开了 

我们看到车上有人在挥手 

我们正让开 

“噢，是的 

是个犹太人。 

他闯了红灯 
他们却从没有被捕。” 

( Smith , 1993, pp . 79 -80) * 


所以在表现这个年轻人的话语时，史密斯构建了戏剧的背景，展示了从那个 
看到了事故未被披露一面的人的立场上如何看待这个事件。 

表演民族志同时创造并实施了道德文本 （moral text ) ，这些文本的范围包括 
从个人的到政治的，从当地的到历史的、文化的。循着康奎尔古德 （ Ccmquergood ， 
1985 ) 的思路，这些对话式的作品为给与取创造了空间，不仅仅是把对方变成色 
情的、盲目崇拜的、监管的或家长式的注视的目标。 

文本变成了激进的街头表演行动去质疑与“重构根深蒂固的社会权力安排” 
( Cohen - Cruz , 1998 ， p . 1 ) 。这些写作，以集会、木偶剧、游行、守夜、唱赞歌、小丑表 
演、仪式表演等形式，将观众与表演者从日常生活的现实中转移到理想化的空 
间，在这个空间里原来理所当然的东西受到了挑战 （ Cohen - Cruz ， 1998 , P . 3 ) 。街 
头或公共场所的表演给文的成员以可供选择的脚本或可供选择的表演形式， 
从而改变着这个世界 （ Cohen - Cruz , 1998 ， P . 1 ) 。 

克恩-克魯兹 （ Cohen - Cruz ,1998, p . 5) 认为这些表演可以采取几种不同的、相 
互交叉的形式,包括鼓吹一支持,试图鼓动人们接受某个派系的观点；见证，将某 
个可能不可改变的行动变成一个引人注目的 事件; 对抗，将表演植人人们的日常 
生活，藉此要求他们对抗某个原本距离他们很遥远的情景；乌托邦，将某个理想 
化的现实付诸 实施; 传统，推崇一套文化上共享的信仰，如美国小镇中的独立日 
大游行。 

在我的表演课题中，我追求最低限度的社会科学色彩，运用很少的概念。这 
是一种拟剧 （ Branaman , 1997 , p . xlix ； Goffman , 1959 ； Lemert , 1997 , p . xxiv ) 或表演 
人类学 （ Jackson , 1998; Turner ,1986), 它试图了解人们如何表现日常生活中的经 
历。表演民族志同时写作并研究表演，提示人们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如何赋予 
文化以意义。 

受社会学的想象力 （ Mills ，1959 ) 的影响，这种定性研究试图提示诸如传记、 
性别、种族、民族、家庭、历史等术语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如何互相影响、交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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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些研究通常以第一人称写作，通常是从社会学家的视角进行观察与写作。 
最低限度的表演社会科学也是关于故事、表演和故事讲述的。如果表演得好，这 
些故事就创造了一个仪式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们聚集在一起倾听、体验、更 
好地理解社会和他们在社会中的位置” （Jenkins ,1999, p. 19) 。 

表漬转向 

在人文学科中的表演转向 （Bochner & Ellis, 1996； Conquergood, 1992) 为批判 
的、跨学科的解释研究提出了三个互相紧密联系着的问题——即，如何建构、表 
演并批判地分析表演文本 （Stem & Henderson, 1993 ) 0 要掩饰这些涉及建构与批 
判分析的问题，我将賦予表演与共演（观众一表演）的文本以优先特权，而不是青 
睐单个的表演者或文本中心法的解释 （Denzin， 1997, p. 96)。通过共同的参与的 
行动，这些研究将观众带回到文本，创造了 一个情感经历共享的领域。这个现象 
被称为通过表现行动来创造。文本表演与解释的反抗模式最引人注目。好的表 
演文本必须不仅仅是抒发感情，它必须是政治性的，促使人们采取行动与反应。 

对表演的关注是跨学科的，社会学家 （Bochner & Elis， 1996； Clough, 1994； 
Denzin, 1997； Ellis, 1997； Ellis & Bochner, 1992, 1996； Ellis & Flaherty, 1992； 
Kotarba, 1998； Richardson, 1997 ) 、人类学家 （Behar，1996； Brady, 1999； Bruner, 
1986, 1989, 1996; Cruikshank, 1097; Jackson, 1998; Turner, 1986)、 传播学者 
(Conquergood, 1992； Hill, 1997)、 教育理论家 （Lather，1993； Lather & Smithies， 
1997； Lincoln, 1995a, 1995b, 1997； Tierney, 199 7 ) 都号召文本要超越纯粹代表 
性，要迈向表现性。同时，行动研究者 （Stringer, 1996 )、传播论者 （Christians et 
al. ， 1993) 、女权主义者 （Lather， 1993 )、建构主义者 （Lincoln，1995a, 1995b, 
1997) 、合作研究者 （Reason, 1993, 1994 ) 和参与研究者 （Carspecken ， 1996) 都在 
探索非传统的表现性表演形式。这样的研究可以使社区研究者和社区成员通过 
以行动为基础的表演课题共同建构意义 （Stringer， 1996; Conquergood, 1998； 
Schwandt, 1997, p.307)。 这个号召将女性主义、传播学伦理与道德民族志混合 
起来。道德民族志假设有一个研究者，他和被研究的对象建立起了合作的、互利 
的、互信的友好关系 （Lincoln, 1995a) 。 

表演过的文本“有讲述者、戏剧、行动、变化的观点——使经历具体化，指引 
它停在此时此地” （Paget， 1993 ， p. 27 ; Donmoyer & Yennie - Donmoy er , 1995; 
Mienczakowski, 1995)。 在以观众一研究者为中心的关系中，这些文本都是神秘 
传说的据点 （Ulmer, 1989) 。换言之，它们是感觉到记忆刺痛的反思性、批判的故 
事，使线性经历实施的故事。这些都是故事化的重新讲述，它寻求通过唤起而不 
是解释或分析找到生活小说的真实。在这些文本中，民族志研究者、观众和表演 
者在一块经历、情感、行动三者共享的领域中相遇了。 

这种表演，作为批判、解释和行动的场所，回归的是记忆，而不是过去的经 
历。不难理解，经历仅仅存在于它的表现中，它并不外在于记忆或感觉。当事实 
被回忆或与其他事件相联系时，事实的意义总是在讲述中被重构。所以，对表演 




文本的喜好并不在于它提供了事实的确定性。这种喜好的原因复杂得多。从记 
忆方面来探讨，反思性、表演性文本要求读者、审视者（或共演者）通过作者或表 
演者的眼睛来重新体验经历。因此，读者转而和表演者一起重新创造经历。这 
使他们能够重新体验他们自己的经历。 

所以，当哈林顿向我们讲述他回忆起那个晚上将幼子抱在怀中的情景，我们 
可以分享他的经历。作者通过以这种方式行动在头脑中重新创造着一系列的情 
感时刻。此时，生活重新回到了那个时刻，从现在的视角解释着过去。下面是克 
里格尔 （ Krieg er ，1996) 写的一个 片段： 

我刚刚从佛罗里达旅行归来，在那里处理我情人的姑母 （ Maxine ) 的后 
事。 她70岁时突然去世。当她拿着一些食品上楼去她的房间时突然滑倒 
了，死于心肌梗塞…… 

. 这真是一次来世的体验 ：去佛 罗里达……清扫一位我不认识的女 

人的房子——整理她的衣服与首饰，发现她近期的快照，用她的卫生间，会 
见她的朋友。 （ pp .65,68) 


在佛罗里达的最后一天，克里格尔在油腻的厨房的一个角落里的一个旧风 
琴匣子里发现了玛克欣 （ Maxine ) 姑妈的银器。玛克欣的银器是很廉价的那种。 
它是后来配齐的一套银器，表面已失去了光泽，不是那种从祖母到母亲再到她那 
样祖传下来的真东西。克雷格尔问道，“是什么决定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如果你 
是女人，价值会不同吗，你如何将一个女人和她所拥有、所遗留的东西区分开来， 
和她的衣服、她廉价的家庭银器区分开？” （ P . 70) 。这套廉价的银器不足衡量玛 
克欣姑妈。 

母亲1968年6月8日在迈阿密海滩死于乳腺癌。几乎是三十年以后，里査 
徳森 （ Richards , 1997) 写道她母亲 的死： 

6月8日，我醒来就决定当天开车去韦斯特。我用海绵给妈妈洗了澡， 

和护士打过招呼，和父母吻别之后开着父亲的道奇达特车走了。当我到达 

韦斯特的时候，我强烈地感到需要给我的父母打电话。父亲说，母亲刚刚过 

世，就在不到一分钟以前。 ( p . 234) 

关于这则消息，里査德森写道，“我很庆幸没有亲眼见她离世。我那时才三 
十岁” （ p . 235)。 

母亲去世十年以后，里査德森写了一首诗，“最近的对话” （1997, p . 234)： 
我想抱着你 
轻飙飘的身体在我的 
胸前，抚摸你， 

摇着你入睡。 

关于某个人和文化的真实的方式像这样在文本中表现出来了。这种作品， 
不管是表演还是阅读，成为了文化与个人价值的象征表现。在他们的表演中，表 
演者体现了他们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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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听听戴维斯的。在她最近对女性布鲁斯歌手莱尼 （Ma Rainey )、 史密斯 
(Bessie Smith ) 和比利.哈乐黛 （Billie Holiday ) 的研究中，戴维斯 （ Davis ，1998 ) 观 
察到在美国黑人文化中“布鲁斯标志着流行的表演文化的前沿，表演者和观众的 
界限变得越来越分明……这种表现流行音乐的模式固定成了一种表演文化，它 
对于美国黑人音乐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 P . 5 ) 。 

在她们的表演中，莱尼、史密斯和比利 • 哈乐黛表现了黑人女性主义对于阶 
级、种族、性别、暴力、性、婚姻、男人以及亲密关系等的理解 （ Colling , 1990, 
P .209) 。这种布鲁斯遗风深深地嵌人到与生俱来就有阶级意识的黑人女性主义 
之中。女性布鲁斯歌手为黑人妇女创造了表演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演唱和体 
验布鲁斯，体验黑人女性的声音在舞台上谈论和表演黑人文化，体验一种公众的 
批判性的表演艺术 （ J 0 neS ,1999) 。 

布鲁斯是从内心流出来的关于爱、关于犯错的男人和女人的、即兴创作的歌 
( Collins , 1990, p .210)。 莱尼、史密斯和比利 • 哈乐黛的演唱在形式上超越了书 
面的文本，他们将布鲁斯变成了一种活生生的艺术形式，比利 • 哈乐黛还将这种 
艺术形式带入了爵士乐。爵 士乐也 像布鲁斯与文化一样，是一种即兴创作的、非 
静止的艺术形式。伟大的钢琴演奏家 Bill Evans 这样描述“爵士乐并不是什 
么……而是如何。如果它是什么，那它将是静止的，不会变化。如何是指音乐从 
运动中来，它是即时性的，它在被创造时存在”（引自 Lee ，1996 ， p . 426)。即兴创 
作的共演文本 ，爵 士独奏，像比利 • 哈乐黛在演唱布鲁斯一样，它是一种即时的 
产物，在创造的时刻它存在着。文化的如何，就是它将人们相互之间以一种爱 
的、冲突的或权力的方式联系起来，它是表演民族志研究者所追求、探索的目标 
( Jocekson ，1998 ， p . 21 ) 。 

蒙大拿的红窗台小镇 :经历 与表演 

基特里奇 （ Kittredge ,1996, p . 97) 认为西部是一片浩大的空白，是一个等待表 
演的天真舞台（也见 Kittredge ,1987,1994) 0 他说，“到处都可以看到我们表演的 
历史……它铭刻到了风景（篱笆、道路、运河、电线、城市规划、爆破点）之中” 
( P .97)。 西部还存在于我们口 口相传的故事之中。蒙大拿既是一种表演，也是 
一个表演的场所。关于蒙大拿表演，人们不太可能将其写成一个客观的、权威性 
的、中立的描述。每种描述都是个人的，都是基于当地背景的，下面是一些蒙大 
拿 的表演方式。 

1994年，我和妻子在蒙大拿的红窗台小镇外买了一小块地，这个小镇上的人 
只有1 875个①。我们买了一公顷地捎带着一个小屋，小屋坐落在名叫石溪的小 
河边，小屋的背后是一块巨大的石崖。我们所居住的小峡谷有湖，有白雪覆盖的 


① 关于这个小镇如何得名有许多不同版本的故事。“比较普遍的一种就是居住在此地的印第安乌鸦族人 
将他们的窗台、屋檐等用红土涂上颜色” （Greetz,1997 ,p.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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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绵山脉，有髙山草地，有一望无际的牧场，那里的人们住着极为宽敞的可移动 
的房屋。六月刚到，原野上就开满了黄色的太阳花，印第安的画笔花与羽扇 

豆花。 

夏天，一群群的马和鹿在去我家小屋的路上面的山谷中吃草。在巨石的旁 
边，在参天的木棉树下面，我欣赏着彩虹，捕捉小溪中的鳟鱼做甜美的早餐。我 
钓鱼； 我妻子做针线、踏青、采摘野花。去年圣诞节，我妻子滑雪横穿中部。夏 
天，我们去拍卖行与庭院甩卖，驱车去城里采购日需品。 

红窗台镇距离我们的小屋 4 英里。在 1943 年煤矿大爆炸 74 名矿工死亡的 
事件发生以前,这里主要是一个采煤小镇。甚至在煤矿关闭以前，大萧条就沉重 
打击了这个小镇，为了寻找一条新的活路，小镇的先驱们积极地打通“高速公 
路”，该公路可以将红窗台镇和附近的两个采煤小镇库克城和银门联结起来，这 
两个镇正处在黄石国家公园东北出口的杯侧。 1931 年的国会议案和 5 年的艰苦 
劳动促成了这条盘山公路的建成。熊牙高速公路 1936 年正式投入使用。从那 
以后，红窗台镇成为了通往黄石公园的东部要塞。这就是 1990 年我们在那儿所 
听说的①。 

看完基特里奇的描述，研究了特纳 （ Turner, 1986 ) 和布卢纳 （ Bruner, 1986, 
1989, 1996) 的著作，我开始将我们的小蒙大拿视为一个小地方，一个等待新的表 
演、新故事的地方。受对西部文化的神话化的影响 （ Limerick ， 1997, p. 151 ； 
Wilkinson ，1997 ， P . 114) ，我们在学习如何表演蒙大拿。我们学习着介人红窗台 
镇或附近的人们的礼节表演之中。礼节表演包括游行、在小手工艺品店和古董 
店购物、给小屋买些装饰品、开车越过大山、去餐馆吃饭、在路边咖啡机前饮一杯 
速制咖啡、在波兰 （ Pollar ) 宾馆（被列入了全国注册酒店）吃一顿美妙的晚餐、在 
快照冲印馆取照片、在格兰尼.哈格斯 （Gmnny Hugs) 店买床上用品，以及和乡 
间商店的老板聊天，他曾经和前伊利诺斯大学篮球教练的侄女恋爱过。 

我们观察着他人做我们所做的事，将在蒙大拿的经历与它的表演表现区分 
开来，在这个过程中建构文化与意义 （ Bruner , 1989, p . 113)。三年前，我不经意中 
听到一个男人和一家汽车修理店的店主的谈话。他的宝马车仍然未熄火，前门 
敞开。他穿一件钓鱼马甲。他和家人开车从威斯康星州来。“孩子们看了电影 
《淌过它的河》。我们去哪里才能像电影中那样抓鱼？附近是否有人可以教我钓 
鱼的技巧？”关于教钓鱼的事，店主说没有，但是他告诉那个男人：向河上游走20 
英里，经过四个桥，就可以看到那个地方（ Dawson , 1996， p . 11 ) 。 

当然，这些 蒙大拿 表演经历的意义总是在变。根据真实性或原创性来判断 
它们是不太合适的,任何特定表演的衡量没有绝对原创的尺度 ，只 存在有效果的 
表演和无效的表演。 


①该镇有一个网页。利用 Yahoo 之类的搜索引掣，你只需输人 “Red Lodge, Montana” ，几秒钟之内你就可 
看到一张关于红窗台镇城区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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钊逄去 地房丈 

每年我们都努力地去观察红窗台镇的民族节庆祝活动。这是一个为期九天 
的仪式表演，它再现了这个镇上白人欧洲种族的历史。它包括了这样一些白人 
的仪式 ：多姿 多彩的旧世界的服饰，芬兰、爱尔兰、苏格兰的舞蹈与歌曲，袋管、新 
苏格兰鼓和号角队，牛仔诗人——“作为种族特权与社会建构的白人文化” 
( Fine , Powell , Weis & Wong , 1997 , p . vii ) 0 这是白人的道德区域。白人的精神在 
公开地展示着 。 （Du Bois ，1920, p . 29; Hughes , 1962)。 

节日的每一天都有一个名称,分别是爱尔兰-英格兰-威尔士日、德意志日、斯 
堪的纳维亚日、意大利日、斯拉夫日、苏格兰日、蒙大拿日和全体民族日。20世纪 
早期，从欧洲各国来的男人们在民族节上行礼，来到蒙大拿，成为矿工。后来，他 
们结婚了，他们的妻子在学校里教书，在家里做饭，生儿育女，帮忙开个小商店， 
从他们的家乡带来民族工艺的手工艺品。红窗台镇要努力保留这段历史的 
回忆。 


根据当地历史记载，民族节始于二战后不久。当地社区的领袖决定建立一 
个民众活动中心。他们想要一个社区活动场所，使小镇上的各个民族都能聚在 
一起，举行每年一届的夏季音乐节、艺术与手工制品展示会、各种旗帜及文化物 
件的展示会等。民族节就这样诞生了，很快红窗台镇变成了一个“旅游城镇，一 
个提供美景、垂钓、髙速公路、骑术表演、清凉夏日的地方”（红窗台商会）。而且 
这个小镇有更多可以奉献：“居民自己就是一种资源” （ P . 4) 。每个夏季在这九 
天里，红窗台镇都上演其版本的当地民族文化，将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变成各自民 
族文化遗产的表演者。 

在这些表演中，居民上演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历史，所以他们还在表演中创造 
历史。一天是一个民族，但每个民族都会做非常相似的事情 :举着 本民族的国旗 
沿百老汇大街游行，人们穿着民族服装，下午的表演（唱歌、讲故事、织毯），寺庙 
里的民族食品（每天下午3:00—5:00)，晚上是在民众活动中心的音乐与舞蹈。 
这种即兴创作的民族特征，它和仪式表演联系在一起，将白人的特权、白人的文 
化记忆、蒙大拿的风格从一代人传到下一代人 （ Hill ，1997 ， P . 245) 。 

荥大含 H 士乐 

我喜欢蒙大拿日，特别是其中的牧场女人朗读她们成为蒙大拿妻子的故事。 
这是一个即兴创作的舞台。西部的女人演唱她们自己版本的布鲁斯和蒙大拿爵 
士乐。在狮子公园的舞蹈凉亭上已支起了帐篷，就在车站艺术馆旁边，这个艺术 
馆收藏了对面街上卡内基图书馆的一个红色的火车车厢。草地上整齐地摆放着 
—排排的白色塑料椅。舞台的两边都有麦克风。然后可以享用旧式的蒙大拿牧 
场 圣诞: 烤牛肉、烤豆子、凉拌生菜丝、烤土豆、果冻沙拉、甜点以及咖啡、冰茶等。 

或髙或矮、皮肤黝黑的中年妇女占据着舞台。她们都是勤劳的妇女，是居住 
在熊牙山谷的牧场里的母亲、女儿与祖母。她们有的穿着牛仔靴子，有的穿着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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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运动鞋。她们穿着蓝色的牛仔裤，用红的、白的、蓝的牛仔上衣或裙子点缀着， 
脖子上还系一条红色的大手帕。她们有的长发，有的短发，有的直发，有的卷发。 
她们读着牛仔诗，讲述着严冬的故事，讲述马在雪地里冻死的故事。她们中还有 
人在唱歌。乡村的音乐轻柔地弹奏，人们来来往往,有的驻足聆听片刻。当这些 
女人表演时，年长的牧场主人戴着阔边大沿牛仔帽，微闭双眼，用脚点击着音乐 
的节奏。年轻的男子们在人群中穿梭，丈夫们则自豪地观看着他们的妻子朗读 
诗歌。这些女人像莱尼、史密斯和哈乐黛一样演唱着她们版本的牛仔布鲁斯。 
而且，她们的表现形式展示着一种特定的真实。 

印笫去人死了 

费尔德勒 （ Fiedl er ，1988) 争论说，作为白人领地的蒙大拿只有在土著印第安 
各族被杀死、被驱赶或被迫迁人保留地之后，才在心理意义上成为可能。他认为 
消灭西部“贵族土著”和“红皮肤”的斗争是蒙大拿西部蛮荒神话不可分割的部 
分 （ P . 74 5 ) 。根据费尔德勒的观点，印第安人是蒙大拿的黑奴,是野外贫民窟生 
活的写照 （ P . 752)。“红皮肤”消失以后，随之而来的是猎人、看山人、探脸者、约 
瑟夫头领，然后是牧场主和居家妇孺。在印第安人的地盘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地 
名，死印第安人隘口 （ Dead Indian Pass ) 。 

进人了红窗台小镇，你会驱车经过一处美洲印第安人的木质雕像，巨石上放 
着一尊印第安男人的头像。这个雕像并非出自印第安人之手。蒙大拿与美洲印 
第安人的关系的历史被当地的节日与庆祝活动，如红窗台镇的蒙大♦日所反映。 
这段历史在纪念死去的印第安人的同时极力否认曾对确立白人特权起如此关键 
作用的血腥往事。 

两年前，我们从黄石公园取道约瑟夫首领髙速公路，驱车经过死印第安人溢 
口。当年约瑟夫首领带领珀斯 ( Perce ) 族人抢在库斯特（ Custer ) 族之前几个月通 
过这条隘口。山顶上有一块地方你可以停下来回望山谷，10 000英尺的谷底。 
尽管这个地方被称为死印第安人溢口，景点的小标志牌上根本没有提到的约瑟 
夫首领。相反，上面记载着在这里安扎下来的牧场家庭打退了印第安人——所 
以命名为死印第安人隘口。在民众的记忆里，是白人而不是印第安人在享受着‘ 
荣誉。 

表块荥大余 


表演蒙大拿有许多种方式，蒙大拿这个地方是当地人与游客的一个汇集所， 
在这个地方，来自威斯康星州、身着 Orvis 马甲的人用假苍绳垂钓，而当地长得很 
像哈克费恩的孩子们却是用旧式的竹竿用虫子作饵来钓鱼。蒙大拿的表演同时 
混合了各种不同的东西——不同的身份认同，不同的自我 ：牛仔 ，骑术比赛，经典 
音乐，老式猎人，滑雪者，看山人，织毯的芬兰女人，写诗、钓缚鱼的牧场主的 
妻子。 

自然是蒙大拿自我的一个主要部分。我和妻子体验着自然，我们在河边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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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步，不时弯下腰来闻野花的香味。这种“和自然界接触的经历对于我们来说就 
像珍贵的礼物” （ Kittr e d ge ,1996, P . 108)。所以我们的小蒙大拿是一个神圣的地 
方，一个洞，或一所天上的宫殿，基特里奇 （ Kittredge ，1994 ) 和多伊格 （Doig ,1978) 
用了许多词藻来形容它，这个地方发生了许多美好的事情，是在我们表演时发 
生的。 


这些事情经由故事进述、表演形式的定性研究的演绎而变得清晰可见。在 
这些讲述中世界变得鲜活起来。定性研究者试图将这些事情的意义传达给读 
者，他们希望这个充满社会学想象的转译本表现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重要事情。 
但是有时候语言也会败下阵来，因为蒙大拿是一个有着惊世之美的地方，它的形 
象是语言难以描绘的。 

下面我将转而探讨颜色美学①和批判种族理论。我所探讨的是批判种族理 
论如何运用叙述的实验形式批判和抵制种族主义的文化实践。 


色彩美学与批判种族理论 

女性主义者、墨西哥裔以及以黑人表演为基础的审美利用艺术、摄影、音乐、 
舞蹈、诗歌、绘画、戏院、影院、表演文本、自传、叙述、讲故事，以及诗意的、戏剧的 
语言来创造一种批判种族意识，并籍此将墨西哥裔民事权和黑人艺术文化运动 
推进到下一个世纪 （Harrington ,1992, p . 208)。这些实践有利于批判种族理论 
( Anzaldria , 1987； Collins , 1990； Davis , 1998, p . 155； Gonzalez , 1998； hooks ®, 
1990, p . 105 ； Joyce , 1987 ； Ladson - Billings , 1998； Parker , 1998； Parker et al ., 
1998; Scheurich , 1997, pp . 144-158； Smith , 1993, p . xxvi ； Smith , 1994, p . xxii ； 
Trinh ，1992)。 批判种族理论“努力揭露美国社会中看似种族中立、不带种族色 
彩的…… ( 事实上却）建构与执行支持种族倾向的法律、行政法规、选举政治…… 
以及政治与教育话语 ” （Parker et al . , 1998 ， p . 5 ) 。 

因而， Collins ( 1990,1998) 的非洲中心论的女性主义理论跨越 20 世纪 90 年 
代进人21 世纪; 换言之，理论家与实践者实行这样一个认识论基本立场， g 卩：用 
受压迫的有色人种的眼睛看世界。其有代表性的社会诗歌与解释包括巴拉卡 
( Baraka , 1969/1998) ,琼斯 （Jones ,1966) ,沙恩奇 （Shange , 1977 ) ,乔伊斯 （ Joyce , 
1987)，内尔 （ Neal ， 1988)，乔丹 （ Jordan ， 1998 ) 的作品以及更近期的胡克斯 
( hooks , 1990, 1996) , 史密斯 （ Smith , 1993, 1994) , 戴维斯 （Davis ,1998) ， 安扎尔 
杜亚 （Anzaldfia ， 1987 ) ， 诺里加 （Noriega ,1996) 等的作品。接连不断的亚裔美国 
人和北美印第安人、妇女、同性恋等群体的激进主义浪潮也体现了这种审美倾 
向，他们“利用他们的艺术作为政治激进主义的武器” （ Harris , 1998, p . 1384； 
Nero , 1998, p . 1973)。 


① 这个词借用自胡克斯 (hooks,1990) 的论文黑的美学”。 

② 此处原文有误，译文已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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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家批判性地介人和质疑“新权利” （ Ne W Right ) 提案的反民权倾向 
( Jordan , 1998) ，但这并不是抗议或整合主义地只针对白人受众讲述种族不平等。 
它抛弃这些狭隘的观点。这样它就拒绝了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与后实证主义的 
评价文学、艺术与研究作品的标准。 

这个复杂的理论课题包含以下这些 认识： 

• 伦理、审美与政治的实践是和认识论联系在一 起的； 每个表现的、艺术的 
或研究的行动都是政治与伦理的阐述 （ Neal ， 1988/1998 ， p . 1451)。没有 
受先验主义理念支配的、孤立的审美或认识领域，尽管关心他人的伦理 
观总是应该成为最重要的准则。 

• 对真理与知识的宣称总是通过多重标准来判定，这些标准包括考察一个 
文本①是否质疑现存的文化的、性别主义的、种族的刻板印象，特别是有 
关家庭、女性、男性、婚姻、亲密性等的刻板印象 （ Neal ， 1988/1998, 
P . 1457) ;②是否优先关注具体的过去 经历; ③是否运用对话，是否运用 
关于个人对他人的责任、审美价值、精神和爱的 伦理; ④是否实行关于平 
等、自由、社会公正，以及参与性民主实践的解放性的 倡议； ⑤是否注意 
社区、集体行动、整合和群体权力 （ Demin , 1997, p . 65 ； hooks , 1990, 
p . Ill ; Pizarro , 1998 , pp . 63-65) 0 

• 没有哪个主题是禁区，包括性、性虐待、死亡、暴力等。 

• 这个理论课题假定有一个艺术家与社会研究者，他是当地道德社区的一 
部分和代言人，这个社区有自己的象征符号、神话和英雄人物。 

• 这个理论课题要求作者一艺术家创作方言的、民歌的和流行文化的表现 
形式,包括格言、劳动歌曲、灵歌、训道、祈祷、诗歌、杂诗 （Shange ,1977), 
民间传说、布鲁斯 （ Davi s ，1998)、 爵士乐、说唱、电影、绘画、戏剧、图片、表 
演艺术、壁画、回廊绘画等（参见 Fregoso ， 1993 ； Gates & McKay , 1997 , 
p . xxvii ； Hill , 1998, Noriega , 1996 ； Pizarro , 1998 , p . 65)。 

• 这个课题寻求一种面对有色的妇女与儿童的文本，一种面对那些遭受暴 
力、强奸、种族主义与性等不公正待遇者的文本。 

• 这个课题寻求这样的艺术家一研究者一作家，他们的作品讲述和体现的 
是社区的需要（例如，关于吸毒、少女怀孕、谋杀、黑帮火拼、艾滋病、辍 
学等）。 

• 当然，可以理解，没有哪个单一的作品或表现形式可以描述社区的集体需 
要。相反，当地社区通常依据种族、民族、性别、居住地、年龄、阶级等分 
化成不同的群体。 

所以，这个课题追求的解放的、乌托邦式的文本扎根于鲜明的风格、神话、寓 
言以及当地传说与本土文化的个人认同。作为历史文献，这些文本记录了被压 
迫群体成员所经历的不公正历史。它们展示了当地群体的成员如何在一个充满 
暴力、种族主义和性的公民社会奋力地抗争以获取一席受尊重之地 （Gates & 
Mckay , 1997, p . xxvii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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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本是抵抗的据点。它们是意义、政治与身份认同的场所。它们挑战、 
转变所有的文化表现形式 ：白人 ，黑人,墨西哥裔、亚裔美国人，美洲印第安人，同 
性恋等等。 

黑人女同性恋诗人劳德 （ Lorde ，1978/ 1998 b , p. 1627) * 在其诗歌“权力”中 
谈到在这个世界采取 行动： 

诗歌与修辞的区别 
就在于 
要杀死的是 
你自己 

而不是你的孩子 

在这类诗中，批判种族理论和髙度反思的、道德感的种族意识联系在一起。 
请看劳德 （ Lorde ，1973/ 1998 a , pp . 1626-1627) * 的另一首题为“煤” 的诗： 

我 

浑身漆黑 

声音来自地底下 

世上有许多种开放的空间 

钻石如何进入了一团火焰 

声音如何走进了一个有颜色的词语 

被那些为此付账的人 . 

爱是一个词，另一种开放的空间 
当钻石进入了一团火焰 
我是黑的因为我来自 
地底下 

现在把我的话带给那些阳光下的珠宝 
劳德 （ Lord e ，1986/1998 c ， PP . 1630-1631) * 还有一首题为“驿站” 的诗： 

有些女人爱 
等待 

一生为了一个戒指 
为了抚摸……为了 
女人的声音使她们完整…… 


有些女人等待改变 
但是 

改变没有发生 
所以她们改变 
自己 

在达弗 （ Dove ,1993/1998, PP . 1966-1967) * 的诗歌“洗的诉说”中描写了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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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醉酒和家庭 暴力： 

爸爸回家叫着她我的珍珠 
醉了，摇晃着像要被风 
吹倒……妈妈还是老样子 
当狗蜷缩在火炉下 
当后门砰地关上 
妈妈藏起了衣物…… 

爸爸在用手帕做船帆 
她的脚下是一块绣着玫瑰的 
丝帕，她等待着 
他转过身，笑容倀住了 
妈妈攥紧了拳头 
碰那个孩子 
我就砍倒你 
就像欲倒一棵树 

沙恩奇 （ Shang e ，1977) * 的曾获 Obie 奖的诗《献给当彩虹太甚时想过自杀 
的有色女孩》其结尾是这样的，公司里的7个女人，分别着赤橙黄绿青蓝紫色的 
服饰,其中的6个女人都讲完了，剩下穿红衣的女子来总结 （ pp . 60 ,63-64)： 
穿红衣的女郎 

我正在思念着什么…… 

某天晚上我翻身坐起在空洞的房子里踱步 

为着另一个女人的鬼魂尖叫/哭泣 

她也在思念我所思念的东西 

我想跳出我的骨骼 

离开我自己 

我陷入 T 麻木 

直到我唯一能看到的树…… 

拥我在微风中 
变我成 清展的 一滴露 
在展曦中瑟瑟发抖 
遍地抛洒的浪漫阳光将我裹住 
天空将我放倒，就像一百万个男人 
我冷/我燃烧/一个孩子 
向着月亮不停地挥舞着衣衫 
流着泪 

我在自己身上找到了上帝 
我爱她/我狂热地爱她 







所有 7 个女郎自己都在轻声地颂读“我在自己身上找到了上帝，我爱她”。 


这很快变成了一首欢快的歌，从穿蓝衣的女子开始唱。女孩们先是相互地唱，然 
后逐渐面向观众。歌曲唱到高潮时，女孩们围成了一个封闭的圈。 

穿黄衣的女郎 

以此献给想过自杀的有色女郎 
但她们正朝着自己的彩虹而去 

就这样世界被找回了，我们梦想着另一天充满着阳光，自由地做我们自己的 
.彩虹。 

美学与彩晚矣戏 


在当代黑人和墨西哥裔电影界，有一系列具体的电影实践和这个审美课题 
相联系①。这些实践影响并塑造了实验文本的叙述与视觉内容。这些实践 包括： 

• 关于叙述形式，民歌，回廊艺术等长期以来代表墨西哥裔话语传统的形式 
的实验 （ Fregoso , 1993, pp . 70-76; Noriega , 1992, pp . 152-153)。 

• 运用即兴表演、舞台布景、蒙太奇等手法将多重种族形象注人银幕，引导 
双重文化的视觉与语言信号。 

• 用个人自白、生活故事、画外音以及屏幕外的叙述为文本提供整体叙述的 
统一性 （ Noriega , 1992, pp . 156-159)。 

• 墨西哥裔文化中的关键要素，特别是有关抵抗、维持、确定、新宗教无差别 
论和混血儿 （ Noriega ，1992， p . 150 ) 等主题，籍此挑战同化和大熔炉叙述 
方式。 

• 所产生的文本解构男性气概、男性身份，所关注的作品在给予墨西哥裔主 
题一个积极地位的同时批判一些由来已久的刻板印象，如处女、妓女、靠 
男人养活的妻子以及居家女孩 （ Fregoso , 1993, pp . 29, 93-94)。 

• 拒绝对身份认同的本质化路径，强调过程的、性别化的和表演的自我观， 
强调身份认同是定位于文化与媒介表演系统的内部，而不是外部。 

• 拒绝接受官方的对文化中种族关系的阐述，这种阐述在突出同化的意识 
形态之同时抨击黑人和墨西哥裔年轻人给白人社会带来威胁 （ Fregoso , 
1993 ， P . 29)。 

让我们再回到 Anna Deavere Smith 的诗“镜中火 ”（1993) * ，倾听匿名年轻人 
二号坏男孩的声音。时间是一个春天的晚上。背景就是匿名年轻人一号接受访 


① 16. 在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开始推行的1968年新交流者计划产生了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少数族裔电 
彩制作人,一些洛杉矶黑人与棕色人种学校这样称呼（见 Diawara, 1993; Fregoso, 1993, pp. 31, 129 ; Magilela, 
1993; Noriega, 1992, p. 142, Noriega, 1996, pp.7-8)。 在这群电影制作人中著名的包括 Bumett，Da,h, Van 
Peebles, Rich, Duke, Trevino, Vasquez, Martinez, Valdei, Nair, Wang, hooks, Nava。 还有最近的 Lee, Singleton, 
Hughes。 这些后平民权利电彩制作人实行的是影院版的批判种族理论，他们的作品应该可以和 hooks ,W est 等人 
的比肩。对这个项目的资助在里根执政的80年代遭到 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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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的同一间休息室。二号年轻人很害怕，他的头上戴着“形状古怪颜色斑杂的帽 
子” （ P . 100) ，他的衣服外面罩了个黑夹克，镶有一颗金牙，声音很小。 

那个年轻人 
十六岁的那个 
没有谋杀那个犹太人 
在皇冠高地的黑人青年 
通常只有两件事可做 
你或者 

做 DJ , MC, 说唱歌手 
或牙买加歌手 
衣衫褴褛 

或者成了一个坏男孩 
贩毒，抢劫 
你做什么呢 
我販毒 
你做什么呢 
我唱歌 

这就是皇冠高地的生活 

(pp. 100,102) 

在这首诗中 Smith 抓住了年轻人的语言，它的节奏、结构与意义。她运用个 
人自白这种形式将另一个声音带入了文本，也给文本带来了叙述的统一性。她 
的年轻人拒绝本质主义的身份观，但却注意到在皇冠高地年轻人的生活确实没 
有多少选择。年轻人二号抵制这些解释。 

诸如劳德、达弗和史密斯（以及下文的乔丹）等所提出的艺术表现形式是基 
于这样一个观念，即审美的实践是激进的和不断变化的。正如胡克斯 （ hooks , 
1990) 所认为的“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批判理论范式来评价艺术作品……激进的 
美学认为我们的地位，住所和需要都不断地在变化，我们的需要和关注也在变， 
这些不同的方向必须和批判思考的变化相协调” ( p . lll)o 

在这一层面上来讲，没有哪种美学享受特殊地位。例如，现实主义的艺术未 
必就比抽象的、表现主义的或印象主义的艺术好。在爵士乐的世界里 ，繁 音拍子 
(ragtime) 、新奥尔良音乐 （New Orleans) 、经典 （ classic) 和摇摆乐 （ swing) 未必就 
比巴卜 ( bebop) 、重巴卜 ( hard bop) 、拉丁 （ Latin) 、前卫 （ avant-garde ) 和融合乐 
(fusion) 等在政治上更正确或在审美上更好或 相反。 

但乔丹 （ Jordan ,1998) * 的方式却是不同的。在她的爵士散文诗“好消息布 
鲁斯”中，她推崇比利 （ Billie ) 、路易斯 （ Louis ) 、尼纳 （Nina ) 和贝希 （ Bessie ), 她敬 
重那些演唱布鲁斯的人。在下面的诗行中是她对比利的赞美 （ w >. 199-200)： 
由于布鲁斯离开了我的天空 
周一我在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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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周末都在追赶 
现在男人必须开疆辟土 
但女人却生来是守成支律 
走出去（为了/寻找）爱 
忘掉过去的遗憾 
我为控制体重而挥汗如雨_ 
但晚上总是兴奋不已 . 

如果我想重写 
所有的故事/ 

栖牲品/被动/女性 

传统的 

宣传 

在这里展开 
不关谁的事 
如果我这样做 
我将失落 
但 

我将被发现 
我注定会 
在 Billie 的领地 
一个怀念的地方 
天使在那里学会 
歌唱和表演 
我心灵的 
变奏旋律 


炫丽的彩虹切断了蓝天白云，将远处的山峰和我居住的地方联结起来。 


每个文本，每个表演的欣赏应该根据它所产生的集体与个人的反应与批判 
性行动，包括跨越边界的种族、阶级、性别与民族之间的对话。我们探寻每个艺 
术作品，每次定性研究是如何促进人类行动的发展，促进“抵抗……和批判意识” 
( hooks , 1990, p . 111)。 

这种美学实践也追求美、珍爱美，想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美，特别是在“穷人的 
生活中” （ h O oks ，1990, p . lll )。 下面是胡克斯的一段播述，她回忆了童年的故 
居，特别是祖母巴巴 （ Baba ) 的房子。回顾童年，胡克斯发现尽管贫穷，生活艰辛， 
她的祖母——那个黑人妇女却努力地创造着一个美的世界。巴巴的房子淸洁干 
净，里面装满了珍贵的东西。巴巴还会拼缝被子。她将家里的衣物碎布拼成美 
丽的艺术品，每个小小的房间里都有她亲手缝的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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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的房子就像一个艺术馆。夜深人静时，胡克斯会独自一人坐在楼上的 
一个房间里。月光会在地板和墙上留下斑驳的影子。在夜的沉静里，在月光的 
映照中胡克斯慢慢欣赏 到了另 一种形式的黑与美。 

现在，时间变了，但依然是深夜，胡克斯和妹妹“在想我们的皮肤就像一间黑 
屋子，一个阴影下的地方。我们经常谈论颜色政治，谈论种族主义创造的一种伤 
害我们的审美方式，我们谈论需要，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黑色……在阴影中我们渴 

望一种黑的美学-种奇怪的相反的美学” （ hook s ,1990， P . 113)。祖母巴巴 

教会了她怎样做。 

审美、艺术、表演、历史、文化教育和政治就这样交织在一起，因为在艺术的、 
解释性的作品中，文化中的英雄神话的过去、道德社区感等被创造着。它还指引 
着未来——回到刚开始的地方，重新想象一下定性研究和解释民族志可以用何 
种方式推进激进的民主实践的进程，看着这些实践会怎样影响我们。 

未来 

当然，做解释研究的人要提出预见时会感到不自在。但是，10年以后，解释、 
定性研究、讲故事的实践与政治等领域会是何种局面，这一点必须探讨。如果过 
去预测着未来，如果90年代的影响占很大分量，那么解释正越来越深人地走进 
了后现代和文化多元论的领地。一个新的后解释、后根本主义的范式出现了。 
这个理论框架将它自己和新的、较少根本主义色彩的解释标准联系在一起 。一 
个受颜色美学和批判种族理论准则影响的更宽泛的理论框架也反映这些标准。 

建构在非洲中心论，墨西哥裔、美洲印第安人、亚裔，以及第三世界视野之上 
的认识论与颜色美学将会繁衍发展。更复杂精致的性别（阶级）认识论将要出 
现,包括酷儿理论（见 Gamson , 本书第12章）与颜色女权主义（见 Ladson - Billings ， 
本书第9章）。这些解释研究群体及其学者会利用群体的经历作为文本写作的 
基础，他们追求的文本反映这些群体的逻辑与文化。他们将推进批判种族理论 
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实践的发展。 

这些关注种族、民族、性别的解释性研究群体将会使解释性标准脱离了后实 
证主义、建构主义、批判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的框架。这些标准将是本土的、审美 
的、启发式的、存在的、政治的和情感的。他们会将个人推到政治的前台，在那个 
舞台上社会文本成为了政治表达的工具。 

解释性研究群体的突出壮大并不意味着定性研究领域将会陷人诸侯割据或 
互不往来的局面。界定这个领域的复杂性与矛盾性需要四个条件。首先，它反 
映了这样一种信仰，即人类经历的世界必须从个人所处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中去 
研究。其次,定性研究者要坚持从他们自己的传记开始，再研究外在于他们的经 
历世界。第三，学者们要继续推崇并生产能清楚有力地讲述这些世界的作品。 
正如卡弗 （ Carver , 1989, p . 24) 所认为的，真正的实验者将总是那些创造新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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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发掘材料，并想将这些从他们的世界带给我们的人。这样，定性研究者就会 
发现新的和不同的方式将他们的解释性研究和不断变化的激进的民主实践形式 
联系起来。第四，这些文本不仅要描述这个世界，还要改变它。这些文本将会是 
基于公民的、亲密的、公众的新闻报导的表演方式。它们将创造公民转型，将最 
少运用社会理论。它们将铭记并表现乌托邦式的梦想，被批判种族理论塑造的 
梦想，一个自由世界的梦想，在那个世界没有性别、阶级、种族、宗教或民族的偏 
见与歧视。在第七阶段，定性研究的实践最终会从个人的转向政治的，没有犹豫 
或阻碍。这次转向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它建立在以前阶段的表述的基础之 
上。例如，它并不因为政治的取向而抛弃个人的①。 17 

所以，我们相互讲述的故事会变，阅读故事的标准也会变。就应该这样。好 
的故事总是那些被某些非常了解过去的故事却再也不能够讲出来的人所讲述的 
故事。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发生在过去的故事再也不能向他们或我们来讲述了。 

最后，作为总结，我寻求一种存在的、解释的民族志 ，一 种可以为文化批判提 
供蓝本的民族志。这种文化批判扎根于民族志所描写的具体的世界。它理解， 
所有的民族志研究都充斥着理论与价值。对文化及其形式的描述不可能客观 
(本书第34章）。从20世纪中叶的美国黑人文化批评家（杜博依斯，赫斯顿，埃 
利森，怀特，拜尔德温，海因斯）那里，我们现在了解到民族志、审美和政治永远不 
能绝对分开。民族志像艺术一样，永远都是政治的。 

因此，福特 （ Ford , 1950/1998) 之后，批判的、平民的、文学的民族志必须满足 
四个标准。它必须具备文学的匠心和优秀的写作艺术。它必须呈现一个情节跌 
宕、紧凑但却精辟的叙述。叙述应该基于现实主义的、自然的对话，它还强调可 
识别的人物。而人物应该出现在生动描写的“难忘情境”之中 （ F O rd ，1950/1998. 
P . 1112)。其次,作品应该表现清晰可见的文化与政治问题，包括基于结构的不 
平等和基于种族、阶级、性别、性等意义取向上的不平等。第三，作品应该阐明一 
种希望。它应该批判事物存在的方式和想象它们可能怎样地不同。然后，它应 
该通过直接和间接的象征与修辞的方式来做这一切。作者做这些时完全沉浸在 
他们时代的压迫与不公正现象中。他们指引着民族志研究朝向更高的、乌托邦 
式的、道德神圣的目标。最后,这种表演民族志寻找着新的方式来定位和表现性 
别化的、神圣的自我与自然的伦理关系。还有对其他写作形式的探索,包括个人 
曰记、自然写作、自然世界所引导的表演文本等 （ Denzin , 1999 a;Lincoln & Denzin , 
本书第41 章）。 


①布莱迪向我淸楚地解释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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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一种研究方法 $ 


WRITINf； : A MKTHOI) OK INQU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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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目标是（或者说应该是）引起读者的注意……我希望读者阅读文章 
时，一直看到文章的最后一页。 

我带着一种对定性研究极其热爱却有些不太尊重的思想将写作视为一种研 
究方法 ，一 种发现你自己和你的主题的方式。尽管我们通常认为写作是“讲述” 
社会世界的模式，但它并不仅仅是研究课题结束阶段的扫荡工具。写作也是一 

种“了解”的方式-种发现和分析问题的方法。通过不同方式的写作，我们 

发现自己所研究主题的新的方面以及我们与研究课题之间新的关系。形式和内 
容是不可分的。 

写作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不同于标准的社会科学实践。它所提供的是一种附 
加的（或曰替代性的）研究实践。在标准的社会科学话语中，获取资料的方法明 
显地不同于研究报告的写作，后者被假定为一项不具争议性的活动，是关于所研 
究世界的透明性的报告。但是，当我们将写作视为一种方法时，我们体验到了 
“应用中的语言”，以及如何用语言重新描述世界的存在 （ Rose , 1992)。进而，我 
们用语言重新描述世界，在电脑上反反复复地删减文字、査阅词典、移动段落。 
这个“被语言描述的世界”绝对没有准确、完整地捕捉到所研究的世界，但是我们 
坚持朝这个方向尝试、努力。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写作支持、鼓励这种尝试，把 
它作为丰富语言意义之活动的起点。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写作提供了一种研究实践，通过这种实践可以调査我 
们如何建构这个世界、我们自己和 他人; 可以调査标准客观的社会科学实践如何 
不必要地限制我们、限制社会科学。作为方法的写作并不将写作视为理所当然， 
但是它提出了学会写作、培养作者的多种途径。 

我将本章分为同等重要却形式不同的两部分。我强调同等重要是因为第一 


①作者注释:我感谢洛克里奇 （Ernest Lockridge ) 关于本章节的多次讨论与反复阅读。我也感谢博克纳 
(Arther Bochner ) ,邓津,埃利斯 （Carolyn Ellis ) ,法恩 （Michelle Fine ) ,莱瑟 （Pattin Lather ) ,林肯，莫里斯 （Meaghan 
Morris ) ，范曼尼恩 (John Van Maanen ) ，感谢他们慷慨、珍贵的批评。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学生，是他们告诉我他们 
发现本文的初稿非常有用，是他们给我力童与意愿来修改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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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是一篇论文，它在修辞上较第二部分有优势。在第一部分，“情境中的写 
作”，我将自己定位为定性研究的读者/作者。然后，我讨论了①社会科学写作的 
历史根源，②定性写作的后现代主义可能性，③民族志的未来。在第二部分，我 
提出了一系列写作的建议与练习。 

本章节不可避免地反映了我自己的研究过程和倾向性。我鼓励研究者通过 
写作探索他们自己的过程与倾向。我们自己的写作应该会增强定性研堯者群体 
以及其中个人的声音，因为我们将会更全面地展现在研究中，我们会更真实、更 


情境中的写作 

坦白地讲，在三十年的时间里，我在无数个被认为是研究范例的定性研究中 
辛勤耕耘。无数的文章被我略略看过就扔在一边。我可能怀着极大的期望预订 
一本书——其主题是我所感兴趣的，其作者是我想拜读的——但通常所发现的 
只是文章的乏味。不是因为写作的复杂与难懂，而是因为文章一贯太被动 :被动 
的作者、被动的主题。向我的同事、学生透露我对许多定性写作的不满之后，我 
发现了一大群类似的不满者。本科生、研究生和我的同事都说他们也认为许多 
定性研究的写作令人乏味。 

我们存在一个严重的 问题: 研究的主题是固定的，研究是有价值的，但定性 
研究的著作是不卒读的。定量研究可以通过文中的图表与结论小节来解读，而' 
定性研究的意义是贯穿全文的。正如一篇文学作品不等于其“情节简介”，定性 
研究的内容不可能被涵盖在摘要中，定性研究必须仔细阅读而非草草翻阅。其 
意义就在于阅读。 

定性研究可以面向广大不同的读者，不仅仅是对某个主题或作者感兴趣的 
人。如果花数月或数年的时间做研究，结果却没多少人看，除了对作者的事业之 
外毫无意义，那么这就显得很 愚蠢, 甚至是自恋的、完全自我封闭的。能做些改 
变吗？这就是本聿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 这样创造那些重要的文本，那些有吸引性 
的文本，那些不同的文本，创造这些文本的方法之一就是将写作视为一种研究的 
方法。 

我写作，因为我想有所发现。我写作，目的是想学习自己写之前所不知道的 
东西。但是,我受的教育是（你的也许同我的一样）直到我明白想要说什么的时 
候才写作，直到我的观点都组织好了才开始写。难怪这种静态写作模式和机械 
科学主义、定量研究如此契合。但是，我认为这种静态写作模式本身是19世纪 
的前辈们将他们眼中的静态社会世界具体化的 —种社 会历史发明。这种模式存 
在严重的 问题: 它忽略了写作的动态功能和创造性 过程； 它破坏了早期定性研究 
者的信心，因为他们的研究经历和这种写作模式不 协调； 而且它导致形成一批阅 
读起来没什么兴趣的定性研究作品，因为要忠于模型就要求作者三缄其口，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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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视为污染源。 

定性研究者通常会提到研究者个人技术和能力的重要性。研究者本身（而 
不是调査问卷或调査录音）就是研究“工具”。研究者的磨练越多，就更有可能做 
出优秀的研究。学生们被教导要思想开放，要观察、倾听、提问和参与。但是老 
师教给他们写作的概念是对研究结果的“写作”，而不是将写作视为一种开放的、 
发现的方法。传统写作是对研究结果的“写作”其实是将机械的写作模式合法 
化，遏制作者/研究者个人的创造性与理性。 

因此，某些文章令人乏味的原因之一就是在经历职业社会化、奖赏、惩罚过 
程之后我们都被同质化了，我们对于自我的感觉被削弱了。在镇压个人声音、接 
受科学无处不在的声音（好像是我们自己的声音）之后，同质化就产生了。我们 
如何将自我放在我们的文本中？这样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我们如何在培养自己 
个性的同时宣布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些问题在哲学上和现实意义上都很难 
回答。 

房史 f 景：写 作规范 

语言是一种构成性的力量，它创造了一种检视现实与自我的独特视野。制 
造“事物”总要涉及价值——制造什么、如何给产品命名、制造者与所制造物之间 
的关系等。写作“事物”也不例外。没什么文本是无取向的（包括本文）。写作 
的风格既非固定也非中性，而是反映了特定学派或范式之主导地位的历史变化。 
社会科学写作就像所有其他形式的写作一样，是一种社会历史的建构，因而是善 
变的。 

自17世纪开始，写作的世界被分为两大不同的秀别：文学的与科学的。自 
17世纪以来，文学一直和虚构、修辞、主观性相联系，而科学则和事实、“平实的” 
语言、客观性相联系 （ Clifford , 1986, p .5)。 文学是“假的”，因为它不像科学，它 
虚构 现实； 而科学是“真的”，因为它以一种毫不含糊的声音有根据地“报告”“客 
观的”现实。 

到了 18世纪，文学受到了更猛烈的攻击。洛克 （John Locke ) 警告成年人放 
弃修辞性的语言以免“事物”和“思想”之间的渠道被阻隔。休谟 （David Hume ) 
形容诗人是职业骗子。本萨姆 （Jeremy Bentham ) 建议理想的语言应该是没有字 
词只包含意义毫不含糊的符号。约翰逊 （Samuel Johnson ) 的词典追求“永久性地 
确定字词的唯一意义，就像标准算术术语的唯一意义一样” （ Levine ， 1985, 

P .4) 。 

是 Marquis de Condorcet 在语言世界里首先引人了“社会科学”一词。他认为 
如果人们使用精确的语言描述道德与社会问题，那么“关于真理的知识”将会是 
“简单而几乎毫无差错的”（引自 Levine , 1985, p .6)。 到19世纪，文学与科学分 
立为两个不同领域。文学与“艺术”、“文化”为伍，它涵盖的是关于“品味、审美、 
伦理、人道与道德”的价值 （ Clifford ， 1986, P . 6) 以及多变、模糊语言的权利。而 
科学所持的信仰是，它的语言是客观、精确、毫不含糊、非情境性、非多变性的。 



991 


但是，由于文学写作在重要性、地位、影响和真理价值方面都次于科学，一些 
文学作者试图使文学成为科学之一部分。到19世纪晚期，“现实主义”主宰了科 
学与文学写作 （ Clough , 1992)。巴尔扎克成为文学现实主义运动的急先锋。他 
将社会视为“历史有机体”，它具有类似于“动物种类”的“社会种类”。他认为值 
得称道的作者必须调査“社会效应”的“理由或原因”——这是社会赖以存在的 
“第一法则” （ Balzac , 1842/1965， pp . 247-249) 。 

对于巴尔扎克而言，小说是一种“科学研究的工具” （ Crawford , 1951， p . 7 ) 。 
左拉紧跟巴尔扎克,论证文学的“自然主义”。在他著名的论文《作为社会科学的 
小说》中，他指出“回归自然，回归标志本世纪的自然主义进化论，这逐渐地将所 
有展现人类智慧的作品指引到同一条科学道路之上。”文学即将“被科学所主宰” 
( Zola , 1880/1965, p .271)。 

随着20世纪的到来，社会科学写作与文学写作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 
杂。在“事实”与“虚构”、“真实”与“想象”之间原先所假定的绝对分野变得模糊 
起来。在公众写作领域（或曰新闻界）这种模糊性得到了热烈的讨论。沃尔弗 
(Tom Wolf ) 的“新新闻学 ” （new journalism ) 指出，作者有意识地模糊“事实”与 
“虚构”之间的界限，有意识地使他们自己成为故事的中心（关于新新闻学的深人 
讨论参见: Denzin ，1997，第5章）。 

新新闻作者也闯人了民族志研究的领域，借用其方法，不是以“记者”身份而 
是以社会分析家的身份报导社会、文化生活。一些文学作者，如 Truman Capote , 
John Didion , Norman Mailer 等也加人了越界者的行列。文学教授将一小部分后 
殖民主义作者的小说定位为“民族志小说”，一再地唤起人们的兴趣。所谓的“民 
族志小说”指的是关于文化特征的著述（参见 Ba ， 1987； Hurston , 1942/1991)。 

到20世纪70年代，跨越不同写作形式的“越界者”创造了一系列矛盾的类 
型，如“创造性的非虚构”、“派系”、“民族志小说”、“非虚构小说”、“真实的虚 
构”等。20世纪80年代，小说家多克特罗 （ E . L . Doctorow ) 提出“现在没有所谓 
的虚构与非虚构了，只有叙述”（引自 Fishkin , 1985, p .7) 0 

尽管类型之间的界限很模糊，尽管在当代我们所理解的写作是叙述性写作， 
我认为在文学性与科学性写作之间仍然存在一个主要的差别。这个差别不在于 
文本是否真正是虚构或非虚构的，而在于作者对文本风格的宣称。宣称写“小 
说”不同于宣称写“科学”，其读者定位不同，对观众可能产生的影响不同，对其宣 
称所期待的评价不同。这些差别不应被忽视或削弱。 , 

无论何时，只要出现写作风格与形式的变迁，我们都可以发现学界对这些变 
化的论述与探索。今天，许多学科的学者都在探索科学写作与文学写作之间的 
关系并且解构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参见 Agger ， 1989； Brodkey , 1987； Brown , 
1977; Clough , 1992； Edmondson , 1984； Mishler , 1989； Nelson , Megill , & 
McClo 8 key , 1987； Simons , 1990)。 他们解构性的分析具体表现为，所有学科是 
如何拥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文学技巧——未必是小说 （ 虚构）写作技巧——和修辞 
取向，诸如图表、档案资料和第一人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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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社会科学写作规范都可以仔细讨论，但在这里我只探讨两个 方面： 比喻 
用法和写作格式。我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方面是因为它们无处不在，我也坚信它 
们是探索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之写作的食适场所（参见“写作练习”部分）。 


比 输用法 

比喻，一种文学技巧，是社会科学写作的脊梁。就像人的脊梁一样，它承担 
着重量，支持着运动，它埋藏在表面之下，将各个部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功能和 


谐的整体。这个关于比喻用法的比喻表明比喻的本质是通过另一事物探索和理 
解某事物。这通常以比较 （ 例如，“我的爱就像一只绿青蛙”）或类推 （ 例如，“生 
命的黑夜”）来进行。 

社会科学写作在每个“层面”都使用比喻。社会科学深深地依赖这样一条认 
识论规则，即“知识和理解一般都是形体化的” （ Shapiro, 1985—1986, p . 198 )。 
特定研究的外在比喻将社会科学分析与属于另一领域的“真理价值”取向的分析 
相联系 （ Jameson, 1981 )。 例如，知识的启蒙 （ enlighten) 这个用法就是一个基于 
光 （ light ) 的比喻，德里达 （ Derrida, 1982) 称之为知识中心论的观点，是被动地对 
光线的接收。在如此比喻之中隐含的是一些哲学与价值的取向。这些取向隐藏 
如此之深以至三流的研究工作也以价值中立的假面出现，企图蒙混过关。 

理论总是交织在复杂、系统的比喻之中。看看下列关于理论的论述吧 （ 参见 
Lakoff & Johnson , 1980, p. 46 ) ： 

• 你的理论基础 （ fmmdation ) 是什么？ 

• 你的理论需要支持 （ support ) 。 

• 你的立场摇晃不定 （ shaky ) 。 

• 你的论点是分散的 （fall apart )。 

• 让我们建构 （ construct )— •个观点。 

• 你的理论形式 （ form ) 需要支撑 （ buttressing ) 。 

• 在这个框架 （ framework ) 之下，难怪你的观点分散 （fall apart )。 

括号里面的单词表明我们习惯地、无意识运用“理论是建筑物”这一比喻。 
而且，比喻还建构着我们的理论行动、建构着我们关于理论之内容的信仰。我们 
试图建立这样一种理论结构，我们将之视为建筑结构 （ structure ) ， 它有形式和基 
础，然后我们将此理论结构视为大厦，有时它相当的大，有时需要缩小，有时需要 
解体，或者就目前而言,需要重构。 

历史上，理论建构者应用了很多生动比喻。常用的有运动 （ sport )、 游戏 
( game ) 和战争 （ war ) 等。这些比喻方式不符合许多妇女的兴趣，而且它们有助于 
形成敌意的、争论的和对抗性的学术氛围。20世纪70年代，女性研究者引进并 
实践了一个不同的比喻••“理论故事”。个人的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是理论的基 
础。在新的比喻之下，许多女性主义者改变了他们的研究与写作实践;妇女谈论 
她们的经历，叙述她们的生活，讲述个人和集体的故事，这些都被理解为妇女对 
其生活的理论化。“叙述”与“分析”之间的界限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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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都充斥着比喻、功能主义、角色理论、博弈理论、拟剧理论、有机论、社会 
进化论、社会系统、社会生态学、标签理论、均衡论、人力资本、资源动员、种族暴 
乱、发展中国家、分层、测试的显著性等等理论都体现了比喻。比喻组织着社会 
科学研究、影响人们对“事实”的诠释。实际上，“事实”只有在被置于比喻结构 
之中才是可诠释的 （ “有意义的”）。“意义形成”总是有关价值——以一种特定 
方式形成意义，使某一组“事实”比别的事实更具有特权。 

写作格式 

除了社会科学写作的比喻性基础之外，写作还有一些既定 格式： 我们被期待 
着如何写作，这影响着我们能够写出怎样的作品。例如，社会科学的参考文献系 
统不鼓励使用脚注。脚注通常表达反方的观点、文章结构和相关的观点。知识 
的构成是“着重性的”，“问题”（假设）为中心的、“线性的”、直接的。其他的思想 
是多余的。以归纳法完成的研究要演绎地来 报告; 论点摘要在150个单词 以内； 
研究者需要明确地表明某种理论标签。所有这些规范偏好（创造、维持）某种特 
定的知识构成观念。这些规范对于社会科学家而言具有巨大的物质与象征的力 
量。应用这些规范使研究者的作品增加了被“核心”社会科学期刊接受的可能 
性，但是这对于应用其他写作规范的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并不表明谁具有明显的 
更大 （ 或更小）的真理价值或意义。 

还有一些社会科学写作规范影响着民族志写作。为了将他们的作品与旅行 
者、传教士的报导，与想像的写作分开来，民族志研究者采用非个人性的第三人 
称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鼓吹其作品的真实性（参见本书第17章）。范曼尼 
恩 （Van Maanen ,1988) 指出与传统民族志研究，或曰“现实主义故事”的四条规 
范 :①有 经验的作者。作者只在序言中以确定“我在那儿”和“我是一个研究者” 
的身份事实。②文献风格。或代表典型活动、模式、文化成员的大量具体、独特 
细节。③文化成员的观点。通过引用、解释、句法、文化事实等推论得出。④民 
族志研究者万能的诠释。许多经典的社会科学著作都是现实主义故事。其中包 
括（各就各位 }( Everything in hs Path, Kai Erickson , 1976) 、《街角社会 》 （Comer 
Society , William Foote Whyte , 1967 ), 《塔利的角落》 （ Talley’s Comer, Elliot 
Liebow , 196 7 ) 和《我们的所有亲戚》（仙 0« r 沿 ra，Carol Stack , 1974) 等。 

定性研究的其他种类——如基于生活史或深度访谈的文本——都有自己的 
—套传统规范（参见 Mishler , 1989 ; Richardson , 1990 ) 0 在这些定性研究文本中， 
研究者只是在介绍或方法部分确定其身份。在他们写作的文章主体部分似乎那 
些文献和引用片段是自然地呈现在那里，是合理的、可靠的、完全有代表性的，而 
不是作者为了文本面貌而刻意挑选、修剪、排列的。正如文化民族志研究一样， 
在其他定性研究文本的修辞中也表现出“科学权威”的理论假设。常见的“生活 
故事”文本包括《痛苦世界》 （ Worlds of Pain, Lillian Rubin, 1976) 、《没有年龄的 
自我》（ The Ageless of self ， Sharon Kaufman , 1986) 和《新另类女人》 （ 77ie TVew; Ot/ier 
Woman , Richardson, 19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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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诔 


定性研究（第4卷） ：解释 、评估与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 


后现代蜻堍 


现在我们很幸运地在一种后现代的环境中工作（参见 Agger ， 1990 ； Clifford 
& Marcus, 1986 ； Denzin , 1986, 1991 , 1995 ； Hutcheon, 1988 ； Lehman, 1991 ； 
Lyotard, 1984 ； Nicholson, 1990 ； Turner & Brunner, 1986 )， 这是一•个多种认识与 
讲述方式并存的时代。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就是对任何方法或理论、话语或类型、 
传统或创新的怀疑，因为这些方法、理论等宣称权威知识形式的“正确性”或特权 
性。后现代主义怀疑所有在本土、文化、政治等方面隐藏或服务于特定利益的所 
谓真理的宣称。但这并不等于自动地弃用那些被认为是假的或陈旧的了解与讲 
述的常规方法。相反，后现代主义使用这些标准的研究并引进新的方法，虽然， 
后者也受到批评。 


因而，后现代主义在怀疑情境下不相信所有的方法。这种不相信是平等的， 
没有任何方法具有特权地位。“科学”对于“文学”的特权——或者从另一角度， 
“文学”对于“科学”的特权——受到了挑战。但是后现代主义的立场确实使我 
们不用宣称知道所有事物就可以知道“某个事物”。具有片面的、地方性的、历史 
的知识依然可以了解。然而，在某些方面，“了解”更容易，因为后现代主义认识 
到求知者的情境局限。可以说，定性研究者挣脱了这个圈套。他们不再被迫扮 
演上帝，写作脱离了万能的讲述者所宣称的跨越时空的一般性 知识; 他们可以避 
开关于社会科学客观性的、有争议的宏大叙事，作为情境中的讲述者，他们仍然 
可以尽情讲述他们所认识到的了解/讲述世界时主观性的介人。 

我发现有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特别有帮助，那就是后结构主义（要全面了 
解可参见 Weedon, 1987; 了解具体研究背景中该观点的应用，可参见 Davies, 
1994 )。 后结构主义将语言、主观性、社会组织和权力连结在一起。其中心环节 
是语言。语言并不“反映”社会现实，但它产生意义，创造社会现实。特定语言中 
的不同语言用法和不同话语将这个世界分成不同的部分，给予其意义，并使意义 
不相互还原。语言关系到社会组织和权力如何界定与竞争，它是我们对自我的 
感觉,我们的主观性建构的场所。将语言理解为一种竞争的话语，一种关于意义 
给予方式和世界的组织方式的竞争，使语言成为了一个探索和斗争的场所。 

语言不是某个人个性的 结果; 相反，语言在具体的历史与地方性的背景下建 
构着个人的主观性。某件事物对于个人的意义取决于他可能得到的话语。例 
如，如果在“正常婚姻”、“丈夫的权利”、“殴打妻子”等不同的话语之下来理解， 
被配偶打可能会有不同体验。如果妇女视男性暴力为“正常”或“正常的权利”， 
那么她可能不乐意视其为“殴妻”，因为“殴妻”是不合法地利用权力，是不应该 
容忍的。与之类似，如果一个男人被置于“童年性侵犯”的话语之中，他可能重新 
组织、回忆自己饱受创伤的童年经历。因此，经历和回忆在不同社会利益和话语 
的主导之下会形成相互矛盾的诠释。个人在这场为确定和重新形成记忆的话语 
斗争中既是场所也是主体。因为个人要服从于许多领域多样化、相互竞争的话 
语，他的主观性也是变化的、相互矛盾的，并不是稳定的、固定的、僵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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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结构主义指出了连续地共同创造自我和社会科学的观点，既两者相互通 
过对方而达到了解。了解自我和了解主体是相互交织的、片面的、历史的、地方 
性的知识。后结构主义因而允许—— 不，鼓励 ——不，煽动我们来反思我们的方 
法和探索新的认识方法。 

具体地讲，后结构主义为定性研究提出了两点指导 ：首先 ，当人们在特定的 
时间从特定的立场写作时，后结构主义引导人们反思性地了解 自己； 其次，它使 
人们不再只尝试写一种想在其中立刻把所有的事告诉所有人的文本。形成我们 
自己的声音有利于放松我们意识中对“科学写作”的过于执着，有利于它在我们 
心灵上形成的傲慢 态度； 写作是一种合法化的了解方法。 

创造性的分析 实践: CAP 民族志 

随着后现代主义（包括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同性恋理论、批判种族理论） 
的出现，对于传统定性写作实践的批评、定性研究成果等现在在许多场合以 不同' 
的形式出现。科学写作论文并不被视为神圣。民族志研究类型已经边界模糊， 
扩大了，它变成包括诗歌、戏剧、谈话、读者剧场等部分的类型。这些民族志写作 
的共同特征就是它们通过创造性的分析实践 （creative analytic practices ) 得以产 
生。我将这一类民族志写作称为创造性的分析实践民族志 （creative analytic 
practice ethnography ) 或 CAP 民族志 （CAP ethnography ) 0 这一标签涵盖了新的研 
究、未来的研究以及旧的研究，无论作者怎样游离于常规社会科学写作之外。 

我知道任何概念都存在问题，都应接受批评。对于如何命名这些突破类型 
的民族志研究，我思考得越多，就越喜欢 CAP 这个缩写词的复杂比喻含义。英语 
中 CAP 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 caput (意思是头）。用“头”来显示突破性的民族志 
研究有助于打破思想/身体二元性。“头”既是思想也是身体还能代表更多。 
CAP 民族志的创造者在运用他们的“头”。该产品尽管受到身体的限制，但是没 
有头部的工作它就不可能出现。 

Ca P -既可作名词（产品）也可作动词（过程）-具有多种常规、惯用的 

意义与联想（帽子、头领、楼顶、小爆炸、放在顶部、超越、超过等等），折射出这一 
写作类型的随意性。还有另一些相联系的、拉丁词根词语，如 capillary 和 
capitalism 也是有关人的劳动的。 

生产 CAP 民族志的实践既是创造性的也是分析性的。那些认为“创 造性” 
和“分析性”是两种相互矛盾、不可调和的模式的奇怪观点就像一颗流星，是注定 
要消亡的。过去二十年经历了新民族志“类别”的进化、繁殖与多样化。 

下面列举了 CAP 民族志多种“类别”中的几种 ：自我 民族志 （ autoethnogra ¬ 
phy ) (参见 Behar ， 1993, 1996； Bruner , 1996； Church , 1995； Ellis , 1993, 1995 a , 
1995 b , 1998; Frank , 1995; Geertz , 1988 ； Gerla , 1995 ； Goetting & Fenstermaker , 
1995; Karp , 1996 ； Kondo , 1990 ； Krieger , 1991 , 1996 ； Lawrence - Lightfoot , 1994 ； 
McMahon , 1996； Shostak , 1996； Slobin , 1995； Steedman , 1986； Yu , 1997； Zola , 
1982) ，虚构小说 （ fiction - stories ) ( Cherry , 1995； Diversi , 1998 a , 1998 b ； Froho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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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Richardson & Lockridge , 1998 ; Rinehart , 1998 ; Shelton , 1995 ； Sparkes, 
1997 ; Stewart, 1989; Williams, 1991 ； Wilson, 1965 ； Wolf, 1992 ) ， 诗歌 （ poetry) 
(Baff, 1997 ； Brady, 1991 ; Diamond, 1982 ； Glesne, 1997 ； Norum, 即将 出版； Pa- 
tai, 1988 ； Prattis, 1985 ； Richardson, 1992a ) ， 戏剧 （drama )( Ellis & Bochner, 
1992; Paget, 1990; Richardson, 1993 ， 1996a ； Richardson & Lockridge, 1991 ) ，表 
演文本 （performance texts) ( Denzin, 1997 ； McCall & Becker, 1990 ； Mienczakows- 
ki, 1996 ； Richardson, 1998, 1999a, 1999b) ，多声音文本 （polyvocal texts) ( Buder 
& Rosenblum, 1991 ； Daly & Dienhart, 1998 ； Krieger, 1983 ； Pandolfo, 1997; 
Schneider, 1991 ), 读者剧场 （readers * theatre ) ( Donmoyer & Yennie - Donmoyer, 
1995), 回应性阅读 （responsive readings ) ( Richardson, 1992b) ，格言 （aphorisms ) 
(Rose, 1992, 1993 ), 喜剧与讽刺文本 （comedy & satire) ( Barley, 1986, 1988 )， 视 
觉表现 （visual presentations) ( Harper，1987 ； Jacobs, 1984 ； McCall, Cammel, & 
Taylor, 1994) ， 寓言 （allegory )( Lawton ， 1997 ， pp. 193-214 )， 对话 conversation 
(Ellis & Bochner, 1996b ； Richardson & Lockridge, 1998 ) 分层叙述 （layered ac¬ 
counts) (Jago 1996 ； Ronai ， 1992， 1995 ) ，写作故事 （ writing-stories )( Lawton ， 
1997 ； Richanison, 1995,1997 ； St. Pierre, 1997a, 1997b) 和混合类别 （mixed 
genre) ( Angrosino, 1998 ； Brown, 1991 ； Church, 1999 ； Davies, 1989 ； Dorst, 
1989 ； Fine, 1992 ； hooks, 1990 ； Jipson & Paley, 1997 ； Jones, 1998 ； Lather, 
1991 ； Lather & Smithies, 1997 ； Lee, 1996 ； Linden, 1992 ； Pfohl, 1992 ； Richard¬ 
son, 1997 ； Rose ， 1989; Stoller, 1989 ； Trinh, 1989 ； Ulmer, 1989; Visweswaran, 
1994 ； Walkerdine, 1990 ； Williams, 1991 ； Wolf, 1992) 0 

有十多年的时间，我所称的 CAP 民族志被贴上了“实践性”或“替代性”的标 
签（参见 Van Maanen , 1995) ，但是这些标签被传统民族志实践无意中再注册为 
定性研究之标准的、已知的、被接受了的、喜爱的探索模式。我认为这种再注册 
现在成了不需要的、假的、有害的。 CAP 民族志研究既不是替代性的也不是实验 
性的; 这些研究正当其时，它们本身就是社会世界合理、理想的展现。在可以预 
见的将来，这些民族志研究可能真正成为最合理、最理想的对社会的展示，因为 
它们遨请人的介人，它们为关于社会的思考开辟了新的空间。 

CAP 民族志所呈现的写作过程和写作产品深深地交织在一起，两者都有特 
权。产品不可能和生产者或生产模式或研究方法分开。因为所有研究——传统 
的和 CAP 民族志研究——现在都是在一个更广泛的后现代主义“怀疑”气氛中 
进行,读者希望也应该知道研究者如何宣称他的发现。作者如何定位他作为知 
情者与讲述者的自我？这些问题一方面和主观性、权威、反思性以及研究过程紧 
密交织在一起，另一方面也和表现形式密切相关。 

后现代主义宣称写作总是片面的、地方性的、情境的，不管我们如何试图压 
抑，我们的自我总是在场——但仅仅是部分在场，因为在写作过程中我们也压抑 
了部分的自我。在这一前提下研究使我们自由地用多种方式写作资料，讲述又 
再讲述。研究中不存在所谓的“正确获得”而只有存在轮廓不同、差别细微的“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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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运用创造性的分析实践，民族志研究者可以了解主题、了解自我，而运用常 
规的分析程序、比喻、写作格式等来了解是不可知且不可想像的。即使你选择以 
常规形式写作论文，尝试不同的写作方法是提高诠释技巧、提髙自我意识、给研 
究带来新视角的非常实际、有效的途径。 

全面论述评价新民族志的实践与形式不是本章内容所能涵盖的。本章也不 
可能嚢括前面所讨论的所有那些民族志研究实践——表演作品、读者舞台、博物 
展览、舞台设计化的研究成果、艺术代表、假设文本等等——尽管我欢迎将这些 
加人定性研究文库。相反，我想讨论这样一组类型，它们用文学的技巧重新塑造 
过去的经历、唤醒情感反应。我称之为唤起式表现类型 （ evocative 
representations) 0 我反对向读者提供源于上述实践形式的引用片段，因为片段本 
身不能公正地对待该类型。我会描述一些文本，但我不乐意再次说明，本章的目 
的是过程而不是产品。 


唤起形式提出的诠释框架要求将它们本身当作文化产品，当作了解社会的 
方法来加以分析。唤起式表现类型是使视野透过、超越社会科学自然主义的重 
要方法。将社会科学置于唤起形式之中揭示了生产修辞的潜在劳动，也揭示了 
作为人类活动的社会科学的潜力，因为唤起式写作触摸到了我们的心灵。通过 
它，我们可以体验到自我创造的自我反思、变化的过程。尝试唤起形式，我们和 
资料形成不同的 联系； 我们对资料的了解也不同。我们发现自己参与了情感、暧 
昧不明的情景、临时结果、模糊经历等等;我们努力地为自己、为我们的疑问与不 
确定性寻找一个文本归宿。 

唤起性写作的形式之一是自传民族志（本书第 28 章对这一主题有详尽论 
述，也可参见第 4 章）。自传民族志是高度个人化的，在其文本中作者揭示的是 
关于他们自己过去经历的故事，将个人故事与文化相联系。作品的威力取决于 
它们在修辞上被定位为“真实的故事”，是有关真实发生在作者身上之事件的故 
事。在讲述这些故事时，作者可以运用一些小说写作技巧如戏剧性回忆、有力想 
象、镂空人物、非常台词、双关语、次文本、幻想、前后闪现、语音变化、提喻法、对 
话、内心独白等等。通过这些技术，作者建构了系列事件或“情节”，紧扣诠释理 
解，要求读者和作者一起充满感情地“重新经历”那些事件。这类作品寻求满足 
和谐、逼真、有趣等文学标准。某些关于自我的叙述被视为想像的写作，而另一 
些则被视为追求诚实、揭露性和“较大图像”的个人性的论文。在这两种形式下， 
自传民族志作者都在一定程度上松了一 口气，他们不用刻意“为他人讲述”这个 
问题，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文本中的“他人”。 

和自传民族志相联系但又未必涉及上述写作策略的是关于写作过程本身的 
叙述。我称之为写作故事 （ writing-stories) ( Richardson, 1997 )。 这些叙述关注的 
是写作产生的情境。他们将作者的写作放置在作者生活的其他部分，例如，学科 
领域、学术讨论、局部政治、社会运动、社区结构、研究兴趣、家庭联系、个人历史 
等，他们对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创造性分析实践在不同情境下写作自我提出了批 
判性反思。他们引起了关于自我与主题的新 问题; 他们提醒我们，研究是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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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景的、有根的。他们可以唤起更深层的自我、可以疗伤、增强自我感觉—— 
甚至改变人们的身份认同。 

在《游戏场域：建构学术生活 》 （/n Fidds of play : Constructing an Academic 
h / e ，1997) —书中，我广泛运用写作故事以将我十年的社会科学研究置于情境之 
中，形成了一个更符合后结构主义所理解的知识情境化本质的文本。我将论文 
按年代顺序放置，并分成两堆——“保留”和“抛弃”。当我重新阅读我的第一篇 
保留论文——中北地区社会学学会的主席发言——之时，那些关于我被系主任 
资助、边际化、惩罚的记忆重新浮现在眼前。带着这些记忆我写了一篇关于我的 
院系生活和学科声誉脱节的写作故事。写作故事从情感上并不那么轻松，在写 
作中我重新回顾那些可怕的经历，但是写作可以释放愤怒和痛苦。许多学界人 
士阅读该故事之后，认为这和他们自己的经历、他们并未讲述的故事非常吻合。 

我按时间的顺序处理保留的文档，重新阅读然后写作由重新阅读所激发的 
写作故事。不同的侧面，不同的情境。有些故事需要核对我的期刊与文档，但是 
大部分都不需要。有些故事令人痛苦，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写作，但是写出来就释 
放了它们在我心里的阴影。另一些故事则是令人高兴的，使我回忆起和朋友、同 
事、家人一起的幸运故事。 


写作故事使我们对自己写作之潜在后果变得敏感，因为我们把有关表现内 
容的伦理带进了自己的生活——家里或工作场所。写作故事并不是关于“外面” 
的人或文化——民族志的主题或研究目的——而是关于我们自己的，我们的工 
作场所、学科、朋友和家庭。我们能说些什么呢？会有什么后果呢？写作故事使 
民族志的表现形式的危险与辛酸变得更接近我们和更个人化。 


每个写作故事都给其作者提供机会,让他就是否和在哪里发表该故事作一 
个适合情境、伦理的决定。多数情况下，我没有发现反映管理者滥用权力的故事 
的发表有什么伦理问题，我更多地考虑的是他们所造成的破坏而不是我的故事 
使他们不舒服。相比之下，当写作我的家庭成员时，我感到受限制。我发表的任 
何有关他们的文章都要他们核对;至于一些远房亲戚，我改变了他们的名字和身 
份特征。我近期的一些作品暂时不发表是因为这对我和我的家人、亲戚而言代 
价太大。 


研究生们发现写作故事的思想对于他们思考、写作他们的研究经历很有用。 
正如劳顿 （ Lawton ，1997) 所做的那样,有些人将写作故事作为传统研究方法的替 
代或补充，用以连接他们研究中的叙述。 

写作故事还有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微观过程写作故事 （ micro-process writing - 
stories ) 的分类别 （ 参见 Meloy ，1993 ) 。谁没有这样的 经历： 盯着电脑屏幕，阅读他 
(她）写的一段文字，然后决定改 变它？ 谁的写作不受前面已完成部分的影响？ 
而前面所完成的段落以及对这些段落的阅读怎样“开启了对前面段落反馈的新 
问题呢？ （ A . P . Bochner ， 个人交流，1998年5月10日）。一个改变了的自我是怎 
样通过这种反馈过程而被唤起呢？ 

和这一分类相联系的是计算机技术和文本页面设置：排版、字体、分页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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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怎样做决定呢？对作者和读者有何影响呢？这种简单易行的页面格式和排版 
风格是怎样有助于或不利于文本的唤起呢？作者怎样发现主题和他们自己呢？ 
这些都是和写作故事相关的问题。 

和前面所讨论的两种形式不同，民族志小说这种唤起形式有大量的文献论 
述（参见 Banks & Bands , 1998)( 关于这一种和其他种类的更详细的叙述形式参 
见本书第17章）。根据小说家洛克里奇 （ Lockridge ， 个人交流， 1998) ，小说写作 
是运用想象来发现真理，将真理具体化。宣称其作品是小说的社会科学研究者 
赋予其想象以特权，寻求以自己的视角表现社会科学“真理”。他们通常将他们 
的故事——不管是关于他们自己或群体或文化的故事——置于民族志研究背景 
之中； 他们通过自己的特征展现文化规范。除了自我叙述者这种技巧之外 （ 参见 
上文），民族志小说作者还可能运用诸如替代性观点、深层个性化、第三人称以及 
万能的叙述者等技巧（但是我不认为任何民族志小说作者可以依据不可靠的叙 
述者的观点来进行写作。参见 Lockridge , 1987 ) 。 

宣称某人的民族志写作是小说既有优势也有劣势。将定性研究视为虚构使 
作者免于一些约束，保护作者不受刑事或其他控告，还有可能保护被研究者的身 
份。但是在出版界“文学小说”竞争力低下。很少作品可以成功出版。而且，如 
果某人意欲通过研究来影响社会变迁，在修辞上，小说是种很不济的写作策略。 
政策制订者喜好的甚至不是那些宣称是“非虚构”的作品，而是宣称是“真实研 
究”的成果。 

另一种唤起形式是诗歌式的展现。正如罗伯特 • 弗劳斯特 （Robert Fn ^ t ) 所 
言，“诗歌是两点之间最短的情感距离”——即作者与读者之间。例如，将社会学 
访谈写成诗歌形式表现了韵文修辞在建构知识方面的作用。当我们读或者听诗 
歌时，我们不断地被 提醒: 文本是建构起来的。但是所有的文本都是虚构的—— 
韵文 也是； 因而诗歌容易造成可靠性、有效性、透明性和真理性方面的问题。 

将“资料”写成诗歌形式暴露了约束人们的一种信念，即认为社会科学文本 
的目的是以独立于情境的事实、主题或观念（它们正是从情 摔之中 产生）来传达 
信息。似乎我们所录制、记录、编辑、以韵文片段写作的故事是一个唯一真实的 
故事:一个“科学”故事。标准的韵文写作掩藏了写作该文本的社会学家的手印。 

而且，当人们谈话时，不管是闲谈者，讲故事者，被研究者还是被访谈者，他 
们的讲话更接近诗歌访谈。重视讲话者的停顿、重复、押韵、叙述策略、节奏等， 
实际上可能比以论文的引用片段形式更能够表现讲话者。进一步讲，诗的技 
巧——韵律、空间、停顿、头韵、节奏、抑扬顿挫、类音类韵、压韵、脱韵等——深人 
到了倾听者的身体，即使思想上拒绝，否认这一点。“诗歌首先是语言权利的集 
中，而语言正是我们和宇宙中所有事物的终极联系。好像是我们能加以利用的 
力量以一种感性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 （ Deshazer , 1986, p . 138)。词语的新组合 
使我们听到、看到、感觉到世界的新的层面。诗歌因而成了分析社会世界的实际 
的、有力的方法。 

《露易莎 • 梅 （Louisa May ) 的生活故事》就是挑战认识论假设之诗歌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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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实例 （ Richardson ， 1997)。这是我根据对“露易莎 • 梅”，一个未婚妈妈，深 
度访谈之长达36页的记录所写成的5页长的叙述诗。在写作该诗时，我运用了 
科学的与文学的两套标准。它在文学方面 （ 而不是社会学方面）更具挑战性，因 
为露易莎 • 梅不用形象比喻，不用感性词语，也很少用成语，因而该诗只能建构 
在其他一些诗词技巧上，如重复、停顿、节奏、压韵和脱韵等。我没有借她的嘴讲 
一些词语，因为这会影响我的社会学理性，我用的是她的声音、措辞、南山韵 （ hill - 
southern rhythms ) 和语气。我写她的故事——正如她告诉我的那样——是放在历 
史的背景下使之产生意义。她的生活故事正如她所讲的那样，是一个“平常的故 
事”。其政治的、潜在的背景就是我所写的“美国母亲的勇气”。 

民族志戏剧是另一种塑造经历而又不丢失经历的唤起形式。它可以从多个 
“经历过的”角度重构某事件的“意 义”； 它可以使所有相互冲突的“声音”都被听 
到，减少了研究者不得不充当法官和裁判的压力 （Davies et al , 1997 ； Johnson , 
1997)； 它可以给予那些存在但未言明的事物以声音，例如，佩吉特 （ Paget ，1990 ) 
的民族志戏剧里所描述的“癌症”，埃利斯和博克纳 （Elllis & Boch ner ,1992) 的戏 
剧中的堕胎等。当需要展现的材料不可追踪、不真实、取自多个背景、带有很重 
情感因素时，戏剧形式比标准化的写作更有可能重新捕捉到经历。 

戏剧的建构引发了关于“口头”文本和“书面”文本的后现代论争。谁者为 
先？哪一个应具有特权，其结果是什么？为何要作“ 口头”、“书面”二分法？印 
刷的文本可能被认为是确定的或“合理的”文本,对于那些将岀版物凌驾于“本源 
的”表演甚至过去经历之上的人而言尤其如此。印刷的文本源于过去的经历，被 
编录为实地笔记，转化为民族志剧本表演、录音，然后重新编辑出版。如果我们 
接受这种合理性宣称又将如何？戏剧的建构提供了多个创造的场景和对合理性 
的潜在挑战，使“ 口头”、“书面”两种文本之间界限模糊，产生了修辞取向、伦理 
问题、权威/作者之对立等。它不仅仅是“谈论”这些问题，它就是问题的本身（参 
见 Davies et al. , 1997 ; Johnston, 1997 ； Richardson, 1997 ) 。 

最后一种唤起形式是混合类型。作者自由地从文学、艺术和科学类型中吸 
收素材形成作品，经常打破了三者彼此间的界限。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对于同一 
主题可能有不同的“手法”，这种现象我称之为后现代的三角解构 （deconstruction 
of triangulation ) Q 

在传统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使用“三角测量 ” （triangulation )( 关于作为方法 
之三角测量的论述，参见 Denzin , 1978； Flick , 1998 0 关于这种方法的应用，参见 
Statham , Richardson & Cook ，1991)。 三角测量意味着研究者运用不同的方 
法——如访谈法、调査数据、文献等——使研究结果有效化。但是，这些方法具 
有共同领域的假设，包括假设有一个固定对象可以被三角测量。但是，在后现代 
主义的复合类型文本中，我们并不进行三角测量，相反，我们用晶体化 
( crystallize ) 方法测量。我们认识到认识世界的途径远远不止“三个方面”。 

我认为后现代主义文本之有效性的核心代表形象不再是三角形 - 种僵 

化的、固定的、两维的物体。相反，其代表形象是水晶体，它将对称性结合到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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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形状、物质的变形、特质多维性，以及不同视角之中。水晶体大小变化，但 
形态不变。水晶体是棱镜，它反射其外在，折射其内在，创造出不同的颜色、模 
式、排列、光芒四射。我们之所见取决于我们的视角。在后现代主义混合类型文 
本中，不用三角测量而用晶体化测量方法，我们从平面几何转移到光的理论—— 
光既是线条的也是粒子的。 

不失其结构的晶体化解构了传统的“有效性”观点（从中我们感到没有唯一 
的真理，我们看到文本如何使其本身有效），晶体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复 
杂的、非整体性的对主题的理解。具有讽刺性的是，我们知道得越多就越坏。坦 
白地讲，我们知道总有更多的东西等我们去了解。 

前面所提到的叙事诗歌，《露易莎 • 梅的生活故事》，其建构与被接受是晶体 
化的一个象征。这个作品为写作、为生活提出了一些替代性的理论与观点，解构 
了传统的有效性观念，浏览性地触及一些课题，启发了另一些课题。通过研究与 
诗的写作我的生活已经被深深改变了，《露易莎 • 梅》感动了许多不同的读者，甚 
至激发其中一些人改变他们的研究与写作实践。 

在《游戏场域》 （Fields of Play) ( 1997 ) 中某个部分，我讲述了两个相互交织 
的、关于“写作不合逻辑性”的故事:露易莎 • 梅的故事和研究的故事 —— 它的产 
生、发表、被接受和对于我的后果。故事中存在多种不合逻 辑性： 婚姻生活之外 
的孩子、用诗歌呈现研究结果、社会科学中女性主义的声音、对民族志学者的民 
族志研究以及对该研究的戏剧性呈现、作者的情感表现、工作乐趣等等。 

我曾经相信这个研究故事是完整的，这不一定是因为它是唯一应该讲述的 
故事，而是因为这个故事公平、老实、真诚地反映了我以前的研究经历。现在我 
仍然这样认为。但是我逐渐认识到，研究故事中所迷失的是指引我成为故事之 
作者的一些个人的、自传性的经历。 

我已经承认“不合逻辑性”的观点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一篇论文中我 
写道，“我在社会科学中的职业生涯可以被视为一段漫长的走向不合逻辑性的冒 
险旅程。”我问我自己，为什么我要建构“不合逻辑的文本”，包括我本人学术生涯 
的文本？我和学术界之间的斗争是什么——身在其中却又反对它？别人努力使 
自己有意义、努力找回压抑的自我的 故事； 我的故事和他们的相比较，在伦理、行 
动等方面到底有何同与不同？ 

通过暗示、瞥见、延伸的视野等折射“不合逻辑性”，我写了一篇有关个人的 
论文“晚祷告 "，即 《游戏场域》一书中的最后一篇论文。“晚祷告”将我的学术生 
活置于童年经历与记忆的背景之下，它加深了我关于自我的认识并与学界其他 
人的经历相呼应。“晚祷告”的写作再次折射了他人的记忆与经历，它也给予我 
愿望、力量和足够的自我知识来叙述他人的记忆与经历——不管是好还是坏，它 
给予我契机来重新建构我自己。 

在最近出版的有关混合类型的著作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晶体化过程。 
Margery Wolf 的《讲了三次的故事 》 （A Three-Told Story ，1992 ) 选取同一事件分别 
以小说故事、实地笔记和社会科学论文等三种形式讲述。斯图尔特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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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wart ) 在他的《酒徒、鼓手和象样的亲戚》 （ DriraAers , Drummers and Decent Folk, 
1989) —书中以诗歌、小说、民族志记录和实地笔记的形式描写 Trinidad 山村。 
在《女生的故事》 （ Schoolgirl Fictions, 1990 ) —书中，沃尔克丁 （ Valerie 
Walkerdine ) 发展/展示了这样一个主题，即“雄性与雌性是事实地位上的虚构” 
( P . Xiii )， 她将期刊文章、诗歌、论文、自己的照片、绘画、卡通以及注释过的录音 
记录等整合到书中以展现该主题。林登 （Ruth Linden ) 的著作《编故事，塑 自我： 
对犹太大屠杀的女性主义反思》 （ Making Stories , Making Selves : Feminist 
Reflections on the // oZom ㈣ ，1992) 在一本书中编织了自传、学术写作和幸存者的故 
事。该书是她的博士论文。范曼尼恩 （John Van Maanen ) 的《实地的故事》 （ r a fe 
trom the Field ， 1988) 以现实的、坦白的、印象主义的叙述展示了他对警察的 研究。 
莱瑟和史密西斯 （Patti Lather & Chris Smithies ) 的著作《困扰 天使： 受艾滋 / HIV 感 
染的女性》 （ LW 叫 with / ft ^// l / DS ，1997) 运用创造性的文本布局展现了深刻的理 
论、研究者的故事、妇女支持群体的录音记录以及历史与医学的信息等。多斯特 
(John Doret ) 的《写作的郊区》 （77 m ； Written ,1989 ) 将地理位置视为地点、形 

象、观念、话语以及文本的粘合剂。斯蒂芬福尔 （Stephen Pfohl ) 的《跳伞咖啡馆里 
的死亡》（仏认如如 Parasite m / e ,1992) 运用了拼贴画策略和不考虑历史演进之 
并置，模糊了批判理论与军事艺术形式之间的界限。 

在一些混合类型作品中，作家/艺术家自由地徜徉于不同的主题之中，突破 
了我们关于主题和自我如何共同建构的观念。 Susan Krieger 的《社会科学与自 
我: 关于艺术形式的个人论文》 （ Social Science aut the Self. Personal Essays on the 
Art / Vm ，1991) 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该书是“研究设计取向的”，反峽了 Krieger 
对 Pueblo 陶工和 Georgia O'keeffe 的喜爱。正如作者所言，“它看起来更像一个 
罐子或油画而不是研究假设” （ p. 120)。 Trinh T . Minh-ha 的《另类土著女人》 
(Woman Native Other ， 1989) ，作者在该书的每一篇论文中都打破写作规范，在书 
中混合了诗歌、自我反思、女性主义批判、图片和引文来帮助读者体验后殖民主 
义。在《我所知道的河 流：失 落的与解放的生活》 （/ //—e Known Rivers ： Lives of 
Loss and Liberation , 1994) — •书中， Sara Lawrence-Lightfoot 运用小说写作和自我反 
思的技巧讲述了作为非裔美国人和职业人士的故事。一些文集也反映了混合类 
型写作。我自己的书《游戏场域：建构学术生活》 （ Z'ieZcJs play: Construction 
Academic Life, 1997) 通过个人的小品文、剧本、诗歌、写作故事，电子邮件信息和 
社会学论文等形式讲述了我在学术界的智力与政治的斗争。一些文集也代表着 
混合类型，其中包括:埃利斯和博克纳 （ Carolyn Ellis & Arthur Bochner) 的《调査主 
观性：关于过去经历的研究》 （ Investigating Subjectivity : Reasearch on Lived 
£^/> erience ，1992) ，贝哈和髙登 （Ruth Behar & Deborah Gordon) 的《妇女写作文化》 

( Women Writing Cultrue ， 1995 ) 。 还有“象征互动研究丛书” （ Series of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 和《定性研究》 （ Qualitative Inquiry ) 杂志也混合了多种研 
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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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去何 U ? 

定性研究者现在所处的后现代主义的研究环境是一个有利的环境。它给我 
们提供机会，使我们回顾、批判并重新形成写作。尽管我们有更多的自由以多种 
形式将我们的文本展现给不同的读者，我们所意识到的关于作者、权威、真理、有 
效性、可信性等的约束力却大有不同。自我反思使人们意识到隐藏在我们写作 
之中的一些复杂的政治/意识形态观念。真理的宣称现在不如以前那么有 效了； 
为他人讲述的意愿也遭到质疑。但是，实验文本形式的更大自由未必能保证一 
个更好的研究成果。写作有价值的文本（畅销的书和论文）的机会很多、前景看 
好、要求很髙。但研究比以前更难，保障越少，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思考。 

我们要考虑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是否写作 CAP 民族志论文并使其发表仅仅 
是那些有清闲学术职位者的奢侈享受。那些教给学生这些不同写作形式的教授 
是否在虐待学生呢？是否教给学生异教就是扼杀其能力呢？是否会使学生远离 
其学科呢？（我们可不可以问一问学第二语言的学生这些问题？）一个相关的问 
题是，如果学生将写作当作研究方法来学习，那么他们的研究应该以何标准来评 
价呢？这些都是伦理的、教育的、审美的、现实的问题。在我教学、写作和学术讨 
论中我一直在探讨这些问题。尽管没有确定的答案，关于这些问题我还是形成 
了许多想法。 


写作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我的目的不是让大家变成诗人、小说家或剧作 
家——我们中很少有人可以凭写作在这些竞争性如此之强的领域立足。我们大 
多数人像 Poe —样，最多也勉强是个诗人。相反，我的目的是鼓励大家接受和形 
成自己的声音。通过实验运用观点、口气、文本组织、文本排列、比喻等技巧，研 
究者关于自我的知识和关于主题的知识得以发展。学生的知识库里因而添加了 
另一种技术、另一种语言。科学写作技能被去神秘化了。深人地理解了自我使 
文本也更深刻。当作者将其研究视为过程而不是确定的表现时，即使困扰一些 
后现代主义读者的研究分析也遭到削弱。 

当学生们学习用其他方式写作时，他们并不会丧失科学语言，就像学第二语 
言的学生不会忘掉第一语言一样 （ Y . S . Lincoln , 个人交流，1998 ) 。相反，习得第 
二语言在两个方面可以丰富 学生： 给予他们一条进人新的文化、新的文学的路 
径; 帮助他们更深地理解第一语言，不仅仅是从语法上，而是基于语言来透视这 
个世界。 


以传统方式写作并不阻挠我们有时候以其他形式写作、为其他读者写作 
( Denzin , 1994； Richardson , 1990)。没有唯一的写作文本的方式，更没有所谓的 
“正确方式”，写作就像湿黏土，它可以被塑造。学习替代性的写作方法增加了我 
们的知识储备，增加了我们可以与之交流的读者的人数和类型。 

在我写作本章之时，我假想有四种友好的读者:研究生、好奇的定量研究者、 
传统的定性研究者和创造性分析的实践者。我想澄清，想传授——而且，想另立 
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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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你的读者？你的目的是什么？理解好如何在修辞上表现你的写作增加 
了你作品发表的几率，增加了你所希望的读者，解构传统写作的实践使作者更加 
意识到写作规范，因而更加有能力做出选择。 

但是，新的写作方式确实引发了关于判断民族志研究之标准的讨论——是 
新标准还是传统标准。传统的、有良好愿望的民族志研究者使某些关注合法化， 
即如果学生选择写作 CAP 民族志，他们的作品将如何评价的问题。对此我没有 
确定的答案，但我有一 些)® 点和倾向。 

我视民族志研究课题为非常人性化的，总是通过人的眼睛和人们的体会来 
过滤，既有人类情感的局限也有其力量。科学的上层建筑总是架构在人类活动、 
信仰、理解的基础之上。我强调民族志是通过研究实践来建构的。研究实践关 
注的是扩大的理解。科学提供一些研究 实践； 文学、创造性艺术、记忆研究 
( Davies , 1994 ； Davies et al , 1997) 和内省 （ Ellis , 1991) 提供另一些研究实践。研究 
者有许多可以选择的实践，不应该被其他人的思考习惯所约束。 

我认为 CAP 民族志研究的标准很高很难，仅仅创造性是不够的。下面是当 
我写作的社会科学论文准备发表之前需要参考的五个标准： 

( 1 ) 根本性贡 献:这 篇论文对于我们理解社会生活有贡献吗？作者是否表现 
了一种深刻的社会科学观点？这种观点如何影响文本的建构？（参见下文“写作 
实践”，有一些如何实现这一点的建议。） 

(2) 审美 价值: CAP 民族志不是降低标准而是增加了另一标准。论文在审美 
方面是成功的吗？创造性分析实践的运用是否开放了文本、引发了诠释性的反 
应呢？文本是否是艺术性地塑造、是否复杂而又不乏味呢？（创作性写作是一种 
技巧，它可以通过阅读、课程、课题和实践而得以发展。参见“写作实践”部分所 
列的建议。） 

(3) 反思性 :作者 是否认知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呢？作者如何写作该文本？ 
信息是如何收集的呢？存在伦理问题吗？作者的主观性是如何既充当生产者又 
充当文本产品的？读者是否有足够的自我意识对文章的观点做出 判断？ 作者是 
否知道他（她）自己了解和讲述他（她）所研究对象时所用的标准呢？ 

(4) 影响力：这对我在情感上或智力上有影响吗？它是否产生了新问题，促 
使我写作、促使我尝试新的研究实践、促使我采取行动？ 

(5) 对现实的表达 :这个 文本是否体现了一种镂空的、关于过去经历的象征 
意义？它是否显得“真实”——是否是一种可信的文学、社会、个人或公共意义上 
的“真的”记录？ 

这是我的五个标准。科学是一个 镜片； 创造性艺术是另一个镜片。运用两 
个镜片我们看得更深入。我想透过这两个镜片，看到一个“社会科学艺术形式”。 

那么，我强烈反对这样的 观点: 认为民族志应该是“科学之一员”，一种有“默 
许规则”、学徒期和“贸易秘密”的技巧，是一个执行规则，査核“艺术的假装与过 
分”的“负责任的”旅行者 （ 如教授 ）（ 参见 Schwalbe ,1995； Richardson , 1996 b ) 。这 
个中世纪的版本制约了民族志的探索，它巡视着智力思考的世界，在思想意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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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定性研究联合了那些社会科学领域内愿意约束与惩戒后现代思潮的人。但 
是，约束总是有关身体的。它总是有关真实的、活生生的人。如果中世纪版本获 
胜，应该被排除在外的是哪些真实的人呢？ 

我从教学以及与同事的交流中学到的 是：学 术界的少数派，包括种族的、后 
殖民的、男女同性恋、身体缺陷者、学生等，发现转向创造性分析实践具有吸引 
力。这些研究者在希望有机会对“行会”效忠的同时，他们引以为荣的是其对传 
统，对文化，对他们眼中有意义生活的负责。 

我们欢迎这些研究者创造一个丰富、多样化、投入社会、非霸权主义的定性 
研究者组织。每个人都能从中获利——包括血缘身份群体和定性研究群体。种 
族和性别是符号世界和现实世界建构的轴心。非主流世界深知这一点，并坚持 
认为这种事实应受尊重（参见 Margolis & Romero, 1998) 0 人文学与社会科学之 
间的界限模糊会大受欢迎，这不是因为它“时尚”，而是因为这种模糊性更真实地 
贴近生活意义和学习风格。新定性研究群体，通过其理论、分析实践和不同的成 
员身份，可以超越学术界，揭示社会不公正现象以及减轻它的方法。在定性研究 
者感兴趣的社会生活内容中，哪有不受异质性群体中研究成员特性的影响的呢？ 

而且, CAP 民族志现在已经在社会科学界牢牢扎下了根。有很多著名的刊 
物供学生和其他研究者发表作品。常规的发表 CAP 民族志的期刊包括 
Sociological Quarterly , Symbolic Interaction ,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 Qualitative Inqui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Education, Qualitative Studies in 
Psychology, Qualitative Sociology , Waikato Journal of Education , Text and 
Performance Quarterly 等等。而且，劳特利奇 （Routledge )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米歇根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印 
第安那大学出版社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萨基出版社 （Sage Publications ) 等出 
版商也有规律地出版一些知名和不太知名作者的新民族志研究。阿尔塔米拉出 
版公司 （AltaMira Press )( 以前是萨基的一个部门）夸耀其发行的优秀的替代性民 
族志系列丛书，该丛书有助于定性研究模糊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的界限。纽约大 
学出版社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也发表了定性研究的心理学系列，这属于创 
造性分析文本。商业和大学出版社越来越不愿意发表老式的自述，而传统的民 
族志研究者的写作则更有反思性和自我意识性（参见 Thome , 1993)。即使是那 
些反对后现代主义的人也使它通过对话合法化 （Whyte ,1992) 。在整个社会科学 
界，常规论文都包括那些跨越学科界限的。有些国际会议整个都是有关这方面 
的实验，例如在科罗拉多大学召开的题为“重新设计民族志”的国际会议以及 
2000年度 Couch - Stone 象征互动研讨会等。 

至少有三个著名的诠释研究课题中心开设创造性分析实践的课程 一 分别 
是伊利诺依大学（负责人是 Norman Denzin ) ，南佛罗里达大学 （ 主要人物是 Arthur 
Bochner , Carolyn Ellis ) 和内达华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主要人物是 Andrea 
Fontana，Kate Hausbreak )。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民间传说研究 （Amy Shuman ) 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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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学博士课程中的文化研究 （Patti Lather ) 占有后实证主义的较高地位。突破传 
统五部分结构的社会科学写作格式的论文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新西兰和澳大 
利亚都被接受 。 Elliot Eisner ( 1996)，艺术教育者、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前会长，提 
岀了更进一步的观点。他建议小说形式应该被接受为教育学博士论文。学术实 
践中的所有这些变化是范式变迁的信号。 

在20世纪50年代，科学社会学还是一个崭新的、反思性、批判性领域。而今 
天，科学社会学已有了自己的理论、方法和跨学科科学研究。20世纪60年代， 
“性别”还只是作为一种理论视角岀现。而今天，性别研究已成为社会科学最大 
的分支研究领域之一。科学研究和性别研究的兴旺部分原因在于它们辨明了曾 
经错误地限制了知识的社会科学的规范性假设。它们真实地讲述社会科学家的 
曰常经历。新的研究领域常从我们生活中出现——从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身体。 
它们为我们理解这个经验世界提供了替代性的视角。 

今天，后现代主义批评对于社会科学的影响与科学研究、性别研究曾经对社 
会科学的影响非常接近，原因也相似。后现代主义确认了一些阻挠我们在研究 
中“真实地”去理解的、非具体的假设，它提供了行之有效的不同的实践。我们感 
觉到它的“真实”——它所具有的在道德、智力、审美、情感、本能等方面的拉力。 
每个研究者可能对这种拉力的反应不同，这就会导致写作更多样化，更以作者为 
中心，降低枯燥乏味感。现在真是繁荣的研究时代。有些研究者甚至称他们的 
研究是精神的。 

从 fl 脅来看 

民族志生活并不和自我分开。我们是谁？我们能如何写作我们的研究内 
容？与这些问题相联系的是:一个知识体系如何规范自身及其成员，它用何种方 
法宣称对研究主题及其成员的权威性。 

我们已经继承了一些民族志研究规则，它们是专断的、狭隘的、排他的、扭曲 
的和异化的。我们的任务是寻找一些具体实践，通过这些实践我们可以把自己 
建构为种族民族志中的种族主体——这能激发阅读和写作。某些研究实践涉及 
理论框架（知识社会学、女性主义、批判种族理论、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内的 
研究（这些理论框架挑战权威的基础）；关于重要的、个人的、集体的主题的 写作； 
写作 享受； 同时针对不同写作模式和不同读者的写作 实验; 将自我置身于多种话 
语和群体之中；发展批判 文化； 寻找合适方式写作/提出/教授分化较小、声音统 
一的 内容; 揭示制度的 秘密； 运用权威地位增加多样性，包括学术任职和期刊论 
文发表的多 样性； 自我反 思性; 研究的非历 史性; 询问我们到底想要 什么； 情感上 
或精神上不要在写作表现形式上畏首 畏尾; 尊重研究工作的嵌人性和宽广性等。 

我不知道民族志的创造性分析实践最终会产生什么。但我知道它的地点已 
选定，基石已放好，脚手架已竖起，各种各样的冒险家已经进驻其中了。 

将来如何 

本书的编者确实希望所有的作者都预测一下定性研究的未来。我觉得我似 



乎也这么做了。尽管抵制，但是…… 

四十年前，当我还是一个本科生，非常痛恨那个长达一年的课程“西方文明 
史”——2500年，五大洲，700个国家,6万亿人名、日期、战争和地点。我想期末 
考试会要了我的命。但峰回路转，考试除了那些天文数字的“客观”题之外，还有 
一份拿回家做的论文，题目是“历史的未来是什么？”我在那篇不足十页的小论文 
里写道，历史既是趋向统一又是趋向多元化的。我的论文得了 A + 。我觉得自 
己应该坚持这个观点。对于定性研究的未来我也这么看。对于其应用范围我们 
会越来越清楚，对于其表现形式我们更欢迎多样化。 

定性研究的象征将是“文本”——或其他什么同样飞扬跋扈的形象——但是 
文本的意义和建构则远远超越了写满文字的纸张、电脑屏幕甚至超文本（即两维 
的或三维的、折射的、分层的文本）。讨论文学与科学的界限将显得离奇有趣，因 
为“写作” （ 在未来被理解为任何文本建构）将常规地被理解为一种“研究方法”。 
因此，它将遭遇挑战。 


写作实践 

写作，这种创造性的努力，应该是第一位的——至少它构成你日常生活 
的某个部分。如果你能应用它，它将是上天对你的恩賜。你将会更幸福、更 
聪明、更活泼、更有感情、心情轻松、慷慨待人，甚至你会更健康，感冒和失 
望、烦闷和其他病症也会消失。 


Brenda Ueland 《如果你想写作》 （WWit Write ) ,1938/1987 


在下面的部分，我提出了一些运用写作作为知识获取方法的途径。我选择 
了一些对学生有益的练习，这些练习将写作去神秘化，培养研究者的声音，服务 
于知识发现过程。我希望它们也有利于健康。这些练习按文本所讨论的主题组 
织在一起。 


比喻 

严格刻板地写作一段之后，运用旧的、老掉牙的比喻会使文章轻松、舒服。 
写作越严格，灵活性就越少，你的观点会被忽略。如果你的写作是刻板的，你就 
不能“伸展你的想像力”，你就会使人厌烦。 

( 1 ) 在传统的社会科学写作中，理论被比喻为建筑（结构、基石、建构、解构、 
框架等）。考虑一下其他的比喻吧，比如将理论喻为疾病什么的。用你自己的比 
喻来写一段话描述理论。用一个非同一般的比喻来概括理论。你“看”到什么不 
间、“感觉”到什么不同了吗？ 

(2) 用一个替代的、感性的比喻形容“知识”而不是文本中所提到的中心比 
喻。如果你重新思考/重新感觉“知识”，将之放在声音或触觉背景之下，又会怎 
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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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看看你自己的论文、勾出你所用的比喻和形象。通过那些你自己也未必 
意识到说了什么的比喻你表达了什么呢？你想这样吗？你能找到改变你“看” 
(“感觉”）研究资料、改变你和资料的关系的不同比喻吗？你的那些混合比喻是 
针对你自己的困扰还是针对披着社会科学金色外衣的观点呢？ 

(4) 看看拉科夫和约翰逊 （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 ) 的《我们生活中的 
比喻》 （ Mefap/tors ITe Lke %,1980)。这是一本很不错的书。它涵盖了许多日常 
生活比喻的实例，以及这些比喻如何影响我们感受、思考和行动的方式。日常生 
活比喻塑造了你怎样的认识/写作呢？ 

写作模式 

(1) 选择一篇代表你们学科主流写作规范的期刊论文。其论点是如何展开 
的？假定的读者是谁？论文如何表现意识形态？作者如何宣称对资料的权威 
性？作者在哪里？你在论文的何处？研究的主体与客体是什么？ 

(2) 选择一篇代表优秀定性研究的期刊论文。论文是怎样建立在规范的社 
会科学写作之上的？权威是如何宣称的？作者在哪里？你的论文在何处？研究 
的主体和客体是什么？ 

(3) 选择你的一篇课程论文，或一篇已发表的你以为较好的 论文。 你是如何 
遵循你的学科规范的？你对自己这样做有清醒的认识吗？你怎样写成这篇论 
文？哪些部分受到教授的表扬？你如何依据这些规范展开你的论述？你是否通 
过模糊其词、大讲行话、诉诸权威或其他修辞技巧以闪避一些困难的地方？你的 
写作排斥了哪些声音？你在哪里？你现在如何感受该论文？你建构论文的过程 
如何？ 

创迭牲分啣考作卖戏 

( 1 ) 参加或组织形成一个写作群体。可以是写作的支持群体、创造性写作群 
体、诗歌群体、博士论文群体、或其他形式的群体（关于博士论文和期刊论文的写 
作，参见 Becker ， 1986; Fox , 1985; Richardson , 1990； Wolcott , 1990)。 

(2) 在一本创造性写作参考书的指导下工作。这类参考书参见 ： Natalie 
Goldberg , 1986, 1990； Rust Hills , 1987； Brenda Ueland , 1938/1097 ； Deena 
Weinstein ,1993)。 

(3) 加人到一个创造性写作课题组或课程。这种学习经历对于初学者和有 
经验的研究者而言都很宝贵。 

(4) 利用你的实地笔记“写作”，将之视为一个练习机会，帮助你扩展写作词 
汇、思维习惯、对感觉的关注，将之视为一个抵御挑剔的科学声音的壁垒。在哪 
里比在你做研究的过程中更能形成你自我的感觉、自我的声 音呢？ 将创造性写 
作技巧运用到实地笔记中。你可能需要重新思考你所学习到的关于客观性、科 
学，以及民族志课题的认识。对于我而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不同的内容贴上 
不同的标签，在格拉泽和斯特劳斯 （Glaser & Strauss ， 1967) 研究的基础上，我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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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笔记,这些可能对你 有用： 

• 观察笔记 （ ON ) :这些是具体而详细的。我愿意将之视为我所见、所闻、所 
感等的非常准确的记录。因为我通过自己的感觉去体验，所以我和情境 
贴近。 

• 方法笔记 （ MN ): 这是给我自己的一些信息，是关于如何收集“资料” 
的——和谁谈话，如何着装，何时打电话等。我写了大量的这种笔记，因 
为我热爱方法，我愿意为我的研究过程留下日记。 

• 理论笔记 （ TN ) :这里 包括理论假设，后结构主义的连结，对我所做、所思、 
所见的批评等。我喜欢写这些是因为它们使我的实地记录文本有了替代 
性诠释和批判性的认识论立场。它提供了一种方式使我免于局限于对现 
实的某一种理解。 

• 个人笔记 （ PN ) :这 些是关于研究的情感方面的论述,包括我的谈话对象、 
我的疑惑、我的焦虑、我的快乐等。我想要我所有的情感都表现在论文 
中，因为我知道它们影响到我怎样宣称我的所知、影响我所宣称的内容。 
我也知道它们是理论假设的巨大源泉，如果在某个背景之下我感觉到某 
种特定方式，很有可能其他人也感觉到这种方式。最后，写个人笔记是我 
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方式之一，一种将写作视为研究方法、了解自我的 
方式。 

(5) 写日记。在日记中，写你自己关于研究工作的感觉。这不仅使你的写作 
更自由，而且它还是关于自我的叙述性写作或关于写作过程的写作故事的“历史 
记录”。 

(6) 写一份自传。这可以是关于你如何学写作的故 事：英 语课程的纲领（主 
题句？提纲？五段论文？），社会科学教授的权威言论，老师对你论文的评价，你 
现在如何写作，在哪里写作，你的特殊的“写作需要”，你对于写作和写作过程的 
感情（这个练习亚瑟 • 博克纳用过）。 

(7 ) 如果你想试验唤起式写作，一个极好的起点，就是把你的实地笔记转化 
为戏剧。看看你运用了哪些民族志规则（如忠于参与者的言论、忠于讲述者和事 
件次序等 ） ，用了哪些文学的规则（例如，讲述者讲述时间的限制，使“情节”发 
展，通过动作形成人物等等）。戏剧写作需要伦理的考虑。如果你怀疑这一点， 
那么比较一下将民族志事件写成“典型”事件和将它写成戏剧的差别，在戏剧中 
把那些将要在人前表演的你和你的主人都设计成角色。谁是那些所讲出来的词 
语的拥有者？怎样分配著作权？如果人们不满意他们被塑造成的角色又当如 
何？礼貌的规范被破坏了吗？在这里试验一下你的戏剧之口语版和书面版。 

(8) 试验一下将深度访谈转换成诗歌来表现。尝试只用讲述者的词语、节 
奏、人称、呼吸点、停顿、结构和措辞。你在诗歌的何处？关于被访谈者和你自 
己，你知道了哪些在你写作诗歌之前所不知道的东西？在科学的名义下，你牺牲 
了哪些诗的技巧？ 

(9) 试验叙述自我的写作。想想图克曼 （Barbara Tuchman ) 的警告吧：“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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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是——或位该是——抓住读者的注意力……我希望读者一直看到书的最 
末页。要想做到这一点，需要叙述稳定地向前发展，而不是精疲力竭地停下，而 
研究中的各个项目不能散乱不堪” （ TVew ； York ， 1989 年 2 月）。 

(10) 尝试写一种文本，运用不同的字体、字型和文本处理。传统的印刷方式 
是如何影响你的所知和你获知的方式的？ 

(11 ) 写一•个“分层文本（ Layered text )" (参见 Lather & Smithies , 1997 ； 
Ronai, 1992 )。分层文本是一种将你自己放置在文本中的策略，同时也将你的文 
本放置在文学和社会科学传统之中。下面是一种可能性。首先，写一段关于某 
个对你特别有意义的事件的自我叙述。然后，退后一步，从你学科的观点看看那 
个叙述，在叙述中插人一一在开头、中间或结尾部分都可以——相关的分析论述 
或参考，运用不同的字型，不同的页面排列，不同的分页或其他形式来标明文本。 
分层可能是多样的，用不同的方式标明不同的理论水平、理论、讲述者等等 （ 埃利 
斯使用过这种练习）。 

(12) 尝试其他策略写作新的民族志论文在社会科学方面发表。试试“无缝 
( seamless )” 文本，这种文本将以前的文献、理论和方法等遵循有意义的方式组织 
起来，而不是分成固定部分（实例 参见 ： Bochner , 1997)； 试试“三明治 
( sandwich )” 文本，在这种文本形式下，传统的社会科学主题就像夹“肉馅”的“白 
面包” （ C . EUis ，个人交流，1998年4月27 日）； 或者试试用“结束语”形式解释创 
造性文本的理论分析工作 （ 参见： Eisner , 1996 ) 。 

(13) 考虑一个实地研究的背景。考虑你在其中所据有的、各种不同的主体 
地位。例如,在一个商店中，你可能是售货员、顾客、经理、女性主义者、资本家、 
家长、孩子等。从不同的主体地位来写作研究背景（或该背景中的事件）。从不 
同的主体地位来看你“知道”了什么？其次，让不同观点之间相互对话。通过这 
些对话你发现了什么？ 

(14) 考虑一篇你所写的论文（或实地笔记）。你在文中舍弃了些 什么？ 谁 
没有出现在文本中？谁是被压抑的或边际化了的？从这一观点重新写作文本。 

(15) 以三种不同的形式写作你的“资料”——例如，将之写成叙述文本、诗 
歌或读者剧场。在每个文本中你知道了哪些在其他文本形式下所未知的内容？ 
这些不同的文本形式是怎样相互丰富的。 

(16) 从你的观点写一篇关于自我的论述（例如家庭中或讨论会上发生的事 
情）。然后访谈另一个参与者（例如家庭或讨论会的成员），让他（她）讲讲关于 
这一事件的故事。将你自己视为他人故事之一部分，就像他人是你的故事之一 
部分一样。你怎样从他人的视角重新写作你的故事？（这个练习埃利斯用过）。 

07) 合作写作是一种超越自己自然主义风格和态度的方式。这种练习我在 
教学中使用过，它对于写作群体而言应该也适合。每个成员写一个关于他（她） 
自己生活的故亊。可以是女性主义故事、成功故事、寻求故事、文化故事、职业社 
会化故事、现实主义故事、坦白故事，或其他形式的故事。所有人的故事都复印 
一份给这个群体。该写作群体然后分化为次群体（我倾向于三人群体），每个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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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合作写一个新故事，关于其成员集体的故事。这种合作可以采取任何 形式： 
诗歌、戏剧、小说、自我叙述、现实主义等。这种合作写作与整个写作群体都共 
享。然后，所有成员都写作他们关于合作的感觉以及在该过程中他们的故事，他 
们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 

(18) 记忆工作（参 见： Davies , 1994； Davies et al . ， 1997 ) 是另一种合作研究 
与写作策略。群体所共享的故事先是被讨论,然后重新写作，重点关注每个讲述 
中塑造故事的话语。当更多人讲述他们的故事时，人们纷纷记起他们自己故事 
的更多情节，或者形成了新的故事。参与者们发现了他们故事的共同之处，或许 
该写作就是 Bronwyn Davies ( 1 994 ) 所谓的“集体自传 （collective biography )”。 

(19) 考虑一段你的学术生涯之前或之外的对你深有共鸣的生活。将这种共 
鸣感用作理解和报告你的研究的“工作比喻”。学生们运用不可预测的透视镜创 
造了优秀的研究报告，包括运用舞台剧、插花规则、艺术构成和体育报导等来透 
视他们自己的生活以及他人的生活。从与你生活产生共鸣的地方开始写作为你 
形成了一种更完整的生活。 

(20) 不同的写作模式适合不同的观众和不同的场合。尝试写作同一篇论文 
适应不同的读者，如学术界读者、贸易界读者、普通大众、政策制定者、学术研究 
带头人等等 （Richardson ,1990) 0 对于那些可能希望将他们的研究结果友好地 
与被研究者共享的博士生而言，这种练习尤其积极有效。 

(21) 写作故事的写作 （Richardson ,1997) ，或写作关于你如何碰巧写作关于 
你的论文的反思性文章。你的写作故事可能是关于学科政治、院系事件、友谊网 
络、大学同学关系、家庭，以及个人的自传性经历等。写作故事将你的研究工作 
坐落于背景之中，将那些可能是孤单的或者看起来分散的研究任务和你生活的 
潮汐联系在一起。写作这些故事使我们想起了自我和社会科学连续的共同 
创造。 

意愿就是做一个你已经知道的事——不存在对此事的新的想像性的理 

解。目前，你的灵魂变得.贫瘠和干涸，因为你如此快地、如此高效地做完一 

件事又做一件以至于你没有时间形成自己的观点，让自已的观点闪光。 

Brenda Veland , 1938/1987 




) :解释 、评估与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 






Agger, B. (1989). Reading science\ A literary , 
political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Dix Hills, 
NY： General Hall. 

Agger, B. ( 1990). The decline of discourse : 
Reading , writing and resistance in postmodern 
capitalism. Bristol, PA： Falmer. 

Angrosino, M. V. (1998). Opportunity House： 
Ethnographic storks of mental retardation. Wal¬ 
nut Creek, CA： AltaMira. 

Ba, M. ( 1987). So long a letter ( M. Bode- 
Thomas, Trans. ). Portsmouth, NH； Heine- 

Baff , S. J. (1997). Realism and naturalism and 
dead dudes : Talking about literature in 11th 
grade English. Qualitative Inquiry t 3, 
468-490. 

Balzac, H. de (1965). Preface to The human 
comedy f from At the Sign of the cat and racket 
(C. Bell, Trans. , 1897). In R. Ellman & C. 
Feidelson, Jr. (Eds. ), The modem tradition : 
Backgrounds of modem literature ( pp. 246- 
254 ). New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42) 

Banks，A. ， & Banks, S. P. (Eds. ). (1998). 
Fiction and social research ； By ice or fire. Wal¬ 
nut Creek ， CA: AltaMira. 

Barley, N. ( 1986 ). Ceremony : An 
anthropologist* s misadventures in the African 
bush. New York： Henry Holt. 

Barley, N. ( 1988). Not a pleasant sport. New 
York： Henry Holt. 

Becker, H. S. (1986). Writing for social scien¬ 
tists： How to finish your thesis，book, or article.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ehar, R. (1993). Translated woman \ Crossing 
the border with Esperanza s story. Boston : Bea- 

Behar, R. (1996). The vulnerable observer'. An- 
thropology that breaks your heart. Boston : Bea- 

Behar, R. , & Gordon, D. A. (Eds. ). (1995). 
Women writing culture.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ochner, A. (1997). It’s about time： Narrative 
and the divided self. Qualitative Inquiry , 3, 
418-438. 

Brady, I. (Ed.). (1991). Anthropological poet¬ 
ics. Savage, MD： Rowman & Littlefield. 

Brodkey, L. (1987). Academic writing as social 
practic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Brown, K. M. (1991). Mama Lola： A Vodou 
priestess in Brooklyn,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rown, R. H. ( 1977 ). A poetic for sociology.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uner, E. M. (1996). My life in an ashram. 
Qualitative Inquiry, 2, 300-319. 

Butler, S. , & Rosenblum, B. (1991). Cancer in 
two voices. San Francisco : Spinster. 

Cherry, K. (1995). The best years of their lives : 
A portrait of a residential home for people with 
AIDS. Symbolic Interaction, 18, 463-486. 

Church, K. (1995). Forbidden narratives : Criti¬ 
cal autobiography as social science. Newark, 
NJ： Gordon & Breach. 

Church，K. (1999), Fabrications ； Stitching our¬ 
selves together [ Online ]. Ottawa： Canadian 
Museum of Civilization. Available Internet： ht¬ 
tp : //www/grannyg. be. ca/Fabrications/index. 
html. 

Clifford, J. (1986). Introduction : Partial truths. 
In J. Clifford & G. E. Marcus (Eds. ), Writ¬ 
ing culture :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 
phy (pp. 1 -26).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 
fornia Press. 

Clifford, J. , & Marcus, G. E. ( Eds.). 

( 1986 ). Writing culture :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lough, P. T. (1992). The end(s) of ethnogra¬ 
phy： From realism to social criticism. Newbury 
Park, CA： Sage. 

Crawford, M. A. (1951). Introduction to Old 












1014 


万卷方法 


定性研究（第4卷） ：解释 、评估与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 


De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in the Buffalo 
Creek floo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Fine, M. (1992). Disruptive voices : The possibil¬ 
ity of feminist research.'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Fishkin , S. F. (1985). From fact to fiction : Jour¬ 
nalism and imaginative writing in America. Bal¬ 
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Flick, U. (1998).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 Theory，method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 Sage. 

Fox, M. F. (Ed.). (1985). Schdarly writing 
and publishing : Issues , problems , and solutions. 
Boulder, CO： Westview. 

Frank, A. ( 1995 ). The wounded storyteller : 
Body, illness ， and ethics.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rohock, F. (1992). Healing powers.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eertz, C. (1988). Works and lives : The anthro¬ 
pologist as auth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 
versity Press. 

Gerla, J. P. ( 1995 ) . An uncommon friendship : 
Ethnographic fiction around finance equity in 
Texas. Qualitative Inquiry, 1, 168-188. 

Glaser, B. G. ， & Strauss, A. L.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 
itative research. Chicago : Aldine. 

Glesne, C. E. (1997): That rare feeling： Re- 


cultural politics. Boston : South End. 

Hurston, Z. N. (1991). Dust tracks on a roa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Original work pub¬ 
lished 1942) 

Hutcheon, L. (1988). A poetics for post-modern¬ 
ism： History , theory , fiction. New York： Flout- 

Jacobs, J. ( 1984). The mall\ An attempted es¬ 
cape from everyday life.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Jago, B. J. (1996). Postcards, ghosts, and fa¬ 
thers： Revising family stories. Qualitative In¬ 
quiry, 2, 495-516. 

Jameson, F. (1981).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Jipson, J. , & Paley, N. (Eds.). ( 1997). 
Daredevil research : Re-creating analytic prac¬ 
tice. New York： Peter Lang. 

Johnston, M. ( with Educators for Collaborative 
Change). (1997). Contradictions in collabo¬ 
ration： New thinking on school/university part¬ 
nerships.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Jones, S. H. ( 1998 ). Kaleidoscope notes： 
Writing women s mmic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Kaxp, D. ( 1996). Speaking of sadness. New .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aufman, S. (1986). The ageless seif : Sources of 



36 写作: 一种研究方法 


1015 


Lather, P. (1991). Getting smart ： Feminist re¬ 
search and pedagogy with/in the postmodern. 
New York ： Routledge. 

Lather ， P. ， & Smithies, C. ( 1997). Troubling 
the angels : Women living with HIV/AIDS. Boul¬ 
der, CO ： Westview. 

Lawrence-Lightfoot, S. ( 1994 ). V ve known 
rivers : Lives of loss and liberation. Boston : 
Addison-Wesley. 

Lawton, J. E. (1997). Reconceptualizing a hori¬ 
zontal career line ： A study of seven experienced 
urban English teachers approaching career end.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Lee, V. ( 1996). Granny midwives and black 
women writers. New York ： Routledge. 

Lehman, D. (1991). Signs of the times ： Decons- 
tnwtion and the fall of Paul de Man. New 
York ： Poseidon. 


Levine, D. N. ( 1985 )■ The flight from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iebow, E. (1967). Tally, s comer ； A study of 
Negro street comer men. Boston : Little ， Brown. 


Linden ， R. R. (1992). Making stories, making 
selves ： Feminist reflections on the Holocaust. 
Columbus :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Lockridge, E. ( J987 ). F. Scott Fitzgerald* s 
Trompe V oeil and The great Gatsby’ s buried 
plot. Journal of Narrative Technique , 17 ， 
163-183. 

Lyotard, J. -F. (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 
twn ： A report on knowledge (G. Bennington & 
B. Mas8umi, Trans. ). Minneapolis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argolis, E. , & Romero, M. ( 1998 ). The 
department is very male ， very white ， very old ， 
and very conservative : The functioning of the 
hidden curriculum in graduate sociology 
department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68’ 
1-32. 

McCall ， M, M‘ ， &Becker, H. S. ( 1990). 
Performance science. Socud Problems , 37, 
116-132. 

McCall, M. M. , Gammel, L. , & Taylor, S. 


(1994). The one about the farmer 1 s daughter : 
Stereotypes and self portraits. Minneapolis ： 
Country Characters. 

McMahon, M. (19%). Significant absences. 

Qualitative Inquirv ， 2 ， 320-336. 

Meloy, J. M. ( 1993). Problems of writing and 
representation in qualitative inqui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6 ， 315-330. 

Mienczakowski, J. (1996). An ethnographic act : 
The construction of consensual theater. In C. 
Ellis & A. P. Bochner ( Eds. ) , Composing 
ethnography :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 pp. 244-266). Walnut Creek, CA ： 
AltaMira. 

Mishler, E. G. (1989). Research interviewing : 
Context and narrative, Cambridge, M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elson, J. S. , Megill, A. , & McCloskey, D. N. 
(Eds. )■ ( 1987). The rhetoric of the human 
sciences : Language and argument in scholarship 
and human affairs. Madison :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Nicholson, L. J. (Ed.). (1990). Feminism/ 
postmodernism. New York ： Routledge. 

Norum, K. E. (in press). School patterns : A 
sext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Paget, M. ( 1990). Performing the tex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9, 136-155. 
Pandolfo, S. ( 1997). Impasse of the angels x 
Scenes from a Moroccan space of memory.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atai, D. (1988). Constructing a self ： A Brazil¬ 
ian life story. Feminist Studies t 14, 142-163. 
Pfohl, S. J. (1992). Death at the Parasite Cafe : 
Social science (fictions ) and the postmodern. 
New York ； St. Martin’s. 

Prartis, I. (Ed.). ( 1985 ). ReJUctwns ： The 
anthropological muse. Washington, DC ；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Richardson, L. ( 1985). The new other woman ： 
Contemporary single women in affairs with 
married men. New York : Free Press. 

Richardson, L. ( 1990 ). Writing strategies : 
Reaching diverse audiences. Thousand Oaks’ 




1016 sjm 定性研究（第 4 卷） ：解释 、评估与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 


CA ： Sage. 

Richardson , L. ( 1992a). The consequences of 
poetic representation : Writing the other, re¬ 
writing the self. In C. Ellis & M. G. Flaherty 
(Eds. ) ， Investigating subjectivity : Research on 
lived experience. Newbury Park, CA ： Sage. 

Richardson, L. (1992b). Resisting resistance 
narratives : A representation for communi¬ 
cation. In N. K. Denzin ( Ed. ) ,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 A research annual ( Vol. 
13, pp. 77-83). Greenwich, CT ： JAI. 

Richardson, L. (1993). The case of the skipped 
line ： Poetics, dramatics and transgressive 

validity.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4, 695-710. 

Richardson, L. ( 1995 ). Writing-stories : Co- 
authoring “The sea mortster，” a writing-story. 
Qualitative Inquiry,, 1, 189-203. 

Richardson, L. ( 1996a). Educational bird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 25 ， 
6-15. 

Richardson, L. ( 1996b ). A sociolt^y of 

responsibility. Qualitative Research , 19 ， 

519-524. 

Richardson, L. ( 1997 ). Fields of play ： Con¬ 
structing an academic life. New Brunswick, NJ ：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Richardson, L. (1998). The politics of location : 
Where am I now? Qualitative Inquiry, 4 ， 
41-48. 

Richardson, L. ( 1999a). Dead again in 

Berkeley. Qualitative Inquiry ， 5 ， 141-144. 

Richardson, L. (1999b). Paradigms lost [Distin¬ 
guished Lecture ]. Symbolic interaction , 22, 
79-91. 

Richardson, L. , &； Lockridge, E. (1991). The 
sea monster ： An ethnographic drama. Symbolic 
Interactwn, 14, 335-340. 

Richardson, L. , & Lockridge, E. ( 1998 ). 
Fiction and ethnography : A conversation. 
Qualitative Inquiry, 4, 328-336. 

Rinehart, R. (1998). Sk8ing. Waikato Journal 


search on lived experience ( pp. 102-124 ). 
Newbury Park, CA ： S 喂 . 

Ronai, C. R. (1995 ). Multiple reflections of 
child sexual abuse : An argument for a layered 
accoun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 
23, 395-426. 

Rose, D. ( 1989). Patterns of American culture : 
Ethnography and estrangemen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Rose, E. ( 1992). The werald. Boulder, CO ： 
Waiting Room. 

Rose, E. ( 1993 ). The worulde. Boulder ， CO ： 
Waiting Room. 

Rubin, L. B. (1976). Worlds of pain : Life in the 
working-class family. New York ； Basic Books. 

Schneider, J. (1991〉. Troubles with textual au¬ 
thority in sociology. Symbolic Interaction , 14 ， 
295-320. 

Schwalbe, M. ( 1995).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sociological poets. Qualitative Sociology , 18 ， 
393-412. 

Shapiro, M. ( 1985-1986 ). Metaphor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Cultural 
Critique ， 2 ， 191-214. 

Shelton, A. (1995). The man at the end of the 
machine. Symbolic Interaction , 18 , 505-518. 

Shostak, A. (Ed.). (1996). Private sociology i 
Unsparing reflections , uncommon gains. Dix 
Hills, NY ： General Hall. 

Simons, H. W. ( 1990). Rhetoric in the human 
sciences. London : Sage. 

Slobin, K. (1995). Fieldwork and subjectivity : 
On the ritualization of seeing a burned child. 
Symbolic Interaction, 18, 487-504. 

Sparkes, A. C. (1997). Ethnographic fiction and 
representing the absent other. Sport ， 
Education , and Society, 2 , 25-40. 

Stack, C. B. (1974). All our kin :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 New York ； 
Harper & Row. 

Statham, A. , Richardson, L. , & Cook, J. A. 




36 写作: 一种研究方法 


1017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Stewart, J. ( 1989 ). Drinkers, drummers and 
decent folk： Ethnographic narratives of Village 
Trinidad. Alban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toller, P. ( 1989 ). The taste of ethnographic 
things : The senses in anthropology. 

Philadelphia *.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St. Pierre, E. A. ( 1997a). Circling the text： 
Nomadic writing practices. Qualitative Inquiry ， 
3, 403-417. 

St. Pierre，E. A. ( 1997b). Nomadic inquiry in 
the smooth spaces of the field： A prefa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10, 175-189. 

Tedlock, D. ( 1983 ). The spoken word and the 
work of interpretation. Philadelphia :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Thome, B. ( 1993 ). Gender pla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Trinh T. M. ( 1989). Woman, native, other： 
Writing postcolomality and feminism. 
Bloomington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Turner, V. ， & Bruner, E. M. (Eds.). 

(1986 ). The anthropology of experienc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Ueland, B. (1987). If you want to write： A book 
about art，independence and spirit. Saint Paul, 
MN： Graywolf. (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8) 

Ulmer, G. (1989). Teletheory： Grammatology in 
the age of video. New York； Routledge. 

Van Maanen, J. (1988). Tales of the field： On 
writing ethnography.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an Maanen, J. (Ed.). (1995). Representation 
in ethnography. Hiousand Oaks ’ CA： Sage. 

Visweswaran, K. ( 1994). Fictions of feminist 
ethnography. Minneapolis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Walkerdine, V. ( 1990 ). Schoolgirl fictions. 
London : Verso. 

Weedon, C. ( 1987 ). 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Weinstein, D. ( 1993). Writing for your life\ A 
guide and companion to the inner world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Whyte, W. F. (1943). Street corner society :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hyte, W. F. (1992). In defense of Street comer 
socie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 
21， 52-68. 

Williams, P. J. (1991). The alchemy of race and 
rights： Diary of a law professo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ilson, C. (1965). Crazy February： Death and 
life in the Mayan highlands of Mexico.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olcott, H. F. (1990). Writing up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Wolf, M. A. ( 1992 ). A thrice-told tale： 
Feminism, postmodernism , and ethnographic re¬ 
sponsibil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Yu, P. -L. (1997). Hungry lightning : Notes of a 
woman anthropologist in Venezuela. 
Albuquerque :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Zola, E. (1965). The novel as social science. In 
R. Eliman & C. Feidelson, Jr. (Eds. ), The 
modem tradition : Backgrounds of modem 
literature ( pp. 270-28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80) 

Zola, I. K. (1982). Missing pieces : A chronicle 
of living with a disability. Philadelphia :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人类学诗学 ES 

AN'i'HR0P01 .OG1CAI. KM •: I'lCS 


诗学通常与文学研究相联系。但是，它以好几种方式延伸到人类学，尤其当 
文本被看成“文化作品”的时候更是如此一个明显的联系就是，人类学和其 
他学科一样，是一门文学性的学科，因为它主要通过文字来传递信息。其语言基 
础使得人类学与传统诗学研究一样，对文本构造、文本权威、符号行为、论说的语 
义产品，以及，广义上讲，所有关于模仿的哲学性的与批判性的问题感兴趣。其 
自身多样化的历史使得人类学总是进行着关于艺术和科学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 
科中的位置的争论，并在排斥艺术或人文方法与解释上的科学取向和排斥科学 
方法的艺术取向这两个极端上形成两大阵营 （ F u ji mara ,1998 )。 总地来说，人类 
学的自身定位存在于两者的相互妥 协：人 类学自视为一种“艺术性的科学” 
(Brady, 1990a, 1993 ) 。 这种自身定位使得来自其他学科的各种后现代性的挑 
战成为可能，包括那些以文学和诗学为旗号的挑战。 

文化人类学既涵括个人化的研究,又包括系统化的跨文化比较，因而其潜在 
的诗学根源有更广阔的基础。这就使人类学家得以在出人一些学科的同时发展 
他们自己的特色研究，研究他们自己的社会中，其他文化里以及他们同其他文化 
的沟通中的那些诗化物的内容和形式②。在这些领域里又需要批判性地考虑各 
种问题，从文化相对主义到关于文化呈现的不同哲学解释。这些问题长期以来 
受到其他学科的关注，却受到人类学的忽视。其他学科的理论家也在相同的问 
题上涉人人类学。然而这种相互涉人却被人类学的“文本性”和文本研究的“人 
类学化”所掩盖®。这同时也导致关于在多大程度上人类学需依赖其他学科而 
非开创自身适应性出路以解决所面临的挑战的疑惑。比如，关于“论说的社会学 
定位，展示论说如何在社会政治竞技场上发挥功能、相互竞争、彼此消灭，以及发 


① 参看巴彻勒 （Ba C helard,l%4) 的“空间诗学”，巴彻勒 （Bachela«M971) 的“幻想的 诗学' 布朗 （Brown, 
1977 ) 的“社会学诗学”，和哈林 (HaUyn , 1990 ) 的“世界的诗学结构”。 

② 对民族志学者而言，关注与其他文化交流的诗学其旨趣在于田野工作的故事是如何被讲述的。参见： 
Bruner, 1984； Prattis , 1986； Van Maanen， 1988 ; Manganaro，l990a;Brady,i991a ; 0，Nell， 1994。 

③ 参见 •■Beaujour，1987，p.470 ; I*'ischer，1988，p.8 ; Burke，1989，p. 188；Kmpat, 1992,p. 51 -52；Robbins, 1987； 
Tam, 1991,p.63；Tsing, 1994；Tames,Hockey, & Dawson, 1997。 



现论说演变的历史” （ Fischer , 1988 ,p. 8 ;Krupat, 1992 ，pp. 51 -52 ; Taylor, 1996) 。 

在人类学和其他研究诗学的学科中间有一个著名的环节，那就是结构主义。 
尽管已不再流行，结构主义，这一由语言学家索绪尔 （ Saussure ) 和考姆斯基 
(Noam Chomsky ) ，心理学家皮亚杰 （Jean Piaget ) ，尤其是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 
(Levi Stmuss ) 在本世纪发展起来的流派，对六七十年代的文本研究有着重大影 
响①。诗学的概念及其研究被永远地改变了，在这一过程中要将人类学诗学划分 
清楚也成了一件复杂的事②。这些没有令大部分现代批评家失望，他们乐于找寻 
传统学科间因相互割裂而存在的缺陷。现在，诗学则史无前例地成为了一个跨 
学科的话题。然而，人类学家的足迹是独特的，辨识它是可能的。即使人类学对 
诗学的探寻缺乏学科研究一贯性，我们仍然能够通过考察人类学家对诗学的运 
用和考察他们的研究与其他学科相似研究的交叉点来发现把握其踪迹。 

没有完全背离构成文学作品传统权威的那些共同基础，人类学的诗学研究 
深入到论述的表现性问题，包括仪式和世界观及其与语言和文化的联系，从部落 
社会到现代剧场，从而它与大多数学科不一样③。民族诗人——那些从诗学角度 
研究其他文化的文化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和诗人——从来不会忽视建构且促成 
论述的语言，无论是口头的还是文字的④。这也是人类学诗学的课题自然地通常 
成为社会语言学和语言学（它们也有自身的科学梯度和精明的研究者）关注的对 
象的部分 原因； 也是解释其成为经验性、严谨的语义学，以及六七十年代人类学 
中流行的认知人类学关注的话题的 原因； 还直接是各种话语中心的产物,包括写 
作。它们被语言的工具性联系在一起。 

在文化上对语言中心地位的强调是结构主义和诗学吸引语言学家的一个最 
初的原因，同时也是早期在民族志学方面对于逻辑实证主义不满的主要诱因。 
人种学惯常通过掩饰原作者的主观性及其作品的修辞性作为其具有不偏不倚的 
客观性的借口。研究者们不断加深对田野调査的相互协作性的认识，越来越需 


① 参见： Levi-Strauss ,1962,1967,1969； Riffaterre ,1970；Scholes, 1974； Culler ,1975,1977 ；Todorov, 1977,1981； 
Harland,1987 0 

② 参见: Boon,1972 ; Tod 0 iw,1981 ; Eagl e ton,1983 ; Brady,1991 a ;Brooks, 1994。不断发展的“文化研究”领域 
在这些方面同样避开学术旨趣及学科划分等问题(参 照: Marcus, 1998) 0 虽然这个标签更多地用在了别的书籍和 
文章之中，但是相比较而言，体现在文学杂志《当代文化批评与诗学》以及 《美 国人类学家》 、《文 化人类学》、《人 
类学与人文 主义》 中的学术旨趣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③ 参见： Turner, 1974, 1982a, 1982b； Bauman, 1977,1992； Schechner, 1985,1995; Graham, 1995; Dening, 1996； 

Brady, 1999。 ’ 

④ 例如，民族志诗人安汀( Antin , 1983 ) 归纳了人们进行口头交流时的各种行为,他写到 :“全 世界的人们拥 
有大量不同的语言，人们宣布、问候、告别、恳求、介绍、询问、遨请、要求、命令、劝诱、乞求、鼓励、请求、回答、提名、 
报告、描述、叙述、解释、分析、教导、建议、服从、拒绝、道歉、责备.玩笑、奚落、侮辱、赞扬、讨论和闲谈。在这些人 
们的语言活动中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数童的普遍的交流类型,这些就是诗学研究的源泉。如果说有一个地方我 
们可以找到民族志诗学的话，那么就是这里。在这些具有普遍性的交流类型当中，所有语言学的发明开始了。我 
将民族志诗学中的诗学部分作为那些语言学发明与发现的结构，并通过它探究语言系统的转换能力并发现或发 
明这个世界本身。” （P. 451)' 虽然还不能作出很好地定位以及对文化过程并没有比对文化产品来的关心，但那些 
已被发现的结构被置于具体的社会中，也就是这个逻辑的和符号的系统将帮助我们找出研究内容的特征和整个 
文化的社会关联 （ 包括人类学本身—— 参见: Boon, 1982,1984,1989； Brady , 199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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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具反思性的分析视角（如在结构主义方面，符号学家 Umberto Eco 和文学评 
论家 Roland Barthes 等学者提出的受众 理论； 而在文学作品的歧义性问题上，前 
苏联评论家 Mikhail Bakhtin 作出了创造性贡献），这些在总体上促进了语言学及 
人类学的批判性对话。①这种对话性质的诗学的一个挑战是它“必须首先辨别 
和组织不同观点之间的联 系：它 必须对复杂的话语结构系统有足够的认识，这些 
结构系统和模式塑造了作者对其表达方式的认识，以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人 
种学者们乐于这种辩论是因为这种辩论界定了自觉的跨文化研究和写作的关系 
及他们所受到的制约。但是，作为一种新的文化与文本研究范式的语言学转向， 
它运用较为严格定义的语言作为人种学调査研究的关键，到目前为止却被证明 
是不充分的，或者至少是不完善的。这种不完全的转向造成了当前在文化民俗 
学的表征和解释方面的论争，在那里存在许多哲学和方法论上的不确定性②。 

诗学的人类学版本延伸人许多其他学科并因而拥有很广的范围。它一方面 
包括从对诗的自觉的兴趣，如诗人达弗 （ Dove , 1994 ) 的明快描绘，是“使一个个体 
的内在世界被他人所理解的艺术”。另一方面，它是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分析，正 
如法国批评家保罗 • 沃勒瑞 （Paul Valery ) 的诗学概念“那些以语言作为它们的 
本质和工具，实现于创作和写作中的东西”。从众多的角度来连接繁琐的解释框 
架，人类学诗学主要着眼于三个方面的探求：民俗诗学 （ ethnopotics ) 、文化人类学 
(literary arthropology ) 、人类学诗学 （anthropological poetry ) 。 

民俗诗学 

民俗诗学可能是人类学在诗学领域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泰德洛克 （ Tedlock , 
1992) ，是这一领域的先驱。他将其定义为“在全世界的语言和文化的范围中对 
话语艺术的研究”。它主要强调“语音形式的交流。说话、交谈或歌唱的声音塑 
造出箴言、谜语、陈述、悼词、赞辞、祈祷、预言、公告和描述”。这类研究的目的 
“不仅是分析和解释口头表达，而且是为了通过记录和翻译使这些口头表达的艺 
术性得以展示 "。自 19世纪60年代文化民俗学作为一门特殊的学科在美国出 
现，文化民俗学家们在这方面作了很多努力。 

诗人民俗学者罗森伯格 （Jerome Rothenberg ) ，在1968年创造出民俗诗学一 
词。他被认为是“美国民俗诗学之父” （ Tarn ，1991， P .75)。 他这方面的大部分极 
具指导性的思想已被收集成册。他的这些书也表明了来自其他多种学科学者的 
灵感，包括各种社会科学家、文化民俗学家和诗人[尤其是索罗 （Henry David 
Thoreau ) ，斯坦 （Gertrude Stein ) ，庞徳 （Ezra Pound ) ，雷姆邦德 （Arthur Rimbaud ) 
和布雷克 （William Blake )] ，以及其他有影响的社会思想家。罗森伯格的其他著 

① 更多的有关对话方面的论述请 参看: Tedlock, 1983, 1987b; Hill, 1986； Feld, i987 ； Holquist, 1990； Weiss, 
1990；Brady,199lb；Bruner & Gorfain,1991 ;Duranti, 1993 ;Emerson， 1997。 

② 参看： Harland，1987;Clifford & Marcus ， 1986;Clifford,1988;Fabian，1994;Marcus, 1998;Geertz,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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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深至口头诗艺的根源，远至 Pleistocene 后期的相关传统，重至剧院的诞生和土 
族宗教中的诗艺。而一个不变的主题是如何缩小现代思维在“我们”和“他们” 
之间设置的距离。这种分离是历史性的，而且这些人为的障碍把我们与当今世 
界的一些原始部落的传统分离开来。作为众多诗论著作的作者，罗森伯格还与 
泰德洛克共同资助并编辑了激进杂志《民俗诗学》 ( Alcherinal / Ethnopoetics ) 。这 
本杂志描述“非洲、亚洲、海洋岛屿和美洲的土族口述艺人作品的纪录和翻译” 
(Tedlock,1992, PP .81>82 )。 它热诚地发展民俗诗学，致力于将诗学从西方文献 
的单一传统中解放出来，并探索新的技术以翻译部落社会诗歌。尽管《民俗诗 
学》已经封刊，他的实验精神仍是当今民俗诗学的一大特征 （ Tedlock ， 1983 ， 1990 ， 
1992 )。 

语目人类学家海姆斯 （Dell Hymes ) ，邓肯 （Robert Duncan ) 和奎沙 （George 
Quasha ) ，人类学家及诗人迪亚蒙德 （Stanley Diamond ) 和其他像罗森伯格一样有 
一些人类学或语言学训练的诗人，包括安汀 （David Antin ) 和施尼德 （Gary 
Snyder ) ，他们富有创意的著作对民俗诗学的历史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一个 
群体，他们影响着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所有对这一领域的发展和维续作出贡 
献的学者。其中一个就是特纳 （Victor Turner )。 十五年前，当特纳将民俗诗学和 
他自己关于意识的著作联系起来的时候，他提出民俗诗学使“身体和精神,无意 
识和意识，种群和个体之间的深层联系”被重新认识，这种联系自人类学的殖民 
时期就从未被重视过，仿佛它们与研究目的毫无关系 （ p . 338 ) 。他还一针见血地 
指出，当西方殖民者力图用西方文化包围非西方哲学和诗学的时候，西方社会对 
其他文化，世界观，生活方式的了解日益增加。正是这个时候民俗诗学开始复兴 
并争取对非西方哲学和诗学的理解和尊重。人类学也力图建立起后殖民时代的 
自我认同。这些努力与人文人类学的领域直接联系起来。① 

人类学家及语言学家巴索 （ Basso ,1988) 指出了另一个存在于民俗诗学的主 

要问 题:话 语霸权-当我们使用和展示跨文化经验时，表现于我们所使用的语 

言和学术形式中的一种文化偏见。巴索指出“越来越多的语言人类学家承认许 
多美洲土族的口头文献被错误的分析、展示和翻译”。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 
间，“美洲土族故事讲述者的口头文化产品被展示成一段段散文，并用段落和句 
子来进行划分”。最近的研究表明，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歪曲。“美洲土族故事讲 
述者经常用一种有韵律的诗句讲故事。这种表达方式在今天的一些印第安社区 
还在被使用②。” （ P . 809) 民俗诗学的任务就是决定哪些证据可以证明这些诗歌 
形式的存在，并回答各种相关问 题:“ 如果有一个正确纪录的文本，和对该文本使 
用语言的了解，分析应该如何 进行？ 应使用哪些理论框架，以及该如何修改这些 


① 例如， 参看: Tam，1991 ; WUk，1991 ; Scott，1992 ; BrBdy&Tum er ，1994。 

② 参看： Rothenberg，1981 ,1985； Swann, 1983 ；Tedlock, 1983；Tedlock & Tedlock, 1985 ；Kroskrity, 1985 ；Sherzer 
& Woodbury, 1987 0 关于民间讲述的人类学， 参看: Jackson, 1982; Swann, 1983； Shelter & Woodbury, 1987 jNarayan, 
1989 ； Abu-Lughod, 1993 ；Basso, 1995 ；Graham, 1995 : Candre & Echeverri，1996 ; ReicheM)oimatoff，1996 0 



1022 -万卷 立 > 定性研究（第4卷〉 ：解释 、评估与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 

理论框架？ ” （ Basso, 1988, p. 809) ①。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横扫人类学在过去 
的二十年中所面对的许多后现代挑战。核心的考虑是文化和历史定位，即对任 
何事我们都无法采用一种超文化或者说是纯客观的视角。因此学术著作的许多 
问题显得不可避免，如文化构造性、修辞性、喻意性、立场的强化、不完美带来的 
混乱，等等。这些不足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并有待更多的讨论。 

文学人类学 

人们不断地探索着人类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格尔兹在人类学领域开创性 
地对此提出了一些主要观点 （1973,1 $83,1988)。同样的 ， Hayden White 所注重 
的“历史的内在文学性”观点也明显^预见到了现在一批理论家和历史学者阅读 
人类学作品的方式，即需要将创作当作文本纳入到研究中去。因此，是“格尔兹 
近二十多年来的人类学作品大致确定了人类学最终的但又略显模糊的特性，他 
认为文化间的互动本身是符号性的，是一套能为跨文化读者所理解的符号系 
统。” （ Manganaro , 1990 b , p . 15) 如果继续探究这个问题，无疑将对人类学目标与 
研究策略方面的思想产生巨大影响，但人类学与文学之间存在的关联在有些领 
域还没有得到深人地研 究：“ 我们有太多的理由需要去重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共 
通之处，我们已经了解将文学转换成非文学知识的极大可能性。当然，我们也知 
道在这些不同学科的边缘地带存在着模糊与矛盾” （ Miner , 1990， P . 12) ——在那 
里存在着问题的主要 方面: 混乱的边界。然而现在，针对两个既有联系又相互区 

别的对象——“文本”与“文化作为文本”-些人类学家依据格尔兹的理论 

预设认为，他们的学科在功能上可作为一种文化批评的形式，这与那些已进人文 
学领域主流的批评形式并没有本质区别③。著名的人类学批评家马库斯 
( Marcus ,1998) 超越了那种将民族志视为仅仅是理解性地跨文化描述的幼稚观 
念，他同时赋予诗学以审美价值与权威。他说 :“当 我们将手头的作品加以艺术 
化之后，我们的表述将是一种文化进程中的具有权威的表述” （ P . 68) 。总之，此 
类作品具有寓言的特征 （ Clifford , 1988), 并且是多层次的，它们承载着各种文化 
特质和政治诉求，这些特质与诉求都体现在“文学现实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术语” 
之中 （ Feld , 1987, p . 190)。“解释人类学”中为大家所关注的热点皆来源于此类 


① 参照： D. Tedlock,1972, 1985, 1987a, 1991,1993； Culler, 1977, p. 8; Riffaterre, 1984；Sheraer, 1987； Graham, 
1995 „ 

② 如果本质上不是文学的话- 参看： Spradley & McDonough, 1973； Langness & Frank, 1978; Dennis & 

Aycock, 1989；Handler, 1983,1985,1990；Handler & Segal, 1987；Richardson, 1990；Benson, 1993 。 

③ 参看： Marcus & Fischer, 1986； Handler, 1983, 1985,1990； Handler & Segal, 1987 j Fischer, 1991 j Marcus, 



诉求①。 

通过思考那些重要作品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考察作为文本的文化间互动的平 
衡问题，田野观察者必须学会如何真实地“阅读”②。从 20 世纪 80 年 代早期 ，马 
库斯和其他几位人类学家就开始花费大量精力去研究隐喻的效用，去了解文学 
方法和理论如何才能恰当地运用于他们的作品，运用于对其他文化的研究，包括 
对特定的地方口语的研究③。同时代的那些丰富的第三世界文学作品是另一类 
分析对象，这美分析将民族志批评与文学批评结合在一起 （Marcus & Fischer, 
1986, p.74 )®。 这样做非常重要，“不但可以作为一种导向或作为该领域的发展 
需要，而且还预示了一条可行之路。通过这一途径，民族志的形式可能得以改 
观，从而能更好地反映各种文化体验，找到既可运用于本土作品创作又可运用于 
民族志学者田野工作的那种表述方式” （Marcus & Fischer , 1986 ,p. 74 ) ，并且最后 
会“发展成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批评形式” （Marcus & Kscher ， 1986 ， p. 1 ; 亦 
参见 Williams ， 1998 )。 

这项工作已在各种民族志与历史学的语境中得到批判性⑤地和创造性⑥地 
拓展。但在此过程中不断增强的文学性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比如作为一 
个人类学家该“如何书写”以及“小说在现实主义民族志中的定位”问题（参看 
Banks & Banks , 1998 ； Ellis & Bochner , 1996 ； Rapport, 1997 ) 。 格尔兹 （ Geertz, 
1988) 第一个提出了人类学作品中存在的不可避免的虚构性问题。这种虚构性 
是指，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事物是建构出来的”。这种虚构（建构）并非不 
真实，只是不能避免其某些虚构的特征，因为我们通常是选择一种类型的真实作 
为解释模型或者仅仅因为曾经“来过这里 （ been there ) ”就宣称对另外一种生活 
方式具有了解释的权威。民族志的权威应该源于一种更具创造性的自足的历史 
与文化的环境。在这一环境中，作者是一个自然的交谈者，在共同建构起来的谈 


① 当然，主要的特征就是“解释性”。此外,解释人类学作为当代哲学与社会科学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 
组成部分 无需: ①反经验主义(任何学科若没有经验基础怎么能成立呢?）②反客观性（参见: Brady, 1991b ; R 0rty , 
1979,pp.361-363;Spiegelberg,1975,pp.72-73) ，或者③反科学性（参 照： Barrett, 1996； Holton, 1993; Jennings, 1983; 
Knauft, 1996；Lett, 1997 ；Maxwell, 1984；O'Meara, 1989；Sangren, 1991 ；Shankman, 1984) 0 但是可靠的社会科学拒绝 
教条的经验主义，因为这会使注意力过分集中于行为而在一定程度阻碍对意义的研究（参 看: Brady, 1993, p.277, 
n. 28; Fernandez, 1974； Polanyi & Prosch, 1975； Rabinow & Sullivan, 1987) 0 

② 特别是模仿格尔兹对巴厘岛斗鸡的典范性的观察。 

③ 参看： Marcus & Fischer , 1986, p. 72； Marcus,1980,1998；Marcus & Cushman, 1982；Boon, 1972,1982,1989； 
Clifford & Marcus,1986;Fernandez,1974 ,1985, 1986,1988 ,1989。也 参看： Fischer，1988,1989,1991 ；Fabian, 1990,p. 
767: 如果作品是对他人文化和政治压迫系统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继续写作，我们怎么才能避免助纣为虐； 
Manganaro,1990a；Tam,1991 : Karp & Levine, 1991 ；Said,1991 & Krupat ,1992； Marcus , 1993 0 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即 
在对其他民族生活和习俗进行民族志学描绘过程中出现的意识形态问题方面，对 Kmpat，Mascia-Lees,Sharpe, 
Coh en ( 1993) 进行了评论。 

④ 参看: 西尔科 (Silko，1977) 和摩麻戴依 （Momad ay ，〗989) 的畅销小说，以及施莱特尔 （Slater，1982) 关于巴 
西 literature de conW” 的民族志学阐释。 

⑤ 参看： Dennis & Aycock, 1989； Hosaldo, 1989； Manganaro, 1990a； B. Tedlock, 1991； Brady, 1991b； Benson， 
1993;James et al. , 1997；Marcus, 1998 0 

⑥ 参看： Feld, 1982; Jackson, 1986；Turner, 1987； Dennis, 1989； Fox ( 1989； Stewart, 1989； Richardson, 1990； B. 
Tedlock, 1992；Gottlieb & Graham，1993 ; Umon，1994 ; Behar，1993，1996 ; Stewart，1996;Dening，1998a, 199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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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中与对象交流感受。这种对话直接的就是一种“创作行为” （ Geem ，1988) ;民 
族志知识实际上是“由写作习惯所创造的” （ Fabian , 1990， p . 762 ) 。由于一般的 
民族志作品总是着力于对人们生活的记录，这在本质上使此类作品与文学和历 
史的作品不同 （ Manganaro , 1990 b ) 。但是，除开民族志作品对客观性的要求及其 
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挑战，民族志创作不再被看作是一种在其内容基础上的自然 
地或有机地 拓展; 人类学家“或者致力于先在的叙事结构，或者创造出一种与旧 
形式不同的新的结构” （ M a ng anaro ,1990 b ， P . 15)。因为不允许通过未结构化的 
文化或语言学途径讲述事实（因为就历史而言，没有一个故事的结构是无条件 
的），并且由于其根植于人类学田野工作模糊的跨文化边缘地带，所以民族志的 
表述可借助这种边缘的模糊性，针对任何话题作出各种强有力的阐释。作为一 
个“含糊的文本”，①民族志有能力对其研究领域进行进一步地拓展。 

由于企图淡化作者的角色、小说的定位以及民族志现实主义传统中含有的 
文学因素，这彰显出该领域两个未经细致考察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新的，另 
一个问题是原有的，并有可能出现第三个问题。第一，它显示了一种需要，即批 
判性地重新审视人类学中唯一成形的诗学流派——民族志小说的作品结构及其 
现实主义假设②。第二，人们在人类学的很多方面都进行着积极地探索，希望能 
采取更文学化的方式来促进具有现实主义传统的民族志经验的交流，包括那些 
“作者意识 （writer consciousness )” 浓厚的文学形式（举例来说，作者意识是指与 
实证主义传统相反，作者以第一人称叙述者和行动者的面目出现）③。虽然现在 
针对这一话题已有很多不同的表述④，但到目前为止在所有这些作品中最为著名 
的当属 Levi Stmu SS ( 1961) 的 Triites 7>印~ ⑽， 该书为坚持探索这一人类学主题作 
了基础性的工作⑤。它“作为一个人类学文本极大地影响着当前人们对人类学 
存在的表述问题所作的本质性的思考” （ Manganaro , 1990 b ， p. 17)。其中一个影 
响深远的方面就是当前在民族志和历史学研究中⑥，人类学家更加 警惕于 他们作 


① 相关的涉及文本权威和民族志学表述的读物可 参看: Geertz, 1973,1983,1988,1995,1998 ； Lanser, 1981; 
Bruner, 1984； Fernandez ,1985,1986； Webster, 1986； Fabian, 1990； Weinstein, 1990a, 1990b； Simms ， 1991； Tsing, 1994； 
Dening, 19% , 1998a, 1998b；Rapport, 1997；Banksh & Banks, 1998 0 参照： Taussing，1993;Motzafi-Haller， 1998。针对 
近来的一种争论，即在历史上的民族志学是谁在为谁说话，可参看 : 0be ye8 ek e re，1992 ; Sahli ns ，1996 ; B(m)f S k y ， 
1997 0 参照: Brady ,1985。 

② 参看： Lafarge, 1929； Bohannan, 1954； TumbuU,1962； Stewart, 1962; Matthiessen, 1963,1975； Kurten, 1980； 
Tho_，1987 ; Handy，1973 ; Thompson，1983 ; Jackson，1986 ; Knab,1995 0 参照: 特纳论文集中的有关论述。 

③ 参看： Turnbull, 1962，1972； Rabinow , 1977； Dumont ，1978； Crapanzano, 1980； Turner，1987; Dennis, 1989； 
Dennis & Aycock, 1989 ；B. Tedlock ， 1992 。 

④ 可特别 参照: Gottlieb & Graham, 1993；Fischer, 1988；Beaujoir, 1987；Tam,1991 ;WoIf，1992。 

⑤ 塔恩赞同列维 • 斯特劳斯的 观点: 他也许是一个有创新力的作者并且取得了相应的成功，“他选择了那 
样一种表达方式” （P. 56)。曼加那罗 （ManganaroJ990b) 补 充道: “TVistes Tropiques 中那种创作意识不仅体现于作 
者所采取的文学形式上，还体现在作者在研究其对象时所采取的恰如其分的视角” （p .〗 6) 。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Levi-strauss 因为其他作品中的形式主义而广受指责（参 看: Eagleton，1983 ;Geertz，1973 ， pp. 345-359 ；Harland, 1987 ； 
Prattis, 1986；Boon, 1972,1982 ；Brady, 1993) 0 博学的列维 _ 斯特劳斯看起来曾经涉及了所有的基本问题。 

⑥ 这一主题在邓宁（1^吔，1980，1998 & )，格尔兹((^ 1 12，1998)和博罗夫斯基(8 0 10【和，2000)那里也显而 




为作者和评论者的角色，同时也更警惕于其创作的作品和所作的评论，特别是涉 
及人类学方法和理论方面①。 

第三，这种新的对创造性结构的重视以及对人类学文本不可避免的复杂性 
的持续关注，已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认识论的混乱。它不但使实证主义与所有 
后来的解构主义的“取消”相对峙，而且还意味着现实主义传统中作品的“背景意 
义”的失败，是对那些虚构的科学信念的直接挑战（参照 Barthes ， 1972 )。 与科学 
不一样，文学或诗学将对信息的形式而不是内容的强调当作其主要的任务。在 
形式主义者看来，我们可在任一文本中找出其文学性并把它称作诗性，诗性指的 
是一件作品本身的语言特性及其通过自证性的语言形式捕捉对象的尝试（参看 
Jakob 8 on,1987) 0 一个极具诗性的文本，不论是散文还是诗歌，在此种意义上其 
形式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蕴涵了 一些不可言传 之意; 尽管采取的途径不同，但值 
得肯定的是那些符号涵盖了被表达之物而又没有放弃其基本的与更真实的科学 
表述相交流的功能 （ 参看 Irvine, 1987 ， 1994) 0 观察者想不经过自身而直接去关 
注所研究问题的“客观面”，这种写作企图实际上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源于一种 
特殊的假设和愿望，即企图将“文化”转变成“自然”。它将规则和权力等因素隐 
藏在符号之后，想使它们不为人所见 （ Brady,1991a， P . 216 )。 如同艺术，自然科 
学的叙事是在各种独特的文化习俗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交互产生的。作者以一定 
的方式运用特定语言代码重构它们，并通过读者的能动阅读过程，使文本的意义 
最终得以呈现。在这种交互作用中，一个概念可以获得新的更为丰富的内涵。 
它缺少确定性，变成一个可操纵的文化符码，我们在追寻它的源头及通常用法之 
余,发现其语意边缘总是“暧昧”的。所以它不可能是建立在虚构客观性基础上 
的脱离了文化的纯粹观察。 

当然，自然科学需要语言，但它不像文学那样声称或把自己当作是一种“内 
在 （ within )” 的语言。一名卓越的诗人犹如一位“忘我的艺人”或一位“倾情独白 
者”，在其文本中体现出语言的“技艺”（诗人的独特感悟表现在诗歌的语言和形 
式上，只有通过对这种独特感悟的把握才能达到对诗及诗人的理解）。而学术论 
文的作者则尽力避免表露私人感情 （ Geertz , 1998—）。由于各种不尽相同的写作 
模式所导致的作者与文本间的割裂，是一个创作上的难题。这也包括当前民族 
志作品中小说的创作。作者与文本间存在的问题导致了对“时间框架”的争论 
(我们是“现在”而他们是“过去”）②，更不必说在各种过度抽象了的哲学假设方 
面也存在着分歧,包括观察与交流过程中“客观如实反应”的可能性以及各种相 
关的客观性问题 （ Rorty ,1979) 。所以需要寻求一种恰如其分的语言，藉此现代科 
学可以了解并把握自身，使其无法言传的部分得以表述，巴希斯总结说 （ Barthes , 


① 参看： F<w，1991 ; Poggie，De Walt & Dressier, 1992; Borofsky,1994；Barrett, 1996；Jessor,Colby & Shweder, 

1996;Knauft,I996 i Denzin,1997jLett,1997 ; James et al. ,1997；Uylon,1997；Rapport, 1997；Marcus, 1998；0'Meara 
1997。 ' 

② 在这问题上重要的评论 参见： Wolf, 1982； Fabian, 1983； Borofsky, 1987,2000；Thomas, 1989,1991 ； D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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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这只能由创作来达到，而这本身就是个语言问题。 

自从德里弗斯和莱比诺 （ Dreyfus & Rabinow ， 1983 ) 对福柯的思想以及相关的 
人类学观点进行挑战之后，解释人类学批评的哲学依据以及文本间的转换开始 
变得困难①。任何对解释人类学与现代科学的真诚地融合（并且，某种程度的与 
考古学、物理人类学融合——参见 Hodder , 1986； Tilley , 1990) 将不得不解决一个 
历史性问题，即人类学中认识论旨趣的消解，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建立起联接。文 
学人类学作为文本研究中浮现的批判传统的一部分，如果它背离现代科学本质 
上的解释旨趣，武断地放弃对表述、历史情境和作者等方面的关注，那么它将面 
临类似的境地。如法比安 （ Fabian , 1990) 所言，民族志中对话和诗歌的概念已触 
及关于融合他者的核心。但是它们只有一条途径来改变民族志的面貌，即只有 
通过文学的途径，通过辩证的实践的而非仅仅是讲述的途径 （ P . 766)。另一方 
面，许多参与人类学文学转向的人并没有兴趣用任何方法、理论或语言来中断这 
种联接 （ Bmdy , 1991)。在我们试图得出别的结论之前，这是一个备受争议但却 
更具创造的转向©。有一些为各种激进人类学所主张的观点，比如“人类学是欧 
美帝国主义时代的侍女”等，奈斯 （ Nath , 1991) 认为人类学研究也许可被较为恰 
当地设想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我们应该坚持这种观点而不应将其提升为 
“阿基米德式”的基本事实或伪装成一种自感优越的知识来作为一种压迫手段 
( P .57)®。 人类学诗学作为社会科学中一种极富人文主义的独特文学实践已然 
在我们眼前浮现。 


人类学诗学 

如果民族志诗学是诗学领域里最显著的人类学活动，那么从相反角度可将 
人类学诗学定义为是在人类学领域里最显著的诗学活动④。这项工作涉及各种 
跨文化主题，需要很多从事过其他文化领域所得的经验和各种文化素养。它最 
显著的特征是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内容。在人类学背景下，诗的语言符号包含 
着对这个世界以及我们所处社会的性质的解说 （ Brady , 1991 ) 。通过诗的描绘， 


① 参看： Rabinow , 1983, 1984, 1986； Jarvie, 1983; Wuthnow , Hunter, Bergesen, Kurzweil, 1984； Ulin, 1984； 
Rabinnow & Sullivan,1987；Boon, 1982 : Swearingen,1986；Loriggio,1990；Brady,1991a, 1993;Duranti,1993;Rapport, 
1997; 可参 照:斯 科尔特 (Schoke,1966) 较早的思想和近来戴维斯 （Davies,1999) 致力于人类学认识论的一些敏锐 
而又可行的论点。 

② 可参看 :莱克 （Reck,1978) 的墨西哥人类学。罗斯 (Rose,1993) 关于“马林诺夫斯基类型”人类学的消亡 
和多元化、诗化人类学的诞生的论述。布恩（8«> 1 1，1982， [) (>.9-12)对此种新人类学存在的混乱以及弗莱泽 （ 】咖 68 
Gemge Frazer) 略带空想色彩的对新发展的人类学作为民族志学所存在的特殊方面的论述。伯克 （Burke, 1989, 
PP . 1 88ff) 认为人类学家霱“认淸存在于自己研究领域内的修辞学因素” （Mareus , 1980 ) 。布恩 （Boon , 1982 ) :现实 
主义民族志学中有要求“通真”的原则，那么各种跨文化类型和流派要“具有说服力”同样存在标准问题 (p . 21) 。 

③ 更多的像语言游戏或类似的着眼于结构的相关有用的资料可参看: Gell ner ,1984 ; d e Zengotita.1989； 
Denzin,1997;Gellner,1998 0 

④ 在语言学中这两方面就并不是这样，参 看: Napoli & Rando, 1979; Bright, 1983,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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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时间的精确性和事件的条理性方面会带点虚构，但人类学诗学总是力求 
以本真、可信、灵动的方式表现各种跨文化领域的实情及其间的事件（参看 
Flores ,1982,1999； Prattis ，1986 ) 。诗的目的并非仅仅为其自身、在其自身或仅仅 
只是娱乐，它充分发挥其语言特性同时又力求不丧失其表达的历史真实性，从而 
构成了一个悖论①。但，是诗歌的语言形式使诗歌具有了诗性，而非其作为人类 
学意义上的内容。这又涉及作者的自我意识问题，作者在表达中应该或必须涉 
入多少这种自觉意识从而才能超越传统上科学作品（或观察）有别于其他形式作 
品的那个界限。 

诗学指向审美，涉及意义的生成，在这些意义的基础上我们得以行动与求知 
(Brady , 1991 h ; Flores , 1985 ) 。诗学审美意义的生成可具有各种形式，包括但不限 
于诗歌，甚至也不全然排斥坚持相反旨趣的科学观察。虽然诗歌并非科学也不 
希望成为科学 （ Diamond , 1986 c , p . 132) ，但至少有一些科学作品的作者——民族 
志学者他们本身同时也是人类学诗人。虽然具有其他多种表述方式，人类学家 
还是倾向于接受诗歌这种表述方人们总是希望发现和探究事物（包括各种 
社会的和文化的关系）的多种表述方式。作为多元的表述方式之一，人类学诗学 
也成了一条描绘事实的有效途径。但是笛卡尔主义批评家提出另一看法 :通过 
诗歌来描述田野调査，那是在以主观形式从事一项客观工作 （ Tam , 1991， 
P - 246 ) d 在这一过程中收集到的资料更多的是以“也许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而非“就是这样”的形式出现，所以用这种方法研究现代科学和民族志是很成问 
题的。 

过去,诗歌并未受到排斥而在真理领域内占据着较现在远为重要的位置②。 
2 400年前，亚里士多德赞赏诗歌从历史中获得了普遍的鉴别力，所以从这个意 
义上说，诗歌具有更高的科学性。以诗歌为媒介，历史经验不姜变得更易于理 
解，它们反而显得更不确定，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却变得更为凝练因而也更为有用 
( Collingwood , 1956 , p .25) 0 然而，作为一种方法，由于它有悖于启蒙主义精神而 
被拒绝，首先是因为在一些“究竟发生了什么”的历史追问面前它主张“涵盖事 
实”而非拘泥于“事实本 身”； 其次它主张为科学家所不能认可的独立于时间之外 
的“第五维” （ Graves , 1971 , p . 35； Bruner , 1986, P . 52 ) 。这样一来，要将诗歌重新 


① 悖沦的另一面即是困境。正如保罗 •迪. 曼 （Paul de Man) 曾经分析 的：“ 语言在本质上试图把握住亊 
物，但绝不可能达到客观亊物本身。诗的语言的功能只在于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激活。它总是建构性的，它能不顾 
及存在而进行表述，但也相应地除了表现出意识的意图之外，它不能为其所表述的内容提供任何基础。” （引自 
Donoghue , 1989 f p. 37) 

② 参看温徳勒 (Vendler, 1985, 1988) 关于诗多变的边缘的论述。并非所有的文化都会认同美国人对诗本 
身就不甚可靠的看法，参 看: Bishop & Brasil, 1972。洛德 （Lorde, 1984, p. 87 ) 认为诗并非化美之物，塔恩 （Tam, 
1991 -P- 15 )认为诗是人类“生存的价值”，拉维 (Lavie,1990) 和贝哈 （Behar,〗993) 关于使诗及诗的精神摆脱压迫 
性背景方面敏锐而丰富的表述。里查德森 （Richardson, 199 4 ) 认为诗是一种“分析社会的可行而有力的方法” 
( P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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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任何经验性研究（如人类学和社会科学）都存在着极大的困难①。 

因此，诗歌就对人类学构成几个方面的挑战。除研究诗歌的作用、文本的对 
话形式、特定文化中其形式的多样性等之外，这些挑战还涉及一种创作风格的产 
生。这一风格力图在系统整合诗歌的各种特性（首要的是凝练性、美学功能、作 
为手段的隐喻的实际运用）的同时并不牺牲掉民族志本身的特质。在创作人类 
学诗歌时，作者力图通过文本唤起读者类似的生活体验。这基于两个相互关联 
的 假设: 基于某种存在的本质，所以人的思维具有普遍的共 通性； 我们所遭遇的 
人在观察、思维和叙述等方面与我们存在着同构性 （ Sh W ed er ，1996)。 

也许有人可以将如上我们对于诗歌这种表述方式的分析套用到其他所有形 
式的表述上，但不可否认成功的诗歌作品能在不同的人身上唤起最切身的体验。 
交流的困境在于事先总是预设了一个一般的中介，但是正如在一些个案（常见于 
诗歌）中所清楚看到的，交流的目的在于情绪的宣泄，故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激 
发人们特定的社会性体验 （ Bou r di eu ，1991， P .39)。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通 
过诗歌、小说还是戏剧，人类学家邀请我们感同身受“他者的体验,并借用隐喻的 
鹰力达到对人类生存境况的深层了解 ” （Coward & Royce ,1981, p . 132)。人类学 
家（有些本身就是诗人）将这些看作是一种“内在的表述”而非对“价值无涉”的 
挑战,正如前面所提到过的，这些是人类学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与其他一些人类学家一样，格尔兹因其出色的作品而广为人知③。但是在这 
—学科内并不存在堪称典范的作品。实际上如前所述，尽管很多人反对学科限 
制以及社会科学的死板术语而希望自己的作品更为公众化，但是并非所有的人 
类学家在为找寻更合适的人类学方法而努力。“太过文学”总被视为是在破坏科 
学的权威④,而这类作者也会被归为“错误”的知识分子阵营，这样就会严重阻碍 

① 塔恩 (Tam, 1991, p.25 4 ) 视其为一种存在于学术领域间的张力，诗的个人性、政治性与哲学性因素是融 
人其中的主要陣碍。但值得提醒的是，这个看起来无法克服的困难并没有妨碍伟大的艺术家同时又是伟大的科 
学家（反之亦然 —— 例如,歌德。 参见: Gould, 1991)。一方被认为没有资格加人另一方 （Brann, 1991, p.775), 当 
艺术与科学间的差异被过分夸大时，想象力与推理被视作是敌对的，在这一敌对中存在着以局部代替整体（或反 
之）的错误（参 看: Brady,1991 a; ByA e ，1989,p.87)。 

② 参看其他的人类学人文主义及 作品： Wilk, 1991; Brady & Turner , 1994； # ,Bg ： Hairis , 1997, p. 293 j Lett , 
1997 0 

③ 参看： Levi-Strauss, 1961; Turnbull, 1%2,1972 ； Van Lawick-Goodall ,1971； Harris, 1977,1987; Dening ,1980; 
Sahlins, 1981,1985,1996； Jackson, 1986； Tomas, 1987； Rosaldo, 1989; Narayan, 1989; D. Tedlock, 1990； Rose, 1993； 
Behar, 1993, 1996。法比安 （Fabian,1990) 曾不无挖苦地写道：“格尔兹因在人类学中启发了一种新的文学意识而 
受到推崇,其主要原因并非在于他与文学评论家有什么深交，而在于他敢于这样写#玩转了。” （ p . 71 ) 弗南德兹 
(Fernand® ，私人交谈,1998年2月27日）谈到他自己的一些有影响的作品（19?4, 1986) 时说 :格尔 兹首先是一个 
精通隐喻的人。 

④ 但是将艺术与科学各自单独出来并且分别发展的话,能够产生很大效果。写小说、诗歌或者 非常“ 文 
学”的论文集的科学家仅仅看起来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声誉（参 见: Levi, 1984 ; Lightman,〗993 ; Sagan, 1980,195)。 
当被问及他的诗歌创作是否促进了其科学研究时，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兼诗人霍夫曼 （Roa ld Hoffmann) 说没有，至 
少没有直接的关联。写诗对霍夫曼来说能使他感觉自己作为一个人更为完善与人性化，这极大地帮助了他的科 
学研究（私人交谈，1997年2月26 日； Hoffman n ,〗987,1990 a .1990b,1995)。 即便艺术与科学在实践中是分开的， 
或在人文主义术语中具有各自的定义，但无法否认两者在功能上的关联。这种功能上的关联也许是不直接、不明 
显的,并且缺少研究与探讨，但它一直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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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学术生涯，在申请研究经费、职位提升以及其他方面受到利益损害 
( Fabian , 1994, p . 100 ; Taussig , 1987 ) 。就整个人类学而言（其兴趣在于保存四个 
分支学科的 特征： 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物理人类学和语言学人类学），真正 
的危险在于夸大了的“作者中间主义 （ author-centrism ) ”因其本体论意义上的表 
述、创作及文学形式导致民族志滑到纯粹的修辞学和美学方面 （ Fabian , 1994, 
P .91 ) 。 这样也许会取消客观性问题，客观性是能将传统的科学旨趣与发展的诗 
学及民族志所需的认识论研究相调和的极少数途径之一，然而这在后现代人类 
学中已是一个被忽略的问题 （ Fabian , 1994, p . 91 ； Megill ,1994； Tiles ， 1984 ) 。我们 
不得不面对无时不在的如何才能更为有力地表述以及如何选用恰当词汇等问题 
( Rorty ,1981 , p . 158 ; Abrahams , 1986 ; Brady ，1991 b ) 。 

当前的人类学作品殊为可哀、不忍卒读，充斥着自说自话、乏味的术语和乱 
七八糟的偏见，它需要更为广阔的视角。塔恩 （ Tam , 1991) 认为，后起之秀当中 
如果有人有不俗表现的话，那是因为他远离学究气太浓的所谓人类学主流并选 
择人类学诗学的立场。现代人类学应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法重新整合其科学研究 
与人文主义。它应该注重民族志的方法，超越纯文学叙述而努力兼具科学与文 
学的双重特性，但主要的还是文学特性，从而更适合那些具有一定文学素养的读 
者 （ Tam ,1991， p . 57)。塔恩 （ Tam , 1991 ) 尝试性地称某些作者的特殊叙事技巧 
为“自我人类学 （ auto-anthropologies ) ”（“个体民族志”、“反思民族志”等，参看 
Crapanzano , 1980； Dumont ,1978 ； Rabinow , 1977 ) ，他认为这种努力与他的观点近 
似：“ 这一流派一直在寻求诗歌与人类学的完美组合（不丧失各自的独立性,也不 
排除其他任何一种可能性），而要达到这一点，不在于那些无法超越‘纯文学’的 
人类学家而在于谁还拥有着诗性。这是一个语言表达方式问题，即既不失其科 
学的精确性又要能深人挖掘其文学潜质。而这无疑又像是一种乌托邦，寄希望 
于诗学是一种无可救药的乌托邦，但除此之外也许就更没可能了。” （ P . 256； 
Richardson , 1994 ； Rose ,1991 b ) 

作为诗人，人类学家仍然必须顾及其读者。对于读者这一问题，诗歌是考虑 
精英，譬如人类学家，还是作为一种扩大化的民族志传统形式，尽可能多地面向 
大众 （ Tam , 1991, p .64)? 在市场方面，一些诗人的社会科学作品因其文学性而 
使其作品品质遭受怀疑，不受人们的欢迎①。但真正的衡量标准又是什么呢？什 
么样的诗歌才算真正的好或坏？当然也有人在这方面早有整套的理论，从很早 
开始就有一些批评家以该领域的专家自居并不断地品头论足。在此我不想对他 
们进行细致分类，特别是他们的职业水平（虽然这与本讨论是相关的）。我更关 
注里査兹（ Richards , 1929) 的思想，他认为喜欢“好”诗和不喜欢“坏”诗这本身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运用两者作为工具来拓展我们的思维。我们应尽力 
挖掘诗的潜质而不必去鉴定它的好坏、对错 （ P . 327 )。 读者在欣赏诗的时候，通 
常是能动地把诗的形式和内容与自身的情感体验和审美倾向相结合。也许对某 


①当然有些例外，参看： Friedrich ,1979a； Diamond ,1982, 1986a ,1986b; Prattis ,1986; Fox ,1989； Stewart, 1989； 
Tedlock,1990;Richardson, 1998a, 1998b；Fiores ， 1999; 参照 Hall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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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体诗作的价值我们可以有一个大致的评估，但对总的诗歌而言我们是得不 
到一个彻底答案的。因为对诗的理解更多的需要依据特定的情境，同一首诗在 
不同的个体和不同的文化中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 

尽管如此，在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我们还是应该相信最好的诗能够触及你内 

心某些东西-种感觉或激情，它超越表象到达你的深心。最好的诗也许它 

并不带有明显的预言性，却可以带给人深刻的启示与丰富的灵感①。民族志或跨 
文化的诗歌其有别于其他领域从而得以确立自身的最显著的一点可能就在它们 
的效果上。由于诗的语词及其独特形式，通过移情，诗歌唤起了人们心中相似的 
体验。它把握住了人类的普遍性并且透露出某种信息[如罗斯 （ Rose ) 1991所 
言] : 也许我们都是夏安人、阿拉巴霍人和图瓦卢人。最好的诗人能将事物转变 
为理念，转变成我们社会行动的基础（参看 Rothenberg ,1994) 0 

近来，作为人类学家、诗人同时又是社会活动家的迪亚蒙德 （ Diamond , 1987) 
在反思美好、丑恶以及诗的升华问题[他质疑基茨 （ Keats ) 的一句名言：美丽的事 
物乃永恒之快 乐！] ，他 写到： 

仅仅增加因美的体验而带来的满足并不足以使人达至巅峰体验。巅峰 
体验属于超验与文化精髄同时相结合的产物。语言本身是人类的奇迹，是 
文化的媒介，而文化是沟通的桥梁。客观地理解人的本质，那就是人是一种 
可能性的存在。文化是意义建构的场所：它描绘了人类社会一代代人前赴 
后继地不断创新的奋斗历程，它见证了人类努力建造文明的过程。在这过 
程中没有确定性，只有挣扎、尝试、痛苦和感悟。幸福、满尽或快乐远非常 
态，但是我们可以“遭遇”快乐。这种快乐可以在“李尔 王”那 里找到，他挣 
扎并陷入言词的漩涡，快乐存在于言词中，存在于他敏锐的感受力中，存在 
于他对自然及人性弱点的挑战之中。快乐在于挑战在于意义的获得。或是 
看到负罪的俄狄浦斯那最后沉重的 脚步； 或是索福克勒斯在一缕阳光中的 
.消 散； 或是在溫尼贝戈人仪式最后，那个忍辱负重的个体最终达到大解脱的 
那 一刻； 或是在原始部落所常见的成人仪式上，在那里成长需要忍受痛苦、 
权力需要努力挣得、“往昔”艰难地与“现在”结合，个体期待着下一次仪式 
的到来，因为藉此他可以在本部落中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这就是快乐。 
是这种快乐而不是 Keat 的“美好之物”让人得到巅峰体验。它超出一般审 
美的界限，打破所有审美方面的正式规则，也越出了一般浪漫想象的范围。 
我们并不在此讨论想象力的问题，而是讨论体验及其意义的生成问题。最 
后，我在此谈论的是某种言语之外的神圣之物，但它也只能通过语言才能得 
以呈现（参看 Burke，1958，pp. 27 0-271)。 

那些真诚而又善感的作者尽力运用手头的语言来把握存在的多样性。民族 


①利维特 （Leavitt, 1997) 正在从事一些开创性的工作，涉及诗与预言、语词与权力、预言性的散文与迷醉的 
经验，从审美的情感的反应到基本的生理的反应以及在仪式、政治、治疗和各种救世运动中不同的文化表达。也 
参看： Abu-Lughod，1986;Trawick， 1988 ，1997;Dobin, 1990;Csorda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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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诗人抛开那种严格的客观分析形式而致力于此种尝试。在所有这些尝试中存 
在着很多不同 ：如果 是一位艺术家面对一个对象，他相信自己能够诗意地将其表 
达出来，使这种人类的情感体验不至于受到经验主义的扭曲；如果他是一位科学 
家，他就会赶紧通过某种客观的方式将其转变成与前面的艺术家所不同的东西。 
不管是哪一种方式，这两者都存在问题。科尔里奇 （ Coleridge) 的“老水手的故 
事 ” 拒绝简化水手、海洋等主题以及对其一些灵感的描述，他认为统计学的表达 
方式不能形成具有极高诗意和不寻常隐喻的表述①。对事物的诗意表达也许展 
示了解决问题的新维度，可以肯定，对促进人文主义的关怀将作出意义深远的贡 
献，但也不可能彻底替代原先的叙述方式。虽然这种诗意的表达可以广泛地被 
运用于语言、文化和各种体验，但科学和诗歌的语言形式相互对峙并限制了这一 
进程，从而再次陷入学科间的复杂困境 之中： 并不是所有的领域都得到了相同的 
发展 © 。这场运动并非没有希望，发生某种变化是可能的，但它还处在这一变动 
的进程之中。 

人类学中有一种争论，并非只针对它的诗人而是针对所有的作者，实际上现 
在每一门学科都遭遇到话语危机。人类学诗人也许正在为社会科学表述问题的 
解决探寻着新的途径。我们来欣赏迪亚蒙德 （ Diamond ， 1982) 的诗作“萨满 
的 歌”： 

我向着花朵倾诉 
我的指尖轻抚过 
那惊鸿一瞥间的艳影 

你可知道熊 
他的身体，我的灵魂 
在每一处地方飘升 
领略叶片的讯息 
和那云 

暧昧的如同女子 
掠过石头 

我曾与水獭一起 
躺于白水之底 


① 参 看:弗 南徳兹 (Fernandez,1974) 关于在民族志学叙述和更高组织化的表述活动当中对隐喻（比喻）的 
领悟及运用问題。莱考夫、约翰逊 (Lakoff,Johnson, 1980) 和莱考夫、特纳 （Lakoff,Turner,1989) 关于日常生活中平 
常与不平常隐喻的淸晰阐述。亚比勒 （Abbeele, 1992) 的旅行作为一种平常的隐喻以及使用问题。弗南徳兹 
(Fernandez, 1986) ，弗南德兹和赫兹费尔德 （Fernandez & H e rzfeld,1998) 的社会和文化诗学在对行为意义的研究 
中的定位问题。 

② 打破这些限制需要了解逻辑实证主义怎会不被当作普遍适用方法的核心而更多的被当作一连串不能被 
深人研究的事件(例如 :意义 与行为，美学与情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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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床柔和似绒 

你可知道狐狸 
隐匿着死亡的消息？ 


迪亚蒙德不是萨满人，也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但他的作品却能与美国本 
土的文化精神共鸣，比如他的名诗《到西部去》（<^'叫， 1986 a )«。在他的作 
品中，特别是产生于其创作旺盛期的那些作品中，迪亚蒙德反复通过其跨文化的 
体验和角色来表述“人”，并期待着达到最高的审美境界。跨文化探索的每一步 
都向他展示出清晰而又丰富的体验。他说他的诗歌预示着另一条可能的 途径： 
“问题在此得以解决”。他的诗歌为曾经深受社会压抑和种族迫害的每一个人倾 
诉 ：兄弟 、亲属、犹太人等。多样化地表达人类的追求、兴趣、过去和未来不再仅 
是一种可能，而已然成为现实 （ Rose ， 1983 ) 。对他而言，任何人同时都是作者、对 
象和观众。通过诗歌的仪式，社会中不同群体的人进入到相互的意识之中。 

迪亚蒙德的作品中有两个相关的主题 ：个体 和文化，这也体现在他那颇为煽 
情的《在美国如何死去》中 （从 w to Die in America , l 9 S 6) a 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也 
许就是因为这种艰难，个体与文化不断地超越困难而得到发展。从土著生番吃 
人到世界种族文化冲突造成的巨大伤亡，这种现象广泛存在于比夫拉、印度、新 
墨西哥、达科他、纽约和加利福尼亚以及俄罗斯、西班牙、伊拉克、澳大利亚和中 
国。由于迪亚蒙德力求达到的艺术顶点并没有稳定的文化界限，所以他的诗歌 
看起来源于各个地方。他通过认真地观察和聆听，努力把握跨文化的各种事物， 
以期得到丰富的经验。迪亚蒙德认为没有一种文化能在行吟诗人敏锐地探察与 
深人地发掘中逃脱。他知道人类学正在努力获取这种知识，但他认为如果不关 
注观察方法和表述方式的话，那么结果将是一无所获的。他将自己沉浸于别人 
的生活，将最后的生命致力于通过诗歌来表达他这方面的体验，正如他自己说 
的：“ 我首先是诗人，然后是人类学家，然后又是诗人。”（私人交流，1983年3 月； 
Diamond , 1982； Rose , 1991 b ) 他的那些作品表明他并没说错。 

迪亚蒙德优美的诗作有没有被较正式而稳固地纳人到民族志研究范围内 
(参见 McAllister ,1998)? 他诗作中具有启蒙性的有益反思及其形式上的技巧有 
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或者把它视为一种全然的虚构，并不去考察它的历史信 
度，而将其作为属人领域里一种变动不居的尺度？它在我们内心激起一些难以 
达到的有价值的东西了吗？就如它揭示出了那些我们有所感悟的或争论的关于 


①这与将多重真实的声音表现在一个单一文本或行为中并不一样（参 看: Trawick,1997), 但迪亚蒙德相信 
(在其诗中通过设想其他说话者的角色来展现)在一些场合有些人能代表他人说话以有利于所有 的人; 某些知识 
的界线能够为洞察力所穿透，这种洞察力不带有帝国主义的或盲目的文化研究，不带有特权以及压迫性的民族优 
越感。 例如，早在迪亚蒙德的 《到西 部去》 （Diamond,1986a) 中一只拟人化了的水獺通过表达对逐渐迫近的历史 
冲突的体验替莫希干人和阿尔冈琴族人（美国土著的典型代表） 说: “因为我们知道未来/也因为我们慊得他们 
■(莫希干人和阿尔冈琴族人）的传说/远胜于他们所做的” （ p . 11)。文化界限间的沟通点往往并不太明显,在种族 
自豪感严重的地方尤为如此。本土文化特性无需非得翻译成专业术语，因为所有的东西只有在相关背景中才能 
被正确理解，所以需要了解问题被提出的形式和文化背景以及答案的文化背景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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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真理。格尔兹 （ Geertz ，1973) 声称所有的民族志都采用虚构的方法——有 
些内容是建构出来的，有些内容是当下流行的，民族志内容从来没有一个一致的 
源头。人类学的表达危机更多的直接源于那些探索性的作品。在随后的论争 
中，那些诗人从未扮演过主角。但可以肯定人类学的基本主题不会因为诗学文 
本与客观文本的对抗而发生改变。不论采用何种形式，它们都只是纯粹的文本 
而已①。 

相似的，作为一种社会的普遍现象，特别是在要求推论精确、方法严格和审 
査严的西方社会，表述的形式主要取决于问题的性质。里査德森 （ Richardson ， 
1998) 说:社 会科学家长期以来将诗歌视作一种报告文学模式，其内容与他们田 
野作业的学院派传统相左，这就产生了它与人类学传统表述模式的一系列 冲突： 
“这些诗作很少表达丰富的人类学素材，也很少涉及自由个体遭遇陌生文化时所 
产生的痛苦。”前一代人类学家 （Edward Sapir , Loren Eiseley , & Ruth Benedict ) 创 
作出了一些非常出色的诗歌，它们在本质上类似于人类学，却为一些非人类学刊 
物所发表，而人类学刊物却对此兴味索然，它们 认为： 诗歌只是一种消遣，它不属 
于这儿。除了被称作与弗莱泽 （James Fmzer ) 的诗歌作品有密切联系的人文主义 
中的“诗歌意识”之外，并不存在一种现成的思想体系能够产生一种人类学中更 
为特殊的诗歌流派。 

伴随着后现代的到来，“文本研究”的兴起以及如雅克布森 （ Jakobson ，1987) 
和斯特劳斯 （ St rauss ，1962) 这样的结构语言学家对语言学的关注，已经出现了更 
多这方面的作品，这就明显导致了一种思潮的转向。普拉蒂斯 （Iain prattis ) 的 
《反思：人类学的沉思》 （ Reflections - The Anthropological Muse ， 1986 ) 可以作为该转 
向的一个开端，它收集了一些文化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的诗歌作品及其他一些 
艺术作品，这些作品主要反映了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经验。另外，我们还可以回顾 
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迪亚蒙德和弗里德里奇 （Paul Friedrich ) 发表在人类学核 
心刊物《美国人类学》 喂 y ) 上的诗歌作品②。当一切都还处在 
不断地争论之中的时候，马库斯 （George Marcus .) 就将迪亚蒙德的《在美国如何死 
去》 （1986) 编人《文化人类学 》 （Caltural Anthropology ) 第 一卷。作为《人类学与人 
文主义 }( Antr 0 pol 0gy and 历,季刊）的编辑，里査德森挑起了诗歌与小说 
间的竞争性对话，并使这一特点成为该刊物的特色。编辑特纳继续保持这种特 

① 并不存在两种语言来分别表述科学和诗，只存在专门的词汇以及游移不定的背景——文化的“前文本” 
和“潜文本”，它们通过有意地操纵确证和引导（也许是误导）一种我们“想要”发现的“事实”。此外，科学文本和 
诗学文本创作的边界上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在科学观察中，坚持消除偏见被视为是必须的，比如揭露种族 
优越感等。诗学的任务是直接超越行为和文本中观察的偏见，此外还可能做成很多类似的事情，当然其途径和最 
终目的可能有所不同。同在别处一样，背景是决定意义的关键,有的时候它本身为作者的意图和社会语言学的形 
式所决定。 

② 作为 《美 国人类 学家》 当时的书评编辑，我编辑了这些评论（参 看: Ro8e,1983/1991 a; T y l er ,1984)。 泰克 
斯 (Sol Tax) 编辑了《美国人类学家》中一篇较早又较为有趣的诗作。匿名发表的•‘迷惑的哲学博士” （ Anonymous, 
I95 4 ) 是赫斯考维茨 （Melville Herskovits) 从西北大学人类学系的公告板上拿下来寄给泰克斯的。那时候的研究 
生（现为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和诗学学者）费南德 兹:“ 这不是思想的坦塔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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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并通过他的诗歌编辑海姆斯进一步拓展了这方面的话题。马库斯的《虚假的 
月亮》 ( Bastard 旭 00 似，1979) 、迪亚蒙德的《到西部去》 （ 1986 ) 以及泰德洛克的获 
奖作品《梦的年历日子 》 From a Dream /IZ/mmac ， 1990 ) 等作品涉及了语言、 
民族志事实和萨满人的梦等多个主题（ 1998 ， p. 461 ) 。 近来，由巴巴拉 （ Babara) 
和泰德洛克编辑的《美国人类学》杂志中包括了弗里德里奇 （ Friedrich ，1995 )、海 
姆斯 （ Hymes, 1995) 和里查德森 （ Richardson, 1998) 的诗歌作品，这些不同主题的 
作品都集中反映了人类学的经验。一份致力于研究诗歌、诗学和民族志的新杂 

志-《跨文化诗学》 （ Cross-cultaral Poetics ) 由诺瓦克 （ Mark Nowak ) 编辑，并于 

1997 年出版了第一期。现在，由林肯和邓津编辑的《质的研究》 

/ n ^ ui / y ) 杂志亦追随这一潮流（参看 Brady , 1998 a ; Richardson , 1998 a ) 。它并非是 
因为要赶时髦而注重诗歌和小说的表达形式，其编辑人员说,那是因为那些社会 
工作者长期忽视了这种重要的民族志表达与阐释方式 （ N . K . Denzin ， 私人交流， 
1998年11月8日）。 

从另一角度来说，如果说人类学诗人到目前为止还为数不多，那么人类学从 
整体上却激发了大量来自另外学科领域的诗人。诗歌因其自身的独特性能够找 
寻到适合的途径与其他领域文化成果相融合，特别是那些“忽视与拒绝”它的学 
科领域 （ Turner ，1983 , p . 339 ) 。针对此，塔恩 （ Tam , 1991) 补 充道： 我们不必过多 
地回溯到庞德 （ Pound )、 依利奥特 （ Eliot )、 圣.约翰.珀斯 （ St . John Perse ) 和希 
加伦 （ Segalen ) ，或者尼卢达 （ Neruda ) 、瓦勒尤 （ Vallejo ) 和帕兹 （ Paz ) 等，弗莱泽 
( Frazer ) ，哈林顿 （ Harrison ) 的时代，或《从仪式到传奇 》 （From Retual to Romance ) 

的作者-更不必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弗洛伊德、马库斯、迪尔凯姆或者列维-斯 

特劳斯等,人类学对诗人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且已经形成了实质意义上的 
“人类学诗学”流派。该流派致力于将原始而又古老的诗歌通过20世纪先进的 
翻译手段引进到我们现在的文化中来,使之相互碰撞，并使我们的本土诗人得以 
继续创作世界范围的诗歌。 

由于这种相互作用，人类学领域内的诗歌创作便不可避免并且变得理所当 
然。诗歌作为一种创作形式本身并不代表什么，然而诗歌因其极强的表现力往 
往能够表达出事物最深的意蕴。它将每一样东西带人生活带人语言（1^ 3<； 11 0 11 11 - 
ic,1988,p.90) o 实际上，它是一门艺术，它的魔力超过其他任何一种表达方式 
(Vendl er ,1988， P .6)。 基于这些原因，诗歌与科学之间存在的这种张力事实上是 
“健康而有益”的 （ Fabian , 1990, p .766) ，两者实际上是功能互补的。所以 （ 虽然 
被某些科学家视作“恶梦”），诗人不能保证为科学研究带来一个更好的未来，但 
它起码可以带来艺术与科学全面接触的可能。写诗可以帮助单个的人类学学者 
克服研究中某种经验上的陌生感 （Fabian ， 1990, p . 766) ，它与其他事物一样也涉 
及为后现代所关注的民族志研究中的权力问题。诗学对人类学的影响可以一直 
深人到民族志最基本的理论预设及其方法论层面。这也许是将我们带离分割的 
学科现状从而找到出路的有效方法。 

当然，有很多途径可以到达同一个终点。诗歌也并非是做所有工作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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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就如谚语 所说： 如果一个人手头只有一把锤子的话，那么不久，任何东西 
看起来都像钉子了。在这种情况下，在寻求不同或更好的知识的表述中解决知 
识的生成问题，这是一种再阐释而非克服，这也给语言和文化的概念以及相关问 
题带来了压力 （ Fabian ，1990， p . 766 ; Friedrich ，1 979 b ) 。在注重民族志研究的灵 
活性和创造性方面，并非只能用诗歌形式来代替传统严格的民族志表述，也并非 
是二者择其一：保持一种“对话”，确定各自的“在场”，是为了在任何情形下能够 
保持彼此的沟通，而并非为了再现这种“对话”本身 （ Fabian ,1990, p . 766); 或者 
是在人文主义或诗学要求“和研究对象在一起 （being with others )” 的主张下，不 
知不觉地从自然的历史学家滑向吟游诗人、小丑或传教士 （ Fabian , 1990, pp . 766- 
767； Tam , 1991 ， P .75) 。我们在这一方面可以做得更多更好。 

与表述方式有关的另一种观点就是反对“别人的就永不是我们的”这样一种 
观念，主用第一人称代替第三人称、用民族志本身来书写等。要发展一种可替 
代的表述方式就必须关注民族志知识生成的第一现场 （ Fabian ,1994) ①。虽然诗 
学屈服于结构主义的某些观点，这使其看起来似乎倾向于认同特殊多样的现象 
(言语）背后隐藏着一个共同的深层次结构（语言），但诗学并没有要求取消这一 
传统静态的民族志结构主义。很显然，这里存在着转变的余地。但是要达到一 
种人类学中更为向心或“内敛”的对话，需要对文化的表述层面进行最低限度的 
本体论关注。对象要能被体现出来，反对将注意力过多放在那些更为有限的范 
围之内©。 

这一旨趣将人类学者和诗人引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哲学领域，由此还进一步 
拓展了我们对经验领域研究的认识。但也应该记住每一项研究中的创造性源 
点，也是 Muse 对学者们所作的提醒 ：“如 果我们跌回到传统模式之中，对备历何 
种体验以及我们如何进行沟通草率地得出结论，并且开始在人类学原有框架内 
自以为成功地建构诗学，那么人类学也就在那个地方止步了。”在将分析的问题 
与田野工作的内容很好地结合起来方面，人类学诗学除把握与传递跨文化的诗 
歌与文学之外，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这需要在民族志研究中渗入更多的哲学 
眼光，并同时能去除调査中一些不必要的甚至是扭曲的方面。 


① 关于民族志学知识的产生 参看： Borofsky, 1987,2000; Geern, 1973,1983,1988,1995,1998; Dening, 1980, 
1996,1998a，1998b ; Brady，1991b;Behar，1993，19%。 

② 参看： Tedlock，1983,1990； Schechner, 1985,1995； Fernandez, 1988； Graham, 1995 ； Dening, 1996； Taylor, 
1996。当然,诗歌直接符合行动者的惯例，它对理解本土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源。正如査洛特 （Chariot, 1985) 谈到 
夏威夷人的诗 歌:“ 事实是诗歌被频繁地用于一些重要的时候，为了达到一些重要的目的，这表明历史学家一直 
以来忽略了它的作用 ”（p_29)。 参看温德勒 （VemU er ,1995， P .6) 韵律、诗节形式、角色和体裁的历史意义。弗南 
德兹和赫兹费尔德 (Fernandez & Her2feld，1998) 关于“诗歌原理引导情感性的有效的社会互动” （ p . 94) 和它如何 
与人行为的表现问题普遍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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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现在我们看到，人类学家能更为自由地出人于诗学领域。但一切并没有为 
人类学家或传统的人类学旨趣所武断地限定和涵盖。作为一般问题（他们自身 
社会内部或外部的）的观察者，人类学家们本身会由于研究方法和策略的差异而 
有很大不同，有时候他们会得出根本无法相互比较的研究成果。在此情况下再 
有其他学科涉人看起来似乎更加把问题复杂化了。但是由于某些共同的原因， 
这并非不妥。一个原因是，在研究人及其行为的过程中，人类学家及其他社会科 
学家都在找寻各种“让事实说话”的有效途径。他们努力使自己的表达更客观更 
精确。他们尽力抛开跨文化研究中由于无法彻底避免自身文化所导致的各种可 
能的偏见，这些先人之见所构造的事实存在着缺陷（参见 Brady , 1983, 1991 c ) o 
如诗人塔恩 （ Tarn , 1991) 所言，另一原因在于“任何事物都不可能长久隐藏，事实 
上最终我们都面对着同样的 问题; 诗如同人类一样具有普遍性。” （ p . 14) 

人类学拥有发现和评估人类存在一般标准的优先权①。考虑到以往的一些 
限制，比如不科学的理论建构、语言的偏见、民族志学者和被研究群体间的关系 
问题、不可能的纯粹客观性以及研究手段的有效性问题等，民族志与整个社会有 
机体 （ 语言、文化、行为与认识）之间存在着重新沟通的迫切需要②。但在传统上 
诗人对人类的普遍特性具有不同的把握，他们更专注于内在意义而非外显行为， 
更注重人文主义的描述而非实证主义的测量。从人类学诗学的观点来看，恢复 
那种用系统的科学考察来把握人类生活和文化的普遍意义的企图是极难达成 
的。它需要跨越从一种宏大叙事下降到地方性知识的细节之中这样的巨大落 
差，同时关注过去二十年那些批判知识分子的研究进展，并且回归到曾被广泛批 
评过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和假设。另外，正如亚里士多德所发现的，诗人的特 
性常从他们作品的丰富细节中展示出来。诗人们相信思想开阔的观察者能从中 
发掘出人类生活的共性，而不论他们的信仰是什么。这些表面的共通性能否为 
另外的标准证明为一种普遍事实则是另一回事。收集事实的形式多种多样，因 
此争论在所难免。科学家惯常从大量的特殊现象中筛选并提炼出本质的东西。 

那么选择哪一个呢？无论偏向哪端-非理性的艺术，理性的科学-都 

让我反复提及一句格言 ：一些 事物不可能换用任何别的方法有效地表达出来。 
但是，如何拓展它们之间的关系呢？断裂正被弥补，我们面临着沟通二者的挑 
战。人类学诗学大胆地面对这一难题并已着手进行解决。它努力通过这种特定 
的艺术形式揭示人类生活的共性，与此同时它还保持着传统社会科学研究的旨 
趣。科学家和诗人的工作被賦予了最为广阔的互补的视野。一句古老的谤语 


① 参看:布朗 （Brown, 1991) 和列维-斯特劳斯 （Levi-St_s) 的作 品集; 也参看: Whitt en , 1998 ; Kilbride, 1993。 

② 参看: Jessoret al. ， 1996;Shore ， 1996;Bloch ， 1998;Brady, 1998b ; Wierzbicka,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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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多 就是一，一就是多。你怎样走取决于你怎样开始。我们是谁①？谁知道答 
案？不用担心，那里似乎不止有一扇门，而且其中一些并没有上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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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nKRSTANDING SOCIAIL PR(X;RAMS THROUGH EVAIXiATlON 

o 珍妮弗 ■ ■ 格林尼 


社会项目评估 （social program evaluation ) 属于应用社会调査的一个领域，并 
以其知识主张明确的价值体系、其背景中公开的政治特征、其参与者不可避免的 
多元性和多种声音而独树一帜①。社会计划评估者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工具， 
不是为了向做学问的同行们提出一些感兴趣的抽象理论问题，而是针对不同的 
社会参与者提出值得优先考虑的政策和实际问题，这些社会参与者包括决策制 
订者、项目管理者、直接的服务人员、项目参与者和其他的一些人。社会计划评 
估 去旨在 为身边的服务、计划、政策和公众对话提供信息和提髙它们的 质量： 

安尼蒂.巴洛 （Annette Barlow ) 在乔治亚的乡村指导着一个名为“联合 
之路”的计划。像其他地方“联合之路”的栺导者委员会一样，安 尼蒂， 巴洛 
的委员会不断要求他们所资助的计划的结果。在乡村地区出生的婴儿会因 
为出生前的计划而更健康一些吗？那些参与了同龄人指导4十划的孩子，他 
们的阅读水平更高一些吗？那些参与了志愿祖父母计划的老年人，他们是 
否会更少受到孤立？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有效地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 
生活质量和经济的自给 能力？ 


希古罗 （ Martin Seguro ) 是新当选的美国参议员，他发现自己在参议院对 
外关系委员会中属于地位较低的少数派成员。在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关系了 
解得更多的时候，他对国际货币政策，如结构的调整、关税、贸易协定对于这 
些关系的影响提出了质疑。 


里诺尔兹 （Evelyn Reynolds ) 在她的乡村社会服务部门做了 20 年的社会 


①社会计划评估者工作于政府的各个层次，因此社会计划来自政府机构的内部和外部。他们的工作常常 
为了知识、发展或义务的目的受计划基金，即政府和资助人的委托 （Chelimsky, 1997)。实践中的评估者在应用社 
会科学的研究生课程或政策分析和评估的研究生课程中已受到训练。除了社会评估，评估还被用于实物（产品 
评估）、人(个人评估）和私人部门中的计划，如主管人员的提高和人力资源培训。尽管斯克里芬 （Scriven,1995) 
和其他的一些人认为，在不同的评估目标之间评估的逻辑是一致的，我相信它们从本质上构成了不同的任务，并 
因此需要定性上和政治上不同的反应。在这一章，我将集中于美国公共领域的社会计划的定性评估和它们所包 
含的政策。我在这里的观点不一定能很好地转移到其他的背景之下，对读者来说这是:一个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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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服务，主要与公众救助计划和委托人一起工作。计划在这些年来不断 
地发生着变化——从无条件的救济金增值发展到更为完整的救济金，从一 
揽子的服务发展到分阶段的福利一一里诺尔兹的工作也是如此，不断地发 
生着变化。她发现自己的权威越来越小，而责任却越来越大，对越来越少的 
资源的需求也更加的强烈。她在最近的一次工作人员会议上说道 ：“一 定要 
想办法让这个系统运转得更好。” 


格林鲍姆 （Thomas Greenbaum) 是里诺尔兹所在州的一位社会服务指导 
者，他在工作中同样经历着压力和矛盾。不同的是，格林鲍姆的压力来自使 
计划的成本最小化，符合联邦的规章制度，对与院外游说者政治行动的需求 
之间的冲突作出反应等。 

沃尔夫 （Michael Grey Wolf) 在名为美国主权的运动中活动了十多年。 
他最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通过比较本地化的和非本地化的公立小学和中 
学，向他的家乡所在州的本地化学校进行特许学校立法这一目标迈进①。 

在本章，我将使用以上以及其他的一些特定的背景材料来将注意力重新调 
整到评估的社会政治角色上来。我将通过强调评估方法的社会政治方面来达到 
这一目的，这些评估方法结合了定性的方法和为适应内外的挑战而发生的变化。 
本章各个部分的组织将体现这些特点。在以下的两个部分中 ，一 个部分会将评 
估置于社会政策领域中，另一个部分将定性方法置于社会计划评估的全貌之.中。 
接下来的两个部分将对依赖于定性方法的评估方法的基本原理和实践进行描 
述。基本原理指的是判断这些评估方法是否合理的方法论 逻辑； 实践则描述方 
法应用中的关键方面。最后一部分，在历史背景当中，将评估方法与评估重要的 
理论发展联系起来，并通过当代的竞争将它们引导到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计划评估的背景 

以上简短的有关项目评估特殊的背景的讨论清楚地表明社会计划评估的政 
治内在性 （Cronbach & Associates, 1980； Patton ,1987； Weiss, 1987 ) 。他们直接与 
当代美国民主的多元价值观相契合。这些是关于争论激烈的社会政策和计划， 
关于资源由谁及如何分配,关于相互竞争的既存在于全球领域，也存在于地方社 
区之中的市民价值观的背景。社会评估计划的核心内容因此交织着关于社会的 
优先权和方向的政治权力和决策制订。在这种政治化的背景下工作的评估者必 
须为使他们的信用和潜在影响最大化而成功地调整自己的身份。不同的评估者 
选择了不同的基础来进行协调，这些不同的基础通向不同的评估目的和 角色但 
都是与权力相关和都是基于价值观之上的 （Greene ,1997)。 

此外，社会计划评估者的工作是由被评估环境中所选择的成员的利益所引 


①感谢拜尔 （Al yce Spotted Bear) 关于这一评估背景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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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这里的利益指的是基于价值观上的对资源的要求）。在所有的评估背景 
中，常常会有一些对评估来说是竞争的、潜在的受众——那些期望从评估计划中 
受益的群体和个人，在评估术语中我们称之为股东 （ stakeholders )。 股东的范围 
既包括有权力的，也包括无权的，从巴洛的联合之路委员会和美国参议院这样的 
政策制订者和资助者到格林鲍姆这样的计划管理者，里诺尔兹这样的执行人员 
和沃尔夫这样的倡导者，直到整个的公众，都属于股东的范围。因此，评估者必 
须通过他们的工作，成功地协调所提出的问题和他们所服务对象的利益，这些协 
调也无疑是基于价值观之上的。 

评估结果不是以去背景化、抽象的或理论知识的形式而是以有利益诉求的 
知识主张，以对被评估计划的优劣的经验性的价值评判的形式，进人社会计划和 
政策决策制订的领域。评估者不仅要声称知道什么，他们还必须知道所选择的 
有利位置的优势何在。总之，评估是关于评价 （ Seriven ，1967 ) 和判断 （ Stake , 
1967 ) 的过程。价值观贯穿于评估的全过程,从作为评估计划的组成部分之一的 
价值观到作为职业道德标准的价值观，以及作为评估实践的道德目标的价值观 
( Schwandt ， 1997 b ) 。 因此，除了协调评估目的和观众,评估者还必须协调作出质 
量判断的标准和条件。这些标准和由此产生的判断不可避免地是基于权力和价 
值观之上的，并因此事关所有当代民主中的争论和冲突。 

为定性的计划评估定位 

因为社会计划评估不可避免地要卷人政治和价值观之中，而同时评估者也 
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地周旋于相互竞争的政治和价值观议程之中，因此对评估者 
而言，有必要掌握一些不同的引导实践的方法。近来，这些评估者所使用的不同 
方法不仅仅是方法上的选择，同时也是不同的认识论假设选择 （ 关于知识、社会 
世界、人性）以及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的选择（关于社会计划和社会调査所期望 
的结果）。这些可供选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关于我们知道些什么以及怎样知 
道）、意识形态立场（关于社会和社区生活的价值）是他们各自方法的组成部分。 

表 38.1 对四类当代的评估方式进行了描述性的分类。和类似的分类一样， 
各个类型之间的边界只有在对它们进行描述的时候才会清晰起来。在历史的演 
进过程中，概念的争论、实际的实践和类型的边界一直是相当的不固定。第一种 
类型在计划评估中代表了历史主流传统，它受政策制订者和资助者的利益所导 
向，其典型特征是，它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即在限定的成本一效率的情况下，与它 
的关键竞争者相比，能在多大的程度上达到预期的结果。这一类型提出了对社 
会支出中可说明性的反复要求，这些包括巴洛的联合之路委员会对计划结果方 
面的信息需求，作为州管理者的格林鲍姆在他的社会福利计划中对成本与收益 
方面的信息需求。同时，在这一类型中，在项目评估所假定的客观性和真理主张 
的掩饰之下，科学仍被作为调节的理想。 



1052 定性研究（第 4 卷) : 解释、评估与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 


表 38.1 当代正式计划评估中的主要方式 


认识论 

主要的价值观 

主要的受众 

擅用的方法 

典型的评估问题 

后实证主义 
(Cook, 1985) 

效率、可说 

明性、成本 - 
效益、政策 

启发 

高层次的决 

策制订者、资 
助人、社会科 

学团体 

定量 的：实 验和准 

实验方法、调査、 
建立因果模型、成 

本一效果分析 

预期的目的是否达 

到并归功于计划？ 

这一计划是最有效 

率的选择吗？ 

功利的实用主 
义 （Patton，1997) 

效用、实用 
性、管理的 

效果 

中间层次的 

计划管理者 
和现场管理者 

折衷的、混 合的： 
结构的和非结构 
的调査、访谈、观 

察、记录分析、小 

组访谈 

计划的哪些部分运 

行良好，哪些部分需 
要改进？对于组织 

的目标和任务，计划 
是否有效？谁喜欢 

这一计划？ 

解释主义，建构 
主义 （Stake, 

1995) 

多元论、理 

解、背景论、 

个人经验 

计划指导者、 
职员和受益人 

定 性的： 个案研 
究、开放式的访谈 
和观察、记录回 
顾、辩证法 

由不同的股东所经 

历的计划如何？计 
划在哪些方面是有 
意义的？ 

批判的社会科 
学 (Fay，1987) 

解放、授权、 
社会变迁、 

平等主义、 
批判的启发 

计划受益人 
| 和他们的社 
区、行动主 

义者 

参与的、行动导向 
的: 在评估议程中 
的股东参与、数据 
收集、解释、行动 

在这一背景下，计划 
的前提、目标和行动 
通过哪些方式来维 
持权力和资源的不 
平等？ 


第二种评估方式类型的兴起与经典实验科学为计划决策的制订提供可信 
的、及时的和有用的信息的失败相对应。正如早先的实验所清楚显示的（一个经 
典的例子是 Head Start 评估 ; Cicirelli & Associates , 1969 ) ，实验主义的逻辑不能很 
好地转化到真实世界的社会背景之中。因此，第二种类型将注意力重新聚集到 
决策制.订者的需求之上，尤其是现场的决策制订者对管理决策有用的计划信息 
需求方面的实践需求。这一类型可以满足里诺尔兹对有利于计划发展方面的信 
息需求。因其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基础，这一类型在实践问题的解决上包含了折 
衷方法的选择。巴顿 （ Patton , 1997) 的实用导向的评估是这一类型的典范。考 
虑到其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基础，他的定性评估的方法也属于这一类型 （ Patton , 
1990)。 

但正是在第三种类型中，长期根植于哲学和学术的传统如解释主义和民族 
志学之中的评估的定性方式，已各自寻找到了他们的家园。在理论与实践方面， 
评估的定性方法跨越了定性调査的多个“时刻”（参 见： Lincoln & Denzin , 本书第 
41章） ，从20 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模糊类型和表达/合法化危机到今天的实 
验的后现代主义。评估中大多数的方法共享社会科学知识的解释学观点，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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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和对定性方法的偏好。同时也受计划评估中反应迅速这一传 
统的影响（人1 31 1«1，1997 3; %1« ； ，1975),这些方式最显著的特点是，通过表露它们 
对背景化的计划的理解，寻求表现最接近被评估计划的股东，即计划的工作人员 
和受益人的利益和尊重他们的经验。更深人一些，背景化的理解可能也是其他 
股东的利益所在，比如，亚里桑那州议员希古罗在将国际货币政策和美国的对外 
关系联系起来时的利益。斯泰克 （ Stake , 1975) 、古巴和林肯 （Guba & Lincoln , 
1981) 的早期作品给出了这一类型的轮廓。正如在本章稍后将谈到的（也正是贯 
穿本书的），这一类型中当代的研究工作正以有效的方式塑造着它自身。 

最后，第四种类型代表了“开放意识形态”的评估方法，它明确地提出了一个 
独特的价值观议程，如拉尔辛安 （ Rawlsian ) 的社会公平 （ House ，1990 ) 、授权 
( Fetterman , 1994 ) 、批判的种族意识 （ Ladson - Billings ，1998 ) 或社会变迁 （ Ryan , 
Greene , Lincoln , Mathison , & Merlens ， 1998 ; Whitmore , 1994 ) 。沃尔夫在他的评估 
工作中对提倡本土的美国主权的明确期望很好地阐明了这一类型。如前所述， 
所有的评估方式提倡特定的观念和价值 观:“ 他们给予那些持有这些观念的股东 
以优待，并选择那些能使这些观念能得到实现的方法论。” （ Gre ene ，1997， P .27) 
第四种类型的独特之处在于，对评估而言，必要的基本原理首先是提倡某些观念 
和价值观，其次才是对特定的计划的问题的回答。而对其他大多数的评估者来 
说，回答计划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在当代评估方式的第四种类型中有一些不 
同的哲学观点，包括批判社会科学、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在评估当中，英国 
和澳大利亚的民主评估 （ MacDonald , 1976) 和行动导向的评估 （Carr & Kemmis , 
1986) 是早期的例子。古巴和林肯 （Guba & Lincoln , 1989) 的第四代因其在建构 
主义的哲学基础上提倡行动主义意识形态，也保证了检査。 

尽管我在表 38. 1中努力在意识形态、方法论和技术方面将四种类型的评估 
方式区别开来，但在评估思想中方法论仍占据了支配的地位 （ Greene , 1992; 
Schwandt ,1998) 0 这一点在通过他们的主要方法来给不同的评估方式命名时表 
现得非常明显。这一命名模糊了依赖定性方法的评估方式之间的重要区别，比 
如 Stake,Cuba & Lincoln , Patton , Eisner , Schwandt , MacDonald 所倡议的那些方法 
(这一点我已在本书的第一版中讨 论过; Greene , 1994)。 它也将人们的注意力误 
导到评估是如何进行的（定性地），而不是为什么要进行评估（帮助提高计划、推 
动民主对话、提倡多元主义）。更进一步，评估理论和实践的方法论主导错误地 
将评估者研究工作复杂的政治背景简单化。 

实施定性评估的判定逻辑 

尽管评估中不同定性方法的哲学基础存在着变化，但大多共享一套核心的 
假设和观点，这些假设和观点可归为建构主义和解释主义。正如施瓦特 
(Schwandt ,1994) 所提 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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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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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见解的支持者有一个目标，即从那些生活在其中的人的角度来理 
解生活经验的复杂世界。这一目标被不同地认为是对生活世界、对观点的 
着眼点、对理解意义或对把握行动者对情景的定义等不同方面的持久关注。 
构成调查的一般目标的生活现实和特定情景的意义被认为由有社会行动者 
来建构的，即，特定的行动者在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时间，通过长时间的、复 
杂的，包含历史、语言和行动的过程，建构着时间和现象的意义。 

他继续 说道： 

建构主义者深信，我们所习惯遵循的客观知识和真理是观察的结果。 
知识和真理是被创造而不是由思想来发现的。他们强调现实的多元性和惮 

性特征-称其为多元是因为现实可由不同的符号和语言进行系统表述， 

而有弹性的意思是指现实可以被塑造为适合有意识的人类有目的的行为。 

走构主义 

建构主义调査者寻求对背景化的意义的理解，对既定背景下由行动者经历 
和建构的人们行为和互动意义的理解。这一目标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即 
区别于物理世界的社会世界不会独立地存在在那里，等待着聪明和富于技巧的 
社会调査专家们去发现。更确切地说，社会世界的情感、语言、符号、互动、政治 
的方面和它们的意义都是由人类行动者建构的。这些建构受特定历史的、政治 
地理的以及文化的实践和话语的影响，受那些进行建构的人的意图的影响，无论 
他们尊贵与否。因此，这些建构是多种多样的、多元的、偶然的和有背景的。 

社会调査的基本任务不是去发现外在世界受自然规律支配的特性，不是去 
回答人群的代表性问题，也不是去提炼和联系所观察到的原因和结果。首要的 
任务应该是去理解在被研究的背景下人们所建构的意义，因为是这些建构构成 
了社会现实和形成了人们行动的基础。这一任务本身就是解释性的，它需要调 
査者“去阐明意义建构的过程……对这些意义进行 解读; 它所提供的是调査者对 
被研究的行动者的建构的建构 ” （schwandt ,1994, p . 118) 0 也就是说，解释性的调 
査者无法知道另一个人的生活经验的意义，只是调査者对所讲述的意义的描述 
和表现 （Lather ,1991)。在这些方式下，解释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调査无可争辩地 
成为主观主义者的调査，调査者的世界观成为特定背景下对意义的建构和表达 
的一部分，调査者的偏见、经验、才智和洞察力全都成为被建构和描述的意义的 
一部分。 

价值观因此与认识纠缠在了一起，而认识又与存在和行动纠缠在一起。在 
建构主义者看来，解释性的研究是“任何事实都有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能导向 
不同的事实” （ Smith ，1989， P . lll )。 g 卩，持有不同理想和价值观的人即使在同样 
的情景下也能建构出不同的意义。对建构主义者而言，解释性的调査推崇生活 
经验和人类意义的价值观层面，但并不指定或提倡任何特定的价值观。 然两 ，一 
个特定的建构主义调査的价值观为调査中的意义建构者——被研究的成员、调 
査者和更大的社会——所持有，因此建构主义是多元的。 



38 通过评估理解社会项目 


1055 


从方法论上看，与介人主义者 （ interventionist ) 的预测和控制形成对照的是， 
建构主义以人类调査者作为意义的主要收集者和解释者，使用定性方法，进行自 
然发生的调査设计，进行背景的、整体的理解，因此是与自然的背景是最一致的 
(Guba & Lincoln , 1989 ； Lincoln , 1990 ； Patton , 1990 ) 。 

可能更有意义的是，建构主义支持调查/评估的论述以方法的问题为中心转 
移到以目的和角色的问题为中心。技术的质量相对于理解的质量和意义来说是 
第二位的。少数的建构主义者认为任何特定的程序都无助于提高对调查者解释 
的接受（例如， Barone ，1992 ; Smith ，19的， P . 1 6 0 ) ，而大多数的建构主义评估者喜 
欢他们研究中的一些程序性的结构。这部分的是因为社会计划评估的背景需要 
保证方法论的质量和数据的完整性，如果不被至少是一些的评估使用者认为是 
可信的、能站住脚的、富有启发的、有用的，那定性的评估对社会政策和社会计划 
所做的贡献就会微乎其微。 

在这一方面,评估者为了保证他们的评估知识主张是以经验为基础的陈述， 
而不是调査者的偏见，因而特别关注条件和方法。从哲学上看，这就引起了一个 
矛 盾：“ 为建立在非基础性的假设之上的知识提供一个方法论的基础的努力” 
( Smith , 1989 ， p . 159)。接下来的实践部分描绘了评估者这样做的一些方式的轮 
廓，例如，使用因为悠久传统而受尊重的三角测量程序。这些对条件问题的反_ 
一般都跟随着史密斯 （ Smith , 1989, 1990) 的领导，他将关注从基础性的方法转移 
到启发式的程序之上，比如，将程序条件作为判断解释好坏的基础 （ Schvvandt ， 
1994， P .130)。 尽管如此，对许多定性评估者来说,基本原理和实践的冲突性的 
需求，尤其是为保证质量围绕条件和程序的,仍旧很强烈。 

起越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对判断今天的许多定性评估的哲学逻辑进行了刻画，但建构主义 
自身并非没有受到挑战，一些评估者已经加人到这些挑战中来。我将在基本原 
理的层次上举两个主要的例子①。在本章的结尾部分我将回到当代挑战和未来 
方向的主题上来。 

首先，十多年前，施瓦特（ Schwandt ，1989,1996, 1997 a , 1997 c , 1998 ) 就已提出 
了将实践哲学作为使社会科学的实践和话语概念化的可供选择的方式。“实践 
哲学关注称为实践的活动的模式，它的主题是一个个体如何作为社会的成员管 
理他（她）的生活和事务” （ Schwandt ，1998 ， P . 9) 。去实践评估意味着需要从方法 
论彻底转变到政治一道德的框架，要更少地关注完美和保证我们的知识主张 
( Schwandt , 1996) ，而更多地关注于帮助实践者来仔细考虑并发展他们自己明智 
的实践。 

第二，后现代的挑战存在于评估实践所有的当代形式中 （ Mabry ，1997 ) 。例 
如，在许多后现代的思想中，宣称知道不仅是部分的和偶然的，也是根本不确切 


①这两个例子引自 ： G reene ,1998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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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且 ，一 个后现代的作者是对所宣称知道的知识的建构者，读者也是如此。 
对这些挑战的反应之一是放弃现代主义的原则和先人之见以有助于真正地实践 
后现代评估。雅布马 （ Abma , 1997 a , 1997 b ， 1998 ) 对后现代评估实践提出了一些 
富 有灵感的例子，它们接受后现代的怀疑，但没有向虚无主义 让步。 例如，雅布 
马 （ Abma , 1997 a ) 在她的研究工作中提出了“开心”的概念和 经验： “一个 开心的 
人不会与将他或她与其个人的信仰太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或她欣赏重新描 
述的力量，欣赏能使新的和不同的事物成为可能和重要的语言的力量” （ P . 44) 。 
雅布马还援用后现代作 者“自 我反身、多种声音、多种解释 ”（1998， P . 434) 的文 
本，以努力将她的评估报告雕琢成为“开放的、模棱两可和不可预见的……没有 
总结、结论和建议 ”（1997 b ， p . 106) ，并因此作为对话 （ dialogue ) 的遨请 （1998)。 

定性评估的实践 

至此，我已对社会计划评估的独特背景和特征进行了描述，介绍了当代评估 
理论和实践的类型，解释了存在于大多数的“定性”评估方式之下的建构主义哲 
学。现在转人实践的部分，我需要承认的是，在这一领域，评估者在实践中，无论 
是在哲学上还是方法论上，都极少采取一种“纯粹”的形式。评估现场背景中复 
杂的、多元的需求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指导实践的框架，并引发它们之间的对话。 
事实上，今天的评估专家以其辩证的、对话的气质，以其对理解的多种形式和多 
个层次的开放性，以其对理解的背景需求的反应而显著，而不是他对某一基本原 
理或方法的坚持。 

我将在这里举一个定性评估的例子以展现它的一般特征。在强调这些特征 
后，我将继续讨论这一方法对评估的挑战。 

举例 


我们来看对一个州一级水平的福利改革行动的评估，这一改革旨在在接下 
来的 5 年中，使目前在州福利名单中四分之三的人得到稳定的工作。此项改革 
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对目前依靠福利的人来说，要获得长期的经济自足，需 
要首先集中于“发展人力资本”，接着再转向工作场所。这一计划的发展过程包 
括强化的、因材施教的教育，个人的发展，职业培训和求职活动。 

为了向政策的和当地的计划的观众回答这一改革计划的质童和效果等评估 
问题，定性思维的评估者将必须主要去理解个体的参与者——接受福利的人、计 
划职员、教育和经济发展领导者——在特定的背景下是如何经历这项计划的。 
因为计划的质量和效果的意义是在这些背景化的经验下塑造而成的。此项福利 
改革的定性评估者可能有意抽取集中的数据，收集少数计划社区和参与者以获 
得具有相关特征（如人口统计学的、经济的和雇佣历史，以及文化规范）的异质性 
样本，以此得到较为广泛的、所期望的、不同的经验和意义。然后，对于这样的样 




本，评估者可能进行长期的现场观察，以对在福利计划中所发生的事情进行生动 
的描述并对如何随着背景的不同而产生的变化进行说明。“人力资本”的概念在 
这些变化的计划地点是如何被预想到并实现的？对不同的接受福利的人来说， 
典型的计划经验是什么样的？社区操作者如何界定“长期就业”的概念——这一 
概念在不同项目方案中变化多端？ 

为了理解计划参与者在计划中所发现或没有发现的意义，以及这一意义是 
如何在计划的过程中反映出来的，评估者可能会在每一个地点抽取 10-15 个福 
利接受人作为样本，进行个体访谈和回顾他们的计划记录。评估者也可能在每 
一个地点抽取一些计划职员和管理者,一些经济发展领导者，以及一些关键的社 
区成员，就他们对福利计划的感知和经验进行个体或群体的访谈。新的计划关 
于对人和经济发展的强调的观点，其范围是什么？新的计划中所培养的经济自 
足的性质,在社区中存在哪些一致和不一致？作为一种选择，这些计划职员和社 
区的感知与结构化的、定量的信件调査结合在一起，可能会更有效和更有代表性 
一些。 

然后，评估者会将这些计划实施中的不同个体的故事整合进社区的叙述之 
中，这些社区叙述将传递评估者对每一研究地点中福利改革行动的背景化的、经 
验的意义的表达。例如，一个社区贺述可能会强调福利改革计划中“职业提升” 
的美好设想和所提供的有限的、低技能的教育之间的 分离； 另一个社区叙述可能 
会强调计划的行动时间表与一定比例的计划参与者的日常生活节奏和实践之间 
的互补性。还有一个社区叙述可能集中于将计划参与者的经验刻画成为压抑的 
和去人性化的，核心的计划职员也对他们最近转移到“最糟糕的邻里福利办公 
室”而气愤不已。社区叙述可能整体性地描述、分析和解释福利改革行动在每一 
不同的背景下有意义的联系和分裂。除了描述和分析之外，这些叙述的政治政 
策和行动解释会借助于一些个体的评估者和股东的价值观和信仰 （ Wolcott , 
1994)。 

而且，这些社区叙述不只是由微观水平的事件和互动形成，它们同样由宏观 
水平的经济、政治，尤其是就业市场的因素、力量和趋势塑造而成。如果将这些 
叙述放在更大的州和地区的经济和政治背景之下，它们将会获得更多的意义。 
而且，对这一改革行动的成本一收益分析肯定是评估所期望的一部分。因此，除 
了对所选择的社区个案进行集中研究外，评估还获取和分析宏观水平的信 
息——大多数可能是定童的形式——如福利依赖、经济和就业市场指标，同时还 
会评估计划的成本和产出。 

作为建立在内部经验和意义的基础之上，受制于机会和更广阔市场的约束， 
这些评估数据将被编人对计划质量和效果的整体描述之中。这一描述可以被提 
供作为对那些研究过的对象和没有被研究的对象的一个整体性的表述，虽然对 
这一延伸不是特别的确定。描述当中充满了计划活动中成功和失望的、完成的 
和未完成的瞬间。因此，这一描述提供了一个背景化的、复杂的、动态的、充满了 
价值观的，同时也有必要是局部的对福利改革的陈述。尽管整体的、解释学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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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是定性评估实践的目标，但社会政治背景中的人类现象仍相当复杂。因此，所 
有解释性理解的表述必然是局部的。 

作为故事讲波的评估 

如上面的例子所强调的，定性评估是需要讲述故事的叙事技巧——讲述在 
复杂和动态的社区中个体或群体的故事，讲述能使人们理解这些社区的共性和 
个性何在的故事,讲述明显带有作者特征的故事（801' 01 « ； ，1992),以及那些旨在 
推动实践或重构政策对话的故事，通过故事的讲述来达到多元性和复杂性的 
评价。 

作为叙事的技巧，这一评估的方式极其喜欢运用定性的方法，定性的方法需 
要与被研究环境中的成员直接接触，同时收集用这些成员自己的话表达的经验 
信息。这样的方法能独具一格地对内在的经验和观点进行理解。现场的观察和 
个人的访谈因此成为定性研究的主要支柱，同时还有对相关的文献和记录的回 
顾作为支持。但是，正如以上福利改革的例子所显示的，大多数的评估还需要大 
的、有代表性的评估参与者的样本信息，或关于宏观的社会政治一经济因素和趋 
势方面的信息，以及成本一收益方面的信息。为了这类的目的，定量方法在定性 
评估中无疑是被接受的。事实上，在所有评估实践的类型中，评估者为了获得对 
计划更广泛和深人的理解，往往进行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收集到的数据之间的 
对比 （ Greene & Caracelli , 1997 ) 。 

好的故事讲述者常常小心地选择环境并丰富地描述他们的环境，并使环境 
中的参与者的行动能够被解释。在这样的方式下，定性评估由对一个或几个研 
究个案的精心选择和对个案背景丰富、多层次的描述所构成。福利改革的例子 
就是由对几个社区的选择所构成，这几个社区是作为工具型个案 （instrumental 

cases ， Stake ,1995) -选择个案不是依据研究者内在的兴趣，而是考虑所选择的 

社区能为研究者提供对整个改革行动的理解。由于建构主义的意义深深地根植 
于背景之中，因此对这些社区的人际关系的、市政的、社会经济的、文化节奏的了 
解是很有必要的。例如，什么样的社区特征会影响一个计划参与者希望或失望、 
融人或孤立的感觉，以及这些感觉是如何与他或她的计划经验联系在一起的？ 
通过更多的定性方法和指标，将这些工具型个案放在更大的州的经济背景之下， 
这也是建构意义和理解整个改革的重要部分。 

作为一种叙事技巧，定性评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讲述者——评估者。不 
同的评估者将讲述不同的故事，更有经验、更在行、更敏锐和有远见的评估者通 
常能讲述更有意义的故亊。一个评估者在他的研究工作中的位置反映了研究者 
个人的经历和政治偏见，同时也反映了作为一个个体和一个评估者，他在研究中 
选择推动谁的利益 （ Greene ，1996 ， p . 285 ) 。在建构主义的世界观里，这种类型下 
的大多数评估者会偏向于那些最接近被研究计划的人的利益，即那些计划职员 
和参与者。这样的声音和观点晕上面福利改革的例子最显著的特征。但是，在 
建构主义的世界观里，这种类型下的大多数评估者也忠于多元主义并在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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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里表述所有的观点和意义——对一个全面的故事来说,这也是需要的。 

最后，评估者不仅要定义和定位研究工作中的自己，还要为他们的研究工作 
在整个世界中下定义和定位 （ Greene , 1996, 1998 b ) 0 研究者必须对他们的故事 
带来的影响负责。在他们建构主义的世界观之下，这一类型的评估者大多将他 
们的故事定位为提高特定背景下的实践的指导 （ Patton , 1997 ), 或由不同利益的 
股东对计划进行学习和观察的机会 （ Stake ，1997)， 以及定位为重新建构更大的政 
策对话的工具 （Weiss ,1998)。同时，建构主义和解释主义可能会将他们的故事 
定位为一些不断的要求，如关注重要的复杂性、合法的多元主义、构成美国当代 
政治生活的政治力量。为了在他们所研究的社会实践和政策的未来发展方向中 
有发言权，他们不仅需要讲述他们的故事，还必须坚定而自信地为其在社会议程 
中争取空间。 

作为故事讲或的评钴所面临的挑成 

但是,那些读到或听到评估者关于州一级的福利改革的重要性的故事的人， 
如果这个故事是个好故事，他们将如何做出决定呢？他们如何知道评估者在讲 
述故事的过程中不是在鼓吹他们自己关于福利改革的观点呢？评估者如何知道 
自己的主张的界限何在？作为一个“定性”的评估者，对那些投人到评估中的人， 
对那些被研究环境中的成员以及更大多数的公民，如何公平和公正地履行他的 
职责呢？例如，当评估者判断福利改革的方式在这一州是有效的，但福利改革的 
政策的方向被误导了，这样谁的利益能得到提高呢？ 

这些问题揭示了在所有的评估类型中，社会计划评估必要的价值观维度。 
他们对在判断调査的质量（这一故事如何？）和计划评估的质量（这一计划如 
何？）时所运用的条件提出了异议。他们对评估者在故事中的叙述进行了挑战 
(你是在鼓吹自己的观点吗？）和对评估的真正目的提出了质疑（谁的利益得到了 
提高呢？ ） 。正如所提到的，这些问题与所有形式的评估有关，而且在定性评估中 
更为显见，因为定性评估明确地承认知识主张中的价值观立场。更成问题的是， 
定性评估在理论上没有哲学基础，实践中又是多元的价值观取向。对于这些挑 
战，建构主义对定性评估的辩解并未提供现成的答案，而只能由每位评估者从每 
一个背景当中去寻找。 

在以上的福利改革评估的例子中，评估者可能会依赖可识别的调査条件，如 
林肯和古巴 （Lincoln & Guba ，1985) 的可信赖性条件。这些条件（信度、应用性、 
独立性和一致性）被建构为平行于传统的调査条件 （ 分别是内在效度、外在效度、 
可靠性和中立性），因此，可以被关键的评估受众、现场水平的计划雇员和州一级 
的计划决策制订者等认可为熟悉并理解为合法①。为实现这些条件的程序性的 
指导也是熟悉的，因为它们非常依赖方法论的论点和技术——多样化的抽样 ，一 

① 来自： Lincoln & Cuba, 1985:评估发现将①与背景化的活的经验一致的时候 可信; ②在应用于其他相似 
的背景下时,那些进行应用的人如果认为是可以应用的时候才 可行; ③当作出的方法决定是可辩解的和合理的时 
候才 可靠; ④在推论能通过分析回溯到实际收集的数据的时候是能证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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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三角测量，以及控制偏见。为了接受不熟悉的认识和思考方法，许多重要的 
评估参与者需要像这些一样熟悉或可识别的评估建构。尽管建构主义思想的特 
性不像其他一些提议受重视，但如沃尔科特 （ Wolcott ，1990 ) 的理解，古巴和林肯 
(Cuba & Lincoln , 1989 )的真实性，以及行动研究者的证明有理的行动 
(Greenwood & Levin , 1998) ，这些可信赖性的建构对关注他们故事的可接受性和 
用处的评估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务实的选择，特别是对“现代主义的参与者”来说 
更是如此 （Robert Stake , personal communication , 1999. pp .5,6) 。 

但是，对什么样的目的和目标来说有用呢？尽管其他领域的定性调査为了 
它们的研究工作，可以不受限制地对不同的政治和行动议程进行实验，但社会计 
划评估者却受到更多传统和背景的约束。拥护某种主张在许多评估圈子中被视 
为一个令人不安的幽灵，因为它对无个人利害关系的、中立的评估者的传统立场 
构成了挑战，这些评估者认为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发现手头上的评估计划的效 
果 （ Greene , 1997)。但是，在当代社会计划评估中，拥护某种主张作为对某些利 
益的推动，因此是不可避免的。对任何一个评估来说，许多有着不同利益的股东 
需要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在这一点上，较之于其他类型的评估，定性评估在 
淸楚地承认它的偏见的同时，去努力实现多元主义的理念。多元主义的理念意 
味着对观点和声音的包容，即既能找到直言的股东的观点，也能找到沉默的股东 
的观点，而后者常常更长袖善舞。但是，这样共同合作的努力将是不足的，因此 
多元主义的包容性很少能完全实现。 

此外，定性评估者知道，他们所宣称的理解是能享受特殊待遇的观点的组成 
部分，因此不可避免是利益相关和有偏见的。福利改革评估者，以其建构主义的 
世界观，在其对计划质量进行判断时，可能会强调成本一收益之上的背景化意 
义。在相似的方式下，巴顿 （ Patton , 1990, 1997) 的实用观念能使现场的决策制订 
者受益，古巴和林肯 （Guba & Lincoln , 1989) 的第四代评估将维护权力最弱者利 
益的授权主义意识形态与建构主义哲学整合起来。斯泰克 （ Stake ,1997) 的建构 
主义信念和改革主义观点使人们对那些全力以赴为改革斗争的人产生了同情 
心。简而言之，尽管否认了拥护某种主张是偏见，但定性评估者还是承认所有评 
估不可否认的知识，并以他们自己的哲学和个人经历利用了其中最令人舒服的 
部分。作为社会意义和行动的重要制造者，我自己的知识强调了复杂性和多元 
主义的重要性。 


定性评估的历程 


开# 

计划评估的建构主义、定性方式伴随着理性思想和社会信仰 （Cook ， 1985; 
Greene & McClintock ， 1991 ) 领域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美国的评估团体之中 



( Stake , 1967 ， 1975) 两个有意义的进展①。第一个进展是实验科学作为社会计划 
评估（和其他应用社会科学）的范式被废黜，自18世纪启蒙时代以来引导大多数 
科学实践的实证主义哲学的断裂导致了这一结果②。作为对实验主义的代替，解 
释主义哲学和定性方法进人评估的论文之中，但对此的争论和探讨也接踵而来。 
起初，既对方法论基础，也对实践基础进行争论 （ 表现为评估的定性一定量争论， 
如 Cook & Reichardt , 1979 ； Reichardt & Rallis , 1994 ) ，使得评估的定性方式扎根在 
许多评估理论家和方法论学家的头脑之中。通过他们合情理和有吸引力的实 
践，这样的方式在整个评估团体中成为可以接受的替代者。 

鼓励并使定性评估方式出现和成长的第二部分变化是20世纪60年代和70 
年代之间美国社会信仰体系的变化。库克 （ Cook ， 1985) 这样描述这些 变化： 

( 1 ) 随着所感知到的伟大社会的失败，标准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权威也随之下 
降（参见 House ,1993)。 

(2) 随着越南战争、水门丑闻和其他政府的惨败，政治人物的权威也随之 
下降。 

(3) 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和政治多元主义的上升，最明显的如人权运动和妇 
女运动。 

在社会思想方面的这些转变与替代范式的出现，包括理解和实践社会科学 
的解释主义和建构主义，有着相当的一致。 


今 天与童 要评姑 a 论的联糸 

在当代的形式上，社会计划评估还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刚刚开始发展和改 • 
进它的理论 （ Shadkh , Cook , ALeviton ， 1991)。在即将到来的十年中，在重要的理 
论发展中,有可能继续塑造评估思想和实践的是两个 观念: ①对计划行动和变化 
的理论进行改造，这一理论对评估来说,是重要的概念 框架; ②对评估的主要角 
色的重新定义，这一角色是作为活跃的、再生的、包容的知识的一个机会，以及对 
强调评估过程的重新定义。评估理论的这些发展使评估的社会政治角色回到了 
中心 位置， 而不是它的方法和技术，也是对评估的教育和行动潜力的评估。他们 
也从定性的评估实践中，通过对解释方法有意义但不是排他的依赖，通过对建构 
主义世界观并非彻底的支持来获得力量。下面我将简要描述每一个进展。 

评估计期的理论 

在美国强大的时候，早期的计划评估被设计成对计划理论的实验性测试，和 
对计划输人和计划输出之间假定的因果关联的实验性测试。那一时期的评估渴 
望为计划参与者测量结果并将结果与那些没有参与计划的相似的人进行比较， 
对于执行的或经历的实际的计划，很少去关注数据的收集。因此，通过这一过 
程，所观察到的发生或未发生的计划结果是未知的——因此，对这些早期的评估 


① 参见本书的第一版中对定性计划评估进行详尽探讨的章节。 

② 在有关科学哲学不计其数的著作中，哲学家伯恩斯坦 (Ben^ein, 1983, 1992) 的作品是其中最易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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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贴的“黑箱”评估的标签表明他们对通常认为是“独立”的研究的反感。正如 
李 • 克龙巴赫等 （Lee Cronbach et al . ， 1980 ) 所观察到的 ，“一 个好的评估问题应 
得到有差别的答案，而不能将计划、计划的交付和参与者的反应作为未检验的因 
素而置于一个封闭的黑箱之中” （ p . 5 ) 。 

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一些评估理论家（知名的有 Len Bickman , 1987； 
Huey Chen & Peter Rossi , 1983 ；Carol Weiss , 1972) 开始为“理论驱动的评估”和在 
理解、评估计划的“理论变化”的指导下进行的评估重新进行辩护。韦斯 （ Weiss , 
1998) 写道： 

(计划）理论给评估者对于去何 处进行观察以及要发现什么提供指导。 

单纯对（计划）理论进行建构暴露出幼稚和简单的期望……在评估开始 
之前理论可以是一个学习的工具。 

一旦 掌握了数据， （分析评价）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描述实际所发生 

的 . 这对研究计划中的指导者和职员来说是重要的 信息，据此他们可以 

对理解进行重新思考并对未如期发生的活动进行计划。 

基于理论之上的评估 （也） 可以提供解释、手段和目的的来历，这样就可 
以更容易地与政策制订者和公众进行交流。 

对于基于理论之上的评估，’另一个重要的论据是其对可归纳的知识的贡献， 
这些知识是关于社会介入是如何运行的，以及推动或阻碍社会介人成功的条件 
和因素 （ Cronbach ， 1982; Weiss ， 1998)。定性评估能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目标。 
.整体性的计划描述能将计划建构转换为不同的社区价值观之下的背景化经验。 
评估者的计划描述能用人类的尊严与耻辱，成就与失败的故事补充回归系数的 
不足，比如职业培训计划参与者净收人的增长。计划描述也能以人类多样性的 
不和谐与复杂来对影响的大小提出挑战，而影响的大小将计划的参与者均质化 
和聚集起来。确实，对社会问题和如何最好地解决它们日益迫切的对话需要所 
有评估观点的辩证参与，需要对复杂性、背景化和由评估的定性方式所提供的人 
类媒介的坚持。 

股东参与的评佶 

为计划理论的改造提供一些参照是一个重要的议程，是对评估的参与和协 
作方式的拓展与应用 （Ryan et al .. 1998; Whitmore , 1998)。这些方式强调为了提 
髙所有权和评估结果有用性的目的 （Cousins & Earl , 1995； Patton , 1997) ，或为了 
推动民主化的社会变化的一些形式，如社会公正 （ House , 1990) 或授权 
( Fetterman ，1994 ) ①，股东应积极参与社会评估过程。在这些 （ 诚然是不同的）方 
法中，参与其中的评估者将评估构建为在某一背景下参与、学习和行动的一次机 

①参与性评估的这两组目的反映了它的两个起 源:① 实用的 （Patton, 199 7 ) 和基于股东的 （Gold, 1983) 评 
估;②来自于评估领域之外参与行动研究的传统 （Freire, 1972 ； Greenwood & Levin, 1998)。参见怀特摩尔 
(Whitmore, 1998) 关于评估的历史、理论和实践的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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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因此在进行评估的过程中——股东参与其中的方式，哪些特定股东参与，弱 
势声音如何被听到，谁代表谁说话——这些成为了核心，而正是关于使用了什么 
方法的问题，甚至不是要得到什么样的实际的结果的问题。 

实用导向的参与评估者正推动着评估在组织的学习中所扮演有重要意义的 
角色，这一角色在组织的发展循环中打造着当代对战略计划的强调和质量管理 
之间的联系 （Cousins & Earl ,1995； Patton ,1994； Preskill & Torres , 1998 ) 。社会行 
动导向的参与评估者正提高评估的潜在重要性，这一潜在的重要性能帮助我们 
拓宽和加深对重要的社会事件的深思熟虑和对话 （ Greene , 1997; House & Howe , 
1998 ； Ryan et al . ,1998)。 在参与性评估的所有这些正在进行的发展变化中，定 
性评估将继续扮演一个中心的角色，尽管这一角色不是唯一的和独占性的。包 
容而非独占是当代辩证的、对话的评估的重要特征。 


未来的方向 


正如通过本书所生动展示的，思考和从事“定性研究”的方法在继续发展和 
变化着。和其他应用社会科学的科学家一样，社会计划评估者也面临着科学的 
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发展带来的挑战。下面是一些例子①。 

对走牲教梅的特征的挑成 

( 定性）访谈从根本上说是不确切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思想、情感、恐 
惧、权力、期望和需求在访谈者和被访谈者之间复杂的表演无法被捕捉和归 
类……通过数据简化技术，当我们认为在“解释”意义或一个访谈的意义时， 
我们在将我们所制造的意义的确定性叠加在不确定性上，用我们的发现和 
建构将模糊性替换掉。当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似乎我们已经“发现”或“建 
构”了最好的，或最关键的或最重要的解释，但实际上我们在错误地描述所 
发生的一切……（不是在分析中）研究者将他的解释填充进（访谈者）不确 
定的开放 性中； 研究者还将名称、类别、建构、概念性的计划和理论强加在不 
了解的事情之上，并相信不确定性已被定位、建构和了解。秩序被创造了出 
来。研究者不安的情绪由此得到了（暂时的）平静 （ S C heMri C h ，1995, P .249)。 

对作为意义的表达的挑成 


后现代主义通过挑战我们认可的表达调查结果的形式的假设，由此对 
表达社会科学调查的新形式开 辟了空 间。佩吉特 （ Paget ) ……指出，“奇怪 

的是，强调通过对最弱的形式-写作的文本-进行分析，探索它的细 

节，而忽视了说话者的态度和意图。”…… 


①这些例子 引自： Greene,1998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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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创造对调查新的表达中，我们需要努力表达参与者经验的复杂 

性和不确定性……（和）承认我们在表达的建构中的角色，我们在表达中的 
声音。（进一步而言）在后现代的语汇中，知识是片面的、有条件的和背景化 
的，表达也是如此 （ Goodyear , 1997 ， pp _ 64-6 5 ， 6 9 ) 。 

对成们研先的政洽伦理的挑成 

我们如何处理“热点”信息呢，尤其是在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妇女和男人 
被右翼和议会妖魔化的时候？……例如，为了生存，妇女事实上不得不成为 
福利骗子，对这样的信息，我们该如何去做呢？（“他每月来一次并给我一些 
钱，我可能不得不受到打击，因为孩子需要这些钱。”）我们所研究的一些对 
象的用药超过了我们的期望……忽略这些数据是否认经济困难时期的影 
响, 而报告这些数据则冒着寸能错误解释的危险。 

在历史中的这样一个时刻，当很少有观众愿意去反思社区和国内暴力 
复杂的社会根基，思考对福利唯一依赖的不可能性，或者去理解充斥于穷人 
和工人阶级中的复杂性、爱、希望和痛苦，我们该如何处理污染我们数据的 
旅行者丢弃的臭袜子呢？同时，我们如何能冒着浪漫化的危险，或賨着否认 
由国家、经济、邻里和亲戚所发起的对穷人和工人阶级家庭的打击所带来的 
破坏性的影响的危险呢 ？ （Fine & Weis , 1996, pp . 258-259) 


这些对我们运用建构主义实践社会计划评估的核心构成了挑战，定性的世 
界观有些令人气馁但没有被击溃。部分是由建构主义发起，他们继续侵蚀着评 
估对方法论热情和技术专家的专注。即使他们使我们对认知、理解和解释活的 
经验的自信获得了解放，他们还是肯定了建构主义评估者对这些经验的意义的 
强调。他们也证实了建构主义评估者对价值观的自我意识，我们在研究中的位 
置和我们的研究在世界的位置。 

作为社会评估者，我们对不同的观众有责任，这些观众既包括有权力的政策 
制订者，也包括那些我们评估计划所期望的受益者——那些无权的穷人及大多 
数的公民。因此，我们的工作必须用社会政策制订的政治现实平衡知识建构、解 
释、表现的社会科学理论。这一平衡不是通过盲从、偏袓，而是通过对包容性、对 
多元主义明确的承诺，以及对保证所有股东的声音成为对话的一部分的承诺 
( Datta , 1999; House * Howe , 1998) 0 包容性既尊重建构主义的整体论，也尊重民 
主对话。我们必须承认，进行这样一个明确的承诺常常被视为鼓吹或偏袒，因此 
我们的挑战成为将这一承诺创造成为公平的、非对抗性的表达 （ Datta ， 1999 ) 。 

我们并非是要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来进行项目评估，而是引导我们的技巧， 
以使它能对不同的观众作出反应，包容木同的观点，鼓励对话，以及建构多种多 
样不同的理解和对那些理解的表现。我相信建构主义的、定性的评估类型—— 
以它响应积极的特点和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将活跃在对话性的评估发展中。 
现在轮到我们每一位建构主义的评估者来争取一席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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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研究对政策过程的影响 ES 

INH.UENXING THE POIJCY PROCESS Wmi QUAIJTATIVE RESEARCH 

o t ■ • 里斯特 


二十多年前，科尔曼 （James Coleman ) 写道 ：“既 没有方法体系也没有基本的 
方法论适合公共政策的影响研究，而这种研究却有助于未来的政策。”这一论断 
至今仍然正确。的确，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出现了更多的方法论和方法论方面的 
变化,更多的概念框架，在那些自称是政策分析家或视自己工作于政策研奔领域 
的人中间造成了混乱，政策研究的和分析的趋势可以说已变得愈发的离心化。 
一些对当前的政策研究现状进行批评的批评家和随之而来的太多的不同方法论 
的应用认为，在政策研究技巧方面的进步并没有使对思考什么和做什么的问题 
更加淸晰。客气一点说，政策研究的方法多样性应该是受欢迎的，因为它们为困 
难和复杂的问题的解决带来了不同的技术和力量。 

政策研究对与政策制定相关的知识基础有离心影响，对于这一论点支持与 
否,底线大致保持 相同： 政策研究者倾向于认为，他们的技艺方面的进步还没有 
对研究在政策制定中的角色有意义重大的推动作用。相反，从事与政策相关的 
工作人员、机构和研究中心的增加已带来了在对问题进行定义的方式、设计及进 
行研究的方式，以及数据和报告写作方式上的不一致和争论。政策研究者正面 
临一个多种研究信息过剩的状况。 

一个不合直觉的逻辑是 ：人员 的增加、对资源更多的分配、方法复杂性的增 
长，这些并未带来所期望的或显示出政策问题更大的清晰度和对它更多的理解。 
相反,现在的努力却带来对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更复杂、更难理解、有偏见的看法。 
更进一步，正如史密斯 （ Smith ，1991) 所认为的，这一更为复杂的趋势已将政策制 
定者和公众置于难以理解问题的境地，同时也无法看到他们的行动对现状产生 
的影响。 

然而，人们也许会承认,早期的分析,如教育或社会福利领域,无论是在设计 
还是政策方法的应用方面常常不是特别的复杂，但却能使政策制定者受益。换 
一种说法，一个充斥着华丽的“技术发展水平”的方法论、对细微的差别进行复杂 
分析的报告，其对有效的决策能提供的指导可能还不如从前。当前主要专注于 
政策研究工具是否够用，而对其实用性则没有给予同等程度的关注，使得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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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进人了一种模糊的状态之中 （ Chelimsky ，1982 ) 。 

如果以上对当前政策研究状况的简要描述大致符合现实的话，则带来了一 
个根本性的 问题: 不能进行与政策过程相关的研究，这一假定是否成立？我个人 
认为这一假定是不正确的。研究有助于作出信息充分的决策，但进行研究的方 
式有待变革。我们已经过了这样一个时期，在此期间，我们可能会对好的研究会 
影响政策过程的观点持有异议。认为研究与行动之间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这 
并非一个使我们思考如何使知识影响决策制定的可行办法。研究与行动两者的 
关系虽然非常的微妙和含糊，但还是存在着关联。这一章旨在分析知识，特别是 
通过定性研究产生的知识与行动之间的一些关系是如何形成的①。 

政策决策制定的特征 

政策制定具有多维和多方面的特征。研究 （ 常常是次要的）只是众多的试图 
去影响正在进行和发展中的过程的来源之一，这些来源常常是充满了矛盾和竞 
争。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将政策制定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这是一个通过周期 
来发展的过程，其中的每一个周期或多或少受制于时间、基金、政治支持和其他 
的因素。这也是一个会围绕其自身，重复同样决策问题，而且经常会没有终结的 
过程。选择不做出决策常常会是最终的结果。 

以上对政策过程的描述意味着我们需要改变对政策制定传统的理解，即使 
这一改变不是根本性重构。在传统的理解中，政策领域的决策制定被认为是一 
个不连续的事件，由一群工作在“实时”状态中的行动者来进行，他们在分析可供 
选择方案的基础上作出决策。 Weiss ( 1982) 对“作为事件的决策制定”的观念进 
行了很好的 总结： . 

大众的和学术的著作均将决策制定描绘成一个事件。一群权威的决策 
制定者聚集在特定的时空中，对一个问题（或机会）进行评论，在对每一个选 
择的利弊进行或多或少清楚的计算的基础上考虑一些可供选择的行动方 
案，再依据目标和偏好权衡这些方案，然后选择一个看起来能达到 目的 的方 
案。这就是决策 （ p .23)。 

她对以上的观点做了有效的批驳，她 写道： 

①我想提早强调，在这一章中，我不会对定性研究不同的习惯用法之间的差异进行区别。因此，在接下来 
的几页内容中，像•■定性操作，定性研究，定性方法”指的是同样的意思。我用的最多是本书的书名——定性研 
究。在这本书中我将区别的工作留给其他的作者。为了不对在使用这些术语背后的细微区别进行辨别，我还想 
提到其他的四个术语——自然主义的'建构主义的、解释的、人种学的,在本书中对它们的区别进行描述是很重要 
的,但这并非我的意图。 

我还想提前说的是，我不想对不同定性数据的收集策略、分析方式以及它们潜在影响的独特方面进行区别。 
例如，在这一章中我不会努力显示个案研究与多元方法相比较，会带来什么样的政策相关性或影响。我的兴趣是 
将定性研究广泛地置于政策领域中，而不是对哪些方法或分析模式能带来什么类型的影响进行一系列的分类。 



考虑到不同的局、部门和立法委员会之间权威的分裂，以及行动汇聚成 


为决策的阶段之间的脱节，传统的决策制定模式是对现实高度程式化的演 
绎。对决策制定者清晰的归类都是很困难的（有时一个居于中间层次的官 
僚已经作出了关键的行动，虽然他或她可能没有意识到他的行动是决定性 


的）。除了“处理”一些令人不快的情形，政策的目标常常是发散性的。明确 
表达政策作为互动的、有多个参与者的、扩散性的过程，有可能难以区分决 
策制定者究竟考虑的是哪些观点、衡量的是哪些利弊。 

与之尤其相关的是，将决策制定视为一系列不断调适的过程（或中途修正方 
案）的观点消除了对精确地确认一些事情的束缚，如确切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在 
这些时间、地点和方式中，研究对政策产生着影响。需要顺便说明的是，因为很 
少能提供细节，研究对决策会形成影响的观念看起来越来越会成为一个信念。 
研究者如此频繁地误解决策制定,但还是常常寻求对决策制定的影响，对这一状 
况值得进行更多的分析。只要研究者假定研究发现必须被应用于一个单一的事 
件和决策制定的一个不连续的行动，他们将会遗漏那些研究发现在其中会发挥 
作用的环境和过程。然而，将“事件决策制定 （event decision making )” 重新定位 
为“过程决策制定 （process decision making )” 需要賦予研究“启迪功能 
(enlightment function )”，而不是“工程学功能 （engineering function )" (参见 
Janowitz ,1971； Patton , 1988； Weiss , 1988) 。 

将政策研究视为服务于启迪功能，这一观点意味着政策研究者与政策制定 
者及其职员一起在随着时间的过去，在创造着一个对问题背景化的理解，建立会 
随着时间过去而依然存在的联系，并不断努力去探索这一领域新的发展和研究 
发现。这与工程学的观点形成了对照，它首先会假定有足够的数据来决定政策 
行动的方向和强度，就像一个人为修建一座桥可以提出细节一样。如果政策方 
向足够明确，就能收集到与政策发展相关的信息，掘此，这一观点可以声称政策 
行动可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方向的和成功的。 

这些评论不能作为对研究或知识无用论的抨击。相反，由研究产生的系统 
化的知识是决策制定过程中重要也是必要的组成部分。更进一步需要提到的 
是，在政策领域，很少有足够的基于研究基础之上的信息。 William Ruckelshaus 
曾提到过，尽管他是环境保护局的行政长官，但他和他的职员在有不足10%的必 
要研究信息时，他作出了许多的决策。除非在政策过程中对政策制定有一个新 
的考量，政策研究的相关性和作用将不会变得明显起来。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在 
其中寻求知识与行动之间联系的环境。在这里揭示政策周期的特性就是为了对 
政策制定进行重新的定义。 



政策周期和定性研究 


在政策领域有两个层次的决策制定。第一个层次涉及建立政府行动的主要 
参数，如提供国家健康保险、建立一个国家能源政策、重新建构国家的移民法律 
或重新检査决定国家财政制度安全与稳定的条件。在这一层次和这些情况下， 
政策研究提供的信息即使不是零的话也是很少的一部分。这些国家优先权的设 
定是一个政治事件,在其中，一群重要的政治家、特殊利益群体和媒体中的人聚 
集在一起，他们能够产生使问题进人国家议程所需要的注意力。 

在这三个领域中，由支持者非正式的联系所建立起来的“铁三角”并不是由 
政策研究的出现或消失所产生的。某个研究可能会在支持某一问题值得国家的 
关注的观点时被引用， 但将这 一问题置于国家议程的更基础的任务则是偶然的。 
如果想去影响政策过程中这一阶段的表演者，很可能需要通过个人的接触、由组 
织采取立场或在政策系统中制造足够的干扰（例如，将特殊利益集团联合起来反 
对一个提议，即使这样会使其他的集团获益）来实现。这在实际操作中有利于反 
对党的利益，因为媒体的影响必须显得“平衡”，而反对党可以利用其影响创造一 
种印象，即对于某个立场没有像别的立场那样形成统一有力的支持。 一 旦问题 
是在政策建立的关键行动者或组织的议程中，就有对政策研究进行介绍和利用 
的可能性。这就是政策制定的第二层次，在这一层次关注于将政策意图转化为 
政策和现实，本章将对这一层次进行集中讲解。 

政策研究在定性研究中的贡献能被充分理解的框架是十多年前政策周期 
(policy cycle) 这一概念的提出 （ 参见： Chelimsky ，1985 ; Guba, 1984 ； Nakamura & 
Smallwood, 1980 ； Rist, 1989, 1990 , 1993 ) 。 我将通过政策周期的三个阶段——政 
策的明确表达 （policy formulation ) 、政策的执行 （policy implementation) 、政策的可说 
明性 （policy accountability) ——来对其进行探讨。这三个阶段有他们各自的秩序 
和逻辑、其自身的信息需求和政策行动者。更进一步，这三个阶段之间只有一定程 
度的交迭，这表明它们的确有利于个体的分析和理解。 

政策周期中定性研究的机会就这样被每一阶段的信息需求所定义和区分开 
来。每一阶段所问的问题是不同的，回答这些问题时所产生的信息也被用于不 
同的结果。下面，我将详细叙述政策周期的三个阶段和定性研究提供信息的 
方式。 


政策的明确表达 


奈卡莫拉和斯摩尔伍德 （Nakamura & Smallwood ，1980) 这样定义政 策：“ 一项 
政策可以被认为是这样一组建议，从政策制定者到政策执行者都能清楚地说明 



目标以及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 （ P . 31 ) 。 这些建议是由谁、使用哪些相关的政策 
信息和分析构思出来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对理解政策的明确表达过程提 
供重要的见解。奈卡莫拉和斯摩尔伍德以对政策的明确表达中的行动者的描述 
为我们提供了回答这一问题的起始点： 

一般来说，政策的明确表达中的主要行动者是“合法的”或正式的政策 
制定者，即那些在政府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有分配优先权和资源的人。这些 
人包括被选举的官员、立法者和被任命的高居行政长官，他们都必须遵循指 

定的线路来制定政策 . 因为这些正式的政策制定者代表了不同的支持 

者——选举的、行政的和官僚政治的——政策制定过程提供了许多的进入 
点，通过它们政府之外的利益集团和其他人就能施加影响。这样，政策制定 
通常包括一些不同的权威或在政府领域内运作的正式政策制定者，此外还 
有一些来自政府领域之外的特殊利益和支持集团，他们将其需求加于这些 
正式的领导者身上。 （ pp . 3 l - 32 ) 

随着政策明确表达过程的开始，产生了一些紧迫的问题，在实际所知道的信 
息和需要的信息之间的差距太大时，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将所能得到的信息和 
另外的信息汇集起来。信息需求通常可以被分为三大类问题，每一类都与政策 
的明确表达高度相关，同时，每一类中都有使用定性研究的重要机会存在。 

第一类信息需求考虑对手头政策的理解。这一机制的轮廊是什么？较之从 
前,现在的机制或条件更大还是更小了，或者没有变化？条件的特性是否已经发 
生了改变？同样的目标人群、地区或制度现在是否与从前一样经历这一 条件？ 
如何能很好地定义这一条件？对这一条件的原因和结果的不同解释和理解是什 
么？换一个说法，以上问题的实质是在面对问题或条件并需要作出反应时，政策 
制定者对这些问题或条件进行清楚地定义和理解以一种能力。 

林德布罗姆 ( Lindblom ，1968) 在政策制定者努力应对政策问题或条件的定 
义时，已很好地抓住了他们所面对的一些概念上的复 杂性： 

政策制定者不是面对一个给定的问题，相反，他们必须确定并明确表达 
他们的问题。美国的几十个城市发生了骚乱，问题何在？是维持法律和秩 
序吗？是种族歧视吗？是刚刚开始的革命？黑人权利？收入太低？是在一 
个相对和平的改革运动的边缘性的法律缺失吗？城市组织的瓦解？疏远？ 
( P .13) . 

第二类问题集中于在对这一条件或问题作出反应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最 
初已执行了什么样的计划或方案？这些计划或方案持续了多久？它们成功吗？ 
需要什么样层次的基金和多少职员？人们或制度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些最初的行 
动？他们接受帮助还是拒绝干涉？之前的努力曾提出与现存一致或不同的问题 
或条件吗？如果是不同的，如何会是现在这个状况？如果是一致的，为什么还需 
要额外的努力？有同样的利益集团涉人其中吗？如何解释当前利益集团联合体 
所产生的任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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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问题集中于对先前的努力和它们的影响知道多少，这些努力和影响 
能帮助我们做出现在的选择。与不同层次的成本相比较后对不同层次的努力作 
出的权衡，这只是与政策选择相关的几种依据之一。在希望看到效果之前，可能 
还要考虑到必要的时间期限，即在计划发展阶段的时间跨度和最终效果之间进 
行权衡，尤其是面对短期内解决问题的较大压力时。在这些情况下，就能很好地 
理解“弱推力，弱效力”的趋势。如果为了使可测量的结果岀现需要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如何才能继续得到公众的支持并保持联 
合，直到结果出现？ 

在政策周期的这一阶段，定性研究与信息需求密切相关。关于问题的社会 
建构，社会条件的不同解释，针对变化而建立和维持的同盟，先前计划和它们的 
影响，社区和组织对计划的接受性，政策的明确表达中组织的稳定性和聚合性， 
以及社会条件变化的特性等方面的研究，这些都与所提出的问题密切相关。. 

在政策过程的这一阶段，定性研究能做出另外一个贡献，即对为执行计划而 
选择的工具所带来的预期的和非预期的结果进行研究 （ Salamon ,1989) 0 目前， 
在政策团体中有这样的需要，即确定什么样的工具在哪一种环境中、对哪些目标 
人群最有效。在这一领域，系统性的工作做得还很少——这就常常使政策制定 
者必须对工具之间的利弊进行推测。 

通过定性研究来提供这一类的信息能给予决策非常有意义的帮助，例如，在 
健康、住.房和教育方面给接受者是提供直接的服务还是代金券,对于会雇佣失业 
青年的雇主是给予现金补助还是税收优惠，对信息运动是否提髙基金或者是否 
将提髙税收作为不鼓励吸烟的策略，以上的三个例子中各有不同的工具，而且必 
须在它们中间作出选择。 

政策明确表达阶段活动的关键是选择最合适的政策策略来达到预期的目 
标。而策略设计的核心是选择一个或更多的政府能获得的工具来实现政府的意 
图。对不同的工具如何被目标人群所理解和反应进行定性研究，这对政策过程 
的这一阶段来说非常重要。 

不幸的是,尽管对这一类型分析的需求非常大，但能提供的却非常有限。在 
研究团体中，政策工具的定性研究仍是需要进行适当探索的领域。 

尽管在这一阶段需要定性研究，但它的应用存在问题同样也是事实。最基 
本的原因在于，在政策的明确表达阶段存在的机会中，对委托和全新的定性研究 
来说都很少有足够的时间。因此，应用只好依靠当前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 
定性研究。此处有一重要途径，借助后，针对局部的社会问题，那些好的、精细的 
定性研究可以进人到政策领域。当政策制定者开始明确表达努力时，他们需要 
尽利用现有的研究，这就使那些经过了问题的定义、问题的社会建构、社区研 
究和最初行动的回顾性评价等过程的研究得到了重视。 

在这一阶段，定性研究问题的特性因下面的事实而被强化，即为提出以上三 
类问题而进行的研究很少能获得资助。如果问题或条件不是很明显，将并不充 
裕的资金花费在非计划的、“理论”的研究，对政策制定者来说动力并不大。到了 



1074 定性研究（第 4 卷）：解释、评估与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 

条件已经发生了足够的变化或成为显性的社会问题时，定性研究因为被紧紧催 
逼而对时间非常的敏感。政策的明确表达的窗口常常很小或只开放很短的时 
间，能透过它进人的信息必须是已经准备就绪的，并且是采取能被快速理解的 
形式。 

在政策周期的这一阶段，上述关于定性研究的使用的限制不能被视为对这 
些信息的使用或相关性的负面判断。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在政策的明确表达中 
当需要相关的定性研究时并不总是能被满足。正如前面提到的，对定性研究的 
应用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领域。但是应用也只是可能会到来，因为那些 
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开展一个领域研究的学者，他们在开始研究之前并没有假定 
能影响政策的明确表达。在政策的明确表达阶段很少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新的定 
性研究。 

需要强调的是，在政策的明确表达阶段，对定性研究应用的限制更多是来自 
于政策过程的特性，而不是定性研究的特性。立法的日程、大多数被任命的高级 
官员任期的短暂、为了其提案能获得通过和实施而疯狂竞争的特殊利益集团、媒 
体对任何问题缺乏集中的注意力，这些因素都阻碍了对内在问题进行揭示的研 
究。显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国家有一个可预见的好的未来，健康照顾的分 
配和质量、移民控制和更广泛的安全、工人和年青失业者的重新培训等方面的问 
题至今仍停留在国家议程的顶端或顶端附近。随着时间发展，在这些或其他的 
重要领域,深入的定性研究能为政策的明确表达提供信息。但是，政策系统中的 
压力和结构性动机会流向其他方向。也就是说，定性研究应运用有快速影响的 
短期提议来显示敏感性并适应铁三角中既定的兴趣。 

总之，对于政策周期的第一阶段，定性研究能发挥较大影响。尤其是对于问 
题定义、最初行动的理解、社区和组织对特定计划的可接受性、不同介人策略中 
可能出现的影响（预料之中和预料之外的）来说是如此。这些信息对政策制定者 
来说是无价的，但是，正如所提到的，对这些信息的利用可能会受到一些因素的 
阻碍，如信息是否存在，信息是否能被政策团体所知晓，信息是否能以快速获得 
到形式被获取。克服这些障碍并不能保证定性研究就一定会在明确表达的阶段 
被采用，但可以非常肯定的是，如果这些障碍存在的话，定性资料被利用的可能 
性就彻底消失了。 


政策执行 

政策周期的第二阶段即政策执行。在此阶段，政策的明确表达阶段所建立 
起来的政策最初行动和目标被转化为计划、程序和调节。同时，因为政策制定者 
对有效知识基础的需求，有必要对政策明确表达阶段中所发现的不同信息进行 
收集和分析。随着政策向计划的转化，关注点转移到政策工具操作活动和资源 
分配，同时，为了对身边的计划或条件产生最强烈的影响，还需要关注如何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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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率和最有效果的方式来利用可以获得的资源。正如普莱斯曼 （ Pressman ) 和 
韦尔德弗斯基 （Wildavsky ) 对这一点所 写的： 

政策暗含着理论。无论是否表述清楚，政策始终指向一条初始的条件 
和未来的结果之间的因果链，如果X，则 Y。 通过权威的行动，在最初的条件 
创造出来后，政策成为计划。X现在存在。通过将行动与目标连接起来建 
立因果链的第一个联系，计划使理论获得了可操作性。假定X，我们通过行 
动去得到 Y。 执行也就是在因果链中建立后续的联系，以此来达到预期的 
结果 （p. xxii) 。 

政策和计划执行的研究著述显示，完成它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任务（参 见： 
Hargrove , 1985 ； Pressman & Wildavsky ，1984; Yin , 1985 ) 。下面再次引用普莱斯曼 
和韦尔德弗斯基 （Pressman & Wildavsky ，198 4 )的 观点： 

我们对新计划正常的期望是，他们一般都不会顺利地开始，至少也需要 
相当的一段时间来开始。所发生的事情总是处于不利的境地，因为需要这 
么多的努力去使他们运转起来。新计划完全运转起来，是非常了不起的 
事 （ P . 109) o 

正是在这一努力使计划运转起来的方法背景下，来自定性研究的数据和分 
析发挥积极的作用。在政策周期的这一阶段，来自定性研究的信息需求可分为 
几个领域。首先，执行过程本身对信息有一个比较紧迫的需求。通过个案研究， 
计划的监控和过程评估，定性研究者能对负责政策最初行动的计划管理人员提 
供信息。 

定性研究能集中于以下几个问 题:如 计划达到所期望的目标受众的程度、不 
同地点中执行战略的相似与区别、计划可操作和不可操作的方面、确定送达某些 
人的服务是否到达、加在负责执行机构或组织的操作性负担（如，机构是否有足 
够的能力对新政策的最初行动作出有效的反应？ ） 。焦点在于将新计划或政策渐 
渐转变为现实。这一执行“基础水平”的观点最好通过定性研究来实现。在对执 
行努力的首次公开展示的研究方面，定性研究较之其他数据收集策略占有明显 
巧优势。 

执行领域中服从于定性研究的第二类问题集中于引起政策或计划反应的问 
题或条件。因为在做出决策的时刻政策团体就已决定对所知道的采取行动，因 
此问题或条件不会简单地保持平静。在一项政策反应被决定的前后，问题和条 
件都会发生变化。因此，对定性研究者的挑战在于，即使在执行努力与迅速采取 
了行动的时候，仍然必须对条件进行追踪。无论条件是提髙、恶化还是保持不 
变，同样的目标人群是否和从前一样参与其中,条件是扩散还是收缩了，计划的 
目标是否仍与对条件的假设和从前的理解相吻合，定性研究都要对状况进行监 
测。对于计划是否与当前的条件相符，定性研究能为计划管理人员提供重要的 
核査。计划管理者通过他们不懈的努力使其服务或介人能符合当前的状况，实 
施监测条件的定性工作能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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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执行阶段,第三类必要的政策问题集中在组织或机构对最初的行动 
作出反应时的努力。例如，对于了解组织对条件或问题的反应是如何被概念化 
的，定性数据会有一定的作用。对问题的社会建构在政策的明确表达阶段已被 
联邦政策制定者所接受，几个月后它是否会被远在几千公里之外处于执行阶段 
的计划管理者和职员所接受呢？在政策或计划真正开始执行时，理解发生了什 
么样的转变？政策制定者和计划执行者对政策的意图以及政策所带来的问题持 
同样的理解吗？ 

对定性数据另一方面的需要是关于组织的反应。这里，可能提出的问题包 
括，那些负责执行人员的专门知识和资格，管理者和职员所表现出来的兴趣，对 
资源分配的控制，组织结构以及它能否反映最初的宗旨，在竞争性需求中作出决 
定时组织所采用的方式，组织在定义其在组织中角色时用来廓清误解和模糊时 
所用的策略，最后，设置什么样的互动信息或反馈系统来帮助管理者通过努力使 
计划达到政策的目标。如贝恩 （ Behn , 1998) 所提到的，在执行过程中，这一类精 
确的信息对管理者非常重要，他们必须努力探索前进以达到组织的目标。 

政策的可说明性 

在政策或计划成熟到能提出可说明性、影响或结果的问题时,政策周期的第 
三个阶段就开始了。这一日寸期的信息需求，不同于政策周期的前两个阶段，在评 
估政策和最初行动的结果中，定性研究的贡献是关键的。与问题随着政策周期 
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变化一样，为回答这些同样的问题所必须的定性研 
究也是如此。 

首先是计划完成了和没有完成什么：计划的目标满足 了吗？ 定性研究在这 
一方面有特定的作用， 比如： 一项邻里“犯罪监视”的计划中，社区与警察是否积 
极地 配合; 在另一项计划中，无家可归的人作为合适的目标受众是否接受到所许 
诺的健康 服务; 在第三项计划中，年轻人所获得的在职培训类型和质量能否使他 
们成功地获得永久性职位。 

在一项计划到达需要进行讨论和评估影响的阶段时,定性研究提供了一+ 
通过其他方式不易获得的视角。定性研究会考虑对期望和非期望的结果，作为 
计划或政策结果理解和观点的变化，由计划所产生的社会变化方向和强度，用来 
操作计划管理/组织机构的强弱进行研究。在利用定性研究的发现时政策制定 
者没有同样有基础的方式来认识计划的影响和结果。 

人们也许会传统地认为，这些基础的认识方式应该是政策的定量评估。计 
划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在决定计划的影响所使用的方式时，定性研究能为他们 
提供应该有多自信的信息。尽管他们的意图是找到一个可进行复杂的测量、髙 
度可靠并能复制的工具，但定性研究才能提出有效性的问题。 

可靠性和有效性的问题在研究著述中已非常之多，这里就不再赘述。仅提 



39 定性研究对政策过程的影响 1077 


一句，在投人大量时间和努力在测量工具的同时，却没有对他们的测量是否与身 
边的问题和条件相符合给予同等的强调，以至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不止一次被 
误导。对学校废除种族隔离和用公共汽车接送学生的研究，对护理之家中健康 
照顾的研究就是这样两个领域，过分强调结果和过程的量化，而忽略了未被记录 
的关键和应该给予关注的方面。 

第一类信息需求的另外一面值得对定性研究给予特别关注。经过执行过 
程，政策最初目标和目的是否处于适当的位置。一个信息不停在政策制定者的 
脑海中萦绕 :不要 想当然地认为，通过政策最初的行动建立起来的意图会与执行 
过程完成后所发现的结果一致。由于不断改变方向、基金水平的变化、职员稳定 
性、目标人群的变动、政治支持、社区接受性等诸如此类的原因，计划和政策中途 
需要作不计其数的更正。 


通过对定性工作的纵向观察，这些问题能被直接提出来， Blitzkrieg 的计划评 
估不能简单地找到背后的问题和冲突，这些问题和冲突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并会 
直接影响计划的方向和成功 （ Rist , 1980 ) 。例如，在一项职员非常集中的提供服 
务的计划中，如果不考虑人员调整，就可能在任何执行研究中忽略一个关键的因 
素。但是，首先承认它可能是一个问题，这是定性工作区别于其他研究策略的特 
点之一'。 

在一个计划需要被评估影响和结果时，出现了第二类的信息需求，即回答问 
题或条件是否和可能出现了什么变化。对结果进行研究的首要问题是决定条件 
是否发生了变化，以及计划或政策与目前状况有什么关系。 

尽管从根本上来说是这样，但还是值得清楚地去阐述独立于任何政策或最 
初行动之外的问题是否会发生变化。从概念上讲，我们所处的状况是，哪些影响 
会出现，哪些影响不会出现，在一个项目或条件中，结果会不会发生变化。 

例如，一项政策正向的结果是条件没有恶化，即最初激起政策反应的初始状 
况没有发生变化。为了遏止虐待儿童案例的增长而发展当地的介入，这一计划 
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正向的结果。当然，关键问题是，案例没有增长的结果是归结 
于介人计划还是其他独立于介入计划之外影响社区的因素呢，如媒体对一个特 
别残忍的虐待儿童案件的广泛宣传，或对父母在想去伤害孩子时应该如何应对 
的宣传。 

这个例子中的定性研究可能会集中于这样的影响，如吸引那些以前曾虐待 
他们的孩子的父母的努力，接触那些寻求建立与孩子更好相处的技巧方面帮助 
的父母的努力，由学校老师、白天照顾者和其他与儿童正在有频繁接触的人所讨 
论的儿童虐待的模式和趋势，父母现在是否处理以及如何处理可能导致虐待孩 
子的压力。 

以上的讨论同时产生了一个定性研究能在政策周期的这一阶段提供帮助的 
领域。由于其对在实施定性研究中的问题或条件非常熟悉，这样就能使研究者 
判断目前的状况是否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如果研究表明问题的严重性在下 
降，因此没有必要对计划作进一步的资助。相反，如果来自定性研究的数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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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条件已经改变了方向——即转移到一个新的目标人群——因此有必要调 
整计划的方向。 

社会条件不会保持静止不变，条件这一会变化的特征，使得十分必要定期复 
査最初的政策意图（政策的明确表达）。定性研究者能给自己定位，因此他们能 
近距离地观测变化中的特征。由于拥有了第一手和接近核心的信息，他们非常 
适合对政策的明确表达和执行策略提供必要的建议。 

在这一阶段定性研究能发挥直接的作用，其中第三类的信息需求来自于对 
可说明性的关注。这里，定性研究关注于管理监督，头脑中具有清晰目标的组织 
领导阶层，对过程和程序的注意，这些都能增强组织有效落实政策的主动权，加 
强对其数据之上的决策制定的使用，增强领导者与职员之间一致的程度。这些 
问题直接代表了一个组织动员自身来为客户服务的能力。如果一个组织如此定 
位，很明显可说明性的问题全在于领导者阶层。 

对组织有彻底了解的定性研究者处于一个独一无二的地位，从这里他可以 
发现职员的待遇和训练，摩擦和士气低落的原因，在职员和领导者中间服务导向 
的哲学思想 （ 或缺乏它），职员对计划的活力和价值的信念，计划中用于决策制定 
信息的数量和质量，诸如此类。这些是组织生活中真.实的定性维度。如果要对 
任何特定计划性的策略的效率和有效性作出判断，就有必要做这些研究。这些 
判断成为随后的选择政策工具的核心因素。 

无论何时，在计划受到新的资助或重新确定方向，都必须对管理的可说明性 
进行讨论和评估。这些关注一部分直接是关于问题或条件的影响，其他则是关 
注组织自身内部的秩序和逻辑。换一种说法，在政策的可说明性阶段，决定条件 
或问题方面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能直接归结于计划，以及计划是否使它所具有 
的影响最优化或局部最优化，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同样地，确定影响的出是政 
策的明确表达一致的结果还是计划执行特征的结果。如果在一个管理良好的组 
织中发现一致和强有力的最初行动，就有必要对哪些政策要归结于政策，哪些要 
归结于成功的执行进行评估。定性研究知道如何去理解这类的评估，但其他方 
法则没有，因而必须完全依赖代理的方法。 . 

政策工具 

迄今为止，都是在对政策周期特征，以及每一阶段对政策制定者和计划管理 
者的不同信息需求进行分析，阐述定性研究如何在满足政策制定者和计划管理 
者每一阶段的信息需求方面扮演一个积极和正面的角色。以下的部分,我们的 
注意力将转移到政策工具之上。 

这一强调是重要的，因为对政府可以获取的工具，每一工具如何被有效地用 
来达到政策目标的深入理解，能为政策周期的三个阶段提供清楚的信息。政策 
的明确表达阶段的关键是选择合适的工具——贈予、补助金、税收扣除、贷款、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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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章、建立政府主办的企业或提供直接的服务，这里只涉及了目前被政府使用 
的30项工具中的7项。 

一项工具的选择同时也是一项政策选择，对此很少有指导性的数据。进一 
步而言，在这一方面能帮助政策制定者的研究也非常之少。政策制定者做出的 
选择要么是基于过去的经验 （ 比如，我们以前用过税收扣除，不妨再用一次吧）， 
或者是因为对某一工具有很明显的赞成或反对的倾向（保守派会抵制直接的政 
府服务并寻求将活动安排到私人部门中去，如同意公共住房的建设或将国家公 
园中的场地特许使用权私有化）。宣称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对这一领域都没有 
兴趣是安全的。除了林德 （ Linder , 1988)，林德和彼特 （Linder & Peter , 1984, 
1989), 迈依 （ May ，1卵1 ) 和萨拉蒙 （ Salamon ， 1兇1 ,1989 )，无论是在理论还是经 
验的领域，很少有相关方面的研究。 

接下来确定定性研究针对政策工具有较高价值的四个领域。在这四个领 
域，目前的研究几近空白。需要强调的是，以下的简短讨论并非对政策研究者在 
选择工具时定性研究如何满足信息需求确定性的观点，也不是对于不同工具的 


强弱确定的研究议程。 

需要重申的是，很少有研究者已转移到这一困难但与政策高度相关的领域 。 
犹豫不决的原因已经超过了这一讨论的范围，但很清楚政策分析和研究团体已 
意料之中地远离了这一研究领域。以下主要是在林德，彼特和萨拉蒙工作的基 
础上，为那些在政策领域对定性研究的新的、未尝试过的方法进行探索的定性研 
究者提供一个适合的议程，更精细和详尽的研究议程还有待时日。 

如上所言，我们将主要讨论四个与定性研究相关的领域，分别是资源集中 
性、确定目标、制度约束和政治风险。这样分法的尝试性不得不再次进行强调， 
因为可能还会有很多其他构架政策工具的定性研究方式。基于之前对政策周期 
的讨论，政策工具定性研究框架是一个矩阵分析，四个领域能在政策周期的每一 
阶段进行研究,但是无法在此对所有的组合进行一一分析，我们只能集中于比较 
广的、有助于阐明工具之间利弊的四个方面。 

资源集中性 （ resource intensiveness ) 指的是操作复杂性、不同选择的成本高 
低、不同工具给组织带来管理负担程度。不同工具在其复杂性，组织需要技术专 
家进行管理和经营的需求，其直接和间接的成本，其能直接或间接达到意图的程 
度等方面的区别很大。随着政策周期从一个阶段到另一阶段的变化，对任何给 
定工具的这些特性的关注也会随之变化。例如在华盛顿，在政策的明确表达阶 
段，主要考虑保持财政的低成本和联邦的最小介入，但在政策执行阶段会带来这 
样一些后果，如只能为少量符合条件的目标人群提供服务，通过委托州来进行管 
理增加了复杂性，同时也降低了直接影响。管理有毒废弃物在某种程度上与上 
面的例子相似。 

对定性研究者来说，挑战是多样的，并不只是因为他们会带来更多的对组织 
直接的关注。但很明显这也是一个在组织内部提出问题并评估组织能力的机 
会。管理负担虽然不是许多定性研究的主题，但它却是一个政策领域中非常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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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考虑。了解更多的如何将这一关注概念化，它在政府的不同层次和私人部 
门内是如何被理解的，不同工具在这方面是如何变化的，部门中的政策制定者对 
以上这些会有很大的兴趣，对诸如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中覆辙调整和管理疏 
漏的人来说同样如此。 

目前，对管理负担 （administrative burden ) 这样的概念被错误的定义并有很多 
不同的解释。在没有任何系统研究的情况下，一个人对“管理负担”的定义和经 
验与任何其他人是一样的 —— 如果他或她有更多的制度上或组织上的影响力会 
好一些。其他诸如“操作复杂性”和“制度能力”等概念则要相对定义清楚一些。 

确定目标 （ targeting ) 指政策工具瞄准特定人群、问题或制度的能力。例如， 
一项工具用来对有精神疾病的无家可归者和退伍军人提供帮助，那它就是很好 
地确定了目标，这样的工具会与那些在目标特性方面很分散或很低的区别开来， 
如对个人退休金所赚的利息进行税收减免。 

对政策工具来说，目标问题有几个定性研究能发挥作用重要的方面。首先， 
确定目标的精确性。就刚才提到的例子，定性研究者应该帮助政策制定者完成 
策略和定义的问题，如决定谁是无家可归的人，谁被诊断为有精神疾病，如何在 
档案、服务记录等资料遗失甚至当事人无法记起自己名字的时候甄别出无家可 
归的退伍军人。 

在选择政策工具时确定目标的第二个方面是工具对调节和调整的服从。如 
果目标人群的特征开始变化，工具能进行调整来适应这一变化吗？在某些情况 
下可能非常需要弹性，但在其他的情况下则并非如此。例如，选择一项政策工具 
来对进入到美国的难民人口的波动和变化进行监测，这将是有益的，但在一项权 
利计划中，年龄是获得服务的唯一条件，这样的情况下则没有必要选择政策 
工具。 

在确定目标中，对由工具和特征需要确定的对不同人群进行的定性研究对 
政策的明确表达非常有用。在这一领域同样也有机会来探索那些已被一项计划 
确定为目标的人群是否认为这是事实。如果建立一个社区精神健康中心，一些 
目标人群会因为“社区健康”而来，另一些会因“精神健康”而来，还有一些目标 
人群则根本就没有出现，因为他们不确定指的是谁的社区或因为他们不希望邻 
里中的任何人知道他们有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在没有定性信息的情况下将服 
务连接到目标人群，立即显示出了在缺少目标人群的详细知识的前提下建立服 
务中心的弱点和不稳定性。 

社会精神健康的例子引出了目标确定领域中的第三个考虑——使用中的适 
应性。社区精神健康中心能作为中心同样服务其他指定人群的需求吗——如营 
养和教育方面？他们作为中心能服务于老年人、挂钥匙儿童（达到上学年龄，在 
父母都上班的时候总有一段时间独自在家没人照顾的孩子）、婴儿营养计划等等 
吗？和在感知其他目标群体时的中立性一样，这里涉及了可塑性和可接受性。 
可能会有不愿意到精神健康中心的群体，但他们可能会非常乐意在教堂或学校 
中相见。对这些问题获得认识与在什么地方提供社区服务的决定同样重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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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的研究能使政策制定者和计划管理者清楚地明白他们会影响不同策略 
的成败。 

制度能力 （institutional capacity ) 指的是制度完成所委派给它的任务的能力。 
在一项政策选择明显地需要依赖一项单一的制度来达到特定的目标时——例如 
利用公立学校作为给说英语的儿童教授英语的工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确定 
这项制度有能力去实现。不同的政策行动不计其数的经验不止一次表明，一些 
制度有时就是没有能力达到预期的目标。 

进一步来说，制度本身也会有一些限制，使得达到目标很困难。除了容易预 
料的资金、职员、设备质量和低的政治支持等方面的限制，还有制度强制性方面 
的限制。政策制定者在是否允许使用强制的手段征税会对国内税务局这样做的 
能力产生明显的影响。由于害怕权力被滥用，政策制定者对一些组织的职能较 
之其他组织做出了更多的限制。这样，那些依赖志愿的服从和只有间接影响的 
政策工具所面临的限制就不同于其他的政策工具。 

_我所知，在制度限制领域，定性研究还没有考虑如何在组织完成任务的过 
程中去*除这些限制。也许因为对任何政策工具来说，会从研究影响中去掉限制 
的方面，因此这样做没有必要。更确切地说，组织的任何限制与其说是操作性 
的，不如说是哲学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但是，清楚地理解制度能力的问题，理 
解什么限制了、什么没有限制组织达到目标的能力，这些都很重要。如果政策制 
定者围绕组织设定一个参数——组织无法清楚地达到目标的程度（如国内税务 
局和未缴纳的税款），那.么就不会忽略内在失利的水平，制度也会因此不用负责。 

政治风险 （political risk ) 是政策工具研究的第四个方面，定性研究能对此有 
直接的贡献。这里的问题围绕对未预料风险、失败的可能性、选择时机的关注。 
对政策工具的选择取决于脑海中一些或直接或间接的结果。但同时也有可能是 
未预料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对政策工具的选择有必要考虑这些未知结果的风 
险以及它们将如何影响政策的成功。 

定性研究由于其纵向的特征，在自然的环境中进行研究，集中于参与者对意 
义的建构，使得其在评估工具是否有政策制定者所希望的影响时处于独特的位 
置。未知结果低的风险——例如，联邦法院提髙的安全性——在未知结果的风 
险相当髙的时候降低了不确定性的水平，比如转向整年的学校日程，或因成千上 
万有精神疾病的人得不到支持或治疗而将他们从制度化的照顾转移到社区 
照顾。 

定性研究能进行研究的另一方面的政治风险因素是政策行动可持续性。通 
过对政策最初行动近距离的研究，能认识到牵涉到其中的义务，他们对努力的价 
值的信仰，他们带来或没有带来的政治支持的数量，以及目标人群对他们努力的 
接受性。如果这些指标都是负的，那么行动的可持续性就肯定很低。 

在最好的环境中，政策努力往往难以成功，在所有的指标指向相反的方向时 
就会更加的困难。定性研究应该提供一个清晰的窗口，通过它来对政治风险进 
行判断。参与者的理解，是否愿意假定政策本身的因果关联，未知结果风险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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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这些因素都在影响着任何政策工具达到预期结果的可能性。 

最后的观察 

以上评估了定性研究对政策周期的贡献，通过回顾容易发现，很明显这些贡 
献潜在的领域要多于实际的领域。在特别针对政策问题的定性研究的当代社会 
科学中，没有具有广泛基础和持久的传统，尤其是政策周期所需要的时间限度 
内。但也很淸楚作出这些贡献的机会是很多的。问题主要在于将那些研究和学 
术团体中精通定性研究的人与政策领域中能委托进行定性研究并利用研究结果 
的人联系起来。要对建立这些联系的不同策略进行分析可能需要单独的一章才 
行，简单地说，就是需要进行深刻思考和大量探索性努力来将潜在的可能转化为 
现实。制度文化、学术奖励系统、出版需求、资金来源和方法的限制等众多问题 
中需要提出来的五个。这些问题之外更根本的问题则是是否有愿望将定性研究 
直接引入政策领域。这里所写的大多数还是属于推测性的，除非在定性妍究者 
中达成了一致。我相信政策团体已准备并愿意接受定性研究所提供的成果，而 
定性研究者也应该努力去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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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研究的未来 

PART VI THE FUTURE OF QUALITATIVE 


现在来到结尾部分,但对于 一个新 的开始来说这也是一个起点，几个观察支持了 
我们的这一观点。定性研究正继续改变着它自身，20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变化使它 
获得了动力。有性别偏见的、叙述性的转变已经发生。施瓦特 ( Schwandt , l _, P .40) 
称之为大 E 的基础性认识论，已被建构主义、解释学、女权主义、后建构主_实用丰 
义、批判性种族主义以及其他的一些理论所取代。在被关于道德规范和价值的论述， 
关于高尚的人、公正和道德社会的对话所取代后，小写 e 的认识论业已成为一种标准。 

本书的所有章节用来证明对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批判性的、解释性的市民社会科 
学的巨大需求。这是一个既模糊了边界也模糊了流派的解释性社会科学。它的参与 
者致力于对受政治影响的行动研究和由实践和社会变化所引导的调查。因此，被称之 
为定性研究的改革主义运动获得了动力，而其在一个自由民主社会中的位置也愈发清 
晰。通过那些行动研究者，我们发现了一系列训练有素的解释性实践，它们将在全球 
后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公共和私人领域产生根本性的民主化转变，而定性研究穿梭来往 
于公共与私人、神圣与世俗之间，正是达到目标的手段。 

随着范式的转变,对话已经成为在理论框架内和理论框架之间将定性调查、社会 
人文科学组织起来的通常方式。我们已开始加速向立场认识论转移。已没有人再相 
信联合性别主题的概念或其他任何联合的主题。认识论透露出了亊实的真相，伴着资 
本主义在扩展它的全球势力范围，对批评的、有多种声音的、后殖民主义的人种学的期 
望也在随之上升。 

我们现在理解了,市民观念的定性研究者使用了一系列重要的实践来俊这个世界 
运转起来,这些实践并非中立的工具。这一类型的研究者历史地和互动地思考问题， 
总是时刻想到曰常生活中的种族、性别和阶级的构成过程。定性调查的重要实践将研 
究者转变为一个摆弄方法论的（和认识论）人，这个人是 一个艺 术家、手艺高明的匠 
人、蒙太奇和拼贴画的制作者，能运用或超越可视的方法来进行访谈、观察、研究重要 
文化和进行思考，能作诗、写小说和自我民族志书写 （auto ethnography ) ，能建构讲述解 
释性故亊的叙亊，能使用定性电脑软件,能做基于文本的调查，能运用焦点小组访谈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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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证词，甚至能进行应用人种学的研究和政策的明确表达。 

很明显，与所出现的理解一样，定性研究不断变化的领域也是由一系列紧张和冲 
突所定义的。读者可以在本书的每一章中感觉到这些紧张和理解。本书的第十版仅 
仅是为了总结的目的，我们以问题和命题的形式仅仅列出了其中的 一些： 

1•如何将对多种立场的认识论和道德哲学的强调转化为一系列共享的理解—— 
这些理解是关于定性调查对市民社会、市民论述和批判种族理论的贡献的？ 

2•如何将我们自身的研究作为研究的主题，引向对他人更大的 理解？ 

3. 如果经验的意义仅仅以陈述的形式给出，那么，民族志的表演转向是否会从努 
力表达意识流和意识主题内在意义的世界发生转移呢？ 

4. 女权主义、共产主义和种族基础上的道德准则将如何改变制度性审查委员 
会呢？ 

5. 含有新方法和调查策略的解释性范式将会从本书中所出现的诸多范式和观点 
的互动中出现吗？ 

6. 如果成为现实，种族的、同性恋的、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的范式将如何适应这 
—新的综合体？ 

7•下一代的文化研究学者，以他们对文本的（叙事的）和前后关系的（民族学的） 
分析模式的批判性关注，将如何塑造定性调查呢？ 

8. 下一代的定性研究者如何对计算机辅助分析模式作出反应，尤其是当这些模式 
在对隐私和个人的、神圣的空间问题进行着重新定义 ( 和侵蚀）时？ 

9. 后现代、反基础主义的识别力会对写作和表演文本形成他们自己基础的评估条 
件吗？ 

10. 在支持局部的解释、对指导“真理”存在与否的质问和对研究过程中主观性的 
强调这些努力中,后实证主义和他的后继者将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 置呢？ 

♦ 11. 在对计划和政策的理解和提高中，包括计划评估和分析的“第六和第七阶段” 
的定性研究将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12. 当所有支持局部解释的后现代世界观消失时，我们如何能继续对话和互相学 
习呢？ 

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确定的答案，在此我们仅能简单地谈一些对它们的反应。在 
结束的章节中，我们将围绕几个基本的主题或问题分成几组来详细地阐述这些反应： 
文本和声音;存在的、神圣的 文本; 反省性和在文本中存在;运用连 字符; 种族和批判的 
道德意识;文本的主题，包括我们在文本中的存在。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以上所列出的 
问题主要集中于社会文本、历史、政治、道德规范以及更广阔的解释性范式。 

来到未来 


由格根双氏写作的第40章将定性调查带到了 21世纪。格根双氏证实了我们的 
观点: 这一领域充满了创造性、激情、智慧的涌动，相辅相成、起催化作用的对话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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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的一种普遍感受。他们将注意力明确地集中于有效性的危机、表达的权利和定性 
研究中政治的地位这几点上，对这些难以驾御的逆流进行了分析。 

基础性认识论的崩溃已导致了方法论变革，而方法论已建构了有效性的意义。这 
些变革已塑造了对提高文本反省的需求、文本更大的自我暴露、多种声音、文学表达的 
类型化形式和表演的文本，它们也逐渐演变成为围绕表达的下一个问题。 

表达问题涉及如何在文本中呈现其他人。格根双氏讨论了几种不同的表达 类型： 
授权、联合、分配和多种声音。这些表达的策略汇聚了对政治在文本中的地位关注。 
我们不能再将意识形态和政治从方法论中分离出来。根格双氏在这一点上非常有说 
服力。从认识论到本体论，方法总是在更广泛的意义系统中获得他们的意义。与在特 
定的解释性共同体一样，这些系统自身就被嵌于伦理和意识形态的框架之中。正如格 
根双氏所提及的，对个人的研究支持了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我们的方法总是被移植 
到我们的政治之中。 

重申一点:科学实践并非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正如我们在本书的第1版中提到 
的，一个后建构主义的社会科学计划是在后马克思主义和有助于解放的女权主义那 
里，而并非在科学中寻求它外在的基础。一个好的文本是能唤起这些信仰的文本 。一 
个好的文本揭示了种族、阶级和性别如何以它们的方式由互动个体慢慢地成为具体的 
生活。 

格根双氏预测，在将来研究将会变得越来越相关和困难，而运用连字符则会变得 
容易，因为研究者们总是在连字符的两端。他们同时也看到了平民主义技术的大量涌 
现,这一技术将用于逐渐削弱我们所知道的定性调查，包括扰乱我们称之为“稳定的” 
主题（网络自我定位于何处?）。新的信息技术增强了跨时空对话和交流可能性。正 
如格根双氏所观察到的,我们可能会参与社会科学重建，如果是这样的话，定性调查将 
在其中起到领导性的作用。 

最后，在第六和第七阶段中，我们预料定性文本将没有主导 形式; 然而，将会有几 
种不同的混合性文本形式。第一种将是经典的、现实主义的、由后建构主义词汇重新 
定义的人种学文本，在其中我们将听到更多的第一人称的声音。第二种混合性文本形 
式将诗歌的、小说的和表演的文本合成为批判性的干预主义者的表述。第三种文本形 
式将包括证词和第一人称 （ 自有的人种学）文本。第四种形式将是居于第一人称声音 
和证词之间的描述性评估文本。对这些形式将按照复杂性不断提高的一系列局部的、 
反基础性的、道德和伦理的条件进行评估。 

这些文本形式的变化依赖于对反身的、自我意识主题观念批判性反思。活的经验 
不能被直接研究，因此我们研究对经验的 表述: 故事、叙事、表演、戏剧。我们没有办法 
直接到达反身主题的内在心理和内在意义世界。表演民族志中的主题成为了表演者。 
我们研究表演者和表演，研究将意义连接起来的人，研究在共同创造和共同表演的时 
候，文化是如何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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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范式、政治 学、伦理学及其他 _ 

在我们以写作文化的方式进行着写作并进入定性研究的第七时刻时，许多事情在 
发生着变化，以前只有一些，现在则有多种历史和理论框架在围绕着这一领域。今天， 
一批竞争的范式和观点正对基础主义和后实证主义构成挑战和形成补充。许多不同 
的应用行动和参与性研究议程正为计划评估和分析提供信息。 

我们现在理解了，我们通过研究别人来认识自己，而我们所得到的许多教训都不 
是令人高兴的。我们在寻找一套符合后现代主义的新指令，因为旧的道德准则不能对 
一项有道德牵涉其中的研究进行检验，它们从来就不能将研究者严肃地置于社会的统 
治机构中。女权主义、共产主义道德体系将继续得到发展，在发展的每一步中通过批 
判性的种族、后殖民主义和酷儿理论识别力来获得信息。以科学名义行窥阴之实的行 
为将继续受到挑战。 

基于表演基础之上的文化研究和批判理论观点，以它们对道德批判的强调，将改 
变定性研究传统的经验主义传统。科学与伦理之间的分界线将随之被慢慢抹去，一个 
后现代、女权主义、后建构主义将越来越向道德世界的宗教科学靠拢。 

随着我们进入21世纪，在回首时借用 Max Weber 的一个比喻，我们是如何被20 
世纪和它理性的铁笼所围困，我们对这一点看得越来越清楚。像笼中的一只鸟，由于 
时间太长，我们已不能看到被捕获的方式。共同参与社会世界的世俗科学使我们成为 
问题的一部分。纠缠于我们想解开的统治机构中,我们使所发现的知识和权力的系统 
永久化，使之更加令人难以忍受。要从笼中逃离出来对我们来说还不算太晚 —— 今天 
我们不就已将牢笼置之脑后了吗？ 

我们就这样进入或离开第六阶段。在结束的章节我们将阐述我们对下一代定性 
研究的认识。 





定性研 究:压 力与箱 EZ 3 

QliAIJTATIW, INQUIRY ：TCNS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o 玛萄 ‘ M • 格根肯尼斯， ,]. 格根 


定性研究领域为当代社会科学提供了一些最为丰富和有益的研究课题。这 
种丰富性是历史沉淀的 产物： 相当多的学者由于不满于其学科传统的狭溢性和 
限制性转而投向该 领域; 还有一些人也在此找到了发挥其专长和技能的途径，比 
如说，社会批评和政治激进主义就在这里找到了空间，就像文学、艺术和戏剧等 
定性研究百花齐放一样。同时，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 者一如 艾滋病研究者、市 
场分析人士、人种学者等等——也都使用定性研究的方法来为自己的研究寻求 
新的活力。或许最为重要的还是，发生在知识界的数次理论大讨论（后基础主 
义、后结构主义、后启蒙和后现代）都汇集到定性研究之中。这种理论上的大交 
错给社会科学的理解和实践方法带来了重大挑战。 

作为理论汇合的结果之一，定性研究领域充满了激情、创新、知识智慧和行 
动。作为一名研究员，奥利森 （Virginia Olesen ) 是这样描述的 ：“在 教育和护理等 
重要研究领域,人们对知识论 （ 有关方法、参与者关系、新方式和不断加强的定性 
方法等）的认真思考还从未像现在这样激动人心”（电子邮件，1998年11月25 
日）。这场正在进行的革命带来了理论之间的互利互惠、平等对话和强烈的参与 
感，其中也伴随着相反观点、怀疑性挑战和抵抗。本章我们将倾听其中一些反对 
的声音，以便彰显突出的差异性，并详细讨论未来的种种可能。不过，我们这样 
做的目的并非平息争论或将本领域引向一致或统一。我们认为这些怀疑和争议 
为实践中新的对话和革新带来机会，而非新的方法论基础在产生前的阵痛。从 
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认为正是因为理论之间的这些激烈的对话，新世 
纪中的定性研究才得以维持其生命力。我们还将探讨我们认为颇有前景的一些 
研究方法,也就是那些可能对该领域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的挑战。 

当然我们并不仅仅就事论事。为使我们的讨论更加深刻和丰富，我们调査 
了参与本书著述的知名同行以及本书的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我们问他们未来 
五年在定性领域的发展方向，他们目前正在从事什么样的课题研究，他们认为哪 
些新的方法对他们来说独具吸引力，以及他们的研究生最喜欢何种调査方式。 
他们的回答非常有包容性、启发性和激励性。我们在此感谢所有贡献了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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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而使本章内容更加丰富的人。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定性研究领域三个具体的争论点 :有效 性危机 （ the crisis 
of validity) 、 表达的权利 （ the rights of representation ) 和定性研究中政治的地位 
(the place of the political in qualitative investigation) 。 我们将回顾每 一 ■个问题的主 
要发展轨迹，并探讨每次争议所带来的发展。在每种情形中，我们将注意那些我 
们认为最有用的会引起争议的线索和实践。紧接着我们将分析新世纪的重大发 
展。在我们看来，主要争议所带的发展为新的重要转变奠定了基础。我们将 
特别关注关系过程、技术引起的革新以及本体重建等方面的研究。 

有效性危机 

在过去十年中对定性领域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是关于语言的特性，特别是 
语言与其所描述的世界之间关系的讨论。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图书馆理论和修 
辞理论等的发展都向一个关键性的假设提出了挑战，即科学描述可以精确和客 
观地表现世界的真实存在。至少可以说，这种发展表明语言学的模拟理论是不 
可能的，也不存在任何与世界完全匹配的描述。人们理解对世界进行的描述，不 
是来自世界本身，而是来自于世世代代以来我们在文化实践传统中的浸润。我 
们的描述只要近似这些传统就行了。因此，我们的世界构成来自于理解社群内 
的各种关系。 

正在羼化的方法论基砝 

这种语言观引起了对社会实践认识论基础的重大怀疑。对普遍的、一般性 
法则的追求，对事物进行精确描述的科学能力，走向客观真实的科学进步的可能 
性以及要求科学技术的权利等都遭到了破坏。我们于是面对着邓津和林肯 
(Denzin & Lincoln ,1994) 所称的“有效性危机”。如果没有将文字与世界相匹配 
的正确方法，那就无法证明科学的有效性，而研究者将只能质疑方法论的作用以 
及评价的标准。就像邓津和林肯所提出的 疑问： 在后结构主义时期，如何才能评 
判定性研究呢？” （ P . 11) 

这些发展也同时激发了定性领域内部的热烈讨论和创造性能量的爆发。对 
很多定性研究者来说，有效性的批评反映了长期以来以法律为依据的方法论的 
其他疑虑，因为它们都无法反映人类经验和行为的复杂性。事实上，这些研究人 
员转而利用定性方法，希望对人类行为进行更为丰富和精细的描述。在这些学 
者中，许多人都认为经验主义对可测行为的强调忽略了人类理解的关键性成分， 
即当事者的个人经验。这两种观点——即相比定量方法而言，定性方法对社会 
世界更为忠实，以及人类的个人经验很重要——在今天的定性研究学者中仍然 
有着勃勃生机，并且都有不同的理论研究来支撑 （Strauss & Corbin , 1990, 1994), 
比如说现象学（ Geo ^ gi ，199 4 ; Mou S takas ,1994)和女性主义观点（ Belenky ， Clinch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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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berger & Tarule ,1986 ； Brown & Gilligan ,1992； Harding ,1986,1991 ； Komesaroff ， 
Rothfield & Daly , 1997； Miller & Stiver , 1997 ) 0 

然而，随着有效性批评的结束，他们对曾经支持过他们的忠实的定性研究者 
反咬一口。如果不接受语言是现实的图画或地图这一观点，那么定性研究者就 
没有理由声称其方法在对现实的精确性或敏感性方面优于定量方法。要说明一 
个人 ，一 篇一千字的描述文章不会比对这个人进行的标准化测试所得出的数值 
更为有效。同理，有效性批评对语言能充分描绘个体经验这一假设也提出了质 
疑 （ Bohan , 1993; Butler ,1990)。这些批评者问 道：文 字是如何反映或描绘一个人 
的内心世界？把“经验”理解描述为特定情境与文化历史的产物似乎更好，在这 
种特定的情境或文化历史中人们学会对自己和别人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些描述 
根植于处于特定历史和文化环境下团体的创造意义的过程（请 参见： Bnrner ， 
1986，1990； Gergen ,1992； Morawski , 1994； Sarbin , 1986) 。 

正在形成的方法抡革錡 


虽然有时候这些怀疑主义被指责为偏执的虚无主义，但它们确实对定性研 
究有着巨大的直接影响。由于努力采用新的方法来发现和记录真实情况，方法 
论上发生了巨大的革新。在这里，我们将讨论其中的四种 ：反省 （ reflexivity )、 多 
重表达 （multiple voicing) 、文学表现 （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和表演 （ performance ) 。 
它们各自的意义部分来源于它们对研究和表现， B 卩观察或“收集数据”，和随后对 
此过程的报告的传统二元体系进行的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由于观 
察不可避免地需要大量的解释，并且研究报告基本上也是一种解释行为，因此， 
研究和表现是密不可分、相互缠绕的 （Behar & Gonlon , 1995 ； Gergen , Chrisler & 
LoCicero , 1999； Visweswaran , 1994) 0 这一点我们将继续探讨。 

反思 

最初的几项革新曾强调反思。调査者寻求各种途径来向读者演示它们的历 
史和地理背景、他们在此研究方面进行的个人投人、他们在工作中的偏差、他们 
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惊喜和推倒重来的努力、他们借用文学修辞进行报告 
研究结果的各种方式，以及（或者）他们避免或压抑部分观点的方式（请 参见： 
Behar ， 1996 ; Kie 8 inger , 1998 )。 Rosanna Hertz 为自己的工作进行 了如下的详细 
阐释： 


在投入到意见和反思的研究中后，我发现自己在思考如何将自己 
的意见与无任何个人经验的工作结合起来时更加地自由了。我希望读 
者能够理解……我会将自己的经历和观点带到研究课题中来。我仍然 
相信，作为社会科学家，我的首要义务是将我研究过的人的故事讲述出 
来。但我同时也发现，他们的描述已经在我的研究对象和我的对话中 
被构建出来了（电子邮件，1998年4月9日）。 


这种形式的自我揭露最近带来了自我民族志书写 （ autoethnography ) 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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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is & Bochner ,1996) 0 调査者深人研究他们的个人历史是如何影响人种调査 
的。然而，这里将本体和客体并列起来的目的不是要让读者停下来想一想各种 
偏见，而是要丰富人种学报告的内容。读者会发现主体/客体的二元关系正在恶 
化,也知道面对世界的同时也是在面对自己。在所有这些反省行为中，调査者放 
弃了“上帝之眼的观点 （the God ' s-eye view )" ，而是从历史、文化和个人角度来看 
所从事的工作。对自我民族志书写而言，研究和报告或表现之间的脱离同样也 
受到了挑战。不仅要认可个人在观察行动中的投人，而且还是研究的主体。虽 
然反思是对调査理论的有益补充，但无法完全推翻有效性的概念。最终,反思的 
行动要求读者接受其真实性，也就是说，它们是在尽职尽责地努力“讲述真实的 
情形”。这样，我们便开始了对反思进行在观察行动中的个人投人不仅要被认 
可，还要被视作研究的目的之一的无限循环。 

睇述多神意见 

拒绝有效性的第二种重要途径是在研究报告中放弃单一的陈述，而通过多 
种陈述方式来使其相对化。这有多种不同的做法。比如说可以遨请研究主体或 
被研究者去就研究报告进行描述、陈述或解释 （ Anderson ， 1997； Lather & 
Smithies , 1997； Reinharz ,1992) 0 研究者也可以寻找对某事持有不同观点的研究 
对象，然后收集不同的意见，不强迫观点的统一 （ Fox ，1996)。 或者，研究人员也 
可以反省式地选择一些他们认为比较弹性的、不至于得到单一和一致结论的问 
题（ Ellis,Kiesinger & Tillmann - Healy ,1997) 0 一些研究者还会就某一主题进行共 
同探讨，这样他们的结论就不会排除少数派的观点。陈述多种意见有着很大的 
前景，因为它在识别有效性问题的同时还能提供大量的解释或观点 （ Hertz , 
1997)。这样，怀疑就被潜在的实际多样性所替代。 

不过，陈述多种意见并非没有自己的复杂性。其中最困难的一个问题便是， 
作者/研究者应如何处理他们自己的意见 ：是将 其作为多个意见中的一个呢，还 
是因为其有专业知识背景而陚予其优越性？另一个问題是作者和参与者真实身 
份的 识别; 如果我们认识到存在多种意见的可能性，那显然参与者都有着多种意 
见 （ Franklin ， 1997)。那么，这多重意见中哪一个会被用在研究 中呢？ 为什么？ 
同时，又有哪些被抑制了呢？雷恩哈兹 （Shulamit Reinharz ) 提出该问题的方式对 
于进一步的讨论有着重要的 启示： 

在很久以前完成的一个课題中，我留下了详细的现场笔记 . 我追溯 

了这一年中我提到自己时所采取的方式，看看我的本体的不同部分在时间 
推移中的相关性。我把这些“自我”看作是在研究过程中自然产生的。首 
先，我与其他组内成员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对本体的定义。接着，其他 
差异一点点地凸显出来。随着这些差异的凸显，人们渐渐了解了我的不同 
方面，这使他们向我讲述不同的事情。这又使得我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不同 
角度认识了他们……因此研究时间长短的不同产生不同的知识。乍看这似 
乎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比如说 ，一 天的拜访与一年的实地研究其结果自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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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但这种差异未曾得到解释或证明。我认为我的笔记即说明了该过程 

( 电子邮件，1998年4月18曰）。 

最后，朝着多样性方向努力并不总会各方面都成功。一般情况下，调査者都 
起着最后著述者（或不同意见协调员）的作用，结果就成了包容、强调和综合的仲 
裁者。著述者的文学素养对读者而言往往是看不见的。 

文学风格 

针对有效性抵评的第三大反应是对风格化表现的运用，特别是运用写作来 
取代传统现实主义的“讲述事实 （truth telling )”。 比如，调査人员的描述可能采 
取小说、诗歌或自传式创造的形式。文学风格的运用向读者 表明： 说明并非对世 
界的“映射” （ 事实上，这种比喻也是有漏洞的），而是向某对话群体进行的解释 
性活动。对许多定性研究者而言，这种写作格外具有吸引力，因为它提供了更大 
的陈述范围，并能贏得学术之外的读者 （communication studies p. 298, 1999； 
Diverei , 1998； S . H. Jones, 1998,1999； Richardson ,1997,1998； Rinehart, 1998) 以及 
做重要的政治工作。这种写作形式为创造性的陈述提供了巨大空间，但却容易 
被批评为意见太过单一。孤独的著述者以其绝对的修辞统领着这个散漫的领 
域。不过，革新又一次取代了 批评: 文学风格可以与其他方法结合起来以应对这 
种批评。比如，在其关于“万人游行 （Million Man March) ”后非洲裔美'国人关系 
的论文中，奥斯汀 （ Austin, 1996) 与其中的一位参与者共同创作了一首叙事诗，以 
下为部分 节选： 

非洲人都一样 

不管身在何处，她告诉我 

原原本本 

我看着她，笑了 

就像一位优秀的研究者那样 

问道 

怎么会这样 
我无法解释，她说 
用那样的音调 
就像奔涌的河流。 

( pp . 207-208) 

反省和陈述多种意见带来的许多问题也可被归结到非传统的各种写作形式 
上来。虽然这些革新避免了传统的文学形式的某些缺.陷，但认为它们并不适合 
于科学陈述的人仍然普遍存在。在提到表演时，批评的声音就更大了。 

表演 

最后，为在保持意见的同时摆脱客观性的束缚，越来越多的学者转而把“表 
演”作为研究/陈述的一种形式。有一种观点证明了这种转变的合理性。这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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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认为，如果就像有效性批评者所声称的那样，事实和虚构之间的区别主要就是 
文本传统的问题，那么，科学写作的形式并非就是陈述所能采用的惟一方式。虽 
然视觉上的各种辅助工具（比如电影和摄影）也已被接受为“捕获现实”的一种 
手段，但它们一般都被当作写作传统中的补充形式。不过，当我们认识到交流媒 
介本身对我们的研究对象有一种格式化的影响时，作为记录工具的电影与表演 
(比如“为一群观众制作的电影”）之间的区别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Gergen & 
G ergen ，1991)。 由于这种模糊性，研究者开始认真考虑在艺术和娱乐界作为研 
究及陈述的各种交流性表现形式一一绘画艺术、电视、戏剧、舞蹈、魔术、多媒体 
等。在转向表演这种形式的过程中，调査者再次回避了对真实的令人迷惑的种 
种观点，同时扩展可以激励对话的交流范围。 

对该研究/陈述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有卡尔森 （ Carlson ) 的《表演：一份 
重要介绍》 （ Pei / ormance :/! Critical 1996 ) 和由凯希 （Case ) ,布里特 

( Brett ) 和弗斯特 （ Foster ) 编辑的《表演概览》 （ Cn « i 叫1995 )，以及下 
列作品 ： Blumenfeld - Jones ，1995 ； Case , 1997 ； Clark ， 1996 ； Denzin ， 1997 ； Donmoyer & 
Yennie - Donmoyer , 1995 ； Jipson & Paley , 即将出版； Mienczakowski , 1996 ； Morris , 
1995 & Van Maanen ,1995 0 与定性领域关系密切的一个例子是由 Jim Scheurish , 
Gerardo b > pe Z 和 Miguel Lopez 创作的有关墨西哥裔美国移民生活的表演作品。 
该表演包 fe 音乐、电视和幻灯片的形式——几种形式同时进行。另外，还有一份 
剧本要求演员和观众的共同参与。关于有效性问题, Scheurich 指出 ：“始 创者并 
没有就这些经历与墨西哥裔美国移民生活的关系性质提出假设” （ 电子邮件， 
1998年4月19 日）。 该表演确实给观众提供了更多参与的可能性，但也给了他 
们随意发挥的机会。卢塞尔和博恩 （Russell & Bohan ，1999) 以另一种方式回应了 
科罗拉多州法律的第二修正案的内容（该修正案取消了对性歧视的法律追索 
权）。利用从反对该法律人士的访谈笔记中获得的主题和陈述，研究者帮助创作 
了两个髙度精细和复杂的艺术 题材： 一个是分成五部分的宗教剧 fire ，作者是一 
个职业作曲家，由一个技艺高超的合唱团在一次全国性比赛中 演唱; 另一个是一 
部专业制作的电视纪录片，由 PBS 播出。在这些作品中，人们可以感觉到许多界 
限是模糊的，比如说在专业人士和业余者之间，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研究者和 
被研究者之间，以及表演者和观众之间。 

丰當抑成4核 

从通信者的反应来看，他们在这些突破性探索中的投人很可能会大量增加。 
就像弗劳 （John Frow ) 所说我将去往 何处？ 我愈来愈怀疑知识性话语所遵循 

的协议和对所谓‘专业’知识流派的局限性探索 . 在我看来，当我试图摆脱日 

常学术争论的限制性和确定性时，对非线性和回归式文本结构的运用就越来越 
难以避免了”（电子邮件，1998年4月5日）。査马兹 （Kathy Charmaz ) 也 写道： 
“对我而言，第一要考虑的事是完成一本关于研究报告撰写手册。我采取的方法 
是将各种定性分析的方法与写作技巧结合起来……这些技巧都是被专业作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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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的”（电子邮件， 1998 年 5 月 30 日）。同样， Jim Scheruich 也说： “我利用电视 
寻求一种更多维的媒介。我喜欢在文字上增加一些视觉和听觉效果。虽然我并 
不想讲传统的故事，但我也喜欢有故事性的东西。我认为该媒介支持了意义的 
多层次性 ” （电子邮件 ，1998 年 4 月 19 日）。 

但是，虽然这些探索都伴随着大胆而富有创造性的激情，一些定性研究者却 
因为这种逐渐脱离传统的标准而越来越不安了。于是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言辞， 
比如自恋、狭溢、自我表现等。在这点上，马尔库塞 （George Marcus ) 指出： “我们 
书写的有关反省、主观性和主体间的权力等一些东西中的新思路……和某程度 
上的回归实践都在按常规发展，差不多是这 样的； 同时，研究条件（特别是实地研 
究）现弃应该受到注意”（电子邮件，1998年4月4日）。马尔库塞认为，人类学 
家必须继续进行长期的、艰辛的工作，以达到“详尽描述”的要求，不要被其他追 
求偏离这一目标（ Marcus , 1998 ) 。克拉夫 （ Clough ，1997 ) 指出自我民族志的写作 
与电视戏剧的共生关系以及“对理论上的批评性干预保持距离” （ p . 101)。 类似 
的是，蒂尔尼 （William Tierney ) 担心通常“尝试性的文本不过是文字的试验罢了。 
我们中的批评家越来越怀疑文学上的文字技巧没有任何变化可言” （ 电子邮件， 
1998年4月10日）。我们在调査中遇到的最刺耳的文字来自希尔弗曼 （David 
Silvexman ) ，他写 道：“ 过去的20年为快餐式的，或很快就被其他方式所归并的形 
式所困扰。后现代主义 （ Foucault ， Latou r ) 的精华将被并人冷静的制度化实践的 
研究。‘玩乐和游戏’（文字游戏、试验性的写作等）将被摒弃。无尽的开放式访 
谈将成为 Oprah Winfrey 所回避的方法”（电子邮件，1998年4月3日）。 


有故性表望 

可能有人会认为，这种批评不顾后果，其作用可能是减少后劲，回归传统或 
终结方法试验。它还可能彻底毁掉整个领域，因为研究者可能干脆停止对话、自 
行其是。然而，这些结果既不幸又没有保证。开始时，一些人可能会不负责任地 
回到传统的做法上去——就像有效性批评从来就不曾出现过一样。同时，那些 
进行新的探索的研究者无法断言有效性批评的合理性。对他们自己来说，根本 
就没有可提供这些保证的理由。再者，统一化的调査领域也是几乎没有说服力 
的，因为这种调査注重一致性和概念上的严格性，这样的话所有的方法都是被预 
先规定好了的。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完全可以重新调用生成性压力这一比喻，而 
不是缺乏交流的、犹如一盘散沙似的学术领域。如果把这些革新和它们的批评 
放到欣赏性的对话中去（我们认为应该这样），那该鼓励什么样的新途 径呢？ 会 
开辟什么样的前景呢？从不同的对话中我们发现，以下方面比较重要。 

再构有效性 


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有效性的讨论已经陷人僵局。一方面，坚持描述和解释 
是对研究客体的透明反映的研究者缺乏这样做的理由，因此他们很容易受到毁 
灭性的逻辑攻击。但对这一做法提出批评的人最终也是无法证明其批评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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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他们的批评所依赖的也正是同样的假设，即语言是与客体相对应的。这样， 
就有必要讨论重新构建有效性的概念,而不是重新例示现代主义的客观真实性， 
或是放任自流。茔少，我们重新思考语言参照问题是有益的。如果研究或者批 
评是“关于”一些事物的，而且这种关系并非一种“模仿”的话，那么，还能做出其 
他的设想吗？即使是那些在作品中利用虚构的各种类型或表演的人，他们也不 
会把自己的作品当成纯粹的 娱乐； 一个潜在的假 设是: 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 
理解。 Frow 的公报为我们重新思考语言参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开始： 

“文本 （ text )" 和“会话 （ discourse ) ”的概念指的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异质 
性 •.也 就是说，不能简化为“语言”或符号之外的现实。相反，它是语言和其 
他符号（如图标）、社会关系、已构建的环境、已加强的制度化结构、角色和权 
力分层结构，以及各种实体等的不同的混合。我相信只有在此基础上，文本 
性和散漫性的比喻才能起作用而不至于简化为语言或社会关系（电子邮件， 
1998年4月5日）。 

现在我们开始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丰富的意义上来讨论语言参考的作 
用。如果参考来源于这样的异质性，那我们就得重新考虑获得有效性的途径，以 
及是由谁、为谁和在何种条件下获得的。 

我们也可以放弃对有效性的关注，这是不少人的选择，其中包括本章的几位 
评审员。鉴于其被争论不休的以及可能毁灭的未来，他们提醒我们最好避免使 
用这个词。然而，对我们来说，重新建构这一概念似乎是更好的方向。在这一点 
上，拉舍 （ Lather , 1991， 1993) 关于有效性的论述尤其具有启发性。拉舍提出了一 
个用以重新建构有效性概念的“非比寻常的列表” ： 讽刺性有效性 （ironic validity , 
突出了语言在描绘世界时的种种不足），超逻辑有效性 （paralogic validity ， 与语言 
的不可判定性、局限性、似是而非、断续性和复杂性相关），“根茎”有效性 
(rhizomatic validity , 采用“主根”的比喻作为象征,表示传统的研究程序是如何被 
破坏、新的局部性确定的理解规范是如何产生的）以及花哨有效性 （voluptuous 
validity ，“过分” “不紧密”“危险”和“无限制的”，将道德和认识论结合在一起）。 
麦考塔格特 （ McTaggart , 1997 b ) 也提出了一个有效性与参与性行为研究的关系问 
题。他建议通过在不断变化的相关社会实践中的功效研究来重新建构有效性的 
概念。“我们对有效性的考虑必须涉及更多知识以外的东西……（它必须）有足 
够的全面性，以便在对其他更无生气和分离的社会调査进行犀利和摧毁性的批 
评时反映社会行为研究者所专注的内容 （ PP . 17-18)。围绕该观点进行对话对于 
重新建构有效性概念意义重大。 

悄塊知识 


与有效性的重构有着密切关系而本身又有诸多问题的是对情境化知识的探 
索。就像哈拉维 （ Haraway , 1988) 以及其他理论家所提出的，该概念主要是为改 
进功能和协调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理论而服务的。因为很少有传统主义者希望 
人们相信他们的解释是对他们所想要描绘的主体的唯一说明，同时也很少有建 




构主义者会坚持“唯有文本”，只有情境化的真实，意即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 
“真实”，而且是像编排索引一样来表示它们的特定情况 （ 请 参见： Landrine , 
1995)。这样我们就可以说，“日落”描绘的是傍晚的天空中沉下去的太阳，而同 
时宇航员们会 说:“ 太阳是不会下沉的。”各种描述和说明只要是不违背当地传统 
对普遍真实的理解就是有效的。在这一点上，霍尔斯泰因 （Jim Holstein ) 认为他 
的研究是“努力观察那些已被构建的、短暂的、超现实的东西，同时又不放弃对真 
实世界 （ 即使偶尔它有时候看起来也不是那么可靠）中生活经验的经验分析（电 
子邮件，1998年4月23日）。 

不过，虽然开了个好头，我们仍然需要对情境化知识概念上的可能性进行更 
深人的对话。说任何事物对某个人、在某个时间和某个地点都是有效的，这是一 
句无趣的话。这个结论会关闭不同理论流派之间的对话，并导致相互之间互不 
理踩。这样的结果将导致社会科学调査的终结。因此需要进行情境有效性是如 
何实现、保持和推翻的对话。进一步需要讨论的还有 :不同 的定性方法在这方面 
是如何和为谁发挥作用的？它们又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有效性的？ 

一个很重要的选择是在定性研究圈内发展出不同的方法，以便情境化知识 
可以建立各种富有成果的（而不是相互抵触的）关系。我们的调査方法往往支持 
(或“增强“）的是某些特定的群体^这个结果既可以有助于这些群体的情境化 
知识，又可以减少或抹杀各种可能的现实。于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就是: 研究处在 
各种竞争性、相互抵触的“情境”中产生富有成果的交流的调査方法。我们发现 
Yen Espiritu 的话对这点很有启 发性： 

我在想肤色研究学者是如何通过研究其他“其他人”而扩展其“我 
们自己”的领城的。比如，我研究菲律宾裔美国人，而我自己的出生地 
为越南，那么我在做研究时就不会是“客观的”局外人，而是作为一个与 
研究对象有一呰共同的生活经历、同样来自亚洲的移民。我不是说那 
些共同的奋斗经历可以赋予我在菲律宾裔美国社区中的“局内人地 
位”，但我确实可以说，这些经历使我可以在研究中用到一种比较性的 
视点，这种视点是暗示性的、本能的，来自我自身的认同和立场的。这 
些暗示的、比较性的方面很重要，因为它们允许我们突出种族差异及其 
区别性的功能力量 （ 电子邮件，1998年4月12 日）。 

然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这种需要是为了增加话语和实践两大领域之 
间的的对话（请 参见 : Cooperrider & Dutton , 1999) 0 这一点在本章的后面还将进 
-步讨论。 

修辞学/政治学的考虑 

最后，我们目前的争论可以通过扩展修辞学/政增学的考虑过程而得到丰 
富。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有效性适用于多种调査的 I ' a ] 题限制在特定文化中的 
不同方法/陈述所起作用的范围之内。在社会科学探索对文化生活产生影响的 
情况下，我们该如何估计不同方法/陣述形式之间的比较价值呢？社会政治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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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主义/客观主义中的家长式的、殖民主义的、个人主义和霸权的方面的批评不 
断增加 （ Braidotti ，1995 ； hooks , 1990 ； Penley & Ross ,1985; Said ,1978; Smith ， 即将出 
版）。虽然这代表着重要的开放，但无论是政治上还是从修辞角度，对许多人认 
为的现实主义取向的积极功能的研究还是太少。比如，统计学的语言不过是修 
辞的一种形式而已，但这钟修辞对某些观众而言和在某些情形下，它可能比个案 
研究 、一 首诗或自我民族志的报告更为有力和更有作用。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未 
曾探索前面讨论过的新发展的不同社会政治学和修辞学上的含义。比如，对多 
种意见或虚构风格的探索是否会消除或提升观众的兴趣或投人？就像古布里厄 
姆 （Jay Gubrium ) 在对该研究表示了保留意见之后所说的：“这些东西是很吸引人 
的，对我来说，它们本身是非常重要的”（电子邮件，1998年4月2日）。不过在一 
个常常要求对严肃问题提供清晰和理性回答的社会，这些形式未免显得不太实 
际、无关紧要甚至不够严肃。正如 Linda Smircich 所说： “我在一个商业学校 
中……思维和研究的最主要形式还是实证主义/定量的/功能主义，并且目的是 
为了管理方面的利益……我很难碰到一个大胆的学生，敢于挑战这些传统上的 
障碍” （ 电子邮件,1998年4月23日）。无论采用何种方法,我们必须继续研究社 
会功能和不同交流模式的结果。 

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可能要问，自我反省和自我民族志的报告是否会以个人 
经历凌驾于社会或公共行为的方式发挥作用？这些倾向在满足以自我为中心的 
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时是否也存在一些错误？总而言之，我们需要对许多正在出 
现的方法论的不同修辞/政治资产及义务进行大规模的比较性分析。林肯 
( Li nC oln ， i 995 J 998) 对定性研究标准的分析为该对话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另请 
参见 : Garratt & Hodkin SOn ,1998) 。然而，仍然需要能对话语的各种形式的相关反 
响进行更深人的分析。 


陈述的权利 

对经验主义研究进行的批评反映曾经激起了对定性领域的第二次波澜，这 
一次主要是针对陈述、控制、责任和分歧方面的问题 （Tierney & Lincoln , 1997 ) 0 
福柯 (1979,1980) 的关于权力/知识的专题论文或许是对这些批评所做出的最集 
中的描述。对福柯而言，产生知识的领域（包括社会科学 ） 是权力的源泉，并且由 
于它们的描述、说明和评价经由教育和其他实践进行了传播，它们便扩大了潜在 
的征服范围。比如，正如精神紊乱的概念和精神科职业的诊断性分类被所有与 
此问题有关的专业和外行人所认同的那样，文化向精神病学权力的退让也是被 
公认的。这种观点对 学术圈 来说是一剂清醒剂。还要面对更多痛苦的问 题：研 
究工作在何种程度上使文化方面的常识和未经细察的现实转变为学科话语？如 
何在目前的研究基础上促进学科的发展？什么时候研究者能通过他或她的研究 
对象来建立个人或组织权威？研究工作是甭要为监督机构服务，以便增加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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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研究对象方面的能力？ 

由于人们对社会科学调查的日益抵触，对这些问题的质疑也在不断增多。 
女权主义者是最先提出不满的群体之一，她们指责研究文献对女性的忽视和限 
制 （ Bohan , 1992) 0 少数民族成员则越来越意识到人文科学研究对长期以来他们 
对公共媒体歪曲或错误报道他们生活的批评置若罔闻。精神学的建立是职业群 
体中最早受到抨击的对象 之一：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同性恋活动分子强迫精神学 
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这一分类中划分出来。还有，非洲裔美国人曾因社会科学 
文献将其描述成缺乏才智或犯罪的一类而愤怒地发出了声明。同样，老人、艾滋 
病人、“精神病幸存者”和其他许多人也都纷纷 质疑： 科学家是否有权来陈述（利 
用）他们的经历、行为和/或传统呢？就像我们之前讨论的有效性问题一样，这些 
批评对未来的研究带来了困扰。 

不过,这些观点也都有其局限性。一旦发展到极致，就会如同它们所质疑的 
对象一样问题重重。作为对福柯批评的回应，人类科学研究经常通过反霸权的 
方式发挥着作用，政府制度、经济控制、教育机构和媒体等都成为批评的焦点。 
从这种意义上讲，这样的研究可以作为一种抵制和社会公正的力量。而且，搁置 
所有知识方面的要求可能会在事实上终结所有的传统（种族和宗教等），这些传 
统所依赖的正是“描述世界”的能力。此外，这些要求和对利益群体的批评也有 
其局限性。对个人来说，对自我陈述权利的要求与人类科学家的其他许多相冲 
突的要求是同时存在的，这些权力包括言论自由、从自身角度讲明事实、做出科 
学贡献以及追求自己的道德情操。自我陈述可能是好事，但不是唯一的好事。 
进一步说，自我陈述的定义也并非没有任何疑问的。如果必须下结论的话，没有 
人可以有为他人说话或描述他人的权利。甚至有人可能会质疑个人陈述自身的 
可能性问题，因为要这样做的话，必须得用到其他人所说的话。那么孤立的个人 
就不会有私人的意见，也不会有私人经历的有关陈述。如果不依赖于他人所说 
的话，我们就无法获得他人的理解。 


妒表方法论领城 

由于这些理论争辩同时存在，我们仍然需要对研究过程进行更为宽容的和 
互相对应的看待。与本章中心点相一致的是，我们将这些不同的压力看成具有 
潜在的生成性。它们已经促成了一系列的重要成就，并同时为一个创造性的未 
来设定了发展目标。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来自定性领域的三大成就吧。 


授权研究 

或许，授权研究是对陈述的批评性考量的最为显著的反应，同时也是定性领 
域中发展成绩喜人的一项课题。在该课题上，研究人员提供了他或她的技能和 
资源，以帮助各种群体研究共同感兴趣的课题。参与行动研究是这一类中发展 
得最好的一•个 （ Lykes , 1996 ； McTaggart , 1997 a ； Reason , 1994 ； Smyth , 1991 ) 。在有 
关授权主题的一个变体中，安德森 （Andereon ,1978,1990) 已经针对培养各种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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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联系（否则这些社区之间就会产生敌对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安德森 
花了许多年呆在费城的公共寓所和大街上，他创建了一些重点群体，收集了大量 
经常光顾街角和其他公共场所的人们的叙述。他的最新作品 （Code of the Street, 
1999 ) 的读者对象不仅是社会学家，同时也包括公共政策策划者、邻居群体、教育 
家以及其他与各种客户人群有关的人。在不放弃对街道“代码”的意义及其功能 
进行说明的前提下，安德森提出了一套解释性的框架，该框架对社会的边缘和主 
流人群都同样有意义，也因此它可以起到在这两个群体之间的桥梁作用。这种 
努力旨在减少相互间可能普遍存在的不尊重和异类的感觉。 

结合味述 

如前所述,运用结合陈述来处理有效性问题在陈述上也有分歧点。当研究 
者以参与者的身份进行调査和写作时，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界限就变得模 
糊了，而且陈述部分也越来越多地是由两者共同控制。在早期的这类工作中，研 
究参与者有更大的空间可以“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不过，研究者也会经常以 
一种微妙但却强有力的手法，通过编辑和解释来表达各种意见。作为弥补,一些 
研究者现在会请参与者本人书写他们的研究说明。其中最具创意和影响最广的 
例子就是拉舍和史密西斯的报告《困扰天使》认 e Angel , Lather & 
Smithies ， 1997)。它讲的是调査者参与艾滋病毒携带妇女支持小组的工作。该 
报告包括这整妇女对自己的生活以及她们期望把她们的情况告诉世人的第一手 
陈述。这些调査者并没有对他们的立场遮遮掩掩，而是花了大量篇幅讲述他们 
自己的经历和理解。为了弥补这种陈述方式所带来的对医学、经济和治疗方法 
描述的不足，拉舍和史密西斯补充了许多正规的学术和科学资料。而在出版之 
前,他们把整本书拿给参与者看，以倾听他们的意见。 

分散味述 

为回答对陈述的批评,一些研究者也开始探索分散陈述的方法，即调査者试 
图规定有关对话关系中的各种不同意见。弗克斯 （ Fox , 1996) 就提出了一个非常 
有趣的例子，她把自己作为研究者的观点与一名儿童性虐待幸存者的相关经历 
结合了起来，并附带有难得的虐待者本人的观点。该陈述立足于多次内容广泛 
的开放式的访谈以及作者在参与对被判罪的性虐待者进行的一次治疗过程的观 
察。该报告采用三栏的格式，分别代表三方的观点。这种行文格式鼓励读者考 
虑相互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三种不同观点。所有语言都是当事人的原话。虽然 
选择和编排是由弗克斯完成的，但每个参与者都有机会阅读并对所有材料做出 
评论。这样，文章的编排有助于对情感——矛盾、悲伤、愤怒和感情——的完整 
描述。弗克斯把自己儿时被性虐待的经历也加了进来，这样就打破了作者置身 
事外的传统。 

分散陈述的另一形式是由一个三人研究小组提供的，他们同时也互为研究 
对象 （Ellis et . al ,1997) c 在五个月的时间里，这三个人相会于不同的场合来讨 



40 定性研究:压力与革新 


1101 


论食欲过盛的问题。他们中的两个有着饮食紊乱的历史。其结果是他们共同写 
了一篇描述在一家高级餐馆就餐的文章。该场景很容易激起人们的兴趣，因为 
他们倾注于食物，并且在描述其他知道自己“问题”的人的点餐和饮食时，他们可 
以对待复杂的关系。他们共同之作的行文显示出了各自描述中的个人内心活动 
和积极参与前面讨论的弗克斯的陈述（引用语用空格分离，个人观点被清楚 
陈述〉不同'的是，该陈述是笼统的一体。这样的话,读者可以通过每位作者几乎 
同时进行的内心反应获得一个总体认识（“上帝之眼”）。比如，读者可以发现， 
点甜食为何对每个妇女来说都很重要，以及每个人是如何解决这种人际关系问 
题的。这种陈述上方式的试验开拓了令人欣喜的新视野。 

政治的地位 

争议的第二个方面与有效性和陈述的问题密切相关，但性质截然不同。其 
核心是有关研究者的政治或价值介人。三十年前，人们普遍认为，好的研究方法 
应该是政治或价值中立。意识形态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决定研究内容或研究结 
果的使用方式，但方法本身应该是不带意识形态的。然而，随着后现代对有效性 
的批评变得愈发复杂，有一点也越来越清楚，即要想将研究方法与意识形态分开 
并非易事。一方面，方法的内涵和重要性需要从更广泛的内涵网络（形而上学 
的、认识论的和本体论的）中获得，而这些内涵本身又都结合在一起构成意识形 
态和道德传统。比如说，为个体做心理试验是假设个体在人类事务产生过程中 
心理作用的中心性。这种类似特权也被定性方法用来获得更多的个体经历。这 
样，两种方法都间接地支持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样,假定研究者与研究客体 
(研究对象/客体的二位体）相分离的研究方法也都赞同对世界采取一种工具主 
义的态度，以及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相分离的基本条件。 

有关政治的这种扩展的认识对研究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研究不可避 
免地带有意识形态，那么主要的挑战就是进行深人表达研究者个人的政治和价 
值的研究 （ Smith , 1999) 。换句话说，如果科学从其他意义上说是政治性的，那么 
我们就应该坚持让研究工作更有效地达到目的。同样，在缺乏固定的形而上学、 
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定性领域，政治介人通常都可以自由产生各种方法，服务于它 
们的政治或价值目标 （Crawford & Kimmel , 1999) 0 

正是对这种方法论的政治潜能的认识才导致了目前定性领域内部的强大压 
力。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些派性极髙但又相互独立的目标——女权主义、同性恋 
激进者、种族意识提升、反殖民主义等①。每个群体都有其特定的关于“好”的标 
准，同时暗示那些不积极参与的人是不够“好”的甚至可能是个瘅碍。很多人也 

①法恩 （Michelle Fine, 个人交流， 1998) 对此提出 质疑: “难道只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男女同性恋…… 
是政治的吗？过去的右翼、主流和普通心理学怎么样？难道它们不是有着强烈的政治色 彩吗？ 这些规则难道不 
同于明显的政治（或左翼)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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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希望看到定性研究带有特定的政治立场。比如说，就像林肯和邓津 （Lincoln & 
De nZ in ，1994) 所提 出的： “后结构社会科学所追求的外在基础不是科学，而是后 
马克思主义的和女权主义的立场……好的文本是要能调动这种目标的。好的文 
本揭示出种族、阶级和性别是如何在互动个体的具体生活中发挥作用” （ P . 579) 。 
然而，对其他人来说，这种政治的接合威胁到他们之间的对话。许多人的研究兴 
趣于是转向其他群体 • 一老人、受虐者、病人、残疾 人等； 还有一些人则发现悠久 
传统中的重要价值并通过研究来帮助政策制定者和组织领导人等。 

但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吸引意识形态目标的相同逻辑才开始在这些目标上 
变得更具反省性和批评性。如果说这一后现代转变破坏了有效性的要求，那么 
它同时也开启了政治或价值介入的空间。然而，所有服务于基于意识形态研究 
的现实都同时受到了质疑。如果不能合法地通过观察的方法了解真实的话，那 
么，关于贫穷、边缘化、压迫等的描述同样也只能是比喻上的。如果能从经验科 
学中排除理性和显而易见的意识形态基础，那也就能同时排除价值批评。同时， 
由于这种形式的批评日益清晰，它已经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压力。那些在后现代 
争论中曾经支持其事业的政治派别转而谴责它们是“相对主义”、“保守”和“不 
相关” （ 请 参见： Reason , 1994) 0 

由派牲則多种意见 

从政治派性问题的争议中我们又可以找到拓展定性方法潜能的机会。或许 
该领域最突出的成就是对多种意见的概念和方法论上的探索。在学者中存在一 
个普遍的倾向（至少在他们的出版物中）即假定本体的一致性。由于受到理性和 
道德内化的启蒙主义影响，他们特别注重一致性、统一性和目标明晰性。理想的 
学者应该知道他或她自身的立场，并对其关于“好”的定义负责。正是在这种意 
义上人们可以声称自己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男权主义者”或者 “Gray 
Panther " 0 不过，就像后现代文献中所称的“自我之死”一样，社会建构和对话等 
曰益清楚地表明，对自我的单一或一致的定义不论从学术还是政治上看都是有 
问题的。暂时搁置对多种意见的支持有很多好处。特别是我们需要认识到，无 
论是在我们学者内部还是在我们的研究参与者中间都存在着多样性，包括相互 
竞争且往往相冲突的价值观、政治取向、对好坏的理解、欲望的概念以及我们作 
为人的“自我”意识 （ Banister , 1999)。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信仰马克思主义、自由 
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也可能会接受与它们完全敌对的意识形态。 

多种意见主体的观点提供了突破定性领域普遍存在的敌对现状的重要途 
径。布莱岛蒂 （ Braidotti ，1995) 是一位女性主义理论家，她的“游牧的主观性 
(nomadic subjectivity ) ”的概念对这一点很有用。游牧意识“需要对中心以及任 
何真实身份的原点进行完全分解” （ P . 5 ) 。穆菲 （ Mouffe ， 1993 ) 是一位政治理论 
家，他认为自由社会主义关于身份的概念“允许构成个体的身份的多样性” 
( P .84)。 我们认为，多种意见的假设打开了通向新方法的大门。我们已经接触 
过多种意见进人解释领域的各种方法——研究参与者的意见、科学文献、调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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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人意见以及媒体等 （Ribbens & Edwards , 1998 ) 0 不过，对多种意见的质疑日 
显强烈，因为我们对研究各方可能“持有不同意见”这一点非常敏感。问题是，研 
究者是否会让参与各方（包括他们自己）对后工业社会生活中典型的矛盾和各种 
复杂性表达他们不同的意见。一些学者正在朝各个方向努力（参 见： Jacobs , 
Munor & Adams , 1995 ； Richardson , 1998 ； Travisano , 1998) ，但还没有什么突破。其 
中的两个研究运用了不真实写作的方式，作者允许用多重描述进行删除、修订和 
改变其自身的身份和活动。重新塑造的角色有脱衣舞者、舞蹈家、摔跤选手、研 
究者和教授 （ Ronai , 1998,1999)。将角色描述和反省性评论相分离的表演作品 
同样也能破坏单一意见主体的立场 （ Gergen , 即将出版）。 

新世纪的研究议程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都是定性领域内一些普遍性争议的问题，重点放在 
对未来发展有利的机会上。在最后的一章里，我们希望能够探索未来发展的三 
个领域，它们都与先前讨论过的话题密切相关，同时也会极大地扩展可能的领 
域。我们认为，如果沿着这些方向走下去的话，可能会改变对方法论的认识以及 
对社会科学及其研究对象的理解。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可能更积极地进人文 
化生活领域，改变人们的普通意识和行为方式。这些都会遇到挑战，但我们认为 
关于定性方法的对话正使我们走向革新。以下我们将简单介绍研究作为关系过 
程、技术前景以及重塑西方自我概念的发展前景。 

作为共糸过程的研先 

我们发现，定性领域已经成为陈述形式的一种重要创新源泉。比如说，反省 
性、文学形式和多种意见的试验已经为研究工作注人了新的活力。然而，我们还 
必须继续努力。早些时候,我们曾强调过研究和陈述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任何 
形式的记录或描述同时也是一种陈述形式。但同时陈述也不可避免地是“为了 
读者”。比如说写作就是为了让读者进人一种特定的关系。至少，写作的行为能 
同时定位自我和读者，并賦予双方在特定关系中的身份和角色。从这种意义上 
说，陈述的每种形式（就像舞步一样）都会支持某种关系形式而反对其他形式。 
这样，社会科学写作的各种类别——从神秘的和民主的到娱乐性的，都支持区分 
不同的关系形式（ Gergen ,1997) 0 从更广的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社会科学中不 
同的陈述形式本身就都是对特定文化生活的反映形式。 

在此条件下，我们可以一起参加到对现有陈述形式的批评中来，同时也可以 
考虑一下方法论在其所支持关系方面的未来发展。比如说，传统意义的很多写 
作都倾向于维持特权的结构：我们以“知者”的地位针对“不知”的读者进行写 
作。这种形式近似于独白，因为我们假设读者是没有机会参与的，而大众也无法 
干涉作者的遣词造句。我们也已经看到，定性领域内的不同写作尝试打开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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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形式的大门。比如说，新的写作形式使得作者放弃了权威地位，并鼓励读者 
进人一种更为平等的关系。对未来的最直接挑战是要扩展陈述形式以实现特定 
的关系目标。我们如何才能使关系的具体过程，以及具备积极潜能的更具体的 
过程自由地服务于文化呢？ 

这里我们或许要问法恩 （ Michelle Hne) 所问过的问 题：“ 定性研究的哪些要 


素有助于民主/革新实践、社区组织、进步的社会政策以及使公众民主地参与社 
会批评？”（个人交流，1998)。为了说明这一点 , Arlene Katz 及其同事为了加深对 
老年人医务工作者的理解，组织了一个老人团，作为其哈佛医学院的学生对话资 
源（请 参见 : Katz & Shotter ,1996) 0 传统的“研究对象”在这种情况下被定位为忍 
受疾病或其威胁的“文化圈内人”。同样，为能提供直观的生活场景，一些研究者 
向贫民区居民提供照相机或摄像机，这样，“研究对象”变成了既是学习者，又是 
老师/信息提供者/表演者。而且,公众对话项目已经创建了几种方法，以使观点 
严重对立的人（如 prolife & prochoice advocates ) 聚集到一起进行有效的对话 
( Becker , Chasin , Chasin , Herzig & Roth , 1995 ) ；David Cooperrider 和他的同事创建 
了一种交流的方法，称之为“欣赏性的调査 （appreciative inquiry )" ，这种方法完全 
改变了组织或社区内本来可能敌对的成员关系（参 见： Cooperrider , 1990； 
Hammond , 1996 ； Hammond & R oy al ，199 8 )。 从所有这些例子来看，几种新的关系 
形式已经成型了。 

可以说，这些研究中存在一种可以完全重塑研究概念及实践的潜能。如果 
我们放弃长期存在的研究范围的概念，而代之以陈述关系的概念，那么，那些以 
前作为研究对象及研究辑果的读者就变成了关系的参与者。并且，如果我们摒 
弃研究即积累结果（静态的或僵死的发现）的传统目标，而代之以产生交流过程， 
那么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故变成建立有效的关系形式。研究者就不再是被动 
的、为与一小群研究者的读者进行交流而产生陈述结果的旁观者，而变成积极的 
参与者，形成生成性的交流关系，建立持续的对话，并延伸市民研究领域。比如 
说，我们已经就交流、有关偏见的民族对话以及社区复兴（“市民社会”）等方面 
的全球论坛的价值进行过大量的讨论。但为实现这些目标的努力极其分散，而 
且也罕见地吸引了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参与。目前,我们创建社会形式的技能还 
非常微弱。面临着重新概念化研究的挑战,我们能够也理应成为关系实践的领 
头羊。我们将很快回到这个话题。 

技术的挑成 


大众技术的广泛传播（包括电话、收音机、电视、汽车、公共交通系统、飞机旅 
行、大众出版以及计算机通信）形成了 2 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革命。关于这场变 
革的研究愈来愈多，而这种变革对研究方法的意义却鲜有问津。蒂尔尼在写给 
我们的信中 说:“ 我一直感觉到，我们的下一代做定性研究的方法会由于科学技 
术而产生巨大的变化”（电子邮件，1998年4月10日）。这一点我们完全赞同，这 
不仅仅是因为技术发展增加了研究的新领域（如互联网交流， MUD 在线文字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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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也不是因为现在的研究者比以前更有效地接触到很多研究人群，而是因为 
科技的飞跃发展产生了界定研究方法以及对研究进行重新思考的新途径，包括 
研究者、被研究者和读者的身份。我们先来讨论概念问题，然后再讨论方法论的 
含义。 

对研究者而言关系重大的是正在消失的研究对象的问题。传统的研究方法 
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研究客体。研究人员可能花数年时间来研究某个特定人群或 
亚文化,几年之后，研究者就可以发表研究结果,并希望其研究结果在可预见的 
未来仍有启发性。其潜在的假设是，研究对象会是比较稳定的，研究本身也会保 
持相关性。可是,随着通信技术在全球的传播，意义建立的过程也在加速变化。 
价值观、态度和观点都迅速改变，相关的行为模式也会随之而变。事实上，一项 
研究的暂时相关性会受到愈来愈多的限制，文化分析的半衰期也逐渐缩短。那 
么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传统的研究/陈述方法是否已经愈来愈不能适应当代形 
势？比如说，当作为共享某种意义和行为模式的人群对其文化的理解发生改变 
时，我们又如何进行不同文化或亚文化研究呢 （Hermans & Kempen ,1993) ?文化 
在任何地方都像组成文化的人一样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 S . G . Jones , 1998) 0 

正在消失的研究对象促使一些研究者将自己想像成新闻记者，而非传统意义 
上的科学家 —— 即当今世界的评论员，而非为知识的发展添砖加瓦的人。我们的 
使命应该是对此时此地而非彼时彼地的文化对话做出贡献。然而，这一结论也有 
其局限性。特别是当通信联系延伸到各个角落时，意义的相互依赖性大大提髙了。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传统概念是在较低科技条件下成形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可以在忽视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细察我们的研究对象。不仅研究对象的身份被掩盖 
了，对他们活动 （ 当然是价值负载的）的描述也会有很长的时效性，并且只在很小的 
科学家群体中交流。随着髙科技通信技术的发展，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研究参与者的个人身份越来越被容易地被追踪得到（想想对互联网隐私权的挑 
战），一个人向研究者传递的信息可能会被随即传给更多的人群。而且，这些技术 
也增强了在研究中运用政治和道德要素的意识 ( Cegiowski, 即将出版）。于是，受遨 
参加课题研究的人可能会产生抵触情绪，或者把它看成是一次改变信仰的机会。 
比如说,电话研究人员都很清楚，人们对“研究赞助方是谁”以及“研究结果将如何 
使用”这两个问题通常都非常敏感。我们目前面临着有点类似于当代物理一样的 
情境。我们不再是研究独立的个体（社会原子），相反，我们进人了一种关系领域， 
在该关系中，作为研究者的我们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并且，就如海森堡效应一样， 
每当我们开始一项研究时，我们也就改变了该领域的组成。作为研究者，我们必然 
会打乱已有的关系体系，并且，研究结果本身也会为以后带来一系列不可预料的 
事件。 

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是非常有意义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三大重大研 
究课题摆在社会科学家面前。首先是建立对话社群。如果社会研究对象不断变 
化，而我们的研究又必然会改变这种过程，那么就更有必要建立形成积极对话的 
研究课题。互联网是这种研究的重要情境。比如说，考虑一下万维网的政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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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数以千计的政治、宗教、种族和以价值为中心的群体都在提供各种研究课 
题。人们可以像加人民主党、共和党或改革派一样很容易地加入新纳粹、三 K 党 
或德鲁伊教。然而，这些群体在形式上都基本上是向心性的，它们要求其他人加 
人其相对封闭的意义派系，事实上它们不会产生意义构建之间的对话。但特别 


是在相互敌对的群体之间，建立积极的对话又显得极其重要。在我们看来，培养 
不同群体之间对不同观点进行在线交流的研究工作非常有益。进一步说，对于 
许多无法与别人进行会面，但又与其有着共同的重要利益的人来说，通过计算机 
进行交流是很有必要的。再者，研究人员也可以主动地提供这样的途径。 

“渠道法”的发展，即通过技术手段让公众了解边缘或受压迫群体的声音、观 
点、需求和理想，也会受到支持。这种努力在目前的出版物中显而易见。在过去 
的几年里，社会研究者在陈述下等社会群体的声音和境况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 
绩。但他们的读者群只是有限的专业人士。由于有了因特网，作品的可见度和 
有效的交流都大大提高，这从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草根运动可以清楚地看出。这 
是一个本将被政府民兵铲除的群体，后来由于他们通过因特网将其境况公布于 
世，从而改变了他们的政治处境。全世界上无数组织都来帮助他们，这些组织同 
墨西哥政府官员直接进行强烈的交涉，最后使得政府停止了相关政策。这些工 
作正是目前的社会科学研究所要鼓励的。 

最后，也是最具挑战性的一点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技术革新会带来可以看成 
是“动态实验室”的创建。也就是说，技术条件允许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社会 
实验——创造新的交流条件来提供可能的未来条件意识，或者实现那些未来条 
件。就像恰帕斯州的政治事件一样，草根文化指明了未来的方向。因特网技术 
已经极大地促进了计算机社群 （ 参见： S . G . Jones , 1998； Markham , 1998； Porter , 
1997) 及场景的发展，在这些场景，个人可以尝试多重身份或加人新的或虚构的 
身份 （ Rochlin ， 1997; Turkle ，1995) 。那么，作为一个研究社群，我们就面临着从理 
论和政治的抽象转变到构建能够展现未来的虚拟社会的可能性。这种虚拟社会 
能使我们尝试各种关系过程，比如说减少冲突、压迫和仇恨的对话形式，或者为 
参与者提供新的、促其成长的经历。在一个相关研究课题中，荷兰公共管理学者 
Paul Fri 88 en 及其同事与相关的政策制定者一道，共同探讨政府是否应该及如何 
制定和执行因特网交流的法律。认识到互联网世界正在发生巨大变革 ， Frissen 
及其同事创建了一个不受任何国家法律管辖的虚拟社区。在没有征询公众意见 
的情况下,该社区产生了一套自己的互联网交流“法律”。然后，政府官员被遨请 
到这个世界中同参与者对话，感受网络权力，并探讨网络权力开放的可能性。通 
过这种渗透式的、对虚拟但却可感知世界的研究，参与者与政策制定者都丰富了 
自己的视野 （ Gergen ,2000 ) o 我们认为，创建实验性世界的可能性是巨大的。 

史牲方法和«我的童走 

绝大多数的定性方法都包含许多个人主义的概念和意识形态。比如说，要 
把研究重点放在个人经验、感觉、身份、苦难或生活经历上，就要假设个人思想的 



最初状态。要运用研究方法来说出“他人”之所想实际上是赞成自我/他人差异 
的形而上学。同样，赞成分层和独白的陈述形式也倾向于接受“知者”的概念。 
甚至对研究报告作者身份的认同都构成独立的、包含自我的个体世界。一般而 
言，定性方法维持着方法论和意识形态上的个人主义态势。同时，正如我们之前 
所说，随着后现代、建构主义和对话式陈述的涌现，我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个人 
主义传统的局限性,包括概念和意识形态上的局限性。再者，就像许多定性领域 
的革新开始提出的那样，除此传统之外，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在我们看来，最重 
要的一个选择可以称之为“关系的”。当方法论对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对话和 
共建关系，研究者与其读者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以及任何可能延伸到社会的关 
系中意义上的讨论变得愈来愈敏感时，个人就不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了。我们 
非常有效地创建了关系过程的现实。 

正是因为如此，在共建的叙述、多意见方法、参与性表演、相连和分散的陈述 
以及参与性的行动研究等的革新就远不只是延伸了方法论的领域。相反，在推 
翻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时，它们开始构建一种新的意识形式。这里我们指的不是 
个人思想，而是完整的连通性。对话的方法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比如说，格 
根 （ Gergen ， 即将出版）曾向一个八名妇女讨论小组提出更年期的话题，以反对妇 
女更年期的医学陈式，并开启意义建构的新空间。通过这样的对话，该小组对衰 
老过程有了新的、更积极的看法。关于同样的话题，哈格和她的学生 （ Harg , 
1987 ； Crawford , Kippax , Onyx,Gault & B en ton ，1992) 也曾安排了这样的场景，让妇 
女相互分享情感经历。通过相互对话和解释，她们能够重构自己的过去，并对文 
化给女性的影响有了一定的认识。在这些例子中，对话被放在研究者和参与者 
之间。在延伸之前提到的对关系研究时，我们可以看到利用研究来建立扩展原 
始场景的对话的潜力。研究的目标于是成为建立激励性的对话，这种对话可能 
会在不断扩大的网络中产生不断的变化。 

在我们看来，这些工作还仅仅是建立新的研究方法论，以及最后自我关系重 
构的开始。这样的方法论更加适合于正在出现的概念，如公共记忆、分散认知和 
关系情感。那些说明个人思想形成的关系过程的概念更需要这样的方法。随着 
实践和理论方面的发展，定性研究或许会在文化革新过程中扮演一个关键性 
角色。 


结论 

在本书 199 4 年的版本的引言中，邓津和林肯曾断言：“在我们所处的时代， 
混乱、不确定、多种意见文本、文化批评以及新的实验性作品将越来越普遍” 
( P . 15 ) 。他们同时 指出： “定性研究领域是由一系列的压力、矛盾和犹豫所定义 
的” （ P .15)。 这种分析对他们的预言是一个很好的支持。随着各种批评和试验 
的出现，他们提出的压力、矛盾和犹豫都变成了现实，但在我们看来，它们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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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堕落的象征。相反，正是在这种不确定性中，我们不断超越着早已确立的各种 
领域，如剰窃、反省和创建等，从而体现了定性研究的生命力所在。正是在这里， 
我们发现了改造社会科学面貌的革新力量。如果我们能够避免毁灭的冲动，发 
号施令的欲望和一致性/单一性的理想，我们就可预见定性研究的持续繁荣，充 
满偶然性和开拓性。特别是，如果我们能证实个人关系中心性的意义，并认识到 
在正在出现的技术领域中这些意义的实际表现，我们就可以有效地参与到社会 
科学的重建,并改变我们身处其中的文化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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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阶段 


THE SEVEPira MOMENT：OUT OF THE PAST 


© 伊冯娜 .S . 林肯诺曼 .K . 邓津 


我们曾在本书第一版的结语中提到过,“书写”在目前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 
情，大量的作品充斥着对过去的误读和对未来乌托邦式的幻想。在这里，我们将 
再次描绘定性研究的美好前景，对这种美好前景的设想建立在我们对“第七阶 
段”的一些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将对该阶段进行界定并对其核心特征进行一番 
描述。另需说明的是，本书对这“第七阶段”富有前瞻性的归纳都建立在我们当 
前所做的阅读的基础之上①。 

我们的讨论共分四个主题。首先，如同我们曾反复观察到的那样，定性研究 
的历史由一个个断裂的片断组成，它的发展并非是以明显的渐进的方式由一个 
阶段推进到下一个阶段。这种断裂呈现出循环性与阶段性，所以现阶段时髦的 
理论也许会继续流行，但也有可能正好相反。比如就拿当前的后现代主义来说， 
它反抗现代性，但总有一天也会出现一个与之相反的“阶段”，该阶段肯定鲍斯 
(Boas) 、米德 （ Mead) 、本尼迪克特 （ Benedict) 、斯特劳斯 （Strauss ) N 贝克尔 
(Becker )、 戈夫曼 （ Coffman) 和芝加哥学派等，并且会认为我们当前的这一阶段 
充满了混乱与缺陷而令人难以接受。 

其次,我们的一些假设建立在定性研究内部所具有的张力之上，定性研究本 
身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中包含着一个捉摸不定的内核。我们看起来越来越远离宏 
大叙亊以及那种单一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典范。那个捉摸不定的内核涉 
及定性研究的人文主义职责，即用性别的、历史的和互动的行动者的角度来研究 
社会。这一职责使得定性研究倾向于自由与激进的政治理念。行为主义、女性 
主义、分析批判主义、结构主义、文化研究、同性恋、种族主义等方面的研究者都 
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他们都认为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必须着眼于那些一直 
为这一社会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力量所压迫的那些个人和群体，关注他 
们的需要、梦想和诉求。 

这一职责规定了定性研究的一个永久但又不断变动的核心。这个核心使新 


①传统时期（ 1900—1950) 、现代主义时期 （1950-1970) 、类型模期时期 （1970—1986) 、再现危机时期 
(1986-1990) 、后现代或实验主义时期 (1990-1995) 、后实脸研究时期 ( 1995 — 2000) 、未来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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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压制的声音得以成为讲述的对象。比如，女性主义和批判种族主义都曾清 
晰地指出了它们各自与后实证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批判主义之间的关系。这 
些表述重新定义了先前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也包括经验主义、后实证主义 
和后现代主义。 

第三，我们希望将“表演”引人定性调査之中，越来越多的作者将其文本“表 
演”出来。在民族志领域，表演总是价值涉人的 （ C on q uerg ood ，1985， P .2)。 这种 
表演要求观众将其理解加人表演中从而创造出新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表演 
者和观众都成了评价者。如果文化就是一场正在进行的表演，那么表演者表现 
出来的行动范围、意义甚至含混和矛盾都使文化被批判地、鲜活地显现出来 
( Conquergood , 1985 ) 0 这些表演文本是定性研究最终的研究界限之一。这就是 
特纳 （Victor Turner ) 的“阈限空间 （liminal space ) " ( 1986, p .25) ，一 种虽有点陈旧 
但又极富新意的研究途径，这将永久改变“定性研究”的方法论，与此同时它将有 
别于“定性研究”发展过程中的其他阶段及其内容，并賦予“定性研究”以新的 
意义。 

第四，就未来而言，“第七阶段”关注价值涉人的谈话和神圣的原文的发展。 
“第七阶段”要求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一起成为批判性对话的场所，在此场所中 
讨论民主、种族、性、阶层、国家、自由等。 

如上这四个主题仅仅是我们预测中的“第七阶段”在未来的大致轮廓。我们 
试图制订出一个方案来联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对未来的设想当中，我们将讨 
论的话题组合在以下几个主题（或问题） 里面: 文本与诉求、基于经验主义的表演 
性文本、回归到权力行为的叙述、文本的反思性与脆弱性、调査研究作为价值涉 
入行为以及批判的道德意识。如上这些都是第六、七阶段的显著特征。 

对当前的判断 

考察我们对这一复杂领域的定义，略微改换一下对这种定义的说法即 是:定 
性研究是一个各学科间的、跨学科的以及有时候是反学科的领域。它横跨人文 
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定性研究可以同时涉及很多事物，具有广泛的示范 
性。它的实践者注重多元方法的研究价值。他们采用自然主义观点并且对人类 
经验进行解释性理解。同时，这一领域具有内在的政治化倾向。 

定性研究同时具有两方面的张力。一方面它具有宽泛、解释性、后实验主 
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和敏锐的批判力等 特征; 另一方面，它更为狭义地定义了人 
类经验中的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概念。 

在第七阶段，所有这些张力将继续在如下六个基本的主题当中相互对立又 
相辅相成地体现出来。 

第一个主题涉及基础主义的崩溃。当前这一阶段的部分特征就是对后实证 
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的不断批判。这种批判伴随着正在进行的自我批判 



与自我评价两个方面。这方面的择一点成果都力图找寻自身在当前阶段中的位 
置，争论着它们与后实证主义以及反基础主义之间的关系。 

对此，史密斯和迪默提醒我们，“经验主义的消隐”创造了人类叙述的新空间 
以及对人类各种形式的知识的新的判断标准。正如史密斯和迪默所指明的，相 
对主义并不关乎典范的 选择； 它关乎我们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关乎日常生活， 
关乎不得不找到一种帮助我们判断的新的理性，因为基础主义的标准不能够提 
供给我们什么。 

第二和第三个主题是我们所谓的话语危机与合法化危机。这两个危机分别 
针对的是他者和文本中他者的表达以及在文本中我们所争取的权力。虽然这些 
危机已持续二十年了，但对此的批评只是到最近才全面展开。第四，在性、种族、 
阶层和第三世界等不同方面一直存在各种不和谐音。 

第五，纵观其整个历史，定性研究往往依据变化了的科学、道德和宗教的叙 
事而被重新定义。维迪奈和莱曼在他们的殖民地人类学研究中清楚地证明了这 
一点。自启蒙运动以来，科学与宗教只在意识形态层面是分离的，但在实践中， 
宗教与科学不断地发生着相互作用。两系统之间的分歧变得越来越模糊。批评 
家越来越多地将科学置于一个神秘的分析性框架之内 （ Rosaldo , 1989 ， p . 219 ) ， 尽 
管旁人想象其为一种严肃的认识论 （ Bateson , 1979 ) 。 另一些批评家逐渐使科学 
远离其经验主义基础，而更靠近一个批判性的解释框架，这一框架强调伦理、道 
德的评价标准 （Clough ,1992, PP . 136-137; 1998)。第六，试图从现象中抽象出概 
念来的调査研究作为一种价值行为使我们回归到关于伦理和真理的对话。 

总而言之，这六个主题及其策略当中存在的张力将有助于继续界定21世纪 
开始十年定性研究的核心与边缘。我们从当前存在的情况开始来展开我们的 
讨论 D 


应对当前 


我们需要继续确定如下几个 方面： 

• 定性研究者并不是一个外在于和髙于文本的客观的、权威的和政治上中 
立的观察者。 


• 定性研究者无法摆脱开特定历史文化情境的限制，在这一点上定性研究 
者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 Bruner ， 1993 ， p . 1 ) 。 

• 意义可以被认为是“根本上歧义的，常常是开放的，并且每一个筹划都包 
含着权力” （ Bruner ， 1993 ， p . 1)。 

• 定性的调査可恰当地被理解为是一种公民性的、共享的、协作的方式。它 
将调査者与被调査者结合进一个涉及价值的正在进行中的对话当中。 

糾正错 该和埘 穎过去 


‘第七阶段”从三方面来阐述如上所提的内容。首先，继续增强其批 判性;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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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试图纠正某些错误。定性研究与其他学术领域一样，倾向于从一种理论范式 
过渡到另一种理论范式，从批判种族理论到同性恋理论,从语言学到后结构主 
义,从后现代到后人文主义等。在这种变动中存在一种倾向，即排斥宏大的理论 
视角； 同时存在一种真正的需要，即布鲁纳 （ Bnm er ，1993) 所主张的，要回归到 
“以往文本的原初状态” （ p . 24 ) 。我们需要这种回归有两个 理由： 首先,我们需 
要重新研习这些文本并考察对它们的批判标准在今天是否依然有效。第二，我 
们需要学习这些传统作品中最好的部分，并理解在这种“以往”的视角下面，作者 
是如何实际地完成其作品的。 

必须提醒的是，对那些早期阶段作品的回顾是在不同抽象层面上进行操作 
的。虽然殖民主义、实证主义的民族志也许已经过时，但其中一些观察、访谈、个 
案研究和文本分析的基本策略和技巧仍旧构成着第六、第七阶段研究的基础。 
与此相类似的，虽然扎根理论的方法有其缺陷，但从对世界的观察与相互作用中 
构建理论的一般方法是不会变的。 

第三，正如我们在这本书的第一版中所主张的，现在正是时候继续推进这种 
被称作定性研究的多学科融合的计划。太多批评只会窒息这一计划，而且这种 
过多的批评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后结构主义无止境的自我注释能产生无数的 
文本，但缺少实际的人类经验作支撑，所以这些都是无意义的。后结构主义的实 
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批判也可得出相似的结论。没有“对话”出现，这些叙述对 
想要了解世界的人们没有多少帮助。 

基本的主题彳艮 简单: 怎么才能最好地描述和阐释其他民族及其文化的经验？ 
话语危机与合法化问题就是基于这一点产生的。 

铦谱危机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在话语危机下面我们试图找寻一些问题的答案 
谁是“他者”？我们能否准确地表达“他者”的经验？如果不能，那么我们该如何 
创造一种社会科学来把握“他者”？对这些问题的简短回答则是，我们已经在不 
断推进各种大范围的研究并将“他者”纳入其中。对有些学者来说，这意味着调 
査研究方面的合作及其成果的相互分享（参看本书第3聿、第9章、第22章、第 
23章、第38章、第39章）。这些研究工作涉及许多制度设置，包括医疗、教育、合 
作和社会福利等制度安排。 

因为针对的是“他者”，所以需要一种呈现式的调査方式。在其中，“他者” 
受训练致力于他们自己社会和历史问题的解决，然后帮助他们应对传统的和当 
代的压迫，这些压迫根植于体现他们社会特征的文化与各种器物之中。在本书 
中，凯米斯和麦克塔格特（第22章）以及格林尼（第38章）讨论了进行这种调査 
的各种方法，包括在调査研究中进行合作与评价的一些主要形式。 

因为在被研究对象——“他者”中同样存在着社会科学家，所以可以通过合 
著的方式来研究问题。并且仍然因为研究的是与我们相异的群体——“他者”， 
所以那些由不同的声音所构成的文本（参看本书第28章、第36章）内部常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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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读者常常需要依据其个人经验来仔细挑选相关的内容。还是因为调査的 
对象是“他者”，所以在调査中需要包含一系列亲身经历、个体叙述、生活体验、诗 
化表达以及有时候略显虚构的文本（参见本书第20章、第21章、第36章），这些 
文本使得“他者”能够诉说他们自己的生活。调査者的角色仅仅是将田野文本、 
研究文本以及被调査群体整合起来，以确保他者的声音能被听到。有的时候， 
“他者（对象 ）” 是受过训练的，特别是当他们具备知识生产的能力并进人一些特 
定的精英团体比如知识分子群体、大学的院系等。本书的第9章详尽地分析了 
这一主题。 

问题的关键是，“他者”本身和更多的主流社会科学家都认识到并不存在所 
谓没有杂质的纯粹的事实 。来自 大学院系或者更高等学术机构的话语因其优势 
的地位而具有非同一般的权威性。 

奥利森（第8章）论述了在表述“他者”的经验时存在的一个困难，即最后形 
诸文字的到底是谁的文本。在一篇以批判女性主义为视角的文章中，作者也坚 
持认为不论定性研究者自身如何想要一视同仁地看待一切，也无法解决如上这 
一个主要的矛盾。在研究者的研究过程中存在着权力、知识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研究对 象常常 有被那些民族志学者操纵与歪曲的危险。另外，也是至关重要的 
一点是，研究的 最终结 果太多地为研究者所控制。因此，甚至是以研究对象本身 
的视角来写的文本——比如，女性写关于女性的文本——其文本巩固的恰恰是 
她们最反对的那种权力关系。要解决此类问题就需要学术成果能够被以制度化 
的与相互协作的方式共享。 


文本中作者的走位 


如上对女性主义表述困境的解决方式提出了一个作者在文本中的定位问 
题。这个问题与我们应如何“书写”的问题直接相关，按照一种虚假的二分法来 
讲就是作者本人应该在科学的专业的文本中占据多大范围的空间 （ Bruner , 1993, 
P. 2 ) 。错误地将作者自我与文本自我进行分割是建立在一种假设的基础上的， 
即文本不涉人主观因素是可能的。当然，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正如格尔兹 
( G eertZ ，1988) 曾强调的，所有文本都是一种个人陈述。 

这种对该问题的正确分析展示出了文本的私人性、主观性和诗性。如埃利 
斯和博克纳(第28聿）、里査德森（第36章）所观察到的，存在很多途径使作者回 
到定性研究文本之中。可以记录下自身虚构的叙述，可以创作表演性文本，田野 
访谈可以转换成诗歌文本，简短的故事和戏剧同样也可以完成这种转换（第15 
章）。作者可以进入到研究过程的对话之中，也可以用叙述者的方式来写作，“直 
接地作为一个角色或通过多个角色，或一个角色可以表达不同的声音，或作者可 
以先进入文本然后再脱身出来” （ Bruner , 1993 , P . 6 ) 。 

合法化危机 

很明显，批判种族主义理论、同性恋理论和女性主义越来越远离后实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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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型。本质主义认识论的瓦解导致了这种合法化危机。当人类学家和其他社 
会科学家想要赋予文本以权威的时候，这种危机就产生了。文本的权威是指声 
称任何文本是准确的、真实的和完美的——是“上帝的观点”。文本是否忠实于 
它所要表达的那个个体？文本有无权力断言它是对世界的更为全面的真实记 
录，并以此维护研究和研究者的利益？ 

. 这并非是一些不合逻辑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到我们自身及我们的工作。 
虽然社会科学家也许会从不同角度看待这些问题，但我们所有的人都无一例外 
地面对着这两个危机。 

通往未来之 桥:朝 向神圣的对话 

我们设想21世纪定性研究的调査模式应同时是小规模的、经验主义的、自 
我民族志的、敏锐的、表演性的和批判性的。这是一种消除了认识论、伦理学和 
美学中的传统特征的调査形式。没有什么是价值中立的。它力求将自身根植于 
某种神圣性并与大自然以及外面的整个世界相联系 （ Christians , 1995, p . 129)。 
它力求将自身深深嵌入神圣的和地方性的历史叙事当中，并力图阐明它与重构 
了的、道德的和神秘的自然世界的某种关联（参 看： Abram , 1996, p . 269； 
Christians , 1998 , p . 3 ; Kittredge , 1996 , p . 4 ； Macnaghten 和 Urry , 1998 ， p . 7 ) 。这种调 
査模型寻求一种神圣 （ sacred ) 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能确认思维与自然界之间基 
本的伦理的统一 • ( Bateson , 1972 , pp . 336-337 ； Bateson , 1979 , p . 213 ； Bateson & 
Bateson , 1987 , pp . 8-9,11； Christians ， 1998 ， p . 3 ) 。这种神圣的、经验的认识论使我 
们与地球、自然以及更为广泛的世界之间形成一种非竞争性的、没有等级差别的 
关系 （ Bateson , 1972, p . 335； Reason ，1993 ) 。这种神圣的认识论是政治性的，涉及 
统治、整合 、情感 、社区、契约、价值涉人的观察者等方面。 

这种认识论恢复了曾为启蒙主义所排斥的价值观 （ Christians ，1997 , p . 6 ) 。 
正如我们曾在第一部分的介绍中所提到的，这种神圣认识论建立在哲学人类学 
基础之上，“不论阶级与种族，所有的人都值得尊敬并具有庄严的地位” 
(Christians ,1995, p .129； 参看 ： Christians ， 1997 ， P _ 13 ; 1998 , p . 6 ) 。 正是基于此，人 
类伦理才得以重视生命的神圣和人格的尊严，强调尊重事实以及崇尚和平 
( Chri S tia nS ，1997， PP . 12-15)。这种神圣认识论质问存在于当今世界的种族、阶 
级、性别的压迫 （ Collins ,1990, p .227； West , 1989 ) 。 

自贝哈 （ Behar ，1996) 和约翰逊 （ J ac k son ，1998) 之后，这一研究取向在文化中 
出现经验主义危机时就显现出来，在确认某一事实时亦显现出来，这种事实就是 
认为人必须“对被抛人的这个世界有所判断，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必须选择自己 
的生活并且感到他们有权力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有权力自由处事” （ Jackson , 
1998 ， P . 208)。这种民族志审视并努力阐明人与人之间的爱、失落、痛苦、快乐、 
羞耻、暴力、背叛和尊严等。这些研究着重自我与他人相互依存并彼此接受远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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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和敌视 （Jackson ,1998, P . 208)。 

这种叙述原则拒绝退回到那种过于抽象的宏大叙事当中。这是一种方法， 
可以避免生僻的术语和难懂的表述。这种原则提倡地方性，关注行为如何构造 
意义。这种原则将文化看作是由即兴的表演所构成的一个复杂过程，它试图理 
解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建构。它提倡自我民族志，关注个人的理性计算、神 
话和民间传说。 

将言说还原成一种权力运作 （ Jackson , 1998 , p . 35 ) ——最简单的民族志装着 
权力的利齿。它考察人们的交往中权力的实际运作方式，这种权力意味着授权， 
涉及稀缺资源的分配。日常生活的权力运作展现于人们的行为文本与叙述内容 
之中，这些言行显示了人们的各种体验。 

在杰克逊 （ Jackson , 1998) 最近出版的书中有一个故事—— “一 个河中小岛” 
可作例子。那是一个名叫戴斯蒙德 （ Desmond ) 的男子，居住在一条河流中的小岛 
上，他饱经风霜、赤着双足、瘦长而又结实，是一个半土著居民。一个星期天，杰 
克逊和他妻子 （ 弗兰希恩）以及两个小孩（海迪和尤舒亚）去拜访戴斯蒙德。杰 
克逊描述到，他们坐在离戴斯蒙德的小屋不远的一块草地中央。戴斯蒙德正在 
卷着一支土制纸烟。海迪问他想不想尝试正宗的香烟，她将一包温菲尔德牌香 
烟和一个打火机丢了过去。戴斯蒙德不得不俯身向前去捡烟和打火机，他突然 
说：“ 不要将东西丢给我！不要把我当狗一样对待！不要让我去捡它们，如果你 
想给我的话就应该走过来放到我手里。这样的话，我会愉快地接受的。你知道 
我在救济处是怎么对人们说的？我对他们说，请举出一个曾为你做过任何一件 
事的白人。”杰克逊回答 说:“ 我们是白人。”戴斯蒙德反驳道 ： “对,你们也许是好 
人。但我不知道你们到这里来是否别有用心。” 

可以看出，戴斯蒙德认为杰克逊和海迪侵人了他的生活并冒犯了他的尊严。 
而且很明显，他倾向于认为白人总是这样对待土著居民。 

在杰克逊 （ Jackson , 1998, P . 204 ) 、韦斯特 （ West , 1989, p . 233 )、科林斯 
( Collins , 1990， pp _ 226-227) 和杜博依斯 （ DuBois , 1903/1989 , p .9) 的基础上，我们 
寻求一种能起到弥补作用的、面向实际的并且具有前瞻性的民族志，它将告诉我 
们如何关心和尊重他人，如何通过互补的而非破坏的方式将这个世界协调起来。 
这种民族志将研究者的叙述转变为被研究者的述说，转向与我们的生活相连的 
那些重要片断 —— 杰克逊的女儿将香烟丢给戴斯蒙德的那个场景。 

这种取向要求我们将自己显现在文本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遍性与独特 
性的结合，我们这一历史时期存在的危机与经验的普遍性通过我们的独特性体 
现出来。社会科学通过这种方法来描绘和表述某一特定文化的危机。它努力将 
这些危机与公众、媒介和各文化机构联系起来，将个体转变为政治的公开的场 
景:本 周的电影是关于这个或那个私人问题的。 

在这过程中，这种民族_试图更充分地理解特定文化内部各种相互作用的 
和相反的情况，并且使各种关系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民族志学者研究人们抵 
抗那些压迫性的社会结构以及在此过程中试图主宰自己的生活和叙事的那些重 




要时刻。我们来看埃利森 （ Ellison , 1964, pp. 307-308 ) 关于帕克 （ Park , 1918, 
1950) 作品中美国黑人形象的评 论：黑 人更倾向于言谈而非行动，倾向于安于现 
状而非变革。黑人天生的性情不似犹太人那样充满理想主义，也不似印度人那 
样善于反省，也不似盎格鲁萨克逊人那样自视优越。他主要是一名以自己的名 
义热爱生活的“艺术家”。他的职业是表演而非行动。可以说在种族中他是一名 
女士。 

埃利森 （ Ellison , 1964) 回应道 •.帕 克的比喻充满了复杂的动机，可以产生无 
数的折衷与妥协，甚至让人无所适从。想像一下单是这种教学对黑人学生会产 
生什么效果！因此那些最初作为民主姿态的一部分而开始的东西，最终却以种 
种不愉快而告终。 ‘ 

定性调査研究通过经验主义的、解释性的形式提供了一个文化批评的蓝图。 
这种批评根植于由民族志所凸显出来的特定世界。它认为所有的民族志都是内 
含价值判断的理论。考察一种文化及其表述方式，发现并不存在价值中立的民 
族志，不存在纯粹的客观 （Smith & Deemer , 第34章）。民族志、美学和政治学不 
可能完整地被区分开来。民族志与艺术类似，总是政治性的。它如同政治行为 
一样反映着特定的历史时刻。 

相应地，自弗德 （ Ford , 1950/1998) 之后，一种批判性的和文学性的民族志必 

须达到四个标准。第一，其作品必须能熟练运用各种文学表现手法-种写 

作艺术。它的叙述应当既引人人胜又能涉及最具体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源于真 
实自然的交谈，并且从中能够揭示出一些令人难忘而又普遍公认的特征。这些 
特征应在一些经细致描绘而“令人无法忘记的场景”中被体现出来 （ Ford ，1950/ 
1998， P .1112)。 第二，其作品应能清晰阐述各种文化的、政治的问题，包括社会 
结构中的不公正，种族、阶级和性别等内容。第三,其作品应能清晰地表述政治 
方面的期望，能够说明事情是怎样的并能设想事物如何才能得以改善。最后，它 
应能通过直接或间接符号的与修辞的方法来达到如上的要求。作者们完全为他 
们的时代的强制性与不公正所包围，他们将其民族志旨趣直接指向更髙的、理想 
化的目标。 

这样的作品因其公开的价值判断和批评意见，以及因其政治的和道德的取 
向而显得偏执一端，往往容易受到攻击。这种政治性的脆弱超越了贝哈 （ Behar ， 
1996 ， P . 177) 所提倡的人类学。将个体带人人类学并非仅仅是一个如何书写的 
问题; 令人感动流泪的也并非仅仅是因为故事，并非仅仅是因为用第一人称的叙 
述将个体及其体验表达出来 （ Behar ，1996, PP . 19,167 ) 。 

这样的作品会激怒读者或让其失望，激发读者在现实生活中采取行动，使他 
们重新反省构建自身及其社区的那些道德术语。这种方法敢于通过特殊的、个 
体的手段来批评现状。因此，埃利森用自己的经验去评论帕克的关于美国种族 
关系的理论。同样道理，杰克逊以戴斯蒙德拒绝海迪的香烟作为例证来说明对 
土著居民明显的文化偏见。 

从另一方面来讲，贝哈所表现出来的“脆弱”是一种现代主义者的情绪，是这 



一时代保持对个人问题与公共话题间的割裂的产物。在其私人体验、恐惧和困 
惑被公开以后，贝哈的“自我”变得脆弱。他的脆弱假定了一个多元的自我隐藏 
于很多面具之后。但是很难说清贝哈的“脆弱”的确切含义，它是否意味着如同 
处于后现代那样，在一个时代中没有什么可以隐藏或不被看见。正如克里斯 
( Kris ) 在他著名的歌曲《我和博比麦吉》中所说的，如果自由仅仅意味着再没有 
什么可以失去的话,那么“脆弱”意味着什么？经验主义的研究者不再有地方可 
供隐藏。个体化叙述涉人民族志文本成为一个可供讨论的问题。现在，书写本 
身被用来为达到更高的目标服务——经验性地进行社会批评和想像新的自我 
构建。 

一种脆弱的、表演性的民族志同时具有三个特征。一方面，它提倡行动的、 
价值涉人的社会 批评; 第二，在此过程中，它要求人类学家时常要将好的或坏的 
故事与大众传播、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等背景相联系。这种结构性转换将另一 
层面的东西引入了研究视野。通过把个体与历史、政治等相联系的方法，作者将 
故事置于时代大背景中进行研究。它指明了不断变化的具体的地方性状况，因 
此为从特殊到普遍的推理提供了一个基础。 

在此过程中，作者创造了一个“自己的故事”-个与学术研究、科学、媒 

介以及大众文化相关联的多兀、个性化文本 （ Denzin ， p . 116; Ulmer , 1989 ； White , 
Mogilka ， & Slack ， 1998) 。 这些“自己的故事”的文本在效用上与那些个人神话集、 
即兴的公开表演的故事差不多。这些叙述首先是那些个人记忆中的伤痛、某种 
顿悟以及成长中经历的一些危机。作者把这些记忆中的特殊时刻转变成能将此 
种经验表述出来的那些个体的、群体的、流行的或是专业性的评论性读物。通过 
阅读这些评论性作品，作者形成了“自己的故事”。通过这些表述，作者就对先前 
曾用别的方式进行叙述的故事享有了所有权。相应地，原先的表述也被更适合 
表达个人的、政治的和群体的目标的叙述所代替。 

这些新文本的实际效果，那些价值涉人的评论性的叙事、移情及其所达到的 
经验的转换,都决定着这些文本的真实性 （ Jackson , 1998, p . 180)。这些文本的价 
值不在于它们是否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了“真实”的世界 （ Jackson , 1998, p. 
180)。这世界常常而且早就为文本所建构。 Rorty (19 7 9) 也坚持这种观点：事实 
上并不存在这样一面镜子。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是由文本构造出来的。 

第三，这种表演性的人类学寻找一种将处于本民族特有关系中的独特个体 
进行定位与描述的新方法。它寻求作品创作形式的突破，包括个人的日记、接近 
自然的作品和表演性文本 （ Beny , 1981; Hasselstrom,Collier & Curtis , 1997, p . xv ； 
Rawlins , 1994； Stegner , 1980； Turner , 1986) 0 用人类学家的观点来看，这些用第一 
人称书写的文本关注作为意义点的行为与体验（由于重视行为所暗示出来的内 
容，所以它并不企图去干涉他人的思想，不想去争论一个具体的行为在他人那里 
具有什么意义）。 

一种神圣的人类学倡导那些细小的表演仪式，它们能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整合起来，因为在那些时刻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日常生活表象背后的东西。因此 



1122 定性研究（第 4 卷) :解释 、评估与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 


这种属于下个世纪的解释人类学将倡导这一全人类的计划，致力于文化融合的 
事业。这些场景展示了自然和文化社会中组织的神圣性 （Bateson & Bateson , 
1987, p .9) 0 这些都告诉我们如何践行如上所谈到的神圣的、经验主义的认 
识论。 

所以我们必须学会创造一种更具解释功能的民族志，并以此来达到更髙更 
神圣的目标。我们似乎别无它途。我们正处在这门学科发展历史进程中的十字 
路口 （ Lincoln , 1998 ) 。 韦斯特 （ West ，1994 ) 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能墨守成规毫无 
希望地进入21世纪”。但是我们必须扪心 自问： “我们有足够的智力、幽默、想 
像、勇气、耐心、热情、虔诚和意志去迎接这个挑战吗？” （ P _ 159) 

话语 危机: 新旧两种声音在当前的冲突 


批判理论、女性主义、种族主义等各种新的或旧的理论流派都针对当前的情 
况提出了解决我们上面所提危机的方法。这股潮流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很多 
社会科学家现在认识到，迄今为止没有一种理论是完整的，在我们达到对社会现 
象的深刻理解之前，在我们能够确信一种较为完整的理论之前，我们需要采用多 
种视角听取多种声音。 

现在看来，现代主义者梦想一种科学而又完美的叙事已不再可能。在后现 
代语境中，上述梦想实属无益。后现代主义者挑战现代主义者的信念，即挑战企 
图将世界上所有文化全部有机地整合到一起的那种信念。藉此我们可以部分地 
定义后现代主义，它们具有这样的 信念: 人类历史上从未存在一种单一的理论能 
够很好地整合并充分表达所有民族的梦想、激情和体验。 

枇判主义理论東 

正如金彻勒和麦克拉伦在本书第10章所提到的，批判主义理论，从法兰克 
福到年鉴学派、世界体系学派、参与行动研究学派一直是定性研究领域的主要流 
派。批判主义者的旨趣在于建立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力求坚持某种不同的视角。 
这种方法主张要有自己的观点而非被动地采用即便是大多数人的观点，这在保 
罗弗赖尔 （Paolo Freire ) 的一本描写巴西人的书中清晰地得到了展现。他的作品 
得到了一批想要探索一种“解放的神学 （liberation theology )" 的激进牧师和学者 
们的热烈回应。这种“解放的神学”提倡平等主义，目的在于推翻各种专制压迫， 
通过赋予边缘群体、穷人、默默无闻的人和申诉无门的人以权力来实现社会正 
义。这种理想并不亚于那些激进的社会革命，那些革命要求重新审视历史文化 
遗产，要求社会正义、权力的重新分配以及真正的民主社会的建立。 

女牲主义研先者 

女性主义者认为在科学、宗教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史中缺少一种声音、一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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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三个不同群体——女性主义哲学家、科学家和神学家——都参与到这个话 
题中。每个群体都对解决“如何进行定性研究”这一问题发挥了不同作用。 

前面两个群体——哲学家和科学家——表明了两种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观 
点。其中之一就是认为传统科学一直维持着一种启蒙主义的二元论，这种二元 
论的前提就是认为有一个散乱而独特的“社会事实”存在于某个地方并与我们所 
经验的事物相异，科学家的工作就是去发现这些散乱的事实并把它们揭示出来， 
因为这些都是“真理”的基础。 

后结构女性主义强烈要求取消经验科学与社会批判之间的差别。他们寻找 
与传统经验科学的旨趣和标准无关的一种价值涉人的社会批判。倘们认为传统 
科学运用其权威将原先一些广为人知的东西隐藏起来 （ Clough , 1992, P . 137)。 
女性主义者对这一切都进行质疑。他们认为社会批判应从传统科学那里取回权 
威并在一种客观社会科学的界限与框架内创造出新的研究主题。这种社会科学 
“放弃对数据的单纯收集而代之于对信息处理、经验科学、文学、电影、电视以及 
网络等各种表达形式地重新审读” （ Clough , 1992, P . 137 ) 。 

第二个关注点就是女性主义哲学家注意到了一些独特的问题，这些问题涉 
及科学方法的几个最基本的前提 假设: 各种研究主题都应符合客观性要求，科学 
方面的客观性是可能的，所以构建一种没有偏见的科学是可能的。奥利森在本 
书第8章回顾了这个话题，详尽说明了将研究中的目标、主题以及参与者客观化 
之后的消极后果。 

解放神学与女性主义神学处于这些问题的中心。他们提出了一些难 题:在 
教堂、科学、艺术以及文学当中女性、有色人种、穷人、无家可归者和饥饿的人，他 
们的地位究竟在哪里？ 

追缘埤体和同性志理论的学者 

另一群相关的学者对定性研究也起到很大的影响。边缘群体和同性恋方面 
的学者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即历史是否有意忽视或误读了他们的声音和文化。 
这些学者当中新一代的成员大多是有色人种，他们质疑历史上和当代的社会科 
学家们的作品的真实性与精确性，认为当很多视角和表述被忽视或歪曲以服务 
于占支配地位的主流的利益时，就不可能获得一幅最终完整的理论图景。这种 
质疑的后果有 两个: 一方面是对西方船坚炮利的反思，另一方面是那些被长久忽 
视了的理论视角重新得到关注，这一方面历史的和科学的作品数量正在不断地 
增加。拉德森-比林斯在本书第9章中概述了这方面的文献以及其中主要的思 
潮、轮廓和争论。她批评了传统科学在解答这些问题时的无所作为。 

因而，我们描绘了当前的思潮——第六个阶段。这是一股混乱的思潮，充满 
了多元的声音、实证的文本、断裂、矛盾、话语危机、自我评论、新伦理以及工业技 
术等方面的问题。现在我们正朝向未来迈进，尝试地去描述第七阶段的思潮。 
几个较为持久的主题已然 出现: 他者的声音及 在场; 社会 文本； 独特性、人文主义 
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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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 

我们不可能预言未来，但我们可以展望未来，因为所有的未来都不可能与过 
去截然分开。的确，很多思潮都是交迭行进的。一切皆取决于读者在思潮中所 
选取的内容，实际上是读者选择了未来。 

他者的声音 

纵观整个20世纪的历史，定性研究仍然相当重视研究者的“到土著中去”。 
但是今天谁还用这个词汇呢？ 一些北美的中产阶级民族志学者对他们那些仍在 
这样做的同行表示不屑。现在没有一个人会严肃地谈到“到土著中去”。事实 
上，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已不再提及它，但犹如恋人间的沉默那样，话语的缺席 
有时却可以包含更为丰富的内容。在这里，现在的研究者都竭力去倾听隐然出 
现的“他者”的声音。 

“土著”这一词汇的消失意义重大。它的“沉默”具有震撼性。在后现代社 
会,我们继承着我们自己留给自己的以及留给追随我们的学生的那些遗产。“到 
土著中去”作为一个范畴充分表明了我们对科学客观性的错误认识以及由过去 
殖民时代所造成的意识上的扭曲。我们尽力找寻摆脱传统客观性的人为架构从 
而能使我们的文本更具意义的那种方法。我们尽力提出我们自己的术语—— 
“批判的主观性”。我们一直承认我们作品当中存在着一些因殖民主义所导致的 
缺陷，“ 土著”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这点，所以使用这个词本身就是不恰当的。 

但是,我们作为田野工作者的自负是远比政治上的错误更糟糕的事。我们 
怎么能认为我们自己是文明的、客观的，而我们之外的另一个群体却是不文明 
的，或者他们在一个被假定的文明进程中远远地落后于我们呢？在本书的第2 
章，维迪奈和莱曼考察了这些观念的发展史，这些观念加强并支持了“到土著中 
去”，导致了这一专业性的错误。问题的关键是启蒙主义遗产让我们相信我们能 
够撰写出关于他者的完整、真实、客观的文本。 

因此，我们不喜欢再过多地听到有关“到土著中去”。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们也很少哀悼它的逝去。相反，我们今天更加努力去接近我们所要描述的那 
些生活。在本章及以后的章节中有很多的例子讨论这些。现在我们要展现的不 
是我们能够过那样的生活，而是我们十分接近那样的生活并可以开始了解人们 
是如何构建他们的世界的。 

社会 文本: 蚪述来 吻田野 的故事 

这将我们带到了第二个主题。我们非常关注如何对“田野故事”进行分类。 
我们现在知道，在“现实的”与“自述的”故事间起码的相异之处 （Van Maanen , 
1988)。在文本中，许多学者对自己的研究进行更深人的理解，更深入地融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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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经验之中，他们尝试着不同的形式、格式、语态、外形及风格。在本书中，里 
査德森精彩动人的描述让我们领会到了当代民族志学者强劲的文学描述风格。 

对文本创作的各个方面的尝试有几方面资源可供 利用： 我们对“他者”表述 
的 关注； 我们在对现实主义文本进行几乎是彻底地或至少是重大地修改的 执着； 
我们对文本定位问题的 领悟； 我们所知道文本的特殊背景。我们知道它们或明 
或暗地反映出了我们作为个体的社会学家的工作。我们很少去在意作为科学工 
作者的“客观性”，我们更注重通过我们所创作的文本提供给读者一些关于他者 
的强有力的、直觉的、感性的、历史的和诗歌的移情体验。 

关于如何表述的问题仍然存在，实际上永远解决不了其内部存在的那种张 
力和矛盾。一方面我们关心作为一种同构形式的文本的有效性和确定性，另一 
方面我们也知道所有的文本都处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政治与文化情境之中。我 
们自身也如同我们所创作的文本一样,无法超越这些限制。 

因此我们将继续进行各种尝试,在此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多一些“自嘲”，少 
一些自愚。由于不断地借鉴其他东西，文学的流派也将逐渐增多。民族志内部 
的张力将继续存在并且会贯穿整个民族志的发展进程，但是公开地或私下地解 
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会比当前更多。 

缺陷与真》，缺陷对真理 

门楚 （M enc hu，1984)， 这位女性及她所撰写的书曾引起了轰动。一方面，读 
者对书中提到的内容十分同情,此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在西班牙犹太人（主要 
是具有欧洲血统的危地马拉的土地所有者）控制下的危地马拉当地居民的苦难。 
如人们所预料的一样，这些西班牙犹太人控制着国家军队，那是一支由欧洲后裔 
军官、正规军和当地士兵组成的军队。 

辩论的另一方则是由学者 （Gugelberger, 1996； Stoll ,1999) 和其他人组成的。 
他们仔细地研究，拒绝甚至谩骂门楚这样的作品，因为作为一部编年体，书中对 
一些（或者是所有的）事实的描述有明显的错误而令人置疑。在文化斗争中，激 
进的右翼人士被指控为“左倾自由主义”，他们利用书箱宣传一些以拉美解放运 
动为主的自由主义内容。在门楚中描述的所谓的事实并不是真实的，其中的见 
闻和经验缺乏依据，是不完全的，但它所起的效果却很大，而且几乎是压倒性的 
(Lincoln, 2000)。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类似门楚这样的文本呢？莱弗利 （John Reverly) 在他所写 
的章节中用分析的方式提出了一些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与其将这类作品看成 
是欧洲标准的产物，不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它们。它们其实是进人弱势群体 
的桥梁，它们可以使我们进人边缘人的生活，那些边界上的居民先前从未能表达 
自己的声音。他们借助几个不同的方面来表现自己的权力。他们告知世人其对 
权力的控制，表明他们重新获得了用自己的语言为自己说话的权力。他们拒绝 
他们的故事仅由别的人来讲述，因为他们带有政治偏见并在利益上是不一致的。 

他们还表示，尽管斯托尔 （Stoll , 1999 ) 以及其他的一些人会对认识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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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辩论,但是他们的论点时常带有很强的政治性 （ Beverley , 1996;参见本书第 
21章、第20章）。作为研究者，特別是女权主义者，认识到个人是具有政治性的， 
认识论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我们“怎样”知道取决于我们知道“什么”、从“哪里” 
知道以及我们曾经历过“什么”。认识论意义上权力涉人的讲故事的惯例导致了 
西方民族志传统的不稳定性、脆弱性以及易于遭受威胁的特征。《我，丽格伯塔 
• 孟珠》引起的轰动效果正是标准与目的相吻合的结果。因而，我们获得了一种 
新的真理 形式： 由各种具体经验形塑而成的公民社会学。 

正如我们曾经提到过的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老的文本，看它们能否教给我们 
什么，包括它们的目的和作用。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公民社会科学这一主题，将其 
源于大众并为了大众这一特征作为我们的编辑方针。很明显，这种亚社会科学， 
一种来自变革的呼声，被从欧洲中心主义和主流的声音所设想的公民社会科学 
中以很多不同的方式催生并发展起来。《我，丽格伯塔 • 孟珠》以自己的方式从 
根本上将民族志作为一个完整 M 流派进行了重建。这种重建也许最终会包括生 
命历程，自我民族志，“自己的故事”，自传，评论性杂志及这个流派中其他的叙述 
方式。这种表述作为一种批评民族志的形式突破了原来的限制从而开辟出了另 
一条途径。 

鏹銕逄行 


在第六个阶段我们面临了另一个问题。关于先前范例的争论集中在“竞争 
者”范例是否值得去做 （Guba & Uncoln ,1981,1989 ; Lincoln & Guba , 1985) ，学生 
和其他人的加入对选择并运作非常规的科学模式是否有用。史密斯和迪默（第 
34章）的研究表明这种争论非常愚蠢（尽管对双方的对话可能有利）。确信学生 
和新的加人者曾经对范例做出选择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加以运用，这至少可以使 
我们避免过早草率地“结束对话”。但是史密斯和迪默明确指出，现在已不是有 
关范例的选择问题了，更重要的是关注我们所继承的这个世界。最近的社会科 
学研究成果使我们相信并不存在“上帝之眼”，不存在“没有声音”，也不存在“全 
都是声音”。我们不必选择勤奋工作以进人到后现代社会。确切地说，我们已经 
继承了一个后现代的世界，不再回到过去。不是我们选择了后现代，而是后现代 
选择了我们。 

这些研究成果和经重新定位的争论所隐含的意义，实际上相当复杂。在“伟 
大的范例之战”中，我们来了又去。争斗已然结束。当我们还在不断争斗的时 
候，我们所为之争斗的那些界线、边界不断地被重新绘制，直到它们变得了无意 
义。我们不能自由地选择后现代主义。当现代主义的时代结束时，后现代主义 
这一历史时刻来临了。这一时代充满了偶然性、多元化、模糊性、去中心化，它从 
咋天的确定性中脱离出来,充斥着以往从未听到过的嘈杂声。今后的很多年间， 
我们也许仍能听到现代主义的回声。可以确切地说，即使一个新的时代意识已 
然成形，我们较为保守的知识分子或组织（如大学）仍将长期地依附于现代主义 
的形式与结构。 



41 第七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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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的 负成？ 什么/哪个脅我？ 

我们还面临着关于“自我”的问题 ：谁的 自我？什么自我？哪个自我？欧洲 
中心主义的宏大叙事逐渐消隐、多元化声音渐趋中心、边缘和中心的竞争、“真实 
自我”的解构 ■ —所有这些都在表明虚构出单一、真实自我的那个时代曾经到来 
又最终消逝了。除非做有关想像力虚构方面的心理分析，事实上很难知道是否 
真的会失去自我。实际上我们面对着多种身 份：由 我们所处的社会位置形成的 
身份，身处某一领域而被赋予的身份。身份是我们的遭遇与自我之间、不同领域 
的内外之间、经历与时间之间等相互作用的产物。通往我们的自我的桥梁如同 
通往我们的对话者的桥梁一样多，每一条途径都使我们得到新的领悟，想像我们 
存在着什么的可能性，想像我们会如何发生改变，想像我们又是通过什么方式知 
道这些的。 

范例及方法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都伴随着人类精神的繁荣。正如启蒙运动 
开启了人类摆脱神学教条的束缚而自由选择生活的可能性一样，抛弃我们社会 
科学中僵硬的欧洲中心主义也就为人类精神的繁荣再次提供了可能性，这是对 
人类精神、人类群体以及人类欣欣向荣的一种新的感悟。我们不认为自我多元 
化是一种精神紊乱的症状，我们看到了其中的可能性与潜力。反思性的自我可 
以自由地选择、处事、扮演新角色和与人建立新的关系。多元自我亦受复杂的社 
会科学的影响，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能力进行解释。 

格根双氏（第40章）认为我们已经进人了一个后一后时代 （ pos t- pos t 
period ) — 后后结构主义 （ post-poststructuralism ) ,后后现代主义 （ post - 
postmodernism ) ——即一个需要重建的时代。这对我们的“表述”意味着什么呢？ 
民族志的实践仍旧没有解决这一问题。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事情永远不会相 
同。我们正身处一个新的时代，在这里多元化文本、文化批评、后经验主义作品 
变得更普遍，如同田野工作、分析和文本间的交流采取更为反思性的形式。 

我们换一种说法来描述这一时代，如同贝里 （Thomas Berry ) 所评论的那样， 
我们正处于两个叙事 （ story ) 之间。旧的叙事不再发生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它已 
不再适合。但新的叙事尚未就位。因此我们正在寻找新叙事的片断，发现它们 
讲述故事的方法，收集各个部分以使其完整化，但实际上完整的新的叙事还没来 
到我们跟前。因此我们是最后的修理工，正试图将一种新的叙事修补到一起，我 
们开始怀疑将永远无法获得旧的叙事曾具有的统一性、平滑性和完整性。我们 
将不同的碎片集合起来，但手头的东西并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它们具有很多的 
形状。 

慢慢 地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的未来可能不止一种形式，一个片断，而是很 
多;不是一种声音，而是 多种； 不是一个故事，而是 多个; 很多的故事、戏剧、小说、 
寓言、 回忆、历史记录、自传、诗歌以及其他文本，它们告知我们生活的方式，拓展 
我们对他者的理解，提供给我们进行文化批评的素材 （Marens & Fischer , 1986 ) 0 
由于后现代的压力，现代主义者的计划被阻断，变为被贝里称作的“旧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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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第 七阶段 


很难知道生活在确定性的时代和生活在极不具有确定性的时代哪一个会更 
容易些。 Megatrends 的作者奈斯比特 （ Naisbitt ， 1982) 观 察到： 

我们生活在两个时代的过渡时期。那些希望把握这种不确定性的人往 
往远远地走在那些还停留在过去的人的前面。这是一个变革和问题丛生的 
年代。 

尽管这一过渡期是不确定的，但是它是一个伟大而动荡的时期，充满了 
机遇。如果我们学会如何使我们的研究领域变得不确定，我们将比稳定时 
期获得更多的成果。在稳定的年代，所有的事物都有一个名称，都有自己的 
位里，而且我们很难改变它们。 

但在过渡时期，如果我们对前方的路有一个清醴的认识、准确的概念以 
及开阔的视野，那么我们在个人的、专业的及制度的层面就会具有很大的操 
纵能力及影响力 （ pp . 249-252) 。 


我们相信 Naisbitt 给出的建 议：当 我们敢于抛弃对过去事物的确定性和绝对 
性的依赖时，我们将会有大量的机会在未来实现我们的愿望。 


结谱 

对于“我们要向哪里去？”这一问题还没有清楚的答案。同样道理，“定性研 
究的未来将会怎样？”也没有答案。我们这样讲并非离题，因为这暗示了我们实 
际上没有方向。正如一些存在论与认识论它们本身存在着矛盾是件平常的事那 
样,我们也没有必要在本书里一定要得出一个关于定性研究未来的共同的答案。 
如同列维斯特劳斯的修理工一样，我们通过拼凑与整合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是以“书写”为职业的修理工并不仅仅只是简单地顺应潮流，在很大意义 
上，他们也是发明家。因为这些修理工知道他们的工具很少，合适的部件也不 
多，所以他们变成了发明家。他们发明了“修补”的方法，他们反复使用织物及布 
料做出了灌亮的棉被。如同禅宗里 Pirsig 的英雄和摩托车维护技师一样，他们知 
道哪些东西需要特殊的修补，没有东西比铝制的库尔啤酒罐做成的铝条好。他 
们没有上过艺术课，但他们已经成为了这方面的专家。在以书写为职业的“修理 
工”那里，发明不仅是必需的，亦是永无止境的艺术创造的要求。 

定性研究方法因此变成了一种“发明”，讲故事——表述——变成了 一门艺 
术。即使是修理工，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并不是按照标准来工作，并且我们开始 
认为不再有任何标准存在（如果以前曾经存在过的话）。因此我们只能进行修修 
补补，也许会相互讲一些拼凑起来的故事。有些故事可以使我们分享研究中的 
一些深层次 内容; 有些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对错或减轻压力；有些可以帮助我们懂 
得我们为什么做、怎样做和做了 什么； 而有些仅仅是在说着一些不同的事。 



1129 


也许这本书本身就属于第六个阶段，也许这是我们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 
来观察我们所处的位置，考虑我们的去向并试图设想一个新的未来。也许我们 
要求作者所做的是给这个第六阶段下个定义并推测第七阶段的可能形态 —— 第 
七阶段是指一种叙事稳固下来之时，还是指各个领域和学科仍处于混乱之时。 
这本书，作为一种努力也许会成为史料，成为发展中的一个环节，而我们自己无 
法框定和把握这种发展的本质。 

我们相信我们正平稳地跨越时间的桥梁进人到第七阶段。我们不能很清楚 
地看见前景，但是我们能够辨别出它的轮廓。首先，除我们之外还有很多学者希 
望社会科学能够反映出更多的实情，不能像政治性团体那种搞研究是为了达到 
自己的某些目的，我们应该忠实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我们对公民社会学的迫 
切要求（见本书第5 章:第 35章）并不是没有危险。也许我们会发现越是频繁地 
去研究这些群体并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就越得不到经费来维持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还发现这种工作与其他一些相比更能使我们从象牙塔内走出来。可以肯定 
的是，与传统的民族志研究相比,这种工作的劳动强度更大也更费时 （ Lincoln , in 
Press ) 0 我们呼唤公民社会学，基于此我们认为田野工作不仅与社会学相关联而 
且还广泛置身于大范围、丰富的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之中。公民社会学表现出 
了整个新一代定性研究工 作者: 教育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心理学和医学工作 
者、医护工作者、通讯和媒体专家、文化研究人员及其他。 

这项工作中的价值涉人问题不容忽视。以往存在的各种社会科学，不仅不 
曾解决人类存在的突出问题，而且在很多时候甚至使情况变得更糟 （ 见本书第4 
章）。与价值问题同等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依据对特定人类共同体的理解所从事 
的研究的有效性问题。相互间离散的社会科学总是仅仅关注对自身具有意义的 
那些事物、社会目标和知识分子利益。在第七阶段我们面临一个选择，即决定融 
人还是脱离于我们所研究的那个特定人类共同体。我们想要了解想要有意义地 
生活，这只能是在共同体之中。我们现在有机会作为在那居住的知识分子和作 
为沟通中介重新加入到共同体中去。 

在公民社会科学中，与其学科旨趣的表达相伴随的是一个既有趣又有意义 
的方面，即它暗示着启蒙主义的手段与结果的二元论的终结。在社会科学发展 
的很多阶段，手段与结果被谨慎、客观地区分开来。这种社会科学显示了手段一 
目的二元主义的结束。在公民社会科学中，民族志的目的是促成一个强大、公 
正、平等的共同体，该目的常与达到目的所需的手段相互妥协。在第七阶段，社 
会科学的手段（方法）在对共同体做出贡献的同时得到发展、提炼，并因其促成了 
共同体内的良性差异、社会公正以及平等机会（即平等的获得物质、社会、教育和 
文化方面资源的机会）受到珍视，而这些成果也正是民族志所要达到的目的。方 
法的竞争是为了保持研究的生命力和活力，帮助我们深刻理解怎样才能创造出 
人类的辉煌。 

我们还看到在“范例具有怎样的意义”与“我们如何去接受它们的结论”方 
面正在岀现一种对话 （ Lincoln，in press ) 0 大量的方法、范例及可信赖的建议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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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看不到一种 真相： 许多单独的研究者和典范的遵从者，即便他们研究的着眼点 
很不相同，但也能得出非常相似的结论。例如女性主义者关注女性的认知方式， 
其观点和种族与人种学家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种族与人种学家也同样认为， 
那些与主流、专家和传统科学认识论不同的非主流认知方式为我们了解人类社 
会生活复杂的多样性提供了很大帮助。批判主义者及一些研究生命史的学者直 
觉地认为认识论就是政治，两者在“我们如何看待有效性和事实”这个问题上有 
相似的主张。 

我们有机会进行更有成效的对话，不是关于我们如何创造一个新的典范，而 
是讨论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的相似之处。我们看到过很多通过对田野工作方法的 
反思而揭示出的相似的事物及各种密切关系。如果第七阶段仍然可以规划的 
话，那么在典范和方法的拥护者间的这种对话就可以很好地进行了。 

这个阶段的最后一个特征就是边缘与中心的游移不定。原先的中心消解 
了，边缘正在逐渐占据中心的位置。新素材、新故事、新评论、新方法、新认识论 
观点、新有效性形式、新文本、新表述等都在表明一个并不稳定的新中心的产生。 
以前与欧洲几何学刚性的外形相似的“中心一边缘”结构现在具有了流动性，发 
生了化学反应般的变化。边缘移向中心，中心移向边缘，一切以新的方式被重 
构。方法、方法论、研究实践和认识论等方面的发展，使得有关中心和边缘的所 
有概念发生了变化。这些都是前一代人所难以想像的——或者即使在本书第一 
版发行时也未曾料到。 

不论处在哪个发展阶段上，我们都希望本书是对那些新故事、即兴之作、实 
验、补充说明、对话等的及时的整理。新的叙事远没成熟，我们仍在等待着另一 
个荷马的到来，他不仅能将我们对这一神秘土地的零碎观感完整地连缀起来，而 
且还为我们划分出新的章节。当我们揭示出指导我们创作的特定文化结构及其 
文化实践时,我们想起我们作为故事讲述者时所具有的那种感染力。这些结构 
和实践让我们看到了某些一致性，使我们即便不凭借它们 （ 结构教给我们讲故事 
的特殊方法）也能创造出意义来。抹去将自我、他者和历史分割开来的那些界 
线，我们正在学习如何讲述新故事，这些故事不再被包含或限制在过去的叙事之 
中。因此我们开始共同着手新的方案，这个方案除它本身之外并没有对文化结 
构及实践有一个系统的了解。 

最终测定的东西将会是稳固的，但所有定性研究者的研究内容会经常发生 
改变，这些内容就是从日常生活以及互动个体角度研究人们的各种体验。这些 
个体可以一起也可以单独地创造并体验历史，而这些历史是由“过去”这个幽灵 
传承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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